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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

———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张 新 民

摘　要:佛教传入东土以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得其裨助,经过自唐迄宋的消化吸收,遂有儒家理学与

心学别开生面的崭新发展.由此,不仅儒家自身彻上彻下的形上哲学义理世界得以建立,儒、道、释三家和

合互动的学术生态格局亦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力求妥善安顿人之精神生命的特征与能力进一步强化.两

宋大儒多与宗门禅德相往返,禅学实际上成为他们体道、证道的入门初阶,这既是当时“三教合一”历史潮

流的具体表现,亦反映了华夏传统学术作为人类体认宇宙人生真谛之智慧成就在心灵安顿乃至宗教层面

的文化调适功能.

关键词:儒学;佛教;三教合一;文化调适;义理涵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一大事因缘”,便是以旁助的方式催生了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儒学,形成了

儒、道、释三家长期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丰富了固有文化不断赓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

系统及其义理内涵.其中,最突出的文化现象便是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二者均突出反映了由

排斥冲突到交流融合的整体历史发展大趋势.宋明诸大儒无不出入释、老,多方吸取其思想资源,然
后又返归孔孟正学,重建自己的形上义理系统,不仅为中国文化贯注了元气,而且也显示了东方民族

特有的直观慧识.故即使延至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开始酝酿、出现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时,仍有

学者坚持认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文化之真精神也”① .这说明,传统

中国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仍在文化断层的缝隙中为不少有识之士坚守或传承.
分析传统中国哲学的特点,必然离不开对儒、道、释三教的考察.而三教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都以

“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为中心,“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心灵,都集中在这里表

现”,“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是人类

最切身的问题”② .儒、道、释三教以在道体上见得透为究竟,以人类的安身立命为归宿,代表了人类

探寻生命存在的真理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人类渴望内外打通和彻底把握自我的认知深度.
从长时段的视域看,儒家思想自孔孟以来,历经两汉以迄唐宋,其中虽夹杂着曲折,但总的来说

乃是朝着越来越完整、系统、邃密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入宋以后,理学雄军突起,无论讲心性、理气、
性情、中和,抑或讲形上、形下、未发、已发,讨论的题域既非前代学者所能范围,分析的邃密亦令后来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研究”(１４＠ZH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汤用彤:«理学谵言»,原载«清华周刊»第１３ ２９期(１９１４年９月 １９１５年１月);又见氏著:«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页.

②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第十一讲,«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８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６ ７、

８７页.



者望洋兴叹.及至晚明,则可说是“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①.特别是在心性及

其意识结构活动的如实了解和客观把握方面,宋明儒学更不能不说是精义高见迭出,既绵延了先秦

圣学的血脉,契应了孔孟心法,也发扬了儒家道统,当为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然而,儒学的第二期

复兴运动固然得力于自身内在理路的推廓或拓展,但也不可忽视诸如佛教等诸多外缘条件的挑战或

剌激作用②.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明的“外来物”,先是与道家哲学思想结合,通过道家式的“格义”解
读,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一步(佛教的道家化);然后,它又以道家思想为桥梁,开始吸收、整合儒家伦理

思想,逐渐消弭相互之间的缝隙,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二步(佛教的儒学化).也就是说,经历了长程历

史路途的融突磨合,特别是与道、儒两家域内思想资源的广泛交流对话,由域外输入的佛教不断在本

土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解释,并始终朝着能为另一文化系统接纳的方向发展,最终则形成了既符

合佛陀本怀,具有自身宗教特征,又多方面地吸收了异地固有的思想文化智慧,拥有新的生命形态的

天台、华严、禅等众多中国化的宗教流派.上述儒学佛化与佛教儒化的历史进程,代表着不同文明之

间互学互鉴与融突磨合的成功模式,乃是跨文化交流对话和选择过滤的重要活态典范③.

一、唐代的儒佛交流与会通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土所经历的长程复杂变迁,即是其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性发展过程.历经

魏晋南北朝诸如“唯识学”、“般若学”、“涅槃学”的长期深入发展,佛教至北宋已有近千年的本土化变

迁演化经历,影响广被朝野上下,深入街闾村巷,沾溉士夫乡民.其前后渊源流变,可用宋儒陆象山

语概括:“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

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
天下奔走而向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向之者则佛老等,与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

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百家满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庄子所

以有彼是相非之说也.”④可见佛教传入东士之后,的确一度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世界,同时也引

发了各种学术流派的长期争论,导致了中国文化巨大而全面的调整.如何消化吸收佛教思想资源,
重建儒家道统或学统,当然也就成为困惑唐宋两代儒家知识精英的重大问题.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高潮时期,其得人之盛,甚至压倒了儒学.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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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上册«发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
与本文题旨相关之研究成果,可举者主要有: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洪修

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宋玉波、朱丹琼:«佛教哲学与中国儒学的内在关系问题»,
«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刘学智:«关于“三教合一”与理学关系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洪修平: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佛教文化研究»第１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南潮:«唐初佛道儒三教文化交流中的

冲突和融合»,«民族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陈兵:«晚唐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潮及其现代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张
玉璞:«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孔子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魏鸿雁:«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

起»,«青海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韩毅:«宋代僧人与儒学的新趋向»,«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韩毅:«宋初僧人对儒

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赖永海:«宋元时期儒佛交融思想探

微»,«中华佛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５期;杨军:«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博士论文有:蔺熙民:
«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２０１１年;韩毅:«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河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

２００４年;张树青:«‹大乘起信论›与两宋理学心性论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２０１１年.
无论以智者为代表的天台宗,抑或以贤首为典范的华严宗,以及以慧能为标志的禅宗,严格来讲都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宗教.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可以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对话的历史镜鉴.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９页.按“百家满天下”以下数句,出自韩

愈«原道»:“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
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见韩愈:«韩昌黎全集»,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第１７２页.



氏耳”①,并非一时偶然之虚语.而即使辟佛最力的韩愈(７６８ ８２４),他所倡导发明的儒家“道统之说

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

哉!”②韩愈主要是以儒家道统排佛,目的在于发明先秦儒家固有的经世之学大义,重光儒家终极关怀

与人文智慧.此一志向成为历代儒者自觉维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发展方向.但是,假如无禅宗,我
们亦很难设想会有韩愈“道统论”的揭出.“道统论”恰好是他既仿效禅宗又排斥禅宗,希望能以此振

衰起敝复兴儒学的必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韩愈“道统说”的提出,反映了禅宗的兴盛,反衬出了儒

家的衰敝③.
韩愈的辟佛活动影响一时,实有一层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即“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

也”④.与唐初三教并重,乃至有总数达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之修撰⑤,僧寺往往成为知识与文

化传播的中心,而士人心态并不以释氏之说为非不同,安史之乱后,士人普遍认为“戎狄之乱华,不同

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⑥.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

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此不能不连类及于佛教,以致开始质疑朝野上下重佛轻儒的文

化心理现象.只是与韩愈的极力辟佛相较,当时多数学者仍“不敢也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

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⑦.
但是,即使是韩愈的排佛,亦主要着眼于政治社会学的考虑,缺乏学理方面的充分权衡.相形之

下,宋儒为重建心性形上世界,往往能操戈入室,逐渐夺回有关天地宇宙及社会人生问题的发言权.
此外,宋代佛教声势远逊于唐代,已经中国化了的释迦学说不再是尊王攘夷的政治对象.而着眼于

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则可说佛教之传入中国,在不断融突磨合的过程中,显然只是扩大了中国文化

固有的多元格局,丰富而非消解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历史资源,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得佛教

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⑧

与韩愈同时提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７７３ ８１９),著述名动一时,影响后世甚大,然亦长期浸润佛

教,自谓“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⑨.柳宗元父亲柳镇与梁肃(７５３ ７９３)乃知交.梁肃官至皇

太子侍读、史官修撰,然又为天台宗九祖湛然(７１１ ７８２)之高足.他不仅是有唐一代古文大家,同时

又是天台佛教理论名家,尝整理天台文献,撰成«删定止观»一书,诚乃兼通儒释的文坛作手.柳宗元

既与梁肃有两代世谊,被贬永州后又与湛然另一再传弟子重巽过从甚密,并盛赞其人“修最上乘,解
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宋

僧志盘撰«佛祖统纪»一书,详述天台一宗源流,称其为“湛然旁出世家”,足证其家世与天台人物交涉

７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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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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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世传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 又有

过孔子上者.’公曰:‘谁?’文定曰:‘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公暂闻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
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后语张天觉,天觉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可证当时一流学者,均在

佛不在儒矣.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癸部”卷四十八«双树幻钞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８页.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６页.
范育«正蒙序»云:“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

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

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见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中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８４页)即可见儒衰禅盛的真实历史情景.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大足元年(７０１)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

(６９８ ６９９)中,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

属姓名方域等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中册,第６５７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
两处引文及观点见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２９３ ２９４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页.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八«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四部备要»本.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八«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四部备要»本.



既多,受其义理沾溉亦颇深.
柳氏一生主张统合儒释,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①,强调“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

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②.后人因此认为他称引“浮图之说,推离还源,合于生而静者,
以为不背于孔子.其称大鉴之道,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者,以为不背于孟子.然后恍然有

得于儒释门庭之外.涉猎先儒之书,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严,任道之笃,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门之

律师也.”③上述评价不可谓不高,适可见其非但不辟佛,反而以为儒佛能够互补.
李翱(７７２ ８３６)与韩愈、柳宗元同时,而与韩愈论学最为相得,故乃追随其后推行古文运动,排

佛立场复大体相同.如同韩愈与大颠和尚多有交往一样,李翱亦与尊崇天台之梁肃时有过从,故其

之所以重新发明儒家心性论思想,盖因受了天台宗理论体系的启发.李翱同时又多与禅门人物接

触,可举者如惟严、道通、药山等,均或多或少对他有所影响.其与禅宗的关系,较韩愈更为密契深

广,故传世典籍多记载他参禅的事迹.如«五灯会元»云:

　　李翱刺史问:“如何是真如般若?”(崇信)师曰:“我无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师曰:
“此犹是分外之言”④

李翱之所以参禅,盖出于形上超越之关怀,且显然对佛教义理有所透入,否则便不会直下追问

“如何是真如般若”.这说明,其义理见地与工夫,较韩愈为高.今人评价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以为

可以“奇杰”两字许之⑤.晚明钱谦益更称他“年廿有九,参药山,退而著«复性书»,或疑其以儒而盗

佛,是所谓疑东邻之井盗西邻之水者乎?”⑥«复性论»虽主“性善情恶”论,倡导儒家的复性工夫,主要

是发挥«中庸»、«孟子»一系的思想,心得发明可谓颇多,但毫无疑问也杂有佛教之说,反映出他受禅

宗思想浸淫既钜且深⑦.
唐代儒佛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不断交流融合,二者的磨合交涉,牵联着广大的社会思想文化

领域.政治上的排佛并未影响学理上的儒佛会通,最终正如陆象山所说,“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

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⑧.上举韩愈、
柳宗元、李翱三人,均为同辈学者,他们的儒学立场不尽相同,受佛教影响也有程度大小的差异,但均

发挥了学术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不称为转移风气的关捩人物.其中,韩愈对后世影响尤

大⑨,以其为象征性的标志,略去各种复杂曲折的社会文化变迁细节不论,则可说由他率先揭出的“道
统论”发展至宋代一变而为系统化的“道学”思想,重建符合儒家“道统”的政治文化新秩序已然成为

士大夫群体的精神自觉.这其间有着极为清晰的儒学发展的内部理路线索可寻绎.其中,唐代作为

儒学复兴的肇端,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

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而由唐至宋变动调整幅度巨

大,乃至有人以“唐宋变革时期”一词以概括,以为无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均“堪与后来的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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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四部备要»本.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八«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四部备要»本.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中册,第８６２

８６３页.按柳宗元曾撰«曹溪大鉴禅师碑»,多有赞叹之辞,见«柳河东集»卷七“碑帖”.
普济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中册,第７１页.
参阅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下卷释序,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１６页.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钟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宋儒朱熹便直接批评说:“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 此乃释氏之说,于其中不自知,不知当时曾把

与韩退之看否?”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孟子九»,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２册,第１２３３页.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书»,第１６页.按“三教”之名,当始自隋唐初期,参阅任继愈:«唐宋以后的

三教合一思潮»,«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有句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二

十二«奉酬永叔见赠»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虽评价高低未必尽同,然均可见韩氏影响后世甚大.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２９６页.



的变动相匹敌”①.故儒佛交流互动作为时代潮流升降起伏的晴雨表,显然也会折射出长程历史变革

必然引发的思想文化转型的某些面相或特征.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当然即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或可将其譬喻为补充生命必需营养的“输

液”过程.近代以前,中国主要有两次“输液”:“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

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持其青春.”②也

就是说,外来思想传入古代中国引发对话交流,就其规模较大者而言,主要有魏晋以来佛学的兴起及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的传播这两次③,它们均是强化而非削弱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多元性.其中最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未丧失其自身的学术文化思想个性,反而极大地

丰富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学理内涵,甚至儒家一贯强调的刚强健动的主体自由精神,也由于外来文化

因子的不断刺激而空前高涨,从而使得肯定而非否定现实世界秩序建构之重要性的取向,始终都是

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这当然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迹,明显折射出广大和平中正的中国文

化所必有的开放性、容摄性特征.从宏观的视域看,韩愈、李翱诸人固然一方面激烈抨击释教,以儒

家卫道者自居,难免自固封畛之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出入于佛教,多交禅僧朋友,吸收了大量佛教

思想资源.这说明儒、佛两家在知识权力与正统地位上的争夺尽管十分激烈,但最终仍由扞格矛盾

转为会通交融,成为北宋理学之滥觞,此既显示出思想史的诡谲与复杂,亦构成了多元化的学术生态

格局.而三教之间的长期互动互鉴关系,更造就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变迁面相,以致我们不能不

说“唐宋以来,一千多年间的文化总体结构都与三教有关”④.而中国人之精神生命世界,殆绝少不为

佛教思想所浸渍,尤其宋明诸大儒为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往往不能不对其多有采撷吸收.故欲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变迁趋势,首先必须摸清三教消长变化的政治文化生态分布格局.

二、北宋理学建构的佛教触媒因素

与唐以前通佛学者多为义学不同,宋人通佛学者则主要为禅学.谈禅成为宋人的一种社会风

气,以致在儒家士子聚会亦时有发生⑤.北宋诸大儒上接唐人统绪而多有创造性发明,亦有赖于佛教

思想资源的旁助⑥.不同之处是,唐人之说甚粗,宋人之说则颇精.更直截地说,“北宋诸儒实已为自

汉以下儒统中的新儒,而北宋理学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他们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释老而求发

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⑦,因而能系统发扬孔孟学说的内在义理,别开儒学崭新的思想天地.
其中较值得注意者如周敦颐(１０１７ １０７３),尝有“穷禅客”之称,曾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又从东林

常聪总禅师习静坐⑧.据«鹤林寺志»所载:“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宿)、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寿

涯,读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云.”⑨虽不免过甚其

辞,然可见相互过从甚密.而«性学指要»谓周氏“初与东林总(聪)游,久之无所入.总(聪)教之静

坐,月余,忽有得,以诗呈曰:‘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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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５页.
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国文化»１９９４年第９期.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可参阅[德]弥维礼:«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中国文化»１９９０

年第３期.
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

救!”可证士大聚会谈禅,已成社风文化风气.见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３页.
佛教发展由唐折转入宋,尽管之前尚有天台、唯识、华严、律、净土等宗派的涌现,但大多逐渐式微,惟禅宗一枝独秀,骎骎兴

盛,流布天下.故本文言两唐以来佛教,则多指禅宗.盖其时禅与儒交涉最为频繁,然时人仍多统称其为释氏.
两处引语见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１４页.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陈金全、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册,第５１４页.
明贤:«鹤林寺志高僧»,«中国佛寺史志会刊»第１辑第４３册,台北:明文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７８页.



头.’聪肯之,即与结青松社.”①可见他后来之所以强调“无欲主静”,一生学问都以主静为宗,甚至认

为“定之以中正而主静”②乃是证入形上道体、可为世间“立人极”的重要方法,固然离不开自己的体认

工夫,且有儒家的渊源脉络可以考述,但禅门超越智慧的启迪、山林风气的熏染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故晚明钱谦益认为他与后来晚出的朱熹,均为“击于禅人而有悟”者③.言似略显夸张,却并非毫无

道理.
周敦颐一生学问精粹,均见于«太极图说»、«通书».«太极图说»固然主要取鉴道家人物陈抟的

«无极图»,但也参照了释门禅僧的«阿黎耶识图»④.而“«起信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名为阿赖耶

识’,与«大极图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义相合”⑤.«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论、万物

化生论,则与宗密«原人论»的理论构造模式极为相似⑥,但更强调宇宙人生生化不已的刚健大道,显
然可视为北宋重新发明儒家圣学的肇端.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均师从周敦颐,即王夫子所谓“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者,程子之

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⑦.儒学声势得二程而日益壮大,学者多推尊为道学(理学)的创始

人.但他们出入释老而返归儒家正学的经历,反映了其思想学说来源之广泛.其中,影响后世甚大

的程颢(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便曾“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遂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

序.”⑧他的«定性书»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

大公,物来而顺应.”⑨梁启超即举«六祖坛经»弘忍传法慧能公案为例,以为“程子讲‘物来顺应’,禅宗

讲‘心如明境’,这不是一鼻孔出气吗?”程子又强调:“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

认取,更不可外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

理,即性命亦可了”.此显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心性论而有所发挥,体现了证量功夫的高明广大,但
也不能说与禅宗的挑激影响毫无关涉,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三教合一的时代发展新趋势.

同为理学家的程颢之弟程颐(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也有长期禅坐的工夫,时以禅门传道印心法门接引

来学者.后人因此以为:“大抵程门诸弟,高者俱从禅学中来”;“昔贤出入老、释,未尝讳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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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第１册,第５１４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５ ６页.按周氏«通书圣学第二十»又云:“圣可学乎? 曰:可.曰:有要

乎? 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
敦颐集»,第２９ ３０页)“无欲主静”一方面要证入形上本体,返本归“一”;另一方面也要依体起用,为人类社会建立“人极”.而证入

形上本体的方法,儒佛两家显然可以互通,不必强立门户,妄分封畛.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参阅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３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５０页.
参阅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０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１２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页.按刘元

卿«诸儒学案»卷一«濂溪周先生要语»称:“程公二子皆倡鸣道学,以继孔孟不传之统,世所谓‘二程先生’者,盖自(濂溪)先生发之

也.”(见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２８页)可一并参阅.
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３８页;又见脱脱等撰: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６册,第１２７１６ １２７１７页.
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６０页.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六章«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６页;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

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４３７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１５页.
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８２ ７８３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传闻杂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 日既晚,

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２９页)可见,程氏长期禅坐习静,并有了宗教性的神通体验.
聂豹撰,吴可为编次整理:«聂豹集»卷十«答戴伯山»,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６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页.



惟程颢尝讥佛氏“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同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
不可以入尧舜之道”①.他们都强调“静一诚敬”之功的重要性,显然仍与释氏有所区别②.而依据马

一浮先生的看法,其所批评的对象,实不过是“小乘之言用以接引下根,故希求福报.朱子«感兴»诗
所谓‘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此本亦佛所呵斥.若大乘,如«华严»所言,‘行布’即是‘体主别异’,
‘圆融’即是‘乐主和同’,‘文殊表智’即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普贤表行’即是‘惟几也,故能

成天下之务’.彼此印证,固无往而不合也.”他认为儒、释之间,相较其同而非一味别其异,真正“于
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也是一种“返之于«六经»”的方法.遗憾的是“儒家唯是圆实,理绝偏小,故
无小乘权宗之说,在佛教唯大乘圆教可相应”③.儒家是否有必要开出类似于小乘一类的权说,似值

得进一步讨论,但不可轻易将大乘圆教与小乘权说错置误读,则自是不易之论.儒家的根本精神不

在独善其身而在兼济天下,极端鄙夷所谓小乘学说;而在中国佛教内部,褒大(乘)贬小(乘)从来都是

中国化佛教的严正判教立场.例如,晚明天台宗大师传灯(１５５４ １６２８)就不满韩愈的性三品说,认
为他“离性为三,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

下愚不移者,论才也,非性也.然亦不独愈之言也,即天下举古今之人,言性皆杂乎方以言之,是以纷

纷而不能一也.韩愈之说又不独此也,甚至于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离性以为情,则饥寒之患,
牝牡之欲皆情也,非性也.情而非性,则必以泊然而无为者为性矣.韩愈以辟佛老为己任,至于言性

又不觉不知流入于吾不乘说中,是故其论终莫能通”④.此足证儒与佛之所以能够互融互通,主要仍

在大乘而非小乘之说.双方都出于淑世救人的根本精神诉求,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明显与小乘

有所区别.至于马先生谈到的«华严»,程颐与其门人亦有一段相关对话:

　　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
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
又问:“未知所以破他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⑤

“万理归于一理”云云,程颐又概括为“理一分殊”:“«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未分.分殊

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

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⑥可见“理一分殊”既是宇宙天地法则,当然便可以具化为世俗伦理原

则.以后持类似看法者,多见于儒家学者.如朱熹就接着程颐的话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⑦检读更早的周敦颐

的«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他已明确提到:“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朱子据此

发挥说:“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体统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所谓‘万一各正’,犹言

‘各正性命’也.”“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

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⑧“一”之本义显然即本体即整体即根源,当然可以涵盖或化

现为“多”(万),而可说“一”即为“多”(万),“多”(万)即为“一”.一方面,一法遍含一切法,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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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引程颢语,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３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条载:“(王)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

远,其合犹符节也.’上(神宗)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
‘诚如此.’”余英时据此认为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完全开放的,二程辟佛的一部分原因实乃针对王安石而非佛

教本身,颇值得参看,而注意其中的分疏.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

５０ ６４页.
以上几处引文均见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页.
传灯:«性善恶论»卷一,福建莆田广化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内部打印本.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１９５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第１册,第３９７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第３册,第２１６４、２１６５页.按«华严经十地品»云:“譬如日月住虚空,一切水

中皆现影.”(«大方广佛华经»第２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７７页)



的立场上看,不能不说是万物终归一太极;另一方面,一切法为一法摄,以“多”的方法观,则又不能不

说万物各具一太极.足证朱熹实借用了佛教颇有哲理义涵的“月映万川”妙喻①,以发明由周氏肇其

端,程颐所明确拈出的“理一分殊”之说②.由此可见,不仅程颐曾认真研读过«华严经»,即周敦颐亦

颇受«华严经»影响,而尤以朱子发挥最多.他们都熟悉华严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

想,了解其“一”与“多”互摄互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一套理论体系,深知宇宙乃是一个万事万物

拥有自身内在价值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③.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由程颐首先揭出的“理一分殊”说,经杨时(龟山)、李侗

(延平)、朱熹等人的发挥,越到后来就越具有形而上和宇宙论的涵义.此一学说主要得益于«华严

经»“揭两端之教”、“合于一贯之旨”的方法④,更受到了理事无碍法界玄旨的感染⑤,既绵延了先秦儒

家的核心思想和基本价值,彰显了儒家一贯固有的真精神,又依据佛教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拓展

了儒学致思的空间范围.这说明佛教的不少观点已为儒学所消化和吸收,儒与佛已缩小了相互之间

的义理差距或立论分歧.
北宋另一大儒张载(１０２０ １０７７),早年曾受范仲淹影响,反复研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

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⑥.可见其最终选择尽管为儒

家正学,但佛教思想资源的旁助作用同样不可轻忽.张载特别强调: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

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有无虚实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

灭? 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 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 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

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 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

悟道可乎? 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

天下,致善恶、智愚、男女、臧获,人人着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

之言,遂冥然被其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
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

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

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⑦

由上可见,张载主要是不满意佛教的“寂灭”或“无生”,即不再“受生”而跳出生死轮回,遂不能不

以生命存在为一大虚妄,乃至绝灭活泼创造生机以求顽空之说,才力求分判儒、佛之别.他认为,必
须回归儒家圣人之道,既重天也重人,视天与人均为“道”的流行发用的场域.这样,虽人伦日用亦不

能不为天理之当然,故必穷理尽性然后可以至命,缺少了“下学”便谈不上“上达”,生命存在一日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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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云:“阳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 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第３
册,第２１６４页)按“理性命”云云,乃指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按上引周敦颐«通书»“一实万

分,万一各正”之说,朱熹以为“便是理一分殊处”.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第３册,第２１６４页.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可说是互摄性原则、旁通性原则,即华严宗所展示的无碍自在而又圆融无尽的境地.参阅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１年,第４６７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０页.
参阅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 ２页.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３８１页.
张载:«正蒙乾称篇十七»,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９１６ ９２１页.



一日之伦理责任①,否则便是乖离儒家经世情怀的有体无用之学.此足证与其他理学人物一样,张载

虽受释、老影响而仍排斥释、老,排斥的焦点即在于释、老过分地崇无黜有,而有违儒家天人一体、有
无一致的即超越即存在的人间情怀.而他一生“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学者有问,多告以知体成

性,变化气质之道”.“关中学者之多,与洛人并”②,显然也与他的影响有关.宜乎程颐称他的“«西
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③.王夫之也认为他“上承孔孟

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④.他“在学术界,开辟力极

大主张气一元论,由虚空即气的作用,解释宇宙的本体及现象”⑤.但正如朱熹«横渠先生画像

赞»所说“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⑥,张载显然也是先从佛教思想阵营中冲杀出来,
然后才一本儒家立场建构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三、南宋思想世界的儒佛对话

南宋朱熹(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乃伊洛学统的发扬光大者,也是集理学之大成的一代历史人物,主要的

学术工作是以心、性、理、气、太极等为基本架构,试图为宇宙万物,当然也包括心性本体,作出合理周

延的解释,建立了一个颇有综合性特征的理学体系.今人以为他之“在中国,犹西洋之 Thomas
Aquina,其功至不可没”⑦,自孔、孟之后,鲜少有出其右者,不啻为“吾国学术史中古唯一伟人”,“迄今

愈七百年,著作议论涉及朱子者何限”⑧.易言之,有宋一代学术文章之所以灿然可观,当与朱子承上

启下之功大有关系.而自元以迄晚近七百年,若论对士人群体影响之大,实也可以称他为孔、孟以后

的第一人⑨.
朱熹的学问进路,主要强调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从而发展出一个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格

局,倡导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之学.其于“北宋理学,不仅汇通周、张、二程诸家,使之会归合一,
又扩大其范围,并及于邵雍尧夫、司马光君实两人,又特作六先生画像赞,以邵康节涑水与周、张、二
程并举齐尊”.然朱子的世界尽管是以儒学为中心,其基本身份亦不能不是士大夫,却未必就没

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朱熹早年一度热衷于佛学,自谓“某年十五六时,亦常留心于此”;“某旧

时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
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或许因为他“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

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

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可见,朱子浸淫佛学义理之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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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山称:“下学上达,即是喻义喻利.”(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第４３５页)可见,从儒家视域看,
下学上达的工夫,必然一端联系着形上道体的证入,一端连接着社会伦理责任的承担,二者缺一不可.

刘元卿:«诸儒学案»卷二«横渠张先生要语»,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下册,第７７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１１页.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第７１页.
朱熹:«六先生画像赞横渠先生»,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００３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１１页.按ThomasAquina,原书注:“阿奎

那(１２２５ １２７４),意大利神学家.”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３页.
参阅刘述先:«对全球在地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景海峰主编:«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１３页.
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１８页.
参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第３ ５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８页.
朱熹:«答江元适»,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７００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７页.



与其师徒授受渊源关系密契.无怪乎他早年赴进士考,行箧中唯一所带之书,竟是一本临济宗禅僧

大慧(１０８９ １１６３)的著述———«大慧语录»①.兹说之可靠性虽有待深考,但多少能反映出他对佛教

的倾心向慕②.尤宜注意者,则是他的«久雨斋居颂经»诗: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
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
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③

后人据此认为:“彼其所得,固已超然于语言文字,亦岂落宗门之后.”以此推之,则可说“五花开后,狂
禅澜倒,扫末流之尘迹,修儒行为箴砭,閟现之间,亦有时节因缘在焉.其微权固未可以语人”④.朱

子学问得力佛教颇多,尚可举下面一段对答为例:

　　或问:“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朱子)曰:“一个一般道理,只是一个道理.恰如天

上下雨,大窝窟便有大窝窟水,小窝窟便有小窝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随处

各别,只是一般.”⑤

朱熹所要阐明的,依然是前述“理一分殊”的道理.但如同“月映万川”之说直接受益于华严一样,他
的上述说法则渊源于天台思想.试看«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的原文:

　　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所归趣,亦知一切众生深心所行.通达无碍.又于诸法究尽明了.示

诸众生一切智慧.謦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卉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名色

各异.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澍,其泽普洽.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小根小茎,小枝

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大枝大叶,诸树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一云所雨.称

其种性而得生长,华果敷实.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⑥

一雨普润一切草木,草木则各因其根器的差别,而有大小不同的受益.«法华经»以此巧妙譬喻佛陀

出世,以一音遍布三千大千国土,说一相一味之法,而众生则因其根器利钝,受用亦各有或大或小的

区分.朱熹的说法主要突出“理一分殊”即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强调抽象普遍的“理一”必须落实在具

体个别的“分殊”之中,具体个别的“分殊”必然会受到抽象普遍的“理一”的贞定,即使世俗世间的伦

理义务或人生责任,也必须受到普遍抽象与特殊个别的双重规约,才有利于人类道德生活及修养工

夫即存在即超越的步步展开和落实.其设譬取喻的方法,明显地是因袭天台尊奉的经典———«法华

经»,诚乃善用他人之优长以畅己之言说者也.
朱子既然因袭天台立宗经典«法华经»,则必然熟悉天台宗学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层层累

积并有新的发展,消化工作乃是长期的、艰苦的,天台圆教则代表了最后的消化⑦,而以朱子学问思想

的博学宏达,显然不可能不对其义理系统有所了解和把握.考乾道九年(１１７３)至淳熙十年(１１８３),
他曾两次入台州天台县界,并两度主管当地崇道观(后改桐柏宫),讲学授徒,访贤交友,踪迹遍及当

地山山水水,一时从游者甚众,均为地方名流,有大量自撰诗文可供佐证⑧.崇道观位于天台桐柏山,
与天台国清寺(初名天台寺)相距不远.天台山历来有“东土灵山”之誉,国清寺亦被世人尊为天台祖

庭.盖智觊大师(５３９ ５９７)曾在此宣讲«法华经»,大得法华三昧.历代天台祖师均以«法华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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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时恩所辑«居士分灯录»卷下云:“(朱熹)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谈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年十八,从刘

屏山游,山意其留心举业,搜之箧中,惟«大慧语录»一帙而已.”
参阅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０页.
朱熹:«久雨斋居颂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０册,第２３１页.
以上两处引文均见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第１册,第３５７页.标点略有补改.
«妙法莲华经»卷三«药草喻品第五»,见张新民:«法华经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９、５１ ５２页.
参阅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牟宗三全集»第３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 ５页.
严振非:«朱熹与台州»,«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宗,遂成一大中国化之佛教宗派.尤其是智觊所撰之«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多种著

述,均能发明诸法实相,即«法华经»所谓“十如是”般若实相之说,实为后人研究天台创宗立派哲学思

想不可或缺之书.北宋以后“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①.
朱子既有台州生活之经历,以他过人之博学广闻,必曾深入其学之堂奥,当断无疑义.更明白地说,
他明显一度受过天台宗影响,不仅精研过«法华经»,读过智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
诸书,深受其“法一”与“分殊”之说的浸染,而且更改头换面,巧用其譬喻来阐述儒家“理一分珠”的道

理②,将佛教经典内容转化植入了儒家的新语境.只是他不经意中仍露出了马脚,未能完全抹去剿袭

的痕迹.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③,信非虚言.朱子好批评其他儒

者的学问多有禅学夹杂,但他自己的思想何尝不同样渗入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因子! 宋代天台、华严、
禅宗三家,虽整体看均承晚唐五代衰微而再次复兴,但亦因其自身的“入世转向”而早已完全中国化,
其中禅宗声势骎骎乎如日中天,显然已非其他诸家所能匹敌,但同样也出现了盛极之后难以为继的

历史性困局.朱子则不仅精通禅宗,对天台、华严两家亦颇为稔熟.无论“宗”或“教”的典籍文献,他
均有广泛的涉猎或研读,同时又善于将其转化为自身以“天理”为中心范畴的理论建构资源,趁势巩

固或强化了儒家在超越世界的思想主导地位和传道发言权.
朱子之所以由佛教折入儒学,如分析其主要原因,则为受到持守儒家立场的延平李侗的接引.

这一点似乎也有朱子自己的话可供佐证:“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延平)先生极言其不是,后
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④

可见他是先进入禅学阵营之门,然后才返归儒家正学,一如陈涉之揭竿易帜,不能不说是真能入室操

戈者⑤.故其学虽与禅大有区别,但未必就全然迥异.“禅宗不与人说道理,直下要人截断情尘意识,
或以一句无义味语塞却人之思路,其方法实是险迫,然学者遭其偪勒,无伎俩可施,忽然转身过来,直
是廓落自在,非遇上根,决不能受此钳锤,中根之人全不得力,且有因此而发狂者,故儒家不用也.朱

子深明此事,料简禅病,分明不差.不知此中甘苦者,自不能不疑其言.”⑥朱子尽管“以父执事延平”,
后即有了由禅而儒的巨大思想转向,但我们对此仍不能轻下“决裂”或“斩断”的武断性结论.

朱子深知禅学利弊,在工夫论上必然有取有舍,故从禅学角度看,其相同或相似之处亦不胜枚

举.但从大根大本处看,朱子之学仍为儒而非禅.诚如清人恽敬(１７５７ １８１７)所说:

　　尝观禅有近于朱子“理在气先”之说者,如鲁祖“茶盏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

行先”之说者,如仰山“行履在何处”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论“性”与“气”者,如赵州“有业识无

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论“体”与“用”者,如沩山“有身无用、有用无身”之言是也.此皆

议论之时,枝叶波流,偶然相及,非为学之本源,故虽甚近,不可据此谓同于朱子.朱子之

学,其矩度绳尺,与圣人之教皆一辙焉,惟兢兢然,孑孑然,自拔于禅,宁言之实而不敢高,宁言之

纡而不敢径,宁言之执而不敢通,遂有与圣人不相似者.敬尝谓朱子本出于禅而非禅,力求乎圣

而未尽乎圣,盖此故也⑦.
宋明儒学回应佛教的挑战,重建自身的形上世界,争夺终极性超越精神方面的发言权,虽有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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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５页.
据赵师复«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朱熹初悟儒家“理一分殊”之旨,乃在早年从延平李侗问学之时:“延平之言曰:‘吾

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
册,第３５４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１０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８页.
赵师复«延平答问跋»云:“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可证朱子确有一由禅而儒

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其中的关捩转折则为从延平执礼问学,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册,第３５４页.
马一浮:«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三«示语三»,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６３９页.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一«姚江学案书后二»,«四部丛刊»本.



分相互之间的畛域,但毕竟同样涉及身心性命,面对共同的生存世界,关心浑然一体的形上大道,遂
不能不有相似或重合之处,当然也就不能遽断其为禅.但这并非就意味着要否定佛教的影响,也不

能说禅就毫无正面的思想支援作用.所谓“本出于禅而非禅,力求乎圣而未尽乎圣”,当是颇为公允

的持平之论.而纵观朱子一生学问,则可说是“理学中之最细密者,所谓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心之

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以«宋元学案»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也.由此则所

以朱子之学后人谓之迂阔,后人病其支离也,是岂朱子之迂阔支离耶,殆未之深察可厥申其说”①.
与其他儒者一样,朱子后来之所以对佛教多有批评,主要的原因仍在于佛教的“自私”②.不妨再

举一段他与学生的对答:

　　问:“明德而不能推之新民,可谓自私?”(朱子)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有一种人不能

如此,此便是释、老之学.”③

在朱子看来,“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这一差别本质上也可将前者归结为“自私”,因为

“只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别”④.尽管他的批评不无道理,甚至直接指出了佛教的根本不足,
但严格说佛教仍有“了义、不了义之辨.大凡儒家所斥,皆是不了义教,若了义教所示,一真法界无一

法非真,此与万理俱实又何异? 真不昧,便是万理皆实,法法皆真”⑤.可见他固然以格物穷理为

根本,一生精力均用于弘扬儒家正学,但即使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及其全本大用,也示明必须扩充德性

生命本来固有之理,目的在于将心性本体之理与宇宙天地之理合为一体,从而开出人类社会生活不

可或缺的道德实践活动⑥.与后来的阳明一样,尽管朱子的整个思想世界及其方法路径完全是儒家

的,却未必就没有禅宗的影响,甚至儒与释之交涉融突亦可透过他一生心路历程而窥知.简单地概

括,则可说他一方面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资源以重建儒家下学上达的哲学体系,反映了援佛入儒的

时代发展新潮流,一方面又严格区分儒、佛之间的疆界或畛域,极力将已为佛教垄断的思想权力资源

转化为儒家学术阵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与朱子同时的陆象山(１１３９ １１９３),历来有人疑其学近禅或根本就是释氏之学⑦.原因是其学

以事心为主,能够“直趋本根”⑧,而讥朱子之学为支离,强调“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
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行迹观者,有不可以行迹观者.必以行迹观人,则不足

以知人.必以行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人”⑨.其为学目的则在于透过心性论凸显人的主体精神,故尤

其强调“发明本心”,遂与佛教心性论多有相似之处,而最接近禅宗的“明心见性”说.而他同时又主

张以简易的“格心”方法,取代朱子较为支离的“格物”手段,且与程朱一系多关注天道观笼罩下的人

生社会的出路问题明显不同,而成为儒学内部异于朱熹理学的另一套形上理论体系.故宋代儒学自

象山出,遂形成二水分流的两派,即通常所谓心学与理学两大阵营.如果说道学兴盛于两宋,朱子乃

其学之集大成者,虽受佛教影响而又极力辟佛,或可称其学为“道化之儒学”,那么象山则为心学之开

创者,释氏濡染其思想既深且巨,宗教态度亦相对开放包容,则似可称其人为“佛化之儒家,以禅论道

之领袖”,“乃理学之禅者”.但朱子多论“性”,象山则少谈“性”,故梁启超曾比较二人,认为“九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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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见南怀瑾:«禅海蠡测»,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８、１９４页.



平不喜谈玄,平常人说陆派谈玄,近于狂禅,这个话很冤枉.其实朱派才谈玄,才近于禅”①.“性”关
涉形上超越之本体世界,先秦原始儒家甚少系统讨论,宋人受佛教挑激遂不能不有所回应,梁氏以此

作为是否“近禅”的判断标准,显然不无道理.梁氏又说:

　　朱陆两家都受禅宗影响.朱子释“明明德”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

理而应万事者也.”所谓虚灵不昧,以应万事,即明镜拂拭之说.陆子称“圣贤之学,心学而已”,
又即禅宗“即心是佛”之说.据我看来,禅宗气味,陆子免不了,不过朱子更多.陆子尝说“心即

理”、“明本心”、“立其大者”,大部分还是祖述孟子“求其本心”、“放其良心”的话.所以说孟子与

孔子相近,象山是孟子嫡传.象山不谈玄,讲实行,没有多少哲学上的根据.②

所谓“明镜拂拭之说”,典出«六祖坛经»,即禅宗五祖弘忍门下神秀之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

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③而“没有多少哲学上的根据”云云,则是与朱子特别是晚出的王阳明

比较得出的结论.如果衡以先秦孔、孟的生命智慧,则象山及后来的阳明,似较诸程、朱一系,更具有

实践化的价值诉求,亦更多地与先秦儒家有相合契应之处.他们的精神灵魂或价值立场,尽管与程、
朱一系存在着差异,但从儒、释、道三家的整体文化生态格局来看,则显然都仍是儒家而非佛教的.

从佛教的整体历史发展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般若学”到“涅槃学”学术发展路径的历史性转

向,实即从本体论折入心性论,从而不断扩大或深化其思想体证或言说范围的过程,最终则产生了以

“明心见性”为根本旨趣的完全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不断中国化的长足发展过程,显然也折射出中国

思想世界变迁的某些精神诉求.宋儒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托命人,或多或少亦会受到禅宗思想的濡

染,最具典范意义者即为象山融会儒释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做法.不妨试看象山与朱季绎的一段对

话,从中可看出他对佛学的认同态度与价值立场:

　　朱(季绎)云:“近日异端邪说害道,使人不知本.”(象山)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禅家之

学,人皆以为不可无者,又以谓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
又害了吾友甚底来? 自不知己之害,又焉知人之害? 包显道常云:‘人皆谓禅是不可无者.’今吾

友又云‘害道’,两个却好缚做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④

具见象山以为真正害道者,乃在自己的染污执著,亦即所谓的“闲言语”,当然也可说成是变相表

现出来的“利己之心”,或必须对治刊落的“习气”.而禅之高明恰在能应病予药,当下破除人的执著,
直指本心本性以证入形上道体,当然也就是人皆“不可无者”.象山之学,“少而慕古,长欲穷源,不与

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同归而止”⑤,遂能以“尊德性”为学问宗旨,“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

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⑥.与后来晚出的王阳明一样,
象山在证道工夫进路上似更接近禅宗,同时也常以禅家机锋接引学人⑦,而大有别于朱子的“格物穷

理”说.特别是“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

的差异”⑧.言“性即理”显然更突出理的普遍性,言“心即理”当然更重视人的主体性.二者的确在工

夫进路上大有区别,故象山之学遂多招崇朱或述朱者讥诋,以致攻毁他为“狂禅”⑨.其实象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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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９３９页.
如朱子便指出:“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见朱熹:«答吕子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

编:«朱子全书»第２２册,第２１９１页.



乃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①,故最强调验之身心,切己受用,一生均未放弃儒家修己治人的道

德实践工夫,亦最能转化为活泼挺拔的人格风姿.而无论朱子或象山,纵观两宋学术渊源流变,均不

能不如明代大儒黄绾所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
庵则皆由于下乘.”②也就是说,他们的借鉴程度无论是深是浅,态度为否定性地吸收或批判性地肯

定,均免不了与禅宗有所交涉,而多方面地受其影响③.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假若不经过佛教思想

精神的洗礼,便难以有宋代儒家哲学体系的重建.佛教固然高明超拔,儒家也卓荦高迈,而经过长久

的历史性的融突磨合之后,两家在“向上一著”上已显得愈来愈接近.

四、儒佛合流的历史发展趋势

唐代佛教之所以得以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士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参与其中④.
而佛教与儒学由唐入宋长期融突磨合的过程,显然即是宋代新儒家哲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过程.此

一过程不仅催生了诸如廉、洛、关、闽一类的一流大哲,而且最终完成了儒学义理化和系统化的工作.
或许陈寅恪先生的表述,概括得最为精当:

　　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

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戒)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

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
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覆夏也.乃求得而两全

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

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

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

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

误也.⑤

由此可见,佛教对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缺少了佛教在义理层面上的微妙而深

刻的挑激,便很难设想宋儒能建构起如此系统深邃的哲学思想世界,也难以设想能产生自先秦以来

如此罕见的最具有生机活力的第二期儒学复兴发展运动.清儒戴东原曾有言云: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

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

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
孔孟,曰:“吾所得者圣人之微言奥义.”而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⑥

儒家自先秦以来的发展,宋代显然是一大分水岭.而佛教挑激旁助之功,迹亦至显至著.无怪

乎陈寅恪先生要特别借用佛教经典“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之说⑦,强调“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

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⑧.质言

之,宋代实乃儒家承上启下的一大枢纽,宋儒一方面吸收了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论思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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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第４９８页.
黄绾撰,刘厚祜、张岂之点校:«明道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页.
参阅[日]久须本文雄:«宋代儒学の禅思想研究»,名古屋:日进堂书店,１９８０年.
参阅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学术版)第５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４ ３１３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１０ １１页.
戴震:«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５１页.标点有改动.
«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见张新民:«法华经今译»,

第２３８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０页.



了一套全面完整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发挥了自身传统固有的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始终未

尝改变修己治人的经世性格.既可概括其为“内圣外王”之学,亦不妨许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评

语.佛教心性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在儒学看来恰好可以高度整合或统一.而宋代以后儒

家内部尽管派别纷争不断,且始终难以折衷调和以归一是,然仍“以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

言,为圣贤授受一贯之心学,阐明仁义之说,演绎心性之际,为远承先圣之道统.与历来儒者唯知讲

经注疏之因袭风气,大相径庭.其中思想之嬗变,学说之创获,深其蛛丝马迹,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而其启后世道统之争,门户之战者,当非其初心所及者也.”①儒、道、释三家鼎立之文化生态格局,遂
于焉而得以兴起和成立.而三家之中,儒实已上升为主体;释道两家,则逐渐退居为辅助.故“自晋

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
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②.

与儒学经过外来佛教的浸染而得以迅速发展同步,佛教顺应新的文化生存环境而不断儒化也成

为一种历史趋势③.二者相摩相荡,互摄互涵,遂“变老、释之貌为孔、孟、程、朱之貌”④,当然就不能

不勾通交融,形成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倘若着眼于中国整体长程历史,则可说自魏晋以来,“玄学

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鲁莽承当者误认

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惟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
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⑤.而禅宗一方面借助儒家学说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一方面又

反过来发挥了推动儒学更新发展的作用.其中最宜注意者,即“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

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

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⑥.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然即

意味着从经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质上也是人的觉悟的一种方法,不能不称其为佛教史上革命式

的转型⑦.而韩愈受新禅宗的启发,遂不满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注经之方法,而一扫章句之繁琐,开
“«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学风⑧.故延至两宋,“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

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⑨.其他如北宋“胡瑗之于«易»与«洪范»,孙复之于«春秋»,李
覯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不规规于训诂章句,不得复以经儒经生目之”.治

经规模显然已与汉儒大不相同,均明显是上承韩愈之余绪而又大加发挥.当然,从其积极方面看,也
可说宋儒“为学重创获不以墨守传注为贤,务实践而亟以驰逞虚玄为戒”.但就消极方面言,则自此

以后,“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家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

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汉学与宋学的治经取向,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别.

９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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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禅海蠡测»,第１７７页.按朱陆异同乃是长期争论的问题,然无论尊朱或崇陆,均属儒学内部方法论的争论,诚可

谓道并行而不相悖,圣学之传不必一人,门户之争可以休矣.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即在汉译佛经的过程中,蕴含在儒家思想中的不少伦理观或价值观,便已通过译文,渗入了汉译

佛经文本之中,揭开了佛教儒化的历史性进程.参阅[日]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２
期;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戴震:«戴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第３５７页.
马一浮:«语录编四学编»,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９５９页.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２４３ ２４４页.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９ ２４８页.
韩愈:«寄卢仝诗»,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８２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上册,第１页;参阅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１ ２７８页.
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９页.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四卷«十力语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９ １４０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上册,第１页.



这固然是受到内部学术典范转移发生学机制的牵引,但外部禅宗力量的挑激渗透作为一大历史原

因,显然也不可轻忽.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再补充一段黄百家的看法: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经传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

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

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公元之破暗也.①

百家(１６４３ １７０９)乃黄宗羲之子,在他生活的时代心学已开始式微.引文中提及的胡瑗(安定)、石
介(徂徕)诸人可暂不置论,但其称赞周敦颐“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显然绝无任何夸大溢美的私秘意

图.由汉儒“经传之学”一变而为“性道微言”之学,固然主要是由于周敦颐、二程、张载诸大儒的相继

崛起和阐发倡导,但未尝就不是吸收或消化了大乘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的结果.这一转变最终引

起了儒家思想世界的巨大调整,从而形成了与汉儒章句训诂大有区别的又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称之

为“圣学”重新大昌固然颇有深意,视之为儒学的第二期复兴运动当也十分贴切.足证儒释两家在不

知不觉的震荡磨合的过程中,实早已形成了互馈互益的思想动态新格局,显示了自己颇有时代个性

特征的学术文化新形态,体现了自唐入宋中国固有传统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形势.而禅宗在不断

儒化的同时,又用包裹了禅宗内容的儒家形式,发出辐射性的助缘作用,乃至开启了宋明儒包括治经

在内的学问途径的新取向.这是颇值得注意的人类文化和平交流融合的历史典范或文化现象.
佛教的儒家化发展过程并非肇端于宋代.早在陈、隋间,智觊初创天台宗时,便已注意争取儒家

士大夫的认可,即所谓“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于人,惟名儒士夫信

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②.而由智者以迄明智法师,天台宗的确也凝聚了一大批儒家士大夫学者,
不仅智者之道影响深远广大,即天台宗亦成为最早中国化且影响颇大的佛教宗派③.故稍后唐代华

严宗五祖宗密(７８０ ８４１)撰«原人论»,便明白指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

外相资,共利群庶.”④三教设教的方法尽管存在差异,但惩恶劝善的目的论归宿则没有什么不同.而

北宋天台宗僧人知礼(９６０ １０２０)则承接隋唐以来历代祖师宗风,也强调“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
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此外宜览儒家文集,博究五经雅言,图于笔

削之间,不堕凡鄙之说”⑤.他们的看法无不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认知新取向,反映了文化调整和发展

的新趋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禅宗六祖慧能(６３８ ７１３)以后,举凡禅门宗匠言心性,便多舍

“佛性”而径称“自性”、“本性”或“自心”、“本心”,特别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极大地凸显了绝对

的主体性及自证自悟工夫的重要,直下贞定人人均有通向圣域的本体善根⑥.按照韦政通先生的看

法,尽管其意识形态仍是佛教的,但已与孟子的性无不善说极为接近,因而也就与儒家没有原则性的

差别,从而成为中国人最能接受的宗教文化形态,以致唐代兴起的几大宗教均相继衰微,而禅宗独能

兴盛一时并传之久远⑦.
严格地说,理学固然为乘时救弊而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统主脉,但尺短寸长,佛教未必就毫

无哲学义理上的长处,当然它一直是朝着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转化.其中最突出者仍为禅宗的入世转

０２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上»,第１册,第２８４页.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十五«明智立法师法嗣»,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本.并参阅陈垣:«中国佛教史

籍概论»,第１１５页.
明智名中立,乃北宗天台宗山家派的广智一派的传人,传法活动亦多得士大夫之认同,相关事迹可参阅黄夏年:«宋代栖心

的明智中立法师考»,«觉群学术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７ 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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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张新民:«“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８０辑(２００４年).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第５３２ ５３４、６５１页.



向,最早可见于唐代慧能的«无相颂»:“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①由唐入

宋,随着儒学的复兴与佛教的式微,为了减轻儒学对佛教批判所造成的压力,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同资

源,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入世转向更为明显.世俗化实际上已经汇为一时代潮流,主动向儒学靠

拢遂成为多数僧人的策略性选择.“佛法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亦变为不证自明的共识,此
岸与彼岸的紧张或对抗暗中已消解殆尽.世俗世间的日常生活,根本就不与出世法的修行矛盾扞

格:“茶里饭里,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都
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底时节.”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稍加延伸发展,当然可说一切世俗社会

生活,随处皆可显示真常妙道,更遑论以忠孝之心事君事父③! 故儒家忠孝爱国之仁心,亦时常见诸

禅门人物.譬如北宋契嵩(１００７ １０７２)禅师就认为儒家固然讲“孝”,但佛教未尝就不可以有类似的

主张,只是佛教的“孝”,“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来,则逮乎更生,虽谲然骇世,而
在道然也”.以佛教的轮回多生说来看“孝”,则致“孝”的时空范围似较儒家更广大.故此,儒佛两家

在“孝”的问题上不仅没有冲突,反而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妥当的办法是“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

人之,以佛神之”④,才能真正做到相得益彰.这显然是立足于佛教立场的重新解读,暗中藏有应对儒

家士子悖离人伦常情一类批评的历史背景,但却也充分肯定了“孝”的世俗价值,反映了“明儒释之道

一贯”的基本文化立场⑤.
“孝”与“忠”均为儒家建构伦理世界的中心价值,认同儒教所倡的代表家庭伦理价值的“孝”,必

然就会将其蕴涵延伸到体现国家伦理价值的“忠”.即使两晋南北朝释、道两家占据了中国人思想信

仰世界的中心,儒教消歇低落至极为次要的边缘,“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

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⑥.故契嵩认同儒家

所提倡的“孝”的价值,并将其推廓至更广大的“三世”范围,绝非一时之偶然.南宋大慧宗杲禅师

(１０８９ １１６４)继起,则在“孝”的价值之外,进一步强调“忠”的价值的重要:“予虽学佛者,然忠君爱国

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无运往矣! 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永嘉所谓假使铁轮顶

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予虽不敏,敢直信不疑!”⑦虽为一代宗匠,证量工夫非常人所能比拟,然亦不

忘世间关爱,时时流露人文悲情,始终认同儒家忠义爱国价值,力图调和世间法与出世法的矛盾,化
解儒家经世之学与佛教出世之学的冲突⑧.这也可说是不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不仅圣凡不二、僧俗不

二,即儒佛亦可不二,世法与出世法亦当不二.两宋时期士大夫禅悦蔚成风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但也与佛教的儒学化与世俗化的转向有关,根本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上的剧烈冲突和

困难.
当然,接受儒教思想以改造自身,朝着世俗化方向转型,力图将世间法与出世法打成一片的,绝

非仅限于禅宗一家.例如北宋天台山外派僧人智圆(９７６ １０２２),便自号“中庸子”,亦主动调和儒释

１２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敦煌本«坛经»第３６节,见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第７２页.按上引四句,其他通行本均改作:“佛法在世间,不离世

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指月录»卷三十一.并参阅赖永海:«宋元时期儒佛交融思想探微»,«中华佛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

５期.
参阅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两处引文见契嵩:«孝论评孝»,«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６６１页中.
陈舜瑜:«镡津馆文集»卷首«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６４８页中.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蕴闻辑:«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示成机宜»,«大正藏»第４７册,第９１２页下.
马一浮认为:“出世之说,在佛家亦为权教说法,意在破人执著.«坛经»‘三十六对’,对执著者则说空,及其执著空无,则又

为之说有,总非究意了义.说到究竟了义,惟是一真法界,无世间可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也.世有视空寂为可畏,而引为佛家诟病

者,皆由不解之故.寂灭并无可怖,孔子所谓‘寂然不动’,«西铭»所谓‘殁吾宁也’,皆此境界.‘宁’字下得好.”«坛经»乃禅门极为重

要之经典,本自即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从究竟了义看,冲突只是相互格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二者所异则不胜其所同,最终仍以

彼此融合为主流现象.见马一浮:«语录类编儒佛篇»,«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 １０５３页.



两家之说:“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

而行哉!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 呜呼! 好儒以

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属中庸乎?”①而他之所以自号“中庸子”,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庸»不仅可以

与龙树的中道之义互诠互释②,即与大乘佛教教义相较也颇为接近相通.所以他又特别告诉人们:
“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
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 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 嘻! 儒乎

释乎,其共为表里乎! 故夷狄之邦,周礼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③由此可见,他认为人间

秩序的建构固然离不开儒家,然佛教未必就不可以参与其中.“修身”与“治心”尽管可作一内一外的

分别,但毕竟可以统合为完整的一体,因而儒与释不仅“言异而理贯”,而且根本就“互为表里”,否则

就走入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有违“中庸”或“中道”的大义.这说明,无论是“禅”是“教”,由唐入宋,都
出现了明显的入世转向④,以致儒与释原先的深沟巨壑,也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调和式的解构.

进一步分析,则可说大乘佛教尽管在彻底中国化的过程中,已发生了明显的入世转向,即所谓

“三教者,本同而末异,其于训民治世,岂不共为表里”⑤,但佛教毕竟以出世法为根本究竟,世间法则

只有第二义的位置⑥.即使不断儒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方外”的色彩越来越淡薄,佛教却仍然以

既“契理”又“契机”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活泼生命创造力,基本精神仍与可视为其母体的印度佛教契

合一致⑦,而并未丧失自身宗教的个性和特征.如此一来,遂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学术生态和

谐相处格局.其中尤宜注意者,即“印度的般若智慧与中国人寻求解脱的愿望绝妙地给合在一起所

产生的禅”⑧,经过儒家思想长时间的洗礼,就世俗的价值立场而言,两方已极为接近,适足以说明“释
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

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之吸收改造之过程.
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⑨与儒家之

援佛入儒、假佛释儒一样,佛教也在援儒入佛,依儒说佛.二者“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
显然已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至于“禅师兼通儒学,以佛理说«中庸»«周易»及«老»«庄»之学者,著
述颇多.而佛学说理,采用名言,多有取于儒书,固皆参研启发互资证明.儒者参禅,一变而有性理

之学产生,实亦时会使然.”即便清代颇有排佛倾向的戴东原,亦不能不大加感慨:“在程朱先入于彼

(佛教),徒就彼之说转而之此(儒教),是以又可转而之彼我(儒教)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为彼

树之助.以此解经,而«六经»、孔孟之书,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为彼所依附.”其说虽不免门

户之见太深,却仍足以说明儒与佛的相互涵化已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只是儒家学者虽暗中多取

之用之,发为言辞则往往攻之辟之,依据相反相成的辨证大法,此亦未必无助于对方的发展.也就是

说,“士夫赞之固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从此以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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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４页上至中.
龙树所撰«中论»,影响后世颇大,其中之三是偈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诚可谓真谛与俗

谛不二,世法与出世法一体.见«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３３页中.
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４页上.
参阅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２３９ ２４８页.
智圆:«闲居编»卷十六«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９页.
«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师子吼菩萨品»有云:“佛性者名第一义,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中道者名

为佛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影印本,第１４８页下栏)
参阅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宗派»,«佛教文化研究»第１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日]镰田茂雄:«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南怀瑾:«禅海蠡测»,第１９２页.
戴震:«戴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第３５３页.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１１５页.



论儒者谈禅或释氏评儒,即使彼此之间互有责难批评,乃至时见攻击讥诋,均难以摆脱互融互鉴的整

体历史发展走向.而一切因时代气运变化而引发的分别异同之见,亦不能代替一个民族长期尊闻而

行的生命实践工夫.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从佛教到儒教,看似不同教义教理的变换,事实上这两

家是接着讲的,讨论的问题是衔接的,思想发展的深度是逐步加深的.形式上、文字上有攻击,实质

上是一贯的.因为儒教和佛教都是中国哲学,有继承关系,有内在联系.”①

儒、佛两家是“接着讲的”.如果换成前面提到的唐宋变革运动的观照视域,则不难看到,就思想

文化的深刻变化而言,则是先有新禅学的产生,然后才有新道学的出现,是禅宗率先发动了革命性的

入世转向,儒家才闻风继起取得了自身突破性的大发展.佛教对儒学的影响实际已非挑战刺激或泛

泛吸收所能说明,而是在理论形态和方法论上,特别是在心性论和形上学两个方面,均直接构成了儒

家必须认真面对的思想文化资源,最终则透过后者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成就了自身第二期的蓬勃

复兴运动.所以,从唐宋变革的整体格局看,尽管儒、释两家均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具体内容,不能不

视为最深层的内在精神动力资源,但相对而言佛教仍有启发或引领的先驱式地位②.宋儒立论的核

心概念或价值固然主要来自先秦原始儒家,但也绝非单线条地遥续孔孟道统的谱系,而是另有一条

吸收转化佛教思想资源的复线,否则便难以设想其庞大理论体系大厦的建构.这说明中国文化及其

相应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在融合的精神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同时更具有充分发挥高层次心灵或宗

教性终极力量的巨大能力,实乃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生命智慧的创造成就.无论外来的佛教或本土的

儒学与道教,双方都因为新的成分的渗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道、释三教作为一种人人均能共

学共享的学术文化资源,尽管自唐迄宋各自的势力大小并不平衡,主与次的地位区分也十分明显,但
都随着世运的起伏升降而发展跃动,都是以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心学横空出世的历史性触媒因素,都
壮大而非削弱了儒学自身的学脉系统.特别是三教都以道体的存在为终极托付,展开了程度不同的

创造性的理论言说,都有不断丰富或创造诠释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都谱写了多种思想形态交融

互补的灿烂文明画卷③,当然也就值得学者继续以“预流”的方式参与其中,从而再次催生出未来学术

发展的有主有次、多元并存的繁荣发展新局面.

[责任编辑　刘京希　邹晓东]

３２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①

②

③

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第６５０ ６５５页.
儒学固然为中华文教系统之核心,但释、老二家辅助之功亦不可掩,三家之说均以见道证体为根本究竟,做到了体一用别,

相辅相成,绽开出了璀璨的人类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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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

———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翟 奎 凤

摘　要: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

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

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

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

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

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

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

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

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

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

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

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心性;内在;禅宗;内丹;理学

一、佛教心性论与中国文化生命第二期的展开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大的变革与转型,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近

代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

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而近世化使得学术文

艺的性质也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

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

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与内藤湖南观点较为类似,陈寅恪也认为“唐代

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

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② ,钱穆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

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

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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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①.冯友兰在晚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时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这种观点来说明唐宋时期中国思想

的演变,他说:“隋唐以后,门阀士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逐渐降低,由地主阶级贵族降低为四民之首.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所谓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②冯友兰认为

“门阀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士是道学的阶级根源.两者比较,玄学有一种华贵清高、风流自赏的

意味,道学则有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味.这是贵族与非贵族不同的表现”③,冯友兰甚至还把禅宗

的兴起也归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他说:“禅宗与其他宗派的矛盾,也是当时反对门阀士族的

斗争在佛教中的反映.当时其他宗派都是与门阀士族密切联系的,它们就是佛教中的门阀士族.社

会中的门阀士族的统治的崩溃,也引起了佛教中的门阀士族的统治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兴

的僧侣,这就是禅宗的‘祖师’们.”④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没有论及唐宋内丹的兴起,但可

以推测,如果用门阀士族的瓦解与士民阶级的兴起来解释内丹取代外丹,想来他也会是这么认为的.
杨立华在«内外丹兴替考»中正是用这种思路来解释的,“我们可以推断,内丹学之所以能够兴起,恰
在于它迎合了长生观念平民化、世俗化的需要”,“在内外丹代兴的过程中,内丹家的身份亦渐趋复

杂,其间明显有自上而下的痕迹,平民化的倾向十分明显”⑤.这样看来,禅宗、内丹、理学的出现似乎

都与唐宋时期门阀贵族的瓦解及士民阶级的兴起有着必然或密切的关联,这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

而且有力的解释与观察.社会结构以及大众风尚的变化往往确实能直接决定一种思想的兴衰及其

转向.
文化及其思想观念的演变往往是内外促成的结果,就思想演变的内在气质来说,唐、宋、元、明时

期,禅宗、内丹、理学的交替出现,佛、道、儒这三大思想信仰系统都出现了内转化的趋势,内在化、心
性化、德性化、主体化是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演变的大趋势,这种趋向也最终导致晚明“三教合

一”局面的出现,使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相对静态平衡的稳定结构.这种内在化、主体化一定程度上

既促成了人们的个性自觉与自由平等观念的增强,但另一方面,高度的心性化、德性化也封闭了人们

心灵世界向社会实践与自然科学实践的敞开.放宽思想视域,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唐、宋、
元、明时期这些思想风格和观念信仰的变化其实都跟佛教传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印度

佛教的传入中国,固然就不会有中国的禅宗,同样也不会有内丹的形成与发展,不会有程朱理学和陆

王心学.佛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没有佛教,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思想与心灵是

不可想象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确实是征服了中国.雷海宗正是以佛教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把中国

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

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３８３年

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
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
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

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⑥第一周史前时期不算,从西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到公元３８３年,约１５００年,第
二周从公元３８３年算到晚清民国的话也大概是１５００年,此后应该算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第三周.
这个观察是深刻而犀利的,就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来说,他的这个“两周说”是合理的.一种思想文

化也是生命有机体,中医认为,人体气机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只有在与不同的

５２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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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行碰撞、交流、融合中才能生生不息,否则长期在一个封闭的文明系统内,其命运必然是走向

死寂.外来的印度佛教文明确实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生命第二期的展开.
与冯友兰以门阀士族的衰落、士民阶层的兴起来解释禅宗、理学的形成有所不同的是,任继愈以

心性论的崛起来解释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从秦汉以后,经历了宇宙生成论(或
称为宇宙结构论),发展到魏晋时期的本体论,又由本体论发展为心性论,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佛
教哲学也是从本体论进入心性论的,而且在心性论领域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①.方立天也是以同一

思路来论隋唐宋明时期中国思想的转变,他说“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

趣最为契合之点,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②,又说

“先秦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各种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宇宙论、人生理想论和心性论等都有了发

韧和展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到了汉代,宇宙论成为热点,一些哲人热心于探讨宇宙万物

的生成、结构和变化等问题.魏晋时,玄学盛行,其重心是本体论,着重从宏观方面深究宇宙万物的

有无、本末、体用关系.在魏晋玄学思潮的推动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兴奋点从宇

宙(天)转到人,着重透过人的生理、心理现象进而深入探究人的本质、本性,从而由宇宙本体论转入

心性论,即人本体论.而着了先鞭,首先完成这一转变的便是佛教学者.南北朝时佛教的佛性论思

潮就是心性论成为了当时时代哲学主题的标志.后来,在佛教心性论的刺激下,儒家也更为系统地

阐发了奠基在道德本体上的心性论,把社会伦理本体化、超越化,说成既是人的形上本体,又是宇宙

的形上本体,从而又与佛教心性本体论进一步相沟通”③.在任继愈、方立天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看出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不断心性化、内在化这一明显走向.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在«中
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中认为,“从１２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

化”④.其实,置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不断心性化这一宏阔而深邃的思想背景下,我们对这一内在转

向能够看得更加清晰而深刻.

二、心的宗教:从如来禅到祖师禅

南北朝时期,涅槃佛性论开始成为佛教界讨论的中心问题.任继愈认为“晋宋间佛教理论家参

加了当时玄学家的论战,与世俗学者共同讨论本体论的问题.这种论辩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南

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界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讨论.涅槃学即哲学的心性论(佛教称为佛性论,即人

性论).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当时思想家又一热门话题.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
恰恰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同步开展,当时中国哲学史就是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的”⑤.方立天

也认为“心性论为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基本契合点”,在他看来,佛性论的凸显也是中国文化对佛教选

择的结果,他说:“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逻辑来看,最早引起中国佛教学者兴趣和注意的佛教思想是

般若空论和因果报应论.开始,般若空论在教外知识界中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果报应论还遭到

了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并由教内外的因果报应之辩发展到神灭神不灭之争.这种具有重大哲学意

义的争论最终以双方坚持各自立场而告终.但经过这场争论,中国佛教学者把理论建设的重点从形

神关系转移到身心关系,从论证灵魂不灭转向成佛主体性的开发,着重于对佛性、真心的阐扬,此后

中国佛教就转到心性论轨道上来.并且由于与重视心性修养的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相吻合而日益发

展,以致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形成了派别众多的丰富多彩的心性论体系.”⑥由此看来,心性论的凸显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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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潜在的时代思潮,同时也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一个交汇点.
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佛教在隋唐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大乘佛教宗派的

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这其中又以禅宗最为集中地代表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实现了

中印智慧的高度融合.唐武宗会昌法难以后,佛教很多宗派顿时衰落,唯有禅宗一系独盛,而且在晚

唐五代,五祖弘忍下面的法脉也只有慧能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人才辈出、全面盛开,个个生龙活虎,不
断翻新,引领了中国化佛教的发展方向,以至于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禅宗的演变

史,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无论是天台宗,还是华严宗、唯识宗,其理论性、体系性、逻辑性甚

至知识性都很强,流露出较强的“学院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都比禅宗高明、高深,但影响却不

及禅宗.禅宗的优势就在极高明而道中庸,把修身平民化、平常化、生活化、简单化,甚至伦理化,显
然这些也都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禅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不得不说这在根本上还是由于其在心性

论上有重大突破.心性论是隋唐佛教各大派共同的核心问题,关于心性论的不同建构也是各大派相

互区别的重要标志,杨维中认为,与“天台宗的性具范式”、“华严宗的性起范式”相比,“禅宗的自心范

式”,“是中国佛教心性论发展的最成熟形态”①.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流行时间最长的第一

大宗派,禅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藉教悟宗”如来禅到“教外别传”祖师禅,再到“超佛越祖”分灯禅

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由达摩传来到五祖弘忍的禅法都可说是如来禅,其特点是注重禅定静观,祖
师禅为六祖慧能所创,分灯禅为慧能弟子对其禅学思想的发展,其特点是在动态生活中顿悟成佛.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此前是只有禅学的如来禅,没有禅宗.关于这一点,任继愈强调说:
“我们把慧能当作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有事实根据的.菩担达摩以下五世,只是慧能禅宗的先

驱,后来中国哲学史上所谓‘禅学’,某人的学说近禅(如宋儒、明儒说陆九渊、王守仁的哲学体系近

禅),都是说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方法和慧能以后的禅学接近,而不是指慧能以前的禅学,更不是指的

禅定的禅学.”②杨维中也认为:“慧能的心性论思想与此前的如来禅心性论有着重大的区别.而南宗

禅所坚持的正是由慧能奠定的只能以‘当下现实之心’来诠释的‘自心’本体.而这一理论立场正是

‘六祖革命’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坚持以慧能禅法作为禅宗正式立宗的标志.因为

此前,无论是‘东山法门’,还是北宗禅,都与达摩禅的心性论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以自心范式概括禅宗的心性论范式.”③慧能禅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坛经»一书中.
作为唯一一部中国高僧说法升为佛经的经典,慧能«坛经»充分体现了禅宗的核心思想,他对佛

教心性论作了充分灵活的发挥.当弘忍给他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大悟时,慧能瞬间

领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他感慨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

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行由第一»)④,慧能大悟后的这句话道出了

其思想后来展开的根本宗旨,即一切说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建立的根本,自性即佛,离性别无佛,
自性具足一切,无须外求.这样,任何外在地追求佛的念想都是错误的,所有外于自性的佛和修为都

是虚妄的.基于此,慧能就强调“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坛经行由第一»),他批评传统的禅定

静坐,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又说“慧
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坛经机缘品第七»).慧能禅就是让人“识自

本心,见自本性”,他说“自心是佛,更莫狐疑”,“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坛经付嘱第十»).对传统佛教的很多教条,慧能都从其自性佛的立场上予以重新解释:如戒定

慧三学,他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坛经顿渐第八»);针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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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认为自性就是净土,此外别无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坛经疑

问第三»)我们注意到,在«坛经»中慧能既说“本性是佛”,又说“自心是佛”,那么“心”与“性”到底是什

么关系呢? 对此,杨维中认为,“慧能心性论思想的核心是将‘心’与‘性’合一而用‘自心’范畴标明”,
“与北宗以真、妄混合言‘自心’不同,«坛经»所言‘自心’是超越真妄二元对立的‘当下现实之心”,“慧
能认为,本心与现实心、真心与妄心,彼此体用一如,众生不应离妄另去求真,而要即妄显真,这就是

‘呈自本心’”①.这样看来,自心即自性,而就“当下现实心”这一关键点.赖永海更深刻地指出:“表
面上看,慧能的直指人心、即心即佛说只是改变了一下心的性质,实际上,这一改变,导致了禅宗思想

一系列重大的变更.从思维形式上说,他是以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心去代替一个抽象玄奥的、经过

佛教学说百般打扮的‘如来藏自性清静心’.这一替换使得慧能实际上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一个

内在的宗教,把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牟尼的佛教变成慧能的‘心的宗

教’.”②这种“心”宗教,着眼于心的迷悟,即心即佛即众生,迷则佛成众生,悟则众生成佛,而觉悟只在

当下一刹那的转心起念,顿悟自心自性圆满具足.
慧能禅既反对离开心性的外求,也反对入定静观枯坐,他强调要在动态的生活中明心见性,其弟

子把他的这一思想不断推向极致.如为打破对外在权威的迷思和崇拜,他的弟子敢“呵佛骂祖”,敢
骂释迦摩尼是老骚胡,敢把佛像劈了当柴烧.为了截断俗情意识流的缠绕,禅师们可以对弟子实施

不经意的当头一棒、振威一吼等外人看来非常突兀甚至荒谬的言行和肢体语言.诚如胡适所说,与
印度禅学重在“定”不同,中国禅重在“慧”③.这个“慧”我们说就是当下的动态的翻转与觉悟.过去

的很多高僧都是由定而悟,通过长期的艰难的禅定苦修才能开悟,包括释迦牟尼佛本人也是如此.
而禅宗的“行云流水”无疑是显得有些“轻巧”,有些老庄自然主无为的意味,如慧能说“兀兀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坛经付嘱第十»),“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

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

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

四»),“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
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坛经顿渐第八»),这些都与老庄特别是庄子无善无恶、委运自

然、朝彻见独的哲学精神息息相通④,不过禅宗似乎更重在刹那间顿悟生命境界的翻转.如果说这是

禅宗“无”的一面通向老庄道家的话,那么其有的一面无疑也通向孔孟儒家.印度佛教常把真如本体

看作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是虚幻不真的影和梦,有把体与用隔绝的倾向,但中国禅宗常说“青青翠

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把真如与现象打成一片,这无疑倾向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体

用不二、体在用中、重视现实生活的思维习惯.慧能还说“常行十善,天堂便至”,“若欲修行,在家亦

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才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心
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

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

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坛经疑问第

三»),这些话非常富有儒家修身及伦理生活化气息,这无疑使禅宗更能接近普通老百姓,禅宗常把深

奥的佛理说得很浅白,如常强调“直心是道场”、“平常心是道”,这种风格确实能够很容易为大众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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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宗圆融了有和无两个向度,无的一面与道家相通,推动了道教从外丹转向内丹;而其“有”的一

面又与儒家相通,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

三、道教的心性化:从外丹到内丹

在早期道教关于养生成仙的方术中,烧炼外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外丹,是以铅汞为主,配
置其他药物作原料,在炉鼎中烧炼而成的化合物,初步炼成的叫“丹头”,只作“点化”之用,不能服食,
继续再炼,便成服食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金丹”或“仙丹”①.外丹可以说是一种关于生命科学的工

艺技术,从哲学的角度说,外丹方士相信宇宙生命的连续性,即人体生命与天地自然有相似性和类同

性,从低端的无机物到高端的生命体有着连续性和贯通性.与后来的内丹家重视无形的心性相比,
外丹无疑更加重视的是作为形而下的身体,外丹方术的形下性和外向性使其具有了更多的自然科学

气质.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术,外丹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出现.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深谙“神仙黄白之

术”,曾聚集方士在八公山从事炼丹烧炼.东汉时外丹经书开始涌现,其中最具理论性的当数魏伯阳

的«周易参同契».魏晋时期,老庄玄学兴起,服食外丹在社会上也成为名士风流的一种时尚,这一点

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见一斑.东晋时期著名道士葛洪是外丹道的重要代表,
他认为外丹是长生修仙的最高法门,其代表作«抱朴子内篇»确立了外丹在道教中的权威地位,充分

显示了道教炼丹术的工艺创造精神,对养生、医学、冶金、化学以及相关工艺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②.葛洪喊出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极大地鼓舞了外丹方士在生命科

学领域的探索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葛洪不大喜欢老庄虚玄之学,他崇尚技术工艺,认为那些掌握各

种工艺、艺术技巧上达到极高水平的人,皆可成为圣人.我们看到葛洪的技艺圣人观与老庄及儒学

的道德圣人观有着很大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南北朝时期,著名道士、炼丹家陶

弘景也非常博学,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学、药物学、医学、经学、兵学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尤其对于

药物学和医学的贡献最大;在技术上还铸刀剑,注重工艺制造,对炼丹抱严格的实验态度,对实验场

所环境、仪器设备、流程目标质量等方面都有精心控制③.与葛洪类似,他身上具有强烈求知欲望与

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及行动,重视语言作为科学认识的符号工具功能,反对玄谈空辩.
到了隋唐,外丹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已成熟,由于唐代尊道教为国教,作为道教主要方术的外

丹在唐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正耀认为:“有唐一代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著名

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多,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

右者.唐代堪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④外丹在唐代广受帝王贵族和文化名流的追捧,从唐太

宗到僖宗几乎每个皇帝都炼丹,王勃、卢照邻、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都对外丹也很着迷,有的甚至还

亲自参与烧炼(典型的如李白曾大炼还丹).但是在外丹鼎盛的同时,丹毒死亡现象在历朝中也是最

严重的,唐朝帝王因服丹而死者就达六人之多.这一点,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外丹的不足.随着心性

化思潮和内丹术的不断崛起,唐末五代到北宋,内丹逐渐取代外丹成为了道教的新主流,外丹的社会

影响逐渐衰弱.关于内丹崛起,任继愈从心性论这个时代思潮作了精彩分析,他认为:“世人论道教

内丹之学,多认为它由外丹发展而来,这种说法虽不为无据,但还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内丹说实际

上是心性之学在道教理论上的表现,它适应时代思潮而生,不能简单地认为内丹说的兴起是由于外

丹毒性强烈,服用者多暴死,才转向内丹的.内丹说在道教,佛性说在佛教,心性说在佛教,三教的说

法有差异,而他们所探讨的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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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内丹,是“以人身体为炉鼎,精、气、神为药物.经过一定时间的修养锻炼,以神运炼精、气,
达到三位一体,凝结成丹(圣胎).其修炼过程分: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于道,凡
四个阶段”①.一定程度上,内丹可以看作是对外丹的模拟,不过,外丹的鼎炉、药物都取自外界的大

自然,是在身体外烧炼金丹,而内丹则完全回到自身内部,在体内修炼金丹.尽管据说东晋时期就已

经出现“内丹”一词②,但内丹的成熟一般以唐末五代的钟吕金丹为标志③.钟吕丹道形成之前,内丹

思潮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形成期.很多学者强调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对内丹学形成的重要影响,
重玄学的思想主体是老庄和魏晋玄学,同时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很大影响.外丹对老庄思想相当轻

视,对待老庄态度的不同是内外丹的一个重要分野.受佛教的影响,重玄学抬高心性、贬低肉身,如
成玄英在«老子注»中就说“物情颠倒,触类生情,岂知万境皆空,宁知一身是幻”,这种观念是其与外

丹甚至以往道教的一个很大不同.受此影响,内丹学的内在化、精神化、心性化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

的.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内丹与六朝以来的内炼、内修学的继承关系,认为内丹是在“服气”、“导引”、
“胎息”、“存想”等内修养生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龚鹏程就非常强调内丹与服气、胎息的密切关

系,他认为,“顺着六朝以来有关服气养生的理论予以发展,逐渐深化以后,渐渐出现内在化及精神化

的倾向,由服外气讲到服内气、由存想身中神讲到存养精神,由对肢体的按摩导引讲到内在的以心引

气、由闭气胎息讲到元气成胎,以至对丹、鼎、火候等,都有了新的解释.此时又再援引老庄、佛学、易
经之义理来说明其见解,才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论述体系”④,“相对于一般的炉火烧炼之术,这时已有

不少人提出另一种思路,说烧炼之药非金石铅汞,而是气.这些气,或指日月之气,或指身内之气,或
指五谷之气,总之,都非金石铅汞.故古丹经所云之铅汞或水火均须另作解释.于是就出现了真火、
真水、真铅、真贡的讲法.丹也一样,不再指丹砂丹药,而是指气.内气称内丹、外气称外丹.心还于

气,或阴阳两气向往还则称还丹,又或以内外气为金丹.这都是新的铅汞丹药论.张果以神为

性、以气为命的讲法,更开启了内丹家讲性命双修的门庭”⑤.在唐代,东汉的«周易参同契»才真正被

重视起来,但与之前对该书外丹化理解不同,晚唐的张果、刘知古更多地从内炼、内丹的方向来解释

«参同契».所有这些内丹化思潮到了唐末五代的钟离权、吕洞宾那里得到了汇集提升.张广保认为

钟吕内丹道与中唐时期的各种原初的内丹道形态相比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内丹道奠基于形而

上的天道的基础之上,使丹道与天道相互贯通”,二是“通过对各种原初内丹流派的整合,建立起一种

体系化的内丹之道”,三是“钟吕内丹道派通过对道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的尖锐批评,将内丹道与道

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严格区分开来”⑥.因此,可以说钟吕内丹理论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内丹学走向

成熟,之后,内丹成为道教炼养方术的主流,从宋元的南宗、北宗,到明清的东、西派,都自称得钟吕真

传,奉钟、吕为教主.所以,钟、吕是道教内丹的真正祖师,这点类似于慧能于中国禅宗的地位.
唐宋之际,是内外丹的交替的一个转折点,道教由外在走向内在.早期内丹虽然由外入内,不再

烧炼外在铅汞,但他们还比较重视天道宇宙论,甚至把内在精气神的修炼看作是对天道运行的模拟

或反还,有着宇宙论与心性论交融的特点,“气”的地位也比较重要.在宋明时期,内丹的进一步展开

中,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因素不断渗入并越来越凸显,气越来越从属于心,如北宋张伯端在其«悟真篇»
后篇论达本明性之道,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参证佛教典籍尤其是禅宗的各宗传灯录而来,这就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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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内丹”的意涵也没有具体交代.
至于“内丹”概念的形成,杨立华认为大致可以定在陶弘景之后、张果之前,即大约在公元５３６年至７０５年之间.参见杨立

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页.
龚鹏程:«道教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５页.
龚鹏程:«道教新论»,第２０８页.
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２页.



他的内丹道在有关性功修持方面接纳了禅宗明心见性的功夫”,张广保认为“张伯端的这一作法为宋

以后内丹道广泛地援禅入道开了先例.后世内丹道的南北二宗都不约而同地接纳佛教禅宗的修心

功夫,以之作为内丹修持的性功.有的丹士于此走得更远,甚至有以禅宗明心见性取代内丹道的趋

势”①,“南宋的以后的一些内丹家正是以此为依据,将内丹修炼完全等同于心性修炼,从而走上丹、禅
合一之路”②.性命双修,是内丹家的共识,如果说张伯端总体上还是主张“先修命,后修性”的话,那
么宋元之际王重阳开创的全真教则明确主张三教合一,而且认为要“先修性,后修命”,认为“唯一灵

是真,肉身四大是假”③,这就彻底走上了丹禅合一,甚至以禅为主的修行道路.
从外丹到内丹的巨大翻转,我们看到佛教禅宗心性论对道教的重大影响.从早期重视肉体长生

不老,到后来认为身体是“四大假合”幻影,从身体与宇宙生命、自然物质关联性的积极探求,到唯心

是求,从外丹到内丹的这一演变可以说最为典型地象征着唐宋时期中国思想的内在转向,从此“通过

贬斥外在物性的世界来抬高内在的灵性的世界,内在化成为中世纪到近代中国思想和精神发展的主

流”④.无疑,外丹是开放的、朝向大自然的,是富有科技实验品格的,历史上的著名炼丹家如葛洪、陶
弘景、孙思邈也都非常博学,而且在科技史上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外丹转入内丹,以及宋元之后内丹

的不断心性化,这个历程大体上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创造性不断萎缩的时期.

四、儒学的心性化:从“性即理”到“心即理”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是佛教、道教的兴盛活跃期,儒学相对没落不景气的话,那么,宋
明时期,儒学显然力压佛老,又再一次成为时代思想的领跑者,回到社会话语的中心.确实,诚如冯

友兰所论,禅宗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便走到了宋明新儒学:“禅宗更进一步,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

对立.但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的人,仍须出家? 何以事父事君不是妙道? 这又须下一

转语.宋明道学的使命,就在再下这一转语.”⑤在冯友兰看来,“佛学与中国原有之儒家之学之融合,
即成为宋明之道学”⑥,当然冯友兰这里所说的佛学主要来讲就是指禅宗.北宋是儒学复兴的活跃期

和宋明理学的奠基时期,在“性与天道”的建构上也呈现了多元的局面,即便是被视为正统的北宋五

子,其思想各自的特色也很鲜明.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宇宙生成论色彩比较浓厚,«周易»图书象数

学对周敦颐、邵雍影响较大,张载强调“气”的根本性.尽管三人都很有成就,但后来宋明理学的奠基

人、创始人当推二程.
从周秦到汉唐,“道”是诸子百家所共同指认的最高本体,是思想界最高真理的代名词.然而在

宋明时期,“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道”的这些指认功能,事事都求个“理”,行行都要讲“理”,“理”
成了宋明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生活世界最为流行的权威话语.“理”之所以能升格为宋明思想的最高

话语,这主要是二程的功劳.程颢曾不无自豪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

来”⑦,言外之意,他与弟弟虽跟周敦颐学习过,但是其思想发明与创新跟周敦颐关系并不大,这是二

程始终没有明确尊周敦颐为师的重要原因,程颐甚至直接说只有他哥哥程颢才接续了孟子之后中断

了一千多年的道统.“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同时整个宋明理学也继承了二程对理的这种重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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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第３３２页.
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第３７８页.
王重阳撰,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１页.
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导论”第４４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５卷,第１０９页.任继愈在«农民禅到文人禅»一文中也说:“运水搬柴,既然都是妙道,由此再进一

步,事父事君又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妙道呢? 禅宗与儒教合流,直接参加政治生活,儒教把禅宗消融了.”(任继愈:«任继愈禅学论集»,
第７６页)极高明道中庸,他的这些看法应该说是受到了冯友兰的影响.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３卷,第５０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２４页.



天理作为思想的核心概念,这是人们把这一时期新儒家称为理学的基本原因①.“天”是整个中国文

化的最高范畴,其实“道”和“理”都可以看作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天”的诠释.天理是客观绝对的至善

本体,是道德与法则的本源.二程认为“理便是天道”,又说“性即是理”②,这就以“理”贯通了性与天

道,从哲学的高度对孟子的性善论作了阐发与肯定,其意义有些类似于慧能所强调的“自性即佛”的
观点,无论是从语言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来看,“性即是理”与“性即是佛”都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这种

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去成佛成圣.由于天理就在人性中,因此,与周敦颐、邵雍、张载强调宇宙论

不同的是,二程讲理直接从人生论来讲,他们既“不讲圣人古经典与大道理,又不讲治国平天下大事

业,更不讲宇宙神化大玄妙,只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
让自己的心获得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获得一恰当处.那便是他所称由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
也便是他所要学者须先识得的‘仁’”③.建构内圣外王之道是宋儒的最高追求,但他们把外王看作是

内圣的自然延伸,把心性道德和精神境界看作根本,这样无形中就把外王看得很轻,如程颢说“虽尧

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④,这种心性化、道德化、生活化,甚至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

哲学显然是有着浓厚的庄禅色彩.
尽管二程的思想大体一致,但由于二人禀性的不同,还是流露出豪迈浪漫与严谨低调的不同.

冯友兰认为程颢开后来陆王一系,而程颐开朱熹,他说:“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

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至阳明而得到完全的发展”⑤.就是说二程的不

同实开朱、陆之差异,这又集中体现在“性即理”与“心即理”两种观念的对立上.“性即理”为程颐所

提出,为朱熹所详细论述.朱熹把存在严格地区分为形而上下两个世界,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
理是本体第一性的,而且不在时空中,是绝对的永恒.朱熹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体现,是至善

的,因此,性即是理.而心,在朱熹看来,是理与气的结合,气有昏明清浊,因此人心有善有恶,不能说

心就是理.朱熹接受张载“心统性情”的说法,认为心虽然不就是理,但心包含着理,他说:“心者,人
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⑥关于“心即理”的思想,程颢曾说“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

一”⑦,张岱年认为,陆九渊所说“人皆有是因,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⑧,当本于程颢⑨.我们看到,
朱、陆其实都主张“心具理”,但陆九渊由此顺推到“心即理”.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这个

“即”都不应该直接翻译为“就是”,“即”准确来讲是一体、不二的意思.对于朱、陆在心性理关系上的

微妙差别,冯友兰独具慧眼,认为这是由于“朱陆所见之实在不同.盖朱子所见之实在,有二世界,一
不在时空,一在时空.而象山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世界,即在时空者”.这种理论上的分歧,也直

接决定了朱、陆在为学方法上的不同,朱熹主张泛观博览、即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先立其

大,于是陆攻击朱学为支离无主,朱攻击陆学空疏近禅.对于朱陆后人有“朱子近道,陆子近禅”之
说,其实陆固然近禅,但朱熹受佛教的影响之大也不容忽视.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二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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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１页.
程颢、程颐:«遗书»卷二十二上、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９０、２０４页.
钱穆:«宋明理学»,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３、６４页.这种精神也鲜明地体现在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一书

的书名上,“近思”即不必远求,要贴近生活.
程颢、程颐:«遗书»卷三,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６１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５６页.
孟轲著,朱熹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２５页.
程颢、程颐:«遗书»卷五,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７６页.
陆九渊:«与李宰二»,陆九渊著,钟哲点校:«象山全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９页.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６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２７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５６页.



础上(当然主要是程颐)融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于一体①,周、邵、张的思想都有着很强的宇宙论

色彩,而周敦颐、邵雍的宇宙论很大程度上与道教陈抟一系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朱熹对陈抟,
对道教,对«参同契»都很有兴趣,所以给后人留下朱子近道的印象.其实,朱子早年也是浸润佛教禅

宗多年,特别是对禅曾很痴迷.朱熹离开禅、反思禅当是他与李侗接触之后,李侗告诫他关键不在体

会“理一”,而在了解“分殊”.鉴于禅的盛行及其流弊,朱熹后来的哲学建构似乎是朝着刻意反禅的

方向发展的,但是他的很多思想终究洗脱不了佛教的烙印,如不少学者指出,其“心统性情”的思想与

«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其“理一分殊”、“月映万川”、“物物各具一太极”
的思想与华严宗理事圆融的思想更是貌合神似.而朱熹坚持理本体的绝对性、非时空性,及其彼岸

性,某种程度上与印度佛教“性寂说”有相合之处,有把本体与现象割裂为二之嫌.牟宗三认为程朱

的“性即理”是“存有而不活动”,而陆王“心即理”是“存有而活动”,这个区别也有一定道理.朱熹甚

至还说“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于形,又是渣

滓至浊者也”②,这种对气形的贬低在早期儒学史上是没有的.宋明理学家几乎无一例外,早期都有

过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尽管后来他们都声称反佛,但佛教思想潜移默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难以洗刷

的.如朱熹所说形下是“渣滓”,其实张载也说“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③,张载还说“德性之知不萌

于见闻”④,这些都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是早期儒学所没有甚至会反对的主张.
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到了王阳明那里得到充分彰显,阳明由“心即理”进一步说“心外无理”、“心

外无物”,甚至说“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⑤,这样确实如冯友兰所论,
如果说“依朱子之系统,理之离心而独存,虽无此事,而却有此理”,那么“依阳明之系统,则在事实上

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此点实理学与心学之根本不同也”⑥.显然,阳明“心外无理”的思想与慧能

“离心无别佛”的主张如出一辙.一般认为,王阳明“致良知”说是«大学»“致知”与孟子“良知”的综

合,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即心之本体,同时又自然知道善恶是非.其实慧能的弟子神会就曾以“知”
解释心性本体,在神会思想中,“知”既是清净心体所本具,又是依体发用的特殊智慧,二者是体用一

如的关系.在神会看来,心体本具智慧,智慧自然能知,因此他注重心体的定而发慧的功能⑦.神会

的弟子宗密融合华严与禅的思想又进而提出“知之一字,众妙之门”⑧的著名论点.这些与阳明的良

知说都有不少相近处.与宋儒不同的是,阳明吸收佛教的思想是公开的,他不但没有攻击佛教,反而

以三间房的比喻来说明佛教思想的合理处本来就是儒家的,以此来表明儒家思想的广大精微.阳明

致良知的思想高度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及道德实践性,其后学由于良知的不同理解分成好多派,影响

最大的是泰州学派,主张良知自然现成,不假修为,禅甚至狂禅的色彩更加浓厚.
不论是程朱的“性即理”还是陆王的“心即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心性儒学.在北宋时期,多

元开放的儒学复兴运动还有着较强的宇宙论的恢宏气势,然而南宋之后这种气象显然变得单一、收
缩、内敛、保守起来,以为心性和德性的力量具足一切,能改变一切,道德心性化的单一独大无疑严重

窒息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中华民族的心志变得老成保守.其实从隋唐以来,心性化不

断强大这一思潮,我们对此会看得更加清晰,这背后我们都能看到佛教禅宗的强大力量对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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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多元多向度的,且不说北宋五子各个不同,司马光、王安石、三苏的儒学思想也各具特色.朱熹是北宋

儒学的集大成,也主要是综合了北宋五子的思想,而这其中二程的思想又是最主要的.不光是朱熹,南宋的儒学主流上也多接续二

程.这也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儒学复兴运动向内收缩的表现.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２３３页.
张载著:«正蒙太和篇»,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９页.
张载著:«正蒙大心篇»,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２４页.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６２页.
杨维中:«隋唐佛教心性论的四种范式及其比较研究»,«哲学门»第２卷,第５６页.
释宗密:«圆觉经略疏之钞»卷一,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扬州藏经院刻本.



重建的深刻影响.

五、三教合一与晚明中国思想的危机及其外转趋势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两大宗儒、道两家既有矛盾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但总体看,
“和”与“融”是主基调,这就使得一方面受儒道影响,以禅宗的出现为标志,印度佛教中国化,而另一

方面中国化了的佛教又深深影响了道教与儒学的发展.两宋内丹学的发展又使得佛道两家进一步

深度融合,甚至内丹学直接吸收佛教禅宗,王重阳公开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
以儒为主的三教合一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而佛教界明末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
益智旭也都高调主张三教合一.虽然在明代之前,儒、佛、道也一直在相互不断融合,但“三教合一”
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①,甚至晚明公开出现了“三一教”这样的民间宗教.可见,三教合一是晚明的

一个重要社会思潮,余英时认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

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②可以说,这都是佛教影响中国的结果,是佛教传入后

中国思想的一系列后续反应,没有佛教的传入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三教合一,主要也就是在心

性论上获得了某种统一协调.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儒佛道的关系进入静态平衡,相互再也不

能刺激出新思想,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思想的枯寂,因为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异样观念系统的冲击,
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力和创新.

佛教长期影响中国文化的结果便是导致中国思想越来越内在化、心性化、精神化、主体化、主观

化,对外在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与探索精神越来越弱化,中国科学技术开始全面落后于世界,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明末西洋历算彻底击败中国传统历算.１６３４年,徐光启与汤若望等人合

作完成了«崇祯历书»,此书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外来历算

方法主导的历书,在此后的十年里,围绕日月食等天象的预测,中西历算进行过八次较量,但均以中

国传统历算的失败告终.明末的这场“天算”之争可谓意味深长,中国天学的失败预示了中国文化的

全面衰落.明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各方面基本上都还是领先世界的,然而进入１６世纪,随着文艺复

兴、启蒙思潮的蓬勃发展,西方在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始突飞猛进,而此时守旧的中国已

经暮气霭霭,晚清中国的落后挨打早在晚明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明末中国天文历算的失败是中国文

化生命力全面枯萎的重要标志.因为中国古代天学不仅仅是一种历法推算,也不仅仅是星象占验,
它还是古代中国宇宙论的集中体现,也包括着中国的宗教精神,当然它更富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可以

说它是集宗教、哲学、政治、科学于一体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王国之父.
天主教信仰裹挟自然科学闯入晚明中国,这是继佛教入中国后,外来文明第二次冲击中国.与

晚明中国儒佛道心性化的内在风格恰恰相反的是,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从信仰到知识在风格上可以

说都是外在的.与基督教、天主教外在超越不同,很多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学是内在超越的.其实,以
内在超越来讲儒家的精神修养是大可商量的,之所以儒家给人留下内在超越的印象,这也主要是因

为受佛教影响从而心性化了的宋明儒学.宋明理学的这种内在化、心性化倾向在阳明之后越来越强

烈,但与此同时,反阳明学,甚至反理学的实学思潮也开始兴起.物极必反,在严重内在化、心性化的

同时,中国思想也开始酝酿外翻外转.阳明心学对当下现实心良知能力的充分肯定及其所标榜的

“心外无物”,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一是对欲望,对身体,对物质世界的肯定,二是“心外无物”反过来

也可以说“物外无心”,这也会启发人们走向自然物理和实学实践.晚明兴起的实学派主张经世致

４３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严耀中认为“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见严耀中:«论三教到三教合一»,«历史教

学»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
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１页.



用,反对空谈心性,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在佛教影响下被心性化了的宋明儒学的反思.经世致用是

儒学与佛老的最大区别,这一点在六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四书则更多集中在人生哲学与精神修

养上,在这方面确实与佛老有较多的通融性,甚至还不如佛老精致深刻.博学而多能,是先秦儒学圣

人观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宋明,圣人几乎被完全道德化、精神化、心性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出现,一是

有阳明心学内部自身的反动,二是有程朱理学对阳明学的批评,同时也有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思.
天主教入中国,利玛窦当时采取了“补儒易佛”的策略,即迎合儒学,反对佛教,而且反对受佛教影响

了的宋明儒学.因为他们看到,六经文献中人格神意味较浓的上帝与上天,与天主教所崇尚的上帝、
天主有相似性,所以传教士就认为先秦儒学才是正宗原本的儒学,而汉儒特别是宋儒是异化了儒学.
宋儒的一大标志性贡献是把六经中所说的“天”理解为非人格神的哲学化、本体化了的“理”,而传教

士对这一点攻击不遗余力,竭力维护六经中有人格神意味的天.其实,世界宗教大概有两种类型特

征,一是理智型的,以佛教为代表,排斥情感,认为情感甚至连爱也都是烦恼、无明、苦痛与轮回的根

源,而另一种是情感型的,以天主教为代表,非常重视爱,要爱上帝,爱所有的人.而儒学可以说是情

理交融的,仁爱与智慧并重,这种特征在孔子那里很鲜明,但是在宋明理学那里受佛教影响就显得太

偏重理智,偏失了儒学的中道.
最后本文重申自己的文化观,即一种文化长期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必然走向死寂,必定要与异质

的不同的思想文明碰撞、交流才能有真正的创造创新.从汉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一千五百年

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融合,到晚明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佛教深刻影响中国的结束.中国必须

再一次与另外一种异质的文明系统碰撞交流才能重新展开新的生命力,这就是西方文明.晚明是中

西文化交融的一个象征性展开,随着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闭关锁国等原因,这一比较温和的交流中

断了,一直到晚清民国,西方文化对中国展开了全面而强硬的冲击,我们今天仍处于这种中西文化大

融合的时代潮流中,这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第三期的展开.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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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之影: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

罗 志 田

摘　要:对历史作切片式的静态观察,还是尽可能从静止的史料中探索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是两

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从操作层面言,具体的研究基本是也只能是切片式的考察,但最好避免切片式的思

考,尽可能呈现历史本身的动态.“飞鸟之影”类似于快速运动中紧急刹车式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

透视到动的姿态和精神.从影子看飞鸟,是一种以静观动的侧面进入之法.基于动态的观察,还要在表述

时尽可能体现那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若行若止”意态.

关键词:史学方法;史料;静态观察;动态观察;以静观动

历史研究,一般都知道先要能见其大.我想,最好还要能见其动.“见”在古代是个通假字,在此

也有两义:从史料解读言是本字,从史学表述言则是通假,即“能现其大”和“能现其动”.
我们常把历史比作长河,梁启超曾说,“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①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明确了史家的任务———历史本身是活的,历史的表现或表述,也需要呈现其

活动的一面.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
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

的.”②所谓从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正指向了史料的解读.作为文本(含实

物)的史料,是已凝固的“陈迹”,是静的甚至是“死”的,但史料亦自有其“生命史”.具体的某件史料

可能以一种“已完成之定形定态”出现,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像史迹呈现“若行若止之态”一样,
史料的静止表象背后,同样有着一个从产生到存留,进而流传以至于今的形成发展过程.

然而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是习惯于对历史作切片式的静态研究,特别是分门别类的考察,而不

甚注重其“若行若止”状态中的生命跃动.关于分门别类的利弊,当另文探讨.本文想要说明的是,
切片式考察与动态研究并不冲突.实则人人所从事的,都是某种切片式的考察,需要的是避免切片

式的思考,而尽可能呈现历史本身的动态.

一、历史能否截取而研究

章太炎曾说,“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③.其实迹并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

可见.所谓“雁过留痕”,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等法观察飞鸟引发的空气流动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

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则看到一种静态之动.那时雾霾不严重,今人因晴空经验少,可能想

不出这样的比喻,也不易理解飞鸟的影子是静止的.无论如何,从“影子”看飞鸟,即由影观形,便是

一种以静观动的侧面进入之法.
不过,一旦飞行中的鸟成为不动的“影子”,它本身就由动转静了.惟其不动,也就可以捕捉;且

①

②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１页.
余英时:«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５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４页.



影子虽然不动,却有着动的精神.这样的由影观形既是一个比喻,也是重要的提示,即我们的具体研

究,基本上都是一种切片式的“截取”,而不太可能是所谓全程的.一旦截取,不仅动态呈现为特定的

静态,其本身是否恰当,研究者是存在争议的.
梁启超在指出每段史迹“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之时,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未完成

的状态,而“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因此,“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

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①.后来汤普森(E．P．Thompson)也说:“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

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②他们两位皆史学

大家,而都说历史不能静止、不能截取以供研究分析,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笔者的理解,他们都是有

针对性的强调:前者针对的是“自然科学”,即要让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可能更多针对着社会科

学,特别是前些年流行的结构主义倾向,或我们常说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总之,他们都是在强调历

史流动性的同时,维护史学那独特的学科主体性.
然而在专题研究日益兴盛的学术趋向里,对个体研究者的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而言,实际操作

层面中的历史叙述只能是切片式的.即使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仍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

片刻.甚至可以说,不截取在写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胡适“截断众流”以回避纠缠于断

代史起源的方法,对从事专门研究者,有着特别的意义③.
但这不必是胡适的发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从战国开始.这也不仅是当时所谓新派做法,

被视为保守的邓之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就始于秦.而兰克也曾截断众流,他在１８５４年为巴伐利

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所作的历史讲座中提出,讲座不能没有起点,如果“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

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有可能远远

偏离目标”.为了不致“在历史中迷失自己”,他主张“以罗马时代为起点,因为这是一个汇聚着种种

不同因素的时代”,可以说“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入海的历史长

河”④.
这一思路与胡适以东周为中国古代史的起点有些相类,不过胡适的“截断众流”是因为他认为东

周以前的历史证据不可靠,而兰克强调的是罗马史的时代意义,并不是历史证据可靠与否的问题.
换言之,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兰克学派”的特征方面,胡适更像个“兰克派”学者,而兰克自己则不像.

胡适可能并未看过兰克这段话,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他老师杜威的“历史方法”.胡适屡次陈

述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即不把一种事物、制度或学说“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

的孤立东西”,而“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

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这样的“中段”是可以“切片”观察的,但需要“寻出他的前因与后

果”,捉住了祖孙两头,他就“再也逃不出去了”⑤.
同理也可以从空间思考,顾颉刚“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

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⑥.这是一个重要提示,即截取的方法不仅体现在时间上,
也体现在空间上.任何片段,都处于一定的时空框架之中,也要置入相应的时空框架中进行考察.
蒋方震曾说,研究一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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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１１１页.
[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页.
顾颉刚曾称道胡适“有截断众流的魄力”,这也成为胡适史学的一个标志性特点.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５６ １７０页.
[德]兰克著,[德]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３页.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１９１９年)、«杜威先生与中国»(１９２１年),«胡适全集»第１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５８、３６１页.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５页.



　　必须有两种预备之知识:一为历史上之知识.史之事实,若水流然.今吾于其中间截一片

断为局部之研究,而不明乎来龙去脉,则本体不明了,而转生误解.一为地理上之知识.思想犹

光也,环境则比空气.光之波动,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思想之发展,亦依其环境

之不同,而异其趋向.明乎地理,则识其流之所以异,即可以知其源之所以同也.①

可以说,每一历史片段都是在可以无限多的因和缘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或者说是处于各种因和缘的

相互作用之中.片段外如此,片段内亦然.但即使在一些接近“大制作”的论述中,我们也常常不自

觉地带进了切片式的静态思考.例如,当我们说中国上古的“多元一统”特点时,显然在意识层面已

特别注意到“统”的复杂性;但对那复数的“元”,则有意无意中常将其视为相对独自发展的“完整”体
系;尽管能注意到各“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然对各“元”之中也存在多因素关联互动的复杂性,至少

是认识不足的.
在梁漱溟看来,“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他特别强调,不

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如果“不从抽象关系注意,
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仍抓不到问题②.所以他“最不想发表单篇短文章,不愿在许多

问题中抽出一个问题来谈”,因为短文“很难将自己整套意思前后曲折发表出来”;就像“一幅图画,是
由阴阳明暗几面配合成功的;假如阴阳明暗左右前后没有完全排比出来,支节片段的东西,就不能供

人家的欣赏领略”③.
动态表述源于动态的观察.尽管我们在操作上不得不有所切割,但一定要在意识层面尽量避免

对切片进行静态研究,而牢记历史和具体史料那“若行若止”的动态,并在表述时尽可能体现其流动

之态.前述之由影观形,就是针对任何历史切片的以静观动法.这有些类似我们常说的捕风捉影中

的“捉影”,可能有点虚悬,下面略作粗浅的探讨.

二、以静观动

梁启超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而且要再现得有“活动”的意味.当然,“活动而过

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 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④.可知在他看来,只要有“巧妙

之技术”,就可以再现人类过去的“活动”.这操作层面的“技术”同样包括史料解读与历史表述的两

面.盖凡动就有态,而动态是很难原状存留的.要从看似静止的史料中读出历史的动态,需要动的

解读,以静观动就是一法.
任何史料,都是所谓“人言”(人造物也是一种言).言本是动的,只有读史者自己能虚能静,才可

能“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而“见微知类”(«鬼谷子反应»).此即所谓以静观动.
如上所述,一般所谓历史事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片刻,且是与其他众多因素相伴相生、受

前后左右因缘影响的一片刻.有时远观似静止,近看则能动.反之亦然,即“飞鸟之影”也.最能表

现这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意态的,是«庄子»所说的“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庄子天

下»).一支射出的箭,不论多快,一旦如电影之定格,便呈现一种“不行不止”的状态,总带几分“官知

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的意味.
那是一种类似快速运动中紧急刹车式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透视到动的精神和姿态,或即

本雅明所谓“辩证的静止”⑤.本雅明(WalterBenjamin)强调,“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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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蒋百里全集»第３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１１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１９３７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１ １６２页.
梁漱溟:«朝话研究问题所需的态度»(１９３２ １９３５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２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３４ ３５页.

WalterBenjamin,TheArcadesProject,trans．HowardEilandandKevinMclaughli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Ｇ
sityPress,１９９９),４６２ ６３．



唯有作为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而“每一个尚未被

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①.我们要注意本雅明特别强调那一

闪而过的真实画面可能永远消失,即章太炎所谓“甫见而形已逝”的危险;但他又指出这真实图景的

意象是能够被捕获、可以被抓住的.
这样一种辩证的动静关系,往往表现为«孟子»所谓“引而不发”的“跃如”状态(«孟子尽心

上»).宋以后的儒家对此讨论甚多,朱子便说: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分先后.今只就起处言之,毕竟动前又是静,用前又是体,感前又

是寂,阳前又是阴;而寂前又是感,静前又是动,将何者为先后? 不可只道今日动便为始,而昨日

静更不说也.②

清儒何辉宁发挥说:“气有动而无静,然其行也,必有所凝,而后有象”,若“节之则不静而静矣”③.以

此借喻流动的历史画面,首先是“必有所凝,而后有象”;同时也只有“节之”,类似电影的定格,才能得

“不静而静”的效果,于是方便具体的考察.但研究者切不能忘这不过是一种“不行不止”的切片定

格,静态的背后仍是动.
近人刘咸炘解释«吕氏春秋圜道»中的“帝无常处”说:

　　无常处,即«老子»次章所谓“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易系辞传»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

虚”也.处即居,亦即«乐记»“居宜”之居,即静而定也.静定则局于一处一形一态,是谓有处.
凡静定,皆自一浑同中裁节而后见.自浑同而观之,则又皆无处也.④

所谓静定,乃是“变动不居”之居,亦动中之静.故无常处,乃有处.一个片段不仅是关联性结构的一

部分,而且是周流变动中截取的一静定,且必截取而后可见、可考察分析⑤.我们在认识、解读和分析

截取的具体文本片断时,不能忘其动的精神风貌,且当尽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风貌.
而解读的方法,则以«易传系辞下»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为最简明.只有观察者自己能

虚能静,然后可以静观动,进而以静御动(所谓“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宋明儒最喜以“寂然

不动,感而遂通”一语申论«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这些议论往往都能领会那种似静

实动、动而不显的态势,尤以周敦颐所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为最传神⑥.史学本是一门理解的学

问,这些丰富的议论,都可视为“史学方法”的探讨和论证⑦.
关键是在读那些静定之片段时要有不忘其动的意识,然后知探索寻觅.顾颉刚曾说,笔记之长

处,在“写其直接之见闻,或记其偶然之会悟,要在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就像李

贺作诗,“驴背得句,即书片纸纳奚囊,乃克保其一刹那间之灵感”⑧.实际的情形,不论顾颉刚本人的

笔记,还是李贺的诗,大概都已经反复斟酌修改补充.但顾先生所说的“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

牍”,则提示了以静观动的取径,甚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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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收入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７
页.另一译文是:“过去的真实画面一闪而过.过去只有在它作为瞬间闪现的意象才可以被抓住,在这一瞬间它能被认出,并不再重

现.每一个尚未被现在确认为与己有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着无可挽回地消逝的危险.”见[德]瓦尔特本雅明:«论历史哲学»,
孙冰编译:«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理气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册,第１页.标点略有更易.
何辉宁:«甑峰遗稿»,转引自刘咸炘:«理要»,«推十书»第１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１９９６年影印本,第４３４页.
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推十书»第２册,第１１３８页.
说详刘咸炘:«内书理要»,«推十书»第１册,第４３０ ４３７页.
原文是:“‘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周敦颐:«周子通书圣第四»,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３页.
宋明儒这方面的言说,就史学研究来说有时或不免走得太偏远,但若有时间,仍不妨多读,对于感悟和理解史事的动态,甚

有助益.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１９４９年),«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１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６页.



太炎论作赋说,“当其始造,非自感则无以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①.此当指作者之“感”,乃是

无经历者不易体会的境界②.文虽有感而作,在作的进程中确可能(且经常)出现“文成而感替”的结

果.则写作不啻为无数次由“现在”成为“过去”的行为,那种撰写当下“一刹那间”的感觉,的确是稍

纵即逝,始终处于未必自觉的微妙变化之中.
史料之制作亦然.所有静态的文本都产生于动态之中,总有一些静态之动的存留.如果具体的

材料是当时写下而未经修改的,不论其写作或记录的意图如何,甚至作者自己可能都已觉其不存在,
多少都能留下几许“一刹那间”之感触.即使是后人追记或作者自己修改订正,若能考出其行动场

景,仍有别一种“当前一境”在.后之解读者若能读出作者落笔时原初的“自感”,哪怕仅是部分,则对

其所成之文的理解,自不相同.
可以说,小到一条史料,大到梁启超所说的“史迹集团”③,皆可视为一种“辩证的静止”.很多史

事,确如太炎所说,常“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只有尽量读出史料作者那“当前一境”,方可能

捕捉史事发生之时的“空中鸟迹”;这既非常必要,也相当重要,更大有益处,当勉力为之.但若意识

层面无此自觉,便也真有可能让“空中鸟迹”成为“已逝”之形.
简言之,动即是静,静也是动;所谓“辩证静止”,即体现在“不行不止”之上.从先秦诸子到西人

本雅明,捕捉动态的片段然后以静观动的提示,已一再出现.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每个人都不过是截

取一段史事来进行探索.反过来,大大小小的历史“片断”,皆当视为被“切割”而出④,即其本是一个

更大结构的一部分.研究者一方面永远不要忘记那看似凝固的文本(含实物)乃是一种动中取静的

产物,更不能见静忘动,遂以静为静;一定要体会和感觉那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姿态,尝试以静观

动式的解读,以从静止的史料中读出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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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第５３页.
若指读者之“感”,则颇类章学诚所说,“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４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１１８页.
可能是史料存留进程的“自然”切割,也可以是研究者主动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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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思想要论

陈 丽 桂

摘　要:黄老之学缘起于战国田齐稷下学宫,它兼糅并包、涵融各家,以黄帝为标帜,以«老子»思想为

素材,目标在于经世、治事,策略则是道、法兼容,天道、政道一体,治国、治身一理.黄老学者承继并转化了

«老子»的虚无、柔弱哲学,结合法家的“刑名”考核方案,提炼出“虚静 因循”之“术”,以此实现既积极高效

又和顺温润的统御术.而通过参采观天授时的阴阳说,黄老学者架构出明堂月令的天人政纲,并在西汉初

期大致完成理论建构,由“体”入“用”,成功地落实为高效的“黄老之治”.在深层次学理方面,黄老思潮放

弃了«老子»论“道”重视“本体”的特点,转而试论“道”的“创生”,以“气”代“道”,详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

最终架构起战国秦汉以下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气化宇宙论的基本模式.由此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传统中

国“精气”养生说,则成为中国传统医理的基本纲领与方技文化的主要源头.此外,黄老之学还兼采儒、墨,

以民心作为法令产生的根源,并且以人君作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法家式的刻薄阴

鸷弊端.

关键词:黄老;黄帝;道;术;法;治国;气化宇宙论;精气养生;稷下学宫

马王堆黄老帛书出土已四十余年,黄老之学各层面的议题研究,不论哲学、政治,还是数术、方
技、养生,都已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面对这些内容丰富的新材料,仍有不少学者心存各种疑惑,感
到无所适从.对于这些疑虑,笔者曾在两种黄老专著及一些相关论文中有所论述,但因分散于不同

议题的论文或专著之中,这些论述尚未以整体性面貌呈现于学界.本文拟藉此机会,对这一特殊的

学术议题,试作较为全面而提纲挈领的论述,希望能具体而微地鸟瞰黄老思想的林相,及其主要

大树.

一、齐国政治环境与稷下黄老思潮

“黄老”在先秦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不是一个学派.它虽源起于战国中期田齐的稷下学宫,却因

着稷下学宫特殊的学术交流环境,辐射层面广大.儒、道、墨、法、刑名、阴阳,乃至数术、方技、神仙、
小说,各家各派都来参与,黄老因此很难像儒、墨、道、法那样,有着比较固定的代表人物.

«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多依托黄帝或归为道家的著作,而按照«史记»所说:法家的申不害之学

“本于黄老”,韩非也“归本于黄老”① ,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

意”② .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田骈、接子亦皆有论著,都与黄老有关.而«管子»四篇,与后期

道家的«庄子»外杂篇,都被归为黄老著作.田骈、彭蒙、尹文,则被归为黄老学者.杂家的«吕氏春

秋»,尤其是«淮南子»,里面也有大量的黄老理论.换言之,稷下学术虽非只有黄老,但黄老确实是稷

下学术的主流,其流传也不局限于稷下.

　

作者简介:陈丽桂,台湾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①　司马迁撰,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裴骃集解:«史记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武英殿本,第８６０页.

②　司马迁撰,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裴骃集解:«史记集解»,第９４０页.



　　汉志所载诸多黄老之作,初始或不免有些是附会时尚的依托,然在田齐既定目标与策略的推动

下,黄老虽没有固定的专属大家,也非固定的学派,却有着特定的重大目标、思想倾向与重点议题.
它的重大目标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初期的重大目标就是,为田齐漂白政权进行造祖运动,并由

此引申出经世实用的理论探讨,后者其后成为黄老之学的主要宗旨与目标.稷下学宫的创建者田齐

政府,在篡取了姜齐政权之后,为了在国际上改易自己的“篡逆”形象,大搞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建设,
以稷下学宫招徕天下学术英雄“华山论剑”,并利用这些优质的学术人力资源,抬出一个远古传说中

打败姜齐祖先炎帝部族的领袖———黄帝———作为自己的先祖①,拔高自己的来历,显赫自己的身世.
这种身世叙事透露着这样的寓意:田氏代齐(姜姓吕氏),不过如当年自己的祖先黄帝部族取代

炎帝部族一样,是光荣历史的再现.在此背景下,黄帝战蚩尤、败共工、败炎帝的诸多传说记载与附

会,藉着黄帝名下的典籍著作,便从稷下学宫这个学术中心逐渐辐射出去,并霎时在战国中期丰富起

来、传扬开来.这就是战国以下诸多黄帝事迹,与汉志所载各类“六国人所依托”附会的黄帝著作的

由来.黄帝外王经世的标帜从此确立.
此外,从太公封齐“因其俗而简其礼”的立国风教,到姜齐桓公的春秋霸业,乃至田齐合纵的“东

帝”威望,齐国始终都走在图强称霸的经世路线上.而太公当年因贤受封,田齐祖先陈完以贤受重得

权(子孙因得以簒),决定了由姜齐至田齐一以贯之的尊贤容众传统.在此特殊的传统环境下,稷下

学宫的黄老之学自然呈现出尊重多元的融汇性格.
总之,仰仗着稷下学宫多元富盛的学术资源,依恃着合纵“东帝”的威名,上述以“黄帝”为标帜、

以当时流行的«老子»学说为主要素材的百家共汇的“黄老”学术思潮,便由稷下学宫快速地推展出

去、辐射开来.此成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术主流,甚至成为几千年来华人社会潜在的重要文化

元素.

二、黄老之学的性质与议题

其次,我们再来看黄老之学的思想倾向与主要议题.衡量黄老之学有一把很重要的标尺,或者

也可以看作一张简要的黄老议题地图,那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所谓“道家”的概括.司马迁称

自己的父亲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也就是说,他是很地道的黄老学者.«论六家要指»很明晰地为

我们提挈了“黄老”之学的主要纲领: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于大道之要,去

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行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

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

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

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

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

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

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②

这是“道家”一词的首度出现,它代表汉代人心目中的“道家”,其所述实际上就是黄老道家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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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总纲.根据它的说法,黄老道家因承老子,教人善养精神,虚无以处事应世,力忌刚强、贪欲,不用

心机智巧,要人“无为无不为”,明白大道“混冥”,成功后当身退,“复反无名”.这些观点因承了«老
子»思想的要旨与重点,但除此之外“黄老”之学也转化了«老子»的思想成分:

(一)«论六家要指»重复三次称“道家”为一种“术”,说“其为术也”、“释此而任术”、“其术以虚无

为本”,从头到尾未曾称“其道”.由此可见,在司马谈心目中,黄老学说是一种“术”,而不是“道”.
“道”是境界、理念、思维、轨则、要领,是“体”;“术”则是可以落实操作的方案,是“用”.称“黄老”为
“术”,清楚地说明了黄老之学重“用”的经世特质与功能.它不是孤虚的玄理,而是可以落实为运作

的原则与方案.套用汉代集黄老思想大成的«淮南子要略»的说法:它是言“道”兼言“事”的①.司

马谈说黄老“道家”要求“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希望透过无形迹的手法,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

多”的做事效果,四两拨千金,精简而省力.为此,它必须兼容并包各家,阴阳、儒、墨、名、法皆所

撷采.
(二)其次,黄老道家是一种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君纲”或“君术”.“因”是这种君纲或君

术的操作要领,它“以因循为用”,“与时推移,应物变化”,“因时为业”,“因物与合”,重时变,讲求顺应

时机,顺随事物变化而调整、应对.“因”是黄老哲学的核心精神.«老子»说过“动善时”、“和其光,同
其尘”②,似乎也重视“时”,也注意要顺随外物以反应,但却不曾正面强调时变与因循的重要性.黄老

专门强化这一方面的道理,以此作为处理、应对事物的重要纲领.«老子»要人守柔、守后、不躁进,黄
老则说,先、后不是问题.该不该有法、有度? 需要怎么样的法与度? 这要由时机与状况来决定.时

机的掌握才是关键.能掌握时机,与之相应变化,才能不败不朽.对时变与因循观念的着重强调,是
黄老道家从«老子»思想中提炼出来的处事要领.

(三)黄老道家不但是一种“术”,而且还是一种以人君为领导核心,群臣辐辏共效,人君考核其虚

实以赏罚的“刑名术”.与法家申不害、韩非一系所推阐的督核臣下的君术一样,黄老君术亦为«老
子»所未言.它是“合名法”的结果.

(四)较特别的是,上述«论六家要指»引文前后两次提及形、神的关系,以及与如何处理形、神关

系的问题.它主张以神为生命的主体,形为精神寄托运作的工具,提醒人形神相依、双养的重要性,
并以形神的健全修治为领导统御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与老、庄道家不同,是黄老道家对老、庄身体观

的转化与改造.老子原本以形身为生命之沉重负担,«庄子»则教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心
斋坐忘”,必须遗忘形骸的存在,才能大通于道,黄老则开始提醒形身健康的重要性.

总之,按照司马谈所述,黄老道家之学是«老子»学说的经世、入世转化,它的基本特征在于:
(一﹚继承«老子»学说,并吸收各家以转化«老子»学说,是治身、治事、治国并重之“术”.
(二﹚就治事言,它讲求无形操作,要求掌握时机,顺物、顺势,弹性调整因应;就治国言,它明推

循名责实的“刑名”考核方案,与暗地虚无因循的操作要领,以此作为领导统御的纲领.
(三﹚就治身言,它认为健全的身心是领导统御成功的先决条件.它不再如«老子»般重神轻形,

虽仍以神为主,却以形为神之依托,强调形、神一体,不可分离,提倡二者兼重并养.
继司马谈之后,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道家”是一种“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

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③.«史记»、«汉书»所谓“道家”,都代表着汉人心目中的“道家”,指的

是以西汉“黄老治术”为代表的“黄老”道家.参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概括,对照«史记»、«汉书»
所载,以及出土与传世的先秦两汉黄老相关文献,可以对黄老之学的理论内容给出比较可靠的提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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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站在哲学的角度,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概念来提挈黄老思想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那就是

“‘道’的‘术’化”与“‘道’的‘气’化”.一方面,“黄老”结合法家的刑名与时变观念,使«老子»的虚静

无为之“道”积极化,并基于阴阳家观象授时的天人观与«洪范九畴»一系的“五福”、“六极”天人灾

异说,构筑其明堂月令施政总纲,形成一种既精简省力、高效不败,且气派堂皇的政“术”.另一方面,
它又“气”化«老子»之“道”,用以诠释“道”的创生,开启了战国秦汉以下的气化宇宙论与精气养生说,
确立了中国传统宇宙论与养生说的典型.这两大转化,在集黄老思想理论大成的«淮南子»中,都有

很清楚的推阐与呈现.而司马谈与«淮南子»的撰作者刘安都是黄老道家,也都生处黄老之治的末期

与武帝独尊儒术的前夕.从这两位黄老治术末期的黄老学家入手,通过并观«论六家要指»与«淮南

子»之«原道训»、«修务训»的核心要旨,再进一步参采马王堆诸多黄老帛书的材料,可以清楚地归纳

出黄老思想的理论内容.

三、“道”的“术”化:由天道到政道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提挈的那些黄老思想纲领,在«淮南子»中得到了相当一致的呼应.«淮
南子原道训»在论述一个体道者如何以其体道的心灵去应对外在事物时,将黄老道家如何把«老
子»虚静柔弱之“道”转化为高效不败的治事之“术”,铺写得淋漓尽致.

(一﹚治事之术:由虚无、柔后到因循、时变

«淮南子原道训»说:

　　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

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

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

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扞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

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

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 不失其所以制

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
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

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

定,攻大靡坚,莫能与之争.①

«老子»教人虚无柔弱,«淮南子»则主张,处理事情心志要虚无柔弱,不要主观刚愎,表面上看起

来“安静”、“恬然”、“不敢”、“不为”,操作时却要把握时机、积极快速.虚无、柔弱是操作的形式与手

法,“事强”、“应当”才是终极目的.所谓“事强”、“应当”即处理事情能以简驭繁、精简省力,不论遭遇

何种状况,都能快速有效地迎刃化解,永不毁败摧折.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必须全面而彻底地与所要

处理的事物“回周旋转”,紧相应随,由注意、了解进而准确掌握其状况,然后才能有效因应、处理.这

也正是司马谈所说的“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因物与和”.“虚无”、“柔弱”、“因循”,不是没主见,
而是沉稳、不蠢动.它不是“应当”与强事的唯一法则,而只是过程中的观察与等待,以便相准最恰当

的时机,准确反应、迅速出击.时机未到,当然要柔、后、藏、“不能”,关键性的时刻一旦来到,就须快

速响应、处理.因此,致胜的关键不是先、后问题,而在把握“时机”.«原道训»因此和司马谈一样,对
于时机和应变一再作重点强调.“柔”是为了保住“刚”,“弱”是为了保住“强”,它要积柔、积弱以致刚

强.«原道训»希望提炼出一种“执道理以偶变”、“周于数而合于时”的能切中要害从而高效不败的

“术”.将«老子»的虚无、柔后,转化为因循、时、变,并对它们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是黄老治事之

“术”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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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道训»外,在«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的黄老思维与特质又一次被强调.«修务训»开宗

明义,对先秦道家的“无为”作了直截了当的诠释,它说: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

然.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以立功①,推自

然之势②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③

«修务训»和«道应训»一样,剀切扼要地对«老子»学说的思想核心———虚无、柔弱、无为———作了治

事、经世的积极诠释.“无为”不是不要作为,没有作为,而是依顺、尊重客观规律,把握要害,积极有

效地作为,而非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胡作乱为.所谓“有为”、“无为”,不是“为”与“不为”的问题,而
是“如何为”的问题.凡能充分利用客观条件,顺势以为,都是“无为”.“循理”、“因资”以“举事”、“立
功”是黄老所强调的重点.

总之,黄老重视治事的功能效果.它积极运用、转化«老子»的虚无、柔后哲学,使之成为“因循”
之术,并有机地结合时、变概念,希望造成一种内在积极有效,外表却淡定、平和,操作时能自然顺入

而高效的治事之“术”.
(二)治国之术

研究黄老之学如果要寻找第二把标准尺,那就是１９７３年出土的马王堆«经法»等四篇黄老帛书,
以及同时出土的诸多方技类医书.兹先说«经法»等四篇黄老帛书.

１．因道全法:暗则静因,明则刑名

马王堆帛书文献中有四篇连抄于隶体«老子»之前,同置于乙匣中的佚籍,篇题依次为«经法»、
«十大经»、«称»、«道原»,唐兰以为即汉志“道家类”中所著录,但却早已亡佚的«黄帝四经».因为该

墓葬于黄老治世盛期的文帝前元十二年(前１６８),又连抄在«老子»之前,一般认定即是“黄老”合卷的

明证.其中的理论被公推为黄老学说的理论纪录.四篇第一篇叫«经法»,«经法»第一节有篇题,叫
«道法»,«道法»开篇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为了保障“法”的推行能顺利

无阻碍,黄老学说把管理意义上的绝对的“法”与自然的“道”联系起来,以自然之道作为政治管理之

“法”的源头.“法”因而显得自然而惬理厌心,容易推行.«韩非子大体»说:“因道全法,圣人乐而

大奸止.”«饰邪»说︰“先王以道为本,以法为常.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帛书«十大经成法»述
力黑回答黄帝问“正民”之“成法”时,也说:

　　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以守一名.循民复一,民无乱纪.④

既说“道生法”,又说“成法”的根源在“刑名”,可见在黄老帛书里,谈到政治时,“道”就是“刑名”.«经
法论约»说:

　　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

兴坏有处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是谓有道.⑤

换言之,“道”的内容就是“刑名”.以“道”治政就是以“刑名”管理.这种管理之“道”和“刑名”的接榫

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之间原本就有密切的关联.黄老谈治事的道理时,不大提作为生化始源、先天

地生的超越之“道”,而常下落一层,就时空中的天、地之道来提炼政道.«经法道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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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①

人事的政道是从自然有规律的天道中提炼出来的.天地有“四时、晦明、生杀、柔刚”的“恒常规

律”,有各种可信、可期的质性与恒度,所谓的“七法”、“八正”,所以能天长地久.人间事务,尤其是政

事,要管理得好,一定要效法这些井然有秩的天道,让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位”,执守自己的“度”,去
操作、运转,其成效便能如天地般恒生久长.因此,人主施政,要尊天、重地、顺四时之度,以正外内之

位,应动静之化,这叫“因道全法”;其所谓“法”,主要也是指“刑名”.«十大经»说:

　　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②

马王堆黄老帛书里充斥着这类天道、刑名牵连互依的治政大论.依此思维开展下去,至少衍生

出两大支系:其一是«管子»四篇、申不害、«韩非子»一系静因的“刑名”督核政术,其二则是«管子四

时»、«五行»、«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一系,星象、节令、物候、方位、
政令紧密搭配的一年十二个月天人施政总纲.

兹先说第一系的静因、«刑名»的督核术.«管子心术上»说: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

圣人.③

一个理想的领导统御者要看清楚统御对象的“形”,分别给予适当的“名”(位),再以“名”去督核其

“实”,这样,管理起来才能精简省力而有效.为此,人君须知虚静因任之妙用,沉稳淡定,居高位,任
督核,只依“形”赋“名”,因“名”核“实”,不必亲自操作.«心术上»认为,君统百官,如心统九窍,要安

静不动,让百官各司其职分,辐辏并进,如九窍各依其功能,正常运作,才能齐头并进,成就事功.«心
术上»说:

　　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无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

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④

它运用转化«老子»的虚静、柔后哲学,力戒人君躬身操作,而应以静制动,终于提炼出“因”而不设、
“应而偶之”之“术”.«心术上»说,君道“贵因”: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无益无损,以

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⑤

完全顺随外物,采取必要的相应措施.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之理.换言之,要沉稳淡定,看着办,这是人君暗的内在修为.至其明的外

在管理,仍须有一套公开的考核方案,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因其“形”(才、能)而予之“名”(权位),再依

“名”核“实”的“刑名术”,也即司马谈所谓“群臣并至,使各自明”,再核其实之“中”不中声,以为判别

是非、贤不肖的赏罚依据.
«管子»之外,田骈、彭蒙、慎到也谈“因”术,申不害、韩非进一步深化了其内容,推衍窜端匿迹、无

限“阴鸷”的君“术”,黄老尚存的一点温润从此褪去,完全进入了法家的领域.
田骈、彭蒙常被与慎到合论.慎到学说重“势”、重“因循”,«慎子»一书虽亡佚,从辑佚的七篇看,

确有«因循»篇.«庄子天下»说慎到与田骈、彭蒙之学,曰: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

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田骈、彭蒙、慎到闻其风而说之.齐万物以为首,弃知去己而缘不得

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謑髁无任纵脱无行椎拍輐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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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

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①

慎到、田骈、彭蒙诸人站在道家万物一曲、唯道大全的基础上,主张去除偏执与智巧,不尚贤,要彻底

扬弃自我与主观,完全地弃智去己,努力寻找一个绝对客观之物作为依据,不惜与物逶迤,若飘风、转
蓬,可左可右,一任外物,所谓“推而后行,曳而后往”.因此,哪怕是无意识的土块之理,慎到认为,都
有理可寻、可据,都较“心”更客观.如此一来,主观思虑固然剥尽,一切精神层面的心灵活动也荡然

无存,这在重视心灵主体的«庄子»看来,当然是大有可议,不以为然的.
有关田骈的思想,«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道应训»都说田骈“贵均”、“贵

齐”.不过,其“齐”与«庄子»不同,却与慎到一样,主张要“因物任性”,尊重物性,顺随物性,而非«庄
子»重视心灵自主的“齐物”.

把田骈、慎到这一系“块不失道”、公以任物的观点推阐至极,就会找到一个绝对外在的“法”,来
统摄并具体化那些抽象的无知之理.以这样的“法”取代“道”,作为判断是非价值的绝对依据,最终

就转入了法家的领域.这是慎到、田骈、彭蒙一系黄老道家对«老子»学说的改造,«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因此归慎到为由“道”入“法”的人物,它说:

　　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

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以此转关.②

可见慎到重“法”,其“法”往往也就是“刑名”.«慎子威德»说:

　　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兼官,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滛偷其事,官

正以敬其业,和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矣.③

这就是其后申不害所说的各守其职的“刑名”术.«荀子非十二子»这样批评他们: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从众于俗则倜然而无所归宿,是慎

到、田骈也.④

荀子隆礼重分,视慎到、田骈一派“与物逶迤”、因任外物的主张为和稀泥,说他们“尚法而无法”.
«庄子天下»也批评慎到、田骈等人过度任物而丧失体道的主体心灵,是崇“道”而“不知道”.然慎

到去己弃智、因循、刑名,游走调和于道、法之间的学说,正是黄老道、法、刑名融合的特质所在.彭

蒙、田骈著作虽亡,却一再地被与慎到合论,可见也属这一系的黄老学说.这就是司马谈为何说田

骈、慎到等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的原因.惜环渊、接子、田骈诸人著作皆不传,无由

深入了解.
«慎子因循»又说: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

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⑤

它教统治者“依顺”人心自私、自我的本能,设法让他感觉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

你;这样,他就能为你竭力效劳.“因”的权谋的意味,由此透显了出来.
慎到之外,申不害、韩非亦然.«北堂书钞»卷一五七«地部一»引«申子»说:“地道不作,是以常

静,常静是以正方举事为之.”«申子大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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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①

«韩非子扬权»也说: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作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不言而善应,不约

而善增.②

明君虚静以代令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③

这些说法都尚在黄老的叮嘱中,但申不害既已叮嘱人主要“窜端匿迹”,«主道»又说:

　　术者,藏之于胸中,而潜御群臣者也.法莫若明,而术不欲见.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为,以闇见疵.
函其口,□其□,下不能望;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谨其

柄而固握之,大不可量,深不可测.④

要人君“去好去恶”、“去旧去智”,让人臣看不清,猜不透,也无法“测”、“量”,人臣才会无所巧饰地安

份戮力其事.既要“窜端匿迹”、“藏之于胸中不欲见”,又要“以闇见疵”、“大不可量,深不可测”,
再加上对“八奸”、“五壅”种种防范之术的强调,法家无限深囿、阴鸷的权谋本质至此展露无遗.而这

一切基本上虽说是远承于老子,实际上却是透过“黄老”过渡、转化过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既

将申不害、韩非与老子合传,却又说申、慎、韩三人学“本于黄老”,“学黄老道德之术”的原因.但黄老

却并不如此阴鸷尖刻,黄老道家与法家之“术”的不同在此.除了以闇见疵的虚静因任之“术”外,申
不害、韩非也与慎到一样,主张采用一种分官分职、循名责实的刑名术来公开考核臣下.«定法»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⑤黄老学家与法家

都一致相信,这就是最井然有序而精简高效的管理策略.

２法生于众适,合于人心:采儒墨之善

上文说过,«论六家要指»称“黄老”为“术”,是“君纲”;班志也称“黄老”为“君人南面之术”,这个

“术”主要是指“静因”、“刑名”的君纲,其“因道全法”的“法”,主要指“刑名”,而不是法家所着重叮嘱

的律令、赏罚.这种现象普遍显现在黄老重要文献典籍中.作为黄老合卷的重要文献———马王堆四

篇黄老帛书,从头到尾强调的,就是一种因天道以为政道之理.在被称为尚实派法家代表的«管子»
中,重要的黄老篇章———«内业»、«心术»、«上下»、«白心»四篇也都只谈治身、治国之术,不大涉及律

令、赏罚.被推为“尚实派法家”的«管子»,整体上当然也重法,而有«法禁»、«重令»、«法法»等强调明

法审令、勿轻赦的篇章.然«法禁»所说的近二十项“圣王之禁“”,内容仍多属君术、君纲问题.即便

在其开宗明义的三大要则中,“法制不议”与“爵禄毋假”两项,讲的也仍是君术问题.其论述律令的

重点篇章«法法»篇说:令重而不行,是赏罚不信,赏罚信而不行,是人君“不以身先之”.它因此告诫

人君,“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又说,人君应“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⑥.此乃要求人君自己作法

令施行中的第一只白老鼠,躬身践法,以为民先.
汉代黄老要典«淮南子»就说得更彻底了,«淮南子主术训»说:

　　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⑦

谈到法令设立的根源时,«主术训»说:

　　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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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①

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②

归法令的根源为民心的需要,并以人君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此乃是黄老论“法”与法家之“法”最
大的不同.以民为本是儒家的基本呼吁,黄老之法重民约君的叮嘱,就是司马谈所谓黄老道家“采儒

墨之善”的原因之一.

３明堂阴阳的天人政纲:因阴阳之大顺

其次,我们再来看«管子四时»、«五行»、«吕览»“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一
系的明堂阴阳天人政纲.中国农耕文明起源甚早,观象授时的记载可以早到«尚书尧典».但是真

正以农作配合天候、节令的定式记载,最早见诸«大戴礼夏小正»,此应可视为早期阴阳家说,也应

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历.其重点既在指导农事,当然是治政要项.兹单举“一月”为例,以推知其一年

十二月之大要:
　　正月启蛰,雁北乡.九月遰鸿雁,雉震鸲.正月必雷,鱼陟负冰.农

纬祭耒.时有俊风.寒曰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其必与之

献,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为庙,见鞠,初昏参中.
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③

这里只有天象、物候、简单的农作与出产的记载,而到了«管子四时»、«五行»、«吕氏春秋»十二纪、
«淮南子时则训»,篇幅、性质、内容都繁复了起来,所配列的天人事物、项目也多了起来.«管子
四时»先说:

　　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

之故,国家乃路.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④

马王堆黄老帛书也说:

　　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因天之杀也以伐死则天下从

矣.(«经法君正»)⑤

人主者,号令之所出也,不天天则失其神,不重地则失其根,不顺[四时之度]而民

疾.(«经法论约»)⑥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阴阳家“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则亡”.其说虽“未必然”,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却是基本事实.
黄老学说强调人事之道与政道配合天时、天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因此,在«四时»里,从星、时、气、
木、骨、德的配列,以迄人事祭祀、农事、公共工程的进行、政令的发布,乃至灾眚的相应合,都有繁复

的配应.值得注意的是,它开始强调政令与灾眚的密切关联.后来,通过进一步结合着五行观念,经
过«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到«淮南子时则训»,上述配应达到了最繁复整齐的定式.
思虑所及的所有人文元素———月份、天文、方位、干支、虫、音、律、数、味、臭、祀、祭、天候、物象、政令、
服饰、旗帜、颜色、食物、官、动植物,以迄顺时令之政事,琳琅满目,逐月搭配,构成了一幅豪华气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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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２９６ ２９７页.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２９６页.
今所见«夏小正»,为宋代傅松卿据所藏两种«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的«夏小正传»而来,内中经注文混而不分,笔者试为删

省注文,恢复古经文之原貌,此处所引“一月”经文内容即删去注文所成者.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８ ９页.
河洛图书出版社主编:«帛书老子»,第１９６页.
河洛图书出版社主编:«帛书老子»,第２０２页.



明堂月令施政总纲①.这是黄老因天道以为政道最具体明白的构图,它具体呈现了司马谈所说的黄

老“因阴阳之大顺”的整体格局.姑不论其在当代或后世被遵循、落实的情况如何,它至少是代表黄

老天人合一政纲的极品,在历朝历代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尊重与依循.
以上是黄老道家“术”化«老子»之“道”为治事、治国纲领的大要.但司马谈早就说过,黄老道家

认为,治国的基础在形、神,而«老子»原本也是治国、治身并论的,认为治国要清静无为,治身要重神、
寡欲.黄老道家依循、推阐«老子»哲学,除“因阴阳之大顺”、“撮名法之要”,以术化其治事、治国之

“道”外,也同样“术”化其“治身”之“道”.然而,要论黄老的治身之“术”,须从其根源即“气”化«老子»
之“道”说起.

四、“道”的“气”化:气化宇宙与精气养生

«老子»全书论“道”,重在进行本体性铺写,而不大谈论创生.它只推“道”为“天地根”,称之为

“玄牝”,唯一涉及生成命题者只有一则: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

对于“道”如何由“无”生“有”,«老子»没有其他说明.黄老道家除了继承«老子»对“道”的本体性

论述外,也试为解证«老子»之“道”对万物的生成.«老子»的“道”是虚无的,其所生不论一、二、三或

万物,都是“有”,这由“无”到“有”的间距要如何拉近? 黄老道家以一个介于有无、虚实之间的“气”作
为媒介与缓冲,因为“气”既具备“道”的一切虚无性,却又明显是物质性存在,同时具备“有”的特征,
被视为初始状态的“有”.总之,它介于虚、实或有、无之间,很方便沟通两面.战国秦汉的黄老文献,
谈到创生,因此都以“气”替代“道”去推衍.

(一)气化宇宙论:“气”在时空中

黄老学说之所以以“气”替代“道”,论生成,主要是因为«老子»第四十二章末两句“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黄老道家认为,根据这两句,“道”生化万物的条件就是阴阳之“气”的平和稳定.
“气”是“道”生万物的核心质素.“道”只作为根源性的存在,“气”才是“道”创生活动的核心.马王堆

黄老帛书«原道»说“道”:“湿湿梦梦(蒙蒙),未有明晦.”“湿湿梦梦”指水气充满,可见“道”有物质的

质性.«管子内业»说:“道者所以充形”,«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显见“道”就是“气”.«内业»
又说:“气,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③

“气”是天地间最细微精纯的物质元素,它生化一切天地万物,包括了天上的星晨、地上的五谷,
无形的鬼神,灵妙的圣人心灵,当然也包括了人与地面上的一切生灵.«韩非子解老»也说“死生气

禀焉”,都把“道”生化万物都看作是一种“气禀”的过程.«庄子知北游»说:“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

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此亦以一切的生命

状态为“气”的变化与作用,视“气”为一切生命的原质.凡此种种表明:就生化而言,“道”就是“气”,
道生万物就是“气”化万物.

秦汉以下,«吕氏春秋大乐»说:

　　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④

所谓“太一”,孔疏解释曰:“谓天地未分,浑沌之气也.”据此以观,«大乐»所言,等于说万物的生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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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兹以“孟春”之配列与论述为例,以见其大要,其余十一月类此:“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其位东方,其日甲

乙,盛德在木,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獭祭鱼,候雁

北.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下叙配合时令之政事与逆政灾眚)正月官司空,其树

杨.”见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５５页.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二章,第２６ ２７页.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１页.
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等五书集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２０７页.



来自天地未分前的浑沌之气,由这浑沌之气再分生阴阳,生成万物.这正是«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意.
«淮南子»则终于开始正面以“气”来诠释万物的创生,并大篇幅地铺写其过程,完成了黄老气化

宇宙论的建构.其中,«天文训»说: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始①.太始生虚廓②,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

气有涯垠③,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

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④

«天文训»虽以“太始”为宇宙生成之始源,但其真正之生成活动却是从“元气”出现后才开始,而“元
气”是肇生在时空中的.有了宇宙时空,才产生元气,然后,因着元气而有“清阳”、“重浊”质性之不

同,才分生天地,继之而有四时、万物.较之以前各家,此处虽铺写得更加详细丰富,但述说万物的生

成,基本上仍是通过“气”区分阴阳.而阴阳或和合而生,或分生天地,天地之气再和合,才生万物.
不管总论,还是由道分生天、地的分论,基本上都是气(或元气)的运作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黄老文献,讲“道”也罢、“气”也罢,不论如何地抽象无形,基本上都是落

实于时空中或现象界中来讲,而不大强调其超现象的质性.因为黄老重经世,尚用、求用,是“术”,当
然要在现象界里操作.更何况万物、万象本来就是时空中的物质性存在,其生化万物、万象的“气”或
“元气”,不论如何地虚无遍在,终究是被界定在“宇宙”形成之后的“时空”之中.万物、万象的生化、
形成,因此也都是时空中(“天地”间)的活动.这是黄老诠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命题,建构其气化宇宙论的必然结果;而不少学者甚至直接将“一”解释为“气”,也就很可理解了.
这种以“气”的出现晚于“时空”的观念,甚至呈现在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古董店的战国楚简«亘

先»中.«亘先»在论及一个类似于“道”的始源———“亘先”———的生成时,也以“气”为生成活动运作

的开始与基本元素;生成的始源虽是原初至朴、至虚、至静状态的“亘先”,但那时候没有任何生息与

活动,只有自然而整全的状态.然后,一种类似“空间”概念的“或”出现了:

　　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⑤

空间性的“或”概念出现之后,“气”才自然产生,万有的生成活动这才揭开序幕:

　　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⑥

异生异,鬼生鬼,韦生韦,非生非⑦

«亘先»虽然强调不论始源的“亘先”、空间的概念“或”还是作为生成元素的“气”都是自然、自生,
彼此只有先后问题而没有母子关系,但“气”还是被安排在空间概念“或”之后出现.并且,它也同样

通过不同质性的清、浊之“气”,来分生天、地,再续生万物,所谓“异生异,鬼生鬼,韦生韦”.总

之,«亘先»也是以“气”代替始源之“亘先”,运作其生成,一如“黄老”以“气”代“道”,执行生成活动.
不少学者因此归«亘先»为黄老类文献,从义理相关性角度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精气养生:从重神轻形到形、神兼治

既然人的生命与万物、万象一样,都是宇宙元“气”的化生,而生命的健全又是“治天下”的基础,
黄老在论治国之“术”时,因此便也重治身之理.其理且须从生命的根本元素———“气”———的调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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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始”本作“太昭”,王引之据«易»纬«乾凿度»与«太平御览天部一»,认为当作“太始”.见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

烈集解»,第７９页引王念孙说.今从校改.
“太始生虚霩”本作“道始于虚霩”,兹从王引之校改,见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７９页引王引之说.
“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本作“宇宙生气,气有涯垠”.王念孙据«太平御览天部一»“元气”下所引改此,见刘安撰,刘

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７９页.今从校改.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７９ ８０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８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２９１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第２９０页.



手,由“气”化宇宙论延伸出精气养生论.
其实,不只黄老,«老子»原本在谈治国的同时,也论及治身问题.只不过,«老子»论“治身”,总以

精神为主,视形体的存在为生命的负担,越自然、清简越好.所有虚静、俭、啬、寡欲的主张,目的都在

还精神、心灵一个清新、清明的空间.黄老则重视经世、治事,而现象界里的活动,需要在生命健全存

在的基础上才能运作.因此,除了精神,形身的存在与健康也是黄老重视的焦点.司马谈说“形者生

之具”———所有生命现象与活动,都寄托在形体上,没了形体,或形体不健康,精神的运作也将落空.
«管子内业»说: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
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菑,不遇人

害,谓之圣人.①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

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②

物质性的精、气是精神灵明的基础,它若充满于形身(四体)之内,人的生命状态便如有源之水永不枯

竭,智慧也跟着灵明起来,一切天地、人间事物之理,都能了然通透,清楚明白,如有神助,能预知吉

凶、祸福.其实不是真有神助,只是由于精气的凝聚、储积,强健了形体生命,也连带清明了精神状

态.在«内业»里,“精”和“气”一体混说,因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③.称之为“精”,只是要强调其质

性之细微、纯粹不杂,因为只有高品质的“气”,才能有高品质的形、神状态,以便运作高品质、高效率

的生命活动.
就情绪而言,«内业»说: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④

保持愉快的心情是健康的要诀,情绪起伏太大,会使精神乱了条理与分寸.而保持精神良好、心灵清

明的不二法门就是沉淀思虑的杂质,让内心稳定平和.«内业»主张“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

怒,平正擅胸”,“正心在胸,万物得度”.过度的思虑是有碍健康的,«老子»曾经如此叮嘱.«内业»也
说:“思索生知,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生将巽(让)舍.”寡欲、清静一直是«老子»与黄老共

同的叮嘱⑤,但黄老对于生理调养有更多的关注.«内业»说: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⑥

人是天地之气和合所生,其精神由于虚无不可见,«内业»想其当然而归其来源为无形的“天”气;形体

则具体可察,故归其来源为可见、可察的“地”气.人就是由这天、地之精气与形气和合产生的,这等

于是从人的生成角度解释了«老子»所说的“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原道训»说:

　　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菅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

同异、明是非者何也? 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⑦

换言之,不论生理官能运作,还是精神意识判别,基本上都被认为是“气”的充盈作用在推动.“气”充
盈到哪里,形体、精神就运作到哪里.精神、形体或生理、心理活动,本质上都是一气.«吕氏春秋
尽数»早就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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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６页.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７页.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４页.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９页.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并要求人戒除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等乱人心性的活动项目(第十二章).
[日]安井衡:«管子纂诂»,第８页.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４０ ４１页.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

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①

因此,要让形神得以正常运作,不只是要充盈精气,还要让这些充盈的精气得以流通而不郁滞.«尽
数»说:

　　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
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
为聋,处目则为 、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蹶.②

储积的精气必须通过“动”而畅通,只有这样才能正常运作.不动地郁积在不同部位,便要产生各种

疾病.除«尽数»之外,«吕氏春秋»又有«达郁»篇讨论精气的郁积、通畅与形身健康与病痛的关系.
它说: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

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精气郁也.③

养生问题,不论形、神,说穿了,都只是个精气的疏通调理问题.而精气的疏通调理,要从平日的

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注意起.«尽数»认为,必须让“精神安乎形”,年寿才得长.而所谓“长”,不是设

法延续它,而是做好日常生活的保健,去除一切生“害”的条件,饮食不要大甘、大辛、大咸,情绪不要

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避免处于大冷、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雨、大雾的环境中.总而言

之,生活习惯要简单、正常而良好.居住“不处大室,不为高台”;穿着不必厚衣暖袄;饮食要定时、定
量,不要过饥、过饱,不喝烈酒,喝时要小口小口吞咽,让它顺畅、不呛,不撑、不胀,以便善待肠胃、护
保五脏,体会美味的好道理.在«尽数»、«达郁»、«重己»各篇中,«吕氏春秋»把这些养生、卫生之“术”
写得细微、深入、淋漓尽致.讲到最后,连水质的好坏,也都被纳为健康与否的因素.不同水质地区

的人,形象、面貌的美丑,乃至健康情况的好坏都不同,所说非常合乎现代科学与医学的道理.而这

一切说穿了,都是在呼吁人,重视形身的健康问题.总结这一切,«淮南子原道训»说:

　　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各处

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
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④

形、气、神三位一体,一者出状况,会有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黄老治身之“术”的基本思维.
其详细而深入的专业之“术”,涉及古方技类房中、医方等学问.«黄帝内经»与马王堆出土诸多帛书

医经,如«天下至道谈»、«却谷食气方»,以及各种脉经、灸经、养生方、病方、杂疗方等文献,都有深入

而具体、丰富的记载,由于已越出哲学范围,姑且不论.
总之,形神兼顾的黄老精气养生论,和老子的原旨与重点有相当大的距离.到了东汉,经过«河

上公章句»、«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养生家与宗教家的推阐与过渡,直到魏晋神仙家葛洪的«抱朴

子»,表面来看这些著述对于“精神”的推崇力度似不曾稍减,但对形身调养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一直在

增强.最终,通过宗教长生不老修炼目标的提出,“形身”的重要性被推崇到了极致.而这一切,正是

从黄老的形、神兼治过渡过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自武帝罢黜百家、儒术独尊后,治国的黄老治术从此成为过去.但治身的黄老养

生术,诚如司马谈所说,因统治者政权延续之需求,反而更加蓬勃、茁壮,最终形成了东汉、魏晋的道

３５黄老思想要论

①

②

③

④

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等五书集释»,第１３８ １３９页.
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等五书集释»,第１３９ １４０页.
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等五书集释»,第９５４ ９５５页.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３９页.其中,“气者,生之元也”本作“气者,身之充也”.王念孙认为:“充本作之,

此涉下文‘气不当其所充’而误,元者本也.言气为生之本也.”王念孙说见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第３９ ４０页.今

从校改.



教养生长生说.

五、馀论:黄帝标帜的转化与提升

简单作一下总结.黄老之学是由战国时期田齐稷下学宫推阐、开展起来的学术思潮.稷下学宫

海纳百川的特殊质性,决定了黄老学说兼揉并包、涵融各家的体质.作为稷下学者集体著作的«管
子»,很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特征.当然,因着姜齐以来太公尚权变、桓公成霸业的立国传

统与风教,尤其是田齐“东帝”理想之需求,黄老思潮在兼合各家的同时,仍有一定的目标、主调与策

略.它们以黄帝为标帜,目标在经世、治事,主调是道家,素材是«老子»,策略是“因道全法”,主张天

道、政道一体,治国、治身一理.
黄老思潮承继并转化«老子»的虚无、柔弱、雌后之“道”,结合着法家的“刑名”督核方案,发展出

“虚静 因循”之“术”,其理想境界是既积极高效而又和顺温润的政治统御.黄老学者们参采观天授

时的阴阳说,架构其明堂月令的天人政纲,由“体”入“用”,最终在西汉初期大致完成了理论的建构工

作,并成功地落实为高效的治术———黄老之治.此外,黄老学术转移了«老子»论“道”重视本体这一

焦点,转而试论“道”的“创生”.围绕着«老子»的“道生一冲气以为和”命题,黄老学者以“气”代
“道”,尝试详述宇宙万物的创生过程.为此,他们架构起战国秦汉以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气

化宇宙论的基本模式,并进而开展出传统中国的精气养生说,完成了治身治国一体、形神兼养并治的

黄老治身论,成为中国传统医理的基本纲领与方技文化的主要源头.
与此同时,黄老思潮具有“兼儒墨”的成分.虽然与法家思想渊源密切,但黄老之学并不一味强

调重赏严罚,而是以民心为法令产生的根源,且以人君作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显示出与儒家躬身

立教及民本思维的内在关联.此外,从«管子牧民»的“四维”说,到«淮南子原道训»末对仁、义、
礼退而求其次的肯定,也可以看出黄老之学对儒、墨的兼采.当然,由于儒墨不是黄老核心思想,故
本文不予细论,而着重强调其“因阴阳之大顺”、“撮名法之要”以“术”化、“气”化«老子»之“道”的思想

特质.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作为“黄老”标帜的“黄帝”最后的去处问题.
在黄老学术思潮与治术发展的过程中,“黄帝”与“老子”的功能性质原本就大不相同.«老子»是

实际运作的素材与内容,«黄帝»只是标帜,其阶段性的意义非常明显.然而,当六国统一,稷下学宫

与田齐政权成为历史,“东帝霸业”成为过去之后,“黄帝”标帜的热潮事实上也随之退去.在秦汉以

下道家名著«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我们清楚可见不论治国或治身,都只推衍«老子»之说,而不大

谈“黄帝”了.较之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多附会依托的黄帝之作,这种变化非常明显.
至于西汉的伟大治术———黄老治术,虽仍留有“黄”的外王印记,内容却都是清静无为,事实上仍

是«老子»学说在政治上的体现.而呈现在学术上的,不再有黄帝说,而只有«老子»说.«老子»被奉

为经典,有傅氏经、邻氏经,以及诸多解老之作.而唯一的治身宝典«黄帝内经»,事实上材料来

源甚早,可能早至六国时期,与«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多方伎类医典以及马王堆诸多医经、经方文献

或有来源上的关联.这些文献特被精粹而系统地整理出来,其时间大致当在西汉早期以前,可视为

先秦医典的集大成之作.更重要的是,武帝以后,百家尽黜,黄老治世、治国术受挫,道家思想影响力

衰退.但几乎与此同时,司马迁却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为“黄帝”确立了历史尊位,推之为中国历

史第一帝.从此,“黄帝”非但不专属于田齐,也不专属道家,而是归属了全体“中华民族”.从此,大
家不再提“黄老”,而改提“炎黄”.“黄帝”的标帜,并非消失了,而是升格了.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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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董 京 泉

摘　要: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当代的全球性问题,都属于形而下的实际问题.从哲学的或形而上的层面

看,这些问题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理

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

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焦虑;在物欲横流的情况

下,如何重建人们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老子是站在作为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

价值本体的“道”的高度,俯瞰整个宇宙和全人类的,所以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身心问题的观察和

思考,必然具有对于时空的超越性.因此,老子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解决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能够提

供新的思路和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老子哲学思想;当代全球性;“道”;科学理性;价值理性

一看这个题目,有些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产生于人类文明早期的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的全球性

哲学问题,相距两千五百多年了,能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提出著名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观念的德

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

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① 就是说,“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的回忆,总是能

为致力于重大变革的人们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精神动力.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对欧洲思

想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由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的“火种”点燃起的

熊熊“火焰”.老子是“轴心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最高范畴的“道”,并
以此为基础、核心和逻辑起点,通过«道德经»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创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体

系② .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更是既超越又内在于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

在本体和价值本体.“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命题,“自然”是老子的思想中心③ .老子思想

最深刻之处,就是出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站在“道”的高度,对人类关切的某些根本性问题

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现代文明必将显现的正负两个方面的作

用,可谓预测人类未来的先知.老子的看法及其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全球性哲学问题,

　

作者简介:董京泉,中共中央宣传部退休干部(北京１００８０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①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页.

②　胡适在１９５９年召开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的演讲中说:“«诗经»的«国风»和«雅»、«颂»里所表现的中国古代观念

上的‘天’或‘帝’,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有爱有恨的人类与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老子才有一种全新的哲学概念提出来,代

替那种人格化的一个神或许多个神这个新的原理叫做‘道’,这个在«老子»书里萌芽,在以后几百年里充分生长起来的自由

主义宇宙观,正是经典时代的一份最重要的哲学遗产.”陈鼓应说:“老子的道论不仅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当完整的本体论

和宇宙论的系统,而且其道论成为中国哲学内在联系的一条主线.”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１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３页;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创办的缘起»,«道家文化研究»第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

③　可参阅董京泉:«论老子的思想中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基本思路和重要思想资源.

　　这里所说的全球性哲学问题是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科

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

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焦虑?
在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人们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①? 现在对以上五个问题试作简要分析,
以就教于方家和学术同仁.

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西欧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依次推进,在“向自

然进军”和“战天斗地”的口号下,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生态平衡被

打破,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早在１８７３年,恩格斯就尖锐地指出:“如
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

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利,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②现今在世界范围内,大气和水污染,粮食、肉类和

果蔬污染,土壤沙化碱化,水土流失,可耕地面积日渐缩小,稀有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许多自然资源

丧失良性循环和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作为“地球之肺”的热

带雨林遭到肆无忌惮的砍伐.此外,由于地表升温,两极冰雪日渐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许多岛屿

和沿海城市面临灭顶之灾;由于大量使用制冷设备而过量排放氯氟烷烃,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逐年

扩大,其面积已经超过美国领土.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及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将因失去紫外线隔离层

的保护而遭到毁灭.德国著名学者F厄尔克在弗赖堡大学１９５７年校庆的演讲中指出:“对于动植

物而言,人是地道的恶魔般的东西:他以占优势的可怕权威专横跋扈,他在他所喜欢的地方,以他所

喜欢的方式栽种植物,又随心所欲地把它毁掉.他按自己鼠目寸光的判断去改变它,因为他肤浅地

掌握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似乎默默地顺从他.但是,人对托管的行星竟恣意妄为,破
坏的程度令人发指,无可挽回.有朝一日,人类自己也必然因此而遭到毁灭.”③美籍德国哲学家弗洛

姆也指出:“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④总之,在当今

世界上,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充满危机,人类已经进入与自然敌对的风险时期.这就是

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力对人的恣意妄为所进行的无情报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中的“主 客”(“天 人”)二元对立和人类中

心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 客”二
分立论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把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视为客体的主宰.西方哲学以及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持的皆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⑤和主宰,而万物是为人类而存

在的,因而可以且应当任人驱使、奴役、掠夺和榨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界的厄运就必然在劫

难逃了⑥.
与此相反,从“轴心时代”起,中国哲学特别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在思维模式上是以“天

人合一”(主体与客体相即不离)立论的,而且从来就不把人类视为万物的主宰,反而把自然界视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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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页.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５页.
引自[德]狄特富尔等编:«哲人小语———人与自然»,周美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０页.
[德]E弗洛姆:«生命之爱»,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９页.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柏拉图等

许多哲学家那里也持有这种相似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４７、２５１页.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断言,“如果我们不放弃自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人类服务这一基督教义,生态危机还会恶化”,“因为我

们的困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医治它就必须从宗教入手”.引自[德]狄特富尔等编:«哲人小语———人与自然»,第１８２页.



类效法的对象,强调要敬畏自然①、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是一组顶真句,不是说人只是效法地或以“地”为法则,而是说,人
要依次效法地、天、道和道的自然本性.那么,人要效法地、天、道的什么呢? 效法天和地的自然和

谐,效法道的自然无为本性.老子这种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和人类应当效法天

地万物自然和谐的观点,受到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
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对于中国道家思想有这样的评价:“在各种伟大的传统中,据我看来,

只有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

象与潜在本质两者的基本一致.”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的结尾处,
卡普拉郑重宣示:“我认为,近代物理学所含有的宇宙观与我们当前的社会是不协调的,这种社会并

没有反映出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那种和谐的相互联系.要达到这样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就需

要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可能就取决

于我们能否进行这种变革”②从卡普拉提出的“要实现这样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必须有一种根

本不同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的主张来看,他已经在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了.有

机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等人说:“动物因资本主义的暴行而遭受的苦难,同人类

所遭受的苦难一样严重.而且,像土地、水和空气等资源,在界定劳动的本性和必要性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人类和非人世界能够与劳动循环及其生产的劳动产品之间保持有机的联系,或者两者都

仅仅被降为他人积累财富的手段.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类与自己的劳动及其自然家园相异化.”③对

此,朱晓鹏先生进一步指出:“生态危机问题、人和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扩

张和东方专制集权体制遗存之下资本和权力为追求利润及享乐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破坏的结果.
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消除资本和权力对人的需要的控制,摆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和生存

方式的支配,真正走出以西方现代化为主导的现有社会发展模式的单向度结构,建立起使社会的生

产、分配、消费活动都能体现公正合理、自然适度的价值原则的制度维度,尤其是应建立一种体现国

际及国内不同领域、不同群体间公正合理的、更加合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制

度维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④

应当说明的是,老子所说的“自然”并非近代以来作为名词的自然,而是用以描述事物本然状态

的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自己成就自己的意思.老子创立“自然”这一观念,目的在于排除外在意志

的干扰,消解外界力量的阻碍,主张任何事物都应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而发展变化,根本目的是要

消除统治阶级反“自然”的行为,使黎民百姓都能从反“自然”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获得合于“自然”的权利,过上符合“自然”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使整个社会呈现自然而然的和谐

状态.“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说明,老子及道家以自然而然的和谐和自然而

然的社会秩序为最高原则,这就超越了其他各种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原则.这种以人类社会的和谐乃

至整个宇宙的和谐为目标的价值观念,体现了老子哲学对人类和宇宙整体利益的深切关怀.显然,
从老子提出的“自然”这一观念的涵义来看,它与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界或大自然的天然和谐状态的

意涵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未被人践踏和破坏的自然界是最符合老子所说的“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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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敬畏自然”并非迷信,而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而且人一刻也离不开自然,所以应当“敬”;如果自然因为遭

到人的惨重破坏而震怒,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人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应当“畏”.而且,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真心实意地善待自然、
保护自然和节省地利用自然.

F．Capra,UncommonWisdom (NewYork:Simon&SchusterInc．,１９９８),３６;[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现代

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６页.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

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８ ６９页.
朱晓鹏:«传统思想的现代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４页.



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皆为

“道”所生,因而从其根源上看,人与万物是同胞兄弟,地位是平等的,彼此应当亲如手足,和谐相处,
不应“阋于墙”,人更不应居于万物之上而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对自然的

索取虽然不可避免,但必须适度.所谓“适度”,就是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限度.为此,应当恪守老子

所强调的“俭”的原则.老子把“俭”视为自己所持的“三宝”之一,并说:“俭,故能广.”(«道德经»第六

十七章)为此,他希望人们能够“见素抱朴”,坚持“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的生活方式.老子

对那种暴殄天物、穷奢极欲、欲壑难填、永不知足的行为深恶痛绝,说:“罪莫厚于甚欲,咎莫憯于欲

得,祸莫大于不知足.”①(«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老子还说:“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道德

经»第二十七章)作为道的“宠儿”和“万物之灵”的人类,不应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而把自己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搞得千疮百孔,而应通过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及其社会实践使世界变得

更美好.
那么怎样才算“常善救物”呢? 就是对自然资源能不索取的,决不索取;不得不索取的,也要发扬

“女娲补天”的精神,尽快给予补偿或加倍补偿.这一原则和做法虽然为我们今天所提倡,但这只是

近年来被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当头棒喝、猛然醒悟之后的事,而“常善救物”的原则却是老子在两千

五百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啊! 因此,日本“自然农法”理论创始人,著有«自然农法:绿色哲学的理论与

实践»一书的著名科学家福冈正信说:“如果我们能早听老子的话,也不至于使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自

然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了.”②

作为道家另一代表性著作的«庄子»,进一步指明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关系:“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与人一也”(«庄子山木»);“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

人”(«庄子大宗师»);“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庄子庚桑楚»).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关于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休戚与共的思想,为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所赞

赏.英国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研究员唐通在«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一书中,从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较

的角度谈论中国传统科学时指出:“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

理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学者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体与客体

合而为一,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

和美学分离,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
书中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

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

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④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揭示了以卡普拉、李约瑟和汤川秀树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
使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观向老庄道家思想的复归.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

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犹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出绿色,将产生人与

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⑤这种绿色文明就是具有生态智慧的道家文明.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类多年来肆无忌惮的采伐,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已严重匮乏,不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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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文是笔者以王弼本«老子»为底本,参照郭店竹简本校订的.参见董京泉:«老子道德经新编»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５７ ３５８页.
参见葛荣晋:«２１世纪是‹道德经›回归的伟大时代———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赵保佑主编:«老子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２０１２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论坛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６页.
参见葛荣晋主编:«道家与现代文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７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徐钧尧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２７５页.
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页.



已消耗殆尽.以能源为例,按２０１２年世界已探明的储量和可开采的年限计算:石油储藏量为１０,１９５
亿桶,可供开采４３年;天然气埋藏量为１４４万亿立方米,可开采６３年;煤炭埋藏量为１０,３１６亿吨,
可开采２３１年;铀储藏量为４３６万吨,可供７２年使用.就是说,除煤炭外,其他能源的储藏量仅够人

类几十年开采和使用.这还是按现在的年开采量计算的,如果年开采量和消费量增加一倍,那么可

开采和可供使用的年限就要减少一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开采和使用完,在风能、水能、太阳

能等新能源的开发使用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情况下,人类的生存必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那么,面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吃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和

条件日趋危机的严峻形势,出路何在呢? 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现实性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抛弃移居

其他星球之幻想,只能仍然在地球上“做文章”①.要把这篇偿还“孽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大文章做

好,一是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切实增强改变生态危机现状的紧迫感和责任心,牢固树立善待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二是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

位,并使之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从

源头上扭转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趋势;三是必须制定正确的指导方针,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法
律和制度,以便保证上述原则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只有如此,方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再现生态平衡、生机盎然的局面.
总之,人类要想避免毁灭,长久生存,只能与地球母亲同呼吸、共命运,善待自然,克勤克俭,取之

有道.

二、在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情况下,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

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自然科学对物质世界普遍必然性的探寻和确认的性能,它具有客观

性、精确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科学理性对客观事物的实然描述,主要是通过实证方法获得的.科学

理性的主要使命是揭示客观物质世界的特性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近代以来,作为科学理性载

体的自然科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它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通过技术在社会生产上的广泛

应用,充分显示了自己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科学理性却有着先天的局限性.爱

因斯坦指出:“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但它不能提供目标本身.”②就是说,如果没有价

值理性的规范和引导,科学理性就像一只瞎了眼的小鸟,无法找到自己飞行的目标.
价值理性是指人特有的对所向往的价值目标的探寻和确认的性能.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载体,

具有主观性、或然性、能动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和对人关怀的终极性.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③就人的理性而言,包括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相辅相成

的方面,缺一不可.但是,自从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

财富的大量增加,无尽的物质欲望扭曲了人的理智,两种理性发生了畸轻畸重的变化:科学理性空前

扩展而价值理性逐渐式微,科学理性倍受青睐而价值理性颇遭冷遇.于是,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
德滑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奥尔利欧佩奇尖锐地指出:“现代人类掉进了自己不断取得

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设下的陷阱.这些成就掩盖着流沙,人越是向前迈进,就陷得越深.而现在的

关键问题是要知道现代人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进入了恶性循环,是否能够在毁灭之前做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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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宇宙学家史提芬霍金曾提出,地球毁灭是迟早的事,人类若想延续生命与文明,只有移居外太空一条出路(参见

英国«每日电讯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但即使能制造出光速飞行器飞往离太阳系最近的比邻星,那也需要四年多的时间,而且要把

几十亿人及其四年多的生活必需品运走,也是天方夜谭,更不说人的肌体根本无法承受每秒３０万公里的光速了.况且比邻星上是

否具有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未可知.因此,霍金为下个世纪的人类所设想的生存之路是行不通的.
[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第３８７页.
吕穆迪:«亚里斯多德‹分析学前编›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０页.



而获得拯救.为了在自己创造的新条件下生存,现代人必须在文明方面来一个质的飞跃.”①造成科

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和人类文明观扭曲的一个认识论原因,便是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
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具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哲学思潮.它无视自然

科学的局限性,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才能推广应用于研究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

各种问题;只有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只有将自然科学引入人文社

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才能摒弃后者的非科学形态.因此,在科学主义那里,科学理性被抬到至高

无上的地位,成为取代上帝的新权威,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有无存在合理性的唯一尺度,成为认识事

物、揭示事物必然性的唯一手段.因此,科学主义这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认为科学理性可以“包打

天下”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任其泛滥,必将严重阻碍价值理性的伸张,严重妨

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那么,怎样才能纠正科学主义偏颇的弊病呢?
第一,必须认清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就整个宇宙而言,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有了相对独立的三

个领域:一是自然界,二是人类社会,三是人的思想认识.这三个领域既有共同的或普遍的规律,又
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与此相适应,逐步产生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以研究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精

神世界的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但人文社会科学毕

竟有着独具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这是自然科学所无法取代的.关于科学理性的局

限性,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使用它,它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

难,完全取决于于人类自己.刀子能用来做饭,也能用来杀人.”②科学理性作为对客体的性能和必然

性的揭示,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价值选择的可能性,因而无法为自己的实践效应和社会后果承担任

何责任,这就犹如有人用刀子杀了人,法院只能追究杀人犯的罪责,而不能判处刀子的徒刑一样.因

此,那种否认科学主义的局限性,认为科学理性无需价值理性规范和引导的“科学理性自足论”,是完

全错误的.
第二,必须高扬人的价值理性.比利时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

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他部分服

务的一部分.”③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诺贝尔奖得主李约瑟说,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

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

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④.
老子就是人类历史上高扬这种人道主义准则或价值理性的典范.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他把人与天、地和道齐名并举,从而空前

地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老子哲学虽然是以“道”为本体的哲学,但老子既不是为道而论道,更
不是为其他东西论道,而是为人论道,基本理路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

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就
是说,老子是主张以天道的法则矫正人类社会私有制条件下通行的法则的.老子哲学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都是为了人,老子创立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唤醒人类的大觉,促使人类选择既符合宇宙大道

又适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存方式,从而使人过上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和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就自己

的生活的.因此,老子哲学是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为根本旨趣的哲学.毫无疑问,老子

哲学这种高扬价值理性的精神是应当大力弘扬的.鉴于当今科学理性独霸天下、价值理性空前式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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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王肖萍、蔡荣生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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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刘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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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２２页.



现状,迫切需要用价值理性去补充、调整和超越科学理性的先天不足,矫正两种理性严重失衡的现象.
老子如此注重价值理性,他是否就否定科学理性的价值呢? 对此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主要涉及对“人多伎(技)巧,奇物滋起”(«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句话的理解问题.有学

者据此认为老子是完全否定和排斥科学文明的.但是,如果坚持这种看法,那么何以解释在先进器

械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主张销毁那些作为科技成果的“十百人之器”①(大型设备)、“舟舆”
(船、车)和“甲兵”(军事装备)呢? 再说应如何解读“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问题.对这句话,王弼注

曰:“民多智能,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陈鼓应译为:“人们的伎巧越多,邪恶的事情就连连发

生.”②从王弼的注文和陈鼓应的译文来看,老子所揭示的是“伎巧”(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日本核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对这句话很可能也是作这种理解,并由此极为钦佩老子的预见性

的,因为他曾这样说:“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或许这样说也

许更正确: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
事实上二者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了«道德经»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么说,使人

感到惊讶的总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的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

样严厉的指控!”③李约瑟是从老子“无为”思想的角度说明老子是重视科学理性的.他说:“‘无为’是
听任事物顺应其自然之理而成就之.要做到‘无为’就必须取法乎自然,取法自然就要作科学的观

察.由是我们在无形之中便接触到了经验主义的线索,这经验主义正是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上最

重要的因素.”④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子并没有否定科学理性和科学技术本

身,他所否定的,只是它的负面价值.
第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同在.例如,化工、金属、冶炼、汽车制造、造纸等技术和工业

的大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但也造成了大气和水质的严重污染;塑料、化肥工业的大发展及其使用,
对土壤的破坏惊人,后果不堪设想;树木采伐技术越来越先进,它提高了采伐效率,但对森林的破坏

速度随之大大加快;随着水产捕捞技术的提高,一网可以打捞几万斤,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水严重污

染,以至于我国近海已无鱼可捕.凡此种种,造成了生态的巨大破坏.有些科技成果是弊大于利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研制并使用的毒气弹,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搞的灭绝人寰的

“７３１工程”,美国研制并扔到长崎和广岛上的原子弹,即是如此.所以,对一些负面价值大、足以危

害人类的科技成果,应当坚持“有而不用”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由老子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使有

十百人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道德经»第八十章)就是说,
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设备、运输工具和兵器,但存而不用.因为是“小国寡民”,又无外来侵略,
所以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但是,拥有这些比较先进的器械是必要的,老子可能设想到:保留这些东

西,必要时可用于抵御外侮;“小国寡民”日后有可能发展为“大国众民”,那么这些先进器物就是必要

的了.
“有而不用”的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譬如我国当年成功研制的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后

来也生产了一批这样的“杀手锏”.对于中国来说,有这些“杀手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有效

地抵制“核威胁”,可以有备无患,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中国政府一开始就郑重声明:“绝不

首先使用”,这就是坚持了(一定条件下的)“有而不用”的原则.又如,为了抵御和及时杀灭有可能出

现的新型病毒,需要研究和培植与之敌对的特异病毒.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特异病毒来说,
“有”是科学理性的运用,“不用”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后还会有更多“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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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中的“十百人”,帛书乙本如是,王弼本作“什伯”.学界对“什伯”的解读歧义较多.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２页.
[日]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 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７３页.
参见李世东、陈应发、杨国荣:«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５页.



用”的科研成果.李约瑟１９７５年５月在蒙特利尔的演讲中指出:“近代科学与技术不论在物理学、化
学还是在生物学领域里,现在每天都在作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对它

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将提出也许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人中的特殊天才,可以影响

整个人类世界.”①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赞同“有而不用”原则的.相反,如果“既有即用”,那么

就会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妖魔鬼怪一涌而出,横行无忌,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有而不用”的
原则绝不应丢弃.对于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而言,应当是“科学研究无禁区,是否应用讲道义”.

第四,人既是价值理性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理性的承载者.因此,应该教育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

员,在追求科学理性的同时,要注重价值理性对人的关怀.为此,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摇篮的

理工科院校,在教学中应有较宽的人文科学基础,大力弘扬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政府亦

应为此而建立相应的法制和机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应当清醒地认识科学理性的负面价值和

科学主义的局限性,从而自觉地遏制科学理性的负面影响,坚决抵制邪恶势力利用科技成果危害人

类的企图,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心甘情愿地参与危害人类的科学研究及其工程项目.可

喜的是,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已经从对

自然科学自身的理解出发,初步揭示出科学的人性基础和科学活动心理的和社会的机制,认为自然

科学应当与合乎人性的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原理相配合.
就其正面价值而言,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的自我完善来说,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必须保持平衡,不可一高一低;又
如汉字的“人”,一撇一捺必须对称,不能一长一短.因此,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畸轻畸重的局面应当

改变,科学主义思潮必须休息.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并且应使二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才能相得

益彰、协同并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繁荣发展,人类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规范的市场经济具

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等特征.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则,利益驱动是市场

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必然选择.但是,如果离开自己赖以存在

和发展的社会群体,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就无法实现;如果什么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

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必

将损害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情操②,兼顾他人和

社会的利益,包括注意改善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或优

质服务,在经济活动中建立平等、互助、团结、合作的关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或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是不可

避免的.正当的竞争具有正面价值,因为它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而有利于社

会经济的发展;从其道德价值层面来看,不同经济主体或利益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有利于主体精神

的弘扬、人的潜能的激活、经济人格的升华和社会公平的达成;正当的竞争也有利于消除作为封建主

义残余的人身依附现象,从而使个体在经济交往和其他交往中发展成为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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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译,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的个人,并向“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①转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规模的、全社会的

自由竞争也有其副作用,就是有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的不稳定、极端个人主义的滋蔓和等

价交换原则的泛滥.
市场经济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不应引入政治和道德领域,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这些领域中不存在

商品,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是商品交换关系.将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和道德领域,危害性极大.
如果等价交换原则被引入政治领域,那么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主权,以及执政党正确的路线方

针政策等等,也就都可以出卖了.但是,这些东西有商品价格吗? 一个国家的主权若被出卖,就意味

着这个国家实际上的沦亡,而出卖国家主权只能是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

柱上的卖国贼的勾当;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若被出卖,就意味着这个党执政地位和民心的丧失.
在官风腐败的情况下,官位似乎可以作为商品出卖,但必然导致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权钱交易”
虽然自古有之,但今天的贪官们所进行的这种交易,不过是用纳税人的一个“西瓜”去换取不法分子

的一粒“芝麻”而已———这难道是等价交换吗? 如果等价交换原则被引入道德领域,那么自由、平等、
仁爱、公平、正义②,以及良心、诚信、尊严、人格、爱情等等也就都可以出卖了,试问:它们各自的价格

是多少呢? 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说明真诚的情义是无价的;
“金钱虽能买来婚姻,但绝买不来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说明爱情是无价的.显然,“良
心”也是无价的.虽然有人反问:“良心? 良心能值几个钱!”但这样的话是为心存良知的人们所不齿

的.又如现在文化产品虽然几乎都明码标价,但有些文化产品何止“价值连城”!
把一些无价的东西当作商品买卖,是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也是剥削阶级以及受其思想影响者

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

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

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

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

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

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③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自然经济时代,虽然也有商品交换,但尚处于前市场经济阶段,因而老子不可

能讲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一方面我们

不能由此就认为老子哲学思想与近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关系,西方有些著名学者就认为现代自由市场

经济的原理源于«道德经»的无为而治④;另一方面,凡有人群的地方,无论什么时代都无法回避此类

关系问题的处理.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老子是以“道”和作为道的化

身的“圣人”为典范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往往是假托“道”的品格和“圣人”的言论与做法,用以表

３６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６页.
也应看到,不同阶级、不同信仰的人们,对这些概念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和运用,例如战争中的敌我双方都宣称自己的“正

义”,但其中的一方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５页.
英国当代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就说过:“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源于«道德经»的无为而治.”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

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也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老子的«道德经».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

著名学者邓正莱(JamesA．Dorn)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中指出,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

者对老子及其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十分推崇,并把这一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中国的前程,在
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
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

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来走向天道自由主义

政治秩序.”参见葛荣晋:«２１世纪是‹道德经›回归的伟大时代———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赵保佑主编:«老子与华夏文明传承创

新:２０１２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论坛文集»上册,第１１１ １１２页.



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因此,老子树立的道和圣人的典范,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此类

关系问题,也具有启迪和示范作用.
那么,“道”是如何对待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呢? 老子说:“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

生而不辞①,功成而不有;衣被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知主”(«道德经»第三十四章);“道生

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按:使之成熟的意思),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玄德”的实质是摒弃或超越世俗的、自我的要求,没有占有、
主宰和居功的欲望,只求对天地万物特别是黎民百姓有利,但又不求老百姓对自己的服从与颂扬.
因此,“玄德”所体现的是“道”的忘我、无我的基本精神.老子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第
八十一章).以上是“道”处理自己与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关系问题的原则和表现.

作为道的化身的“圣人”是如何处理自己与天下人这个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的呢? 老子

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②,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
第二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
第八十一章).作为道的化身的圣人对天下人特别是黎民百姓尚且如此,那么他若处于一个具体的

社会群体之中,将如何处理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作为个体的“圣人”又是如何处理自己与其他个体的关系问题的呢? 圣人对其他个体,是“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按:指不讲诚信的人),吾亦信之”(«道德经»第四

十九章),总的原则是“常善救人,故无弃人”(«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并反问道:“人之不善,何弃之

有?”(«道德经»第六十二章)这并不意味着圣人是善恶不分的,而是相信依靠自己人格的感化(“行不

言之教”)和必要的引导与辅助(“辅万物之自然”),以及自我教育(“民自正”),就可以使“不善者”变
为“善者”、“不信者”变为“信者”,所以老子评论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

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实际上,老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圣人”.老子主张对人民要一视同仁:“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并认为这一原则定能“为天下贵”(«道德经»第
五十六章),即受到天下人的尊重.老子把对人民的慈爱视为最宝贵的品格,说:“吾有三宝,持而宝

之:一曰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又说:“天将建之③,以慈卫之.”(«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帛书)这
是说,对那些遭受暴雨、冰雹、泥石流等重大天灾的人,要以慈爱之心予以救助.老子还说,在战争中

“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意思是,对阵亡的将士,无论是

自己营垒中的,还是敌人营垒中的,都应以悲痛的心情追悼之,并“以丧礼处之”.这可能是因为考虑

到敌对营垒中的战死者也曾是鲜活的生命,尽管有些人可能是因受蒙蔽而误入歧途,替人卖命的.
老子的这种思想和主张体现了对敌我双方生命的同样尊重和怜悯,这是何等博大的人道主义精

神啊!
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老子提出了“不争”的原则,并视其为高尚

行为,称之为“不争之德”(«道德经»第六十八章).但是,对老子这一思想主张,古今论者颇多诟病:
说老子的“不争”是“不为”的有之,说老子的“不争”是为了“争”的有之,说老子的“无私”是为了“私”
的有之,即认为老子说的“不争”和“无私”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骨子里是“争”和“私”.还有的认

为老子的“不争”就是主张“不斗争”,而不斗争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说老子哲学是“不争

哲学”,并认为老子是这种哲学的始作俑者.其实,这些说法皆是对老子“不争”的思想和主张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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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句的意思是万物(主要指万民)依赖它,但它却不为其主宰.可参阅董京泉:«老子道德经新编»上卷,第９２页.
此句的意思是因任万民所为而不为其主宰,不加干预.
在这里,“建”不是本字,而是“瀽”的通假字,成语“高屋建瓴”的“建”字亦是如此.详见董京泉:«老子道德经新编»上卷,第

３７８ ３７９页.



解,现试作分析.
老子的“不争”是“不为”或不作为吗? 不是.他只是主张“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为而不恃”(«道德经»第二章)而已,因此他的“不争”是以“为”为前提的;老子也不反对立功,只是

“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而已.这都是“圣人”的做法.那么圣人是为谁而“为”呢? 显然是

为黎民百姓而为.圣人为何不居功呢? 因为他是以“无为”的方式而为(“为无为”)的,百姓甚至感觉

不到他的存在(“太上,不知有之”),因此“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圣
人总是高风亮节,把功劳归于百姓,所以自己不居功.在这种情况下,圣人所“不争”的显然是个人的

功利.事实上,在«道德经»中,“不争”这一观念凡八见,分布在七个章节之中,除第三章的“不上贤,
使民不争”讲的是防止世俗贤人争名位之外,其他七处皆是指在名利地位面前谦让,不与人争名位,
不与民争利益.

老子“不争”的实质是“争”、“无私”是为了“私”吗? 否! 老子说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

争”(«道德经»第六十六章),其语境或前提是“圣人之在民上也,必以其言下之;之在民前也,必以其

身后之.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是说

圣人总是谦下居后,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不加干预,所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显

然,这里的“不争”是说圣人根本无意于争君位,而是因其行为深得民心,人民乐意将其推举上去的.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的地位,以及后来在全党、全国和

全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他争来的吗? 不是,而是“天下乐推而不厌”的结果.因此,毛泽东的地位就是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显然,在名利和权力面前,这种个人“不争”的做法和“莫能与之

争”的效果都是光明磊落的.与此相反,有的人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却终难如愿;有的虽然

暂时爬上去了,但因其野心败露或政绩拙劣,不久又摔了下来.这倒应验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的谚语.对老子说的“非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七章),如果望文生义,
固然可以得出“无私”是为了达到“私”的目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老子暗藏私心的自我表白.但

是,这句话的语境是“不自生”和“后其身”(«道德经»第七章).前者是说不是为自己,而是处处为他

人,后者是说在功利地位面前总是先人后己.这只能说明当事人不是虚伪矫饰,而是具有高尚思想

境界的.显然,这里的“私”并非私心私利,而是成就自己的崇高理想.因此,那种认为老子的“不争”
是为了“争”、“无私”是为了“私”的看法,如果说得刻薄一点,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老子的“不争”是主张“不斗争“吗? 非也.因为“争”字在先秦是争辩、争执、争夺的意思,并无后

来的“斗争”的内涵,而“斗争”在先秦是单音词“斗”.因此,“不争”并无否定或反对斗争的涵义.老

子不主张斗争吗?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分析了老子说的“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
以轻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等四段话之后指

出:“人谁不求生? 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按:语出«诗小雅苕之华»)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

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会‘轻死’,自然会‘不畏死’了.”胡适又说:“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

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进而认为老子是“革命家”①.岂有革命家不主张斗争的道理?
因此,把老子说的“不争”释为“不斗争”,也是莫大的误解.

至于把老子哲学归结为“不争哲学”,那就未免走得更远了.笔者并不赞同将老子哲学归结为什

么哲学,因为老子哲学不宜一言以蔽之.把它归结为什么哲学,总难免有其片面性.但是,如果一定

要把老子哲学归结为什么哲学的话,鉴于它倡扬“以人为本”,根本旨趣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和谐,那么毋宁称其为“和谐哲学”.

陈鼓应先生对老子“不争”思想的现代价值作了这样的评述:“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一个角落不是

在为着私自的利益而争嚷不休的,老子深有所感,所以他要人‘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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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６ ３７页.



‘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老子的‘不争’,并不是一种自我放弃,并不是对于一切事、一切

人的放弃,也不是逃离社会或遁入山林.他的‘不争’的观念,乃是为了消除人类社会不平的争端而

提出的.他仍要人去‘为’,而且所‘为’要能‘利万物’.‘为’是顺着自然的情状去发挥人类的努力,
而人类努力所得来的成果,却不必擅自据为己有.这种为他人服务(‘利万物’)而不与人争夺功名的

精神,也可说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老子所说的‘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功成名遂身

退’(«道德经»第九章),都是这种‘不争’思想的引申.由此推知老子‘谦退’、‘居后’的观念都蕴涵在

这种‘不争’的思想里面,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消弭人类的占用冲动.”①

如前所述,老子是以“道”和体道的圣人为典范或标准讲述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个体之

间的关系问题的,这种典范或标准当然值得人们效法和弘扬,但我们不宜于用这种标准来要求世间

所有的人.否则,等于无的放矢.因此,对于世俗人等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上述关系问题,
倒是用得着老子哲学最基本的精神即“自然”二字.就是说,要体现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原则.显

然,那种极端自私、唯我是从,目无他人、目无群体、目无国家,甚至欺诈他人、坑害百姓、伤天害理的

思想和行为,是不在“自然”之列的,因为这是以自己的“自然”去妨害他人、群体和社会的“自然”.

四、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焦虑?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发展快,变数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使人目不暇接,穷于应付,缺
乏自主权和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人们,普遍存在着某种紧张

的心理状态或焦虑情绪,只是焦虑的原因和程度不尽相同而已.在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中,最
值得关注而且必须关注的,是存在于广大民众中的强烈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焦虑情绪能否得到缓解,
是关系社会和政权能否保持稳定、社会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以人为本”和维护人

权的原则能否落实的大问题.
人的正常心态是建立在稳定的、可预期的正常生活基础上的.如果大批社会成员处于人生不确

定性和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基础之上,那么形成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并由此引发种种负面效应或

不良后果,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了.
综观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凡是精心打造了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建立健全了民生保障体系,

并能保证普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社会焦虑就会得到极大缓解,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就极少出现.
反之,凡是没有建立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缺乏民生保障体系、普通劳动者失业率很高的,大面积的

社会焦虑现象就很突出,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包括突发事件和“越轨”行为就会频频发生,社会犯罪

率就居高不下.因此,要防止大面积的社会焦虑,必须做好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
在老子所处的时代,尚无铁器,因而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人民在正常情况下也仅能维持

温饱.但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却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加之战乱频仍,“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

(按:即大战)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社会两极分化现

象又极为严重:劳苦大众是“田甚芜,仓甚虚”,而统治者和剥削阶级却“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

有余”(«道德经»第五十三章).老子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深表同情,极为忧虑.他呼吁统治者对

人民群众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第三章),“无狎(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道德经»第七十二章).老子把“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的根本原因皆归之于“其上”
(«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即统治阶级;老子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越轨”行为抱着充分理解和深

切同情的态度,他严正警告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

十四章)“民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道德经»第七十二章)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
的“人之道”,他希望统治阶级效法“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老子的社

６６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６１ ６２页.



会理想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即“人人皆吃得香甜,穿得漂

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①.统治阶级如果真能做到这些,社会焦虑自然会大为缓解;若真正实现了

上述的“民各”,大面积的社会焦虑现象就会荡然无存.显然,这在老子所处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做

到的.老子把缓解社会焦虑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固然说明他的思想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
他对劳动人民产生强烈焦虑现象之原因的分析,对缓解和消除他们心理焦虑的良好愿望,却是值得

称道的.
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社会群体,即属于“中产阶级”的一类人也会为薪资、职位等问题

而焦虑.对于这类人主要因其“不知足”而产生的焦虑,老子开出的药方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知足之为足,长足矣.”(«道德经»第四十六章)

如果欲壑难填,焦虑将永无宁日.老子发问:“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道德

经»第四十四章)他提醒人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不可为“身外之物”所役使.老子还

说:“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第五十五章)意思是说,贪
生纵欲就会殃及自身,让身心主使中和之气就是逞强.总是逞强好胜,必使身心透支,身心经常透支

就会未老先衰,这就与道的自然本性不合了.与道性不合者必将过早衰亡.因此,经常保持淡然平

和的心态,一切顺其自然,不过分强求,对于维护身心健康是非常必要的.站在老子哲学立场上观

察,有些人的某些心理压力是自己招惹的.他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活法,就是不把个人名利地位这些

“身外之物”看得过重,像老子那样,知进知退,知足知止,坦然豁达地对待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

的选择呢?
现代社会中,那些“只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的富豪们,可能会为担心投资不当、赚不

到更多的钱而焦虑,或生怕被竞争对手挤垮而焦虑,或对于没有同时取得显赫的社会地位而焦虑.
对于这一类人,老子提出的告诫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道德经»第九章)
“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道德经»第四十四章)那些“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的达官

显贵,为能否名利双收,能否牢牢保住社会地位而焦虑.对于这一类人,老子提出的告诫是:“罪莫大

于甚欲,咎莫憯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当然,还有一些勤政为民的官员,
他们也有自己的焦虑:为群众遭遇的天灾人祸而焦虑,为生活节奏的加快而焦虑,为任务重、压力大

而焦虑,为虽然身先士卒、日理万机,仍难达到理想的指标而焦虑.老子为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无为

而治”.他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第十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②.侯王若能守之,万物

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是以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

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老子坚信“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方略,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它是自然主义原则在社会

政治上的体现.“无为而治”的基本涵义是:顺应人民群众的自然本性和愿望要求而给予必要的引导

和辅助,尽量减损不适当和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充分依靠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相信他们在适当的引

导和辅助下能够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就一般而言,事必躬亲、日理万机的领导不能

算作高明的领导.高明的领导善于探究规律,统摄全局,顺应民心,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

７６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①

②

任继愈:«老子绎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７页.
这句话的意思是,道总是因任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为的,所以它无所不能为.老子所说的“无为”绝非无所作为之意,而是不

主宰,不强制,不干涉,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意思,目的是为万物特别是人的自然而然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对“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李世东等先生进一步阐释说:“自然无为、因任自然,皆是指向形而上的本体道境的实践方法.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所
谓无执无为、因任自然,既不是放纵人的感性欲望,也不是一味蔑视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而是指以自然为本,唯道是用,以无执无为、
因任自然的玄心玄智,来超化人的物质欲望,统摄世间伦理道德.”他们还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既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源境域,是
存在的本体论,又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的意义”.参见李世东、陈应发、杨国荣:«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第１６４
１６５页.



素,充分发挥部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焕«登鹳雀楼»)对于“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人群而

言,要想缓解乃至消除自己的焦虑,最好的办法是在完善自身、提高思想境界上下工夫.比如:一个

为社会事务兢兢业业、公而忘私的人,还会为能否获得更多的名利而焦虑吗? 一个真正“以百姓之心

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的中高级官员,
还会为能否进一步升官发财而焦虑吗?

总之,艰苦奋斗可以改善生活,宽广胸怀可以超越纷争,高尚境界可以参透人生.因此,对于个

人来说,要缓解和消除心理焦虑,一靠艰苦奋斗,二靠宽广胸怀,三靠高尚境界.

五、在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人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工具理性的高扬、科学主义的滋蔓和等价交换原则被引入

政治和道德领域,许多人沉溺于物质欲望,金钱拜物教的迷雾弥漫天下.在一些人看来,现在人与人

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如今,随着“上帝死了”,许多神圣的东西纷纷中

箭落马,形而下的东西则如万马奔腾,所向披靡,种种物质诱惑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信仰危机、理想

缺失、道德滑坡、思想空虚、精神疾患、犯罪猖獗则接踵而至.德国哲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心情沉重

地说:“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人可能并不比现代人好,尤其是他们的日常表现.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

活中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不能只为赚钱和吃饭而活着,人生需要有意义.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对

占有更感兴趣:占有一个好职位、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尊敬.”①美国当代学者塞西尔安德

鲁斯不无遗憾地说:“每当我想到现代生活时,我首先想起的一个词语就是‘没有神圣的东西.’”②这

种状况如果长此以往,人就不成其为人了,难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不无悲

愤地惊呼:“人死了!”③

人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性,二是社会性,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既然如此,那么人

的本质就不是单一的经济关系所能决定的,况且经济关系并不就等于金钱关系.人之所以为人,就
在于除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命所需之外,还要过超越自然生命的本质生活,否则就无异于动物.什

么是超生命本质的生活呢? 就是为人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实践.而精神生活就包括对终极价

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属于形而上的.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⑤徐才说:“人本身就是追

求存在的存在物.终极价值的破灭或哲学丧失了对‘终极’的追求,人的灵魂就会丧失本体的寄托,
人就无法容忍在无终极意义的虚空和茫然中生存.”⑥汤川秀树在其题为«道德经»的短文中说:“人生

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使得生活更有价值,这个目的超越了一切成败问题.”总之,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是

人的本质特征.因此,重建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老子对人的关怀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他认为人应当有终极追求、超

越精神、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老子对此有许多重要论述.

１．关于终极追求.在老子看来,“道”是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也是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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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E弗洛姆:«生命之爱»,第８４ ８５页.
[美]塞西尔安德鲁斯:«返朴归真———重回美好的生活»,李安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２页.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３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０页.
转引自高清海:«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求是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海德格尔这里说的“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的反义词,

不是指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而是指人对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追求,亦即对精神层面东西的追求.这

种追求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
徐才:«“实践本体论”与“实事求是”»,«求是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的统一.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道德经»第二十三章)所谓

“从事于道”,就是要以道修身,并自觉地以道及其自然无为的特性作为自己一切言行的根本准则,并
达到“道”的崇高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同于道”的了.由此可见,老子是把对终极的追求定格在对

“道”的体认和追求上,亦即对真善美的追求上的.“同于道”,成为“道”的化身,即是“圣人”.为什么

“同于道”就能成圣呢? 因为“道”是指路的航标,智慧的种子,提升境界的阶梯,涤除精神瑕疵的去

污剂.

２．关于超越精神.超越精神是指超凡脱俗、与道合一,不孜孜以求生活享受和功名利禄.老子

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

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十二章)“为腹”并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是为了“实
其腹”,“强其骨”(«道德经»第三章).与此相反,如果置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于不顾,像唐明皇后期

那样,整天沉湎于“芙蓉帐暖度春宵”,“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仙乐风飘处处闻”(白
居易:«长恨歌»)的奢靡生活中,则是老子所应批评与否定的.老子要人们生而“不失其所”,“死而不

亡”(«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前者指人要有“安身立命”之所,后者指生前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
死后仍能长期活在人民心中.

３．关于远大理想.老子胸怀天下黎民,基于其自然主义思想,希望统治阶级实行“无为而治”和
“辅万物之自然”,从而使民众能够自己成就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并有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丰裕的物

质文化生活.由此可见,老子所倡导的远大理想并非指个人的锦衣玉食与显赫的社会地位,而是如

何使黎民百姓过上自为、自成、安乐、和谐的生活.

４．关于高尚情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

经»第八章)“上善”就是道德情操高尚.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总是像水那样“善利万物而不争”,虽然

具有“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第八章)的素质,但却不争上

位,宁肯“处众人之所恶”即处于众人所厌弃的低下之位.这不说明这种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吗?
终极追求、超越精神、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都是形而上的,皆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这样说:惟有终极追求才能照亮人,惟有超越精神才能提升人,惟有远大理想才能激励人,惟有

高尚情操才能完善人.凡是有上进心的人,都应将终极追求、超越精神、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作为道

德修养的目标.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超凡脱俗,才能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而终极追求、超越精

神、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是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本质内容,也是作为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

体和价值本体的“道”的体现.在世界上,惟有“道”和人的高尚灵魂是不可征服的.
这方面的史例并非罕见,比如:革命烈士夏明翰在狱中以诗言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①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的表现也是这样的.

１９６４年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时,他在法庭上发表的长篇演讲中说:“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

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

着,并努力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曼德拉在出狱后继续领导南非人

民进行英勇斗争,终于实现了自己理想的目标②.夏明翰和曼德拉就是具有终极追求、超越精神、远
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典型.

人生在世,究竟应该为谁而活着呢? 只为自己吗? 不是.只为自己的家庭活着吗? 也不是.前

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
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具有终极追求、超越精神、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人,都是为民族

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而活着,并为此而鞠躬尽瘁的.这样一来,“在他临死的时候,

９６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①

②

夏明翰:«就义诗»,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革命烈士词书信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８页.
参见司汉武:«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他就能够说:‘我所有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

斗争!’”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些人生格言,以及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

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并不是在“唱高调”,而是以自

己的鲜血或生命铸就的豪言壮语———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投身于人民革命战争造成双目失明和半身

截瘫的情况下,在病床上以顽强的毅力,用盲文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两
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文天祥为维护民族尊严而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林则徐为禁绝英国侵略者贩

运的鸦片而不惜丢乌纱帽和遭受流刑.当然,还有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典范,是永远值

得我们效法的光辉榜样.

六、结　语

在一定意义上,哲学是探究和回答重大关系问题的学问.从以上对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的分析

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代性问题是时代的警钟和进军号;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靠全人类的普

遍觉醒、众志成城和前赴后继;产生于人类文明早期的老子哲学思想虽不具备现代性价值观念,但其

中确有某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价值要素,这对于研究解决全球性时代性哲学问题确能提供新的思

路和重要思想资源.
令人不解的是,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哲学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作用呢? 这主要是

因为老子是站在作为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的“道”的高度,俯瞰整个

宇宙和全人类的,所以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认识领域里问题的观察,就必然具有对于时

空的超越性,所以两千五百多年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不妨看看作为“旁观者”的几位世界文化名人对老子哲学

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怎么说的吧!
德国著名学者尤利斯噶尔狄在１９１０年出版的«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的书

中曾经这样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

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

都更加具有现代的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②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著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

对诂»一书的普利高津指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

灵的自由和道德完善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

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③.
荷兰汉学家、欧洲汉学会会长许理和在«老子与东方和西方»一文中说:“中国也是一个深刻智能

的源泉,以老子为象征.每一个时代都能利用«道德经»作为灵感的源泉.”④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说:“«道德经»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

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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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给李和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第２卷,王语今、孙广英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４０６页;[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蒋蜀军译,广州:广州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６页.

参见葛荣晋:«２１世纪是‹道德经›回归的伟大时代———外国人眼中的‹道德经›»,赵保佑主编:«老子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２０１２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论坛文集»上册,第１１０页.
参见赵馥洁:«老子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代序)»,刘本炬主编:«‹老子›思想与现代社会———曲江楼观“老子文化节”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页.
参见李世东、陈应发、杨国荣:«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第１０９页.
参见张明明:«智者不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６页.



日本核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创造力和直觉——— 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

察»一书中说:“老子是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了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是用惊人

的洞察力看透了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①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在其«世界文明历史»一书中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

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还说:“在思想史中,它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

部奇书.”②

尤利斯噶尔狄作出“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的判断后不过几十年,普利高津、
许理和、约翰高、汤川秀树和威尔杜兰就各自说出上面的一番话.从这几位著名学者对老子哲学

思想现代意义的评述,从“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言论,从处于科学前沿的某些学科的创始人或权威

专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归根于老子及道家哲学思想③,以及从本文的分析来看,“真正认识老子的时

代”已经到来了.虽然已经到来,但是远未结束;只要人类存在,这个时代就不会结束.老子不老.
作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代表性著作的«道德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一定还会点燃起

新的“火焰”,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奇葩!

[责任编辑　李　梅]

１７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①

②

③

参见陈湘安:«文化法则与文明定律———中华文明复兴的千年机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０页.
参见党连文:«道可道———‹道德经›的哲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６页.
如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中指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道家关于自然

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协同论创始人哈肯在«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一书的序言中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

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突变理论创始人托姆在«转折点»一文中说,“在老子的

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

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哈耶克认为,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其自发秩序理论的

经典表述;互补理论创始人玻尔在被丹麦王室授予勋章时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一个得道者”,他要求把体现老子“万物

负阴而抱阳”思想的太极图作为荣誉证书的背景图,他还说,“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的,是表现在中国古

代道家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从玻尔开始,现代物理学与老子的思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外,德国伟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把他

创立的自然哲学体系和二进位制也归根于老子及道家哲学思想.１７１６年,他在致雷德蒙先生的信中坦然地承认,“这个二进位制,就
是源于中国! 我之所以要说出来,是为了要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比现代人聪明得多”.在宇宙学上,霍金提出的“有生于无”的宇宙自

足理论,与老子的宇宙观不谋而合.在物理学上,卡普拉教授认为量子场的概念包含在老子的道之中,而且明确地表达在气的概念

中.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道与场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关注.李约瑟博士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家的

全部思想是一种力场的思想.一切思想都根据它们定位,不用任何指示,也不需用任何机械的强迫.”混沌论、测不准理论等现代物

理学与老子的相关哲学思想也是相吻合的.对此,西方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为之惊叹不已.参见李恩军:«重温“李约瑟现

象”———道家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宫哲兵主编:«当代道家与道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３ 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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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转向

朱 忆 天

摘　要:流亡时期的康有为,确立了“文明移植”观,它强调文明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专有产

物,任何文明的繁盛,都是与外部碰撞交流之结晶.由此,康有为断言近代欧洲文明之崛起,并无秘诀可

言.只要引进“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物质”之学,中国的迅速崛起,亦非难事.通过提升“物质”的地

位,康有为力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坚硬框架,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割裂“物质”与道德哲学,拒绝以“物质”

标准来评判文明社会的优劣,更倾向于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的优位性.由此,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

明中心主义之间,难以完成其理论的整合性,这也成为解读流亡时期康有为思想从“革新”转向“保守”的关

键所在.

关键词:康有为;“文明移植”;“物质救国”;中体西用

１８９８年９月“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直至１９１３年１１月方才归国.康有为回国

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印章,上面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
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其游遍世界的丰富阅历.

逃亡期间,康有为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向,钱穆指出:“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

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① 变法运动时最具革新精神的他,一变而

为保守派的重镇.并且,由于这种保守的气质,也让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耀眼的光芒,这构

成了迄今为止康有为后期思想研究的主流视角② .
钱穆十分留意流亡前后康有为思想走向的“两极端”现象,后他读到康有为的部分欧洲游记,方

觉康有为思想“两极端”的真正原因在于游历欧洲:“南海早年,实为欧洲文明之讴歌崇拜者,其转而

为批评鄙薄,则实由其亲游欧土始故曰:南海思想之激变,实以欧游为转纽也.”③

可能是因为接触到的康有为的游记所限,当时钱穆仅仅注意到了康有为的欧洲游历,但事实上,
流亡后的康有为,漫游世界各国,不仅考察了欧洲各国,写下了«意大利游记»(１９０４)、«德国游记»
(１９０４)、«英国游记»(１９０４)、«法兰西游记»(１９０５)、«西班牙游记»(１９０７)、«葡萄牙游记»(１９０７)、«补
法国游记»(１９０７)、«补德国游记»(１９０７)、«希腊游记»(１９０８)、«补英国游记»(１９０９)等,也到过美国、

　

作者简介:朱忆天,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迈向近代国家的探索———康有为后期思想体系研究”
(１１YJA７７００７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１０年来文明城市创建的理

论、实践与制度构建”(１５ZDC００７)子课题“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新视域:创建文明城市理论与缘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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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７５３页.

②　从革新的变法派到保守的保皇派,指出康有为前后期思想之矛盾性、两面性的学者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钱穆«康氏思

想的两极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日]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みすず书房,１９６９年)等.

③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８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６９ ３７１页.



日本等新兴国家,还实地考察了印度等走向衰落的古典文明国家,留下了颇具影响的«印度游记

(１９０１)»等.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欧洲的游记中,康有为也是纵横挥洒,极其注重历史文明的比较

研究,涉足领域包括欧洲,南、北美洲,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正是在流亡海外的过程中,康有为

逐步形成了恢宏的“文明移植”观.在康有为看来,欧洲文明的发展史,或者说欧洲文明的世界扩张

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全球性的文明移植史、文明交流史,他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文明之物必有

自来,不能以一国尽创之.”①这一观念,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变化、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遗憾的是,康有为流亡时期形成的“文明移植”观,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涉及多种原

因:一是康有为本人没有专门针对“文明移植”展开系统论述,其想法散见于游记等文献的各个角落,
显得零碎而没有条理;二是康有为的一系列游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系统整理、出版,藏于深阁

之中,很少有人能通读他的全部游记;三是康有为后期思想被贴上“保守”的标签,受到“冷落”.康有

为死后不久,胡适替美国«社会科学大辞书»(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１９３２)写过“康有为”
一节,但只是写了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及他的大同学说等,只字未提他流亡之后的思想.稍后,王森

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②,杨荫深编著«中国学术家列传»③,也只写到«大同书»为止,对康氏后半生

的海外活动,鲜有涉足.连康有为后期诸多重要的政论文章都被忽视,自然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关
注、研读、把握其游历世界所迸出的思想火花.

对康有为“文明移植”观有所涉及,并肯定其价值的,当推台湾学者徐高阮,他这样指出:

　　有为在鉴赏中看到了欧洲文明在近代的突起,于是领会了历史书所说的欧洲因十字军战争

输入东方文明才有文艺复兴.这也就是得了文明移植的观念:文明种种因素是由具体的种种历

史条件在一定地域造成的;这些因素,单个的或相连的,又可以赖种种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传入另

外的地域,促成新的文明.文明移植在有为不只是一个历史的题目.这个历史的看法使有

为看出一个民族尽有采取文明一种或多种因素的具体机会,一个一时或长期落后的文明尽有赖

采取外国因素而突起猛进,后来居上的机会.欧洲在十二、三世纪以后才有“精巧之物”,而终于

“以制造、物质之精横掩大地”,就是赖文明移植而后来居上的实例.④

徐高阮明确点出了康有为的“文明移植”观,并有意识地将之与康有为的“物质之学”相连,这种研究

取向值得肯定,但徐高阮的研究,仍有两点不足:第一,他仅仅截取了十字军东征这一段历史时期的

“文明移植”,而事实上,康有为从古希腊罗马、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碰撞交汇、跌宕起

伏的世界性恢宏视角出发,纵横几千年,全面论述了“文明移植”的历史进程,这种博大气势和内在逻

辑结构,徐高阮显然未能把握住;第二,徐高阮虽然对“文明移植”进行了“点题”,但未能全面展开论

述,也未能将“文明移植”论置入康有为后期思想的核心框架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探讨康有为后期

思想变化的可能性.
考察康有为欧美乃至印度等国的游历过程,深入挖掘其在各国游记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变化,

进一步梳理“文明移植”论的内在思想发展脉络,或许是究明康有为后期思想转向深层根源的关键

所在.

一、康有为的“文明移植”论

在康有为所撰的各国游记中,随处可见他对“文明移植”的阐释,并显示出鲜明的历史层次性和

递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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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有为:«葡萄牙游记»(１９０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８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２页.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杏岩书屋,１９３４年,第１２１ １５０页.
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上海:光明书局,１９４８年,第４８３ ４８５页.
徐高阮:«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学术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原载«大陆杂志»１９７１年第７期.



康有为确认,欧洲文明源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虽彼雅典之文明,亦不过比我今数县,而四面临

海,舟船四达.其时南若埃及、腓尼西亚,东若巴比伦、叙利亚,皆文明久启,商市互通.地既不远,希
腊人士得以游学探险,虚往实归,采各国之所长以文其国”①.康有为认为,雅典的辉煌,源自其“四面

临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令其胸怀开阔,与外界互动频繁,有“采各国之所长”的天然优势,
确立了“文明移植”之可能性.

康有为进一步指出:“(罗马)惟灭希腊后,雅典之文学、政法、美术渐输入之,故法律、文艺渐有可

观.而希腊本集埃及、巴比伦、亚西利亚建筑、雕塑之长者,罗马人亦师之.故王宫、公室、神庙、浴
堂、技场、园囿,皆极天下之壮丽,亦以敌财为之.”②也就是说,罗马文明的崛起,并非另起炉灶、自成

体系,而是继承了希腊文明的精髓,是汲取希腊文明成一统的必然产物.
罗马帝国之后横空出世的波斯帝国,在康有为看来,更是汇聚了五大文明之巨大能量:“波斯之

立国,以武事而兼以文艺,与罗马痛,故能日辟百里,然既合并诸文明国之一统,又东商印度,西侵希

腊,凡二百年,则其文明之业,必有灌输而互进者矣.此为西方第一期开辟之一统大国,其汇合

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波斯五文明国之泉流而为大流.”③

公元前４世纪,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帝国崛起,迅速征服波斯、小亚细亚、埃及等地,一度还南

下侵入印度,在印度河谷建立了两座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的东征,开辟了东西方的贸易通路,东方

城市出现了优美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亦传入希腊,丰富了欧洲的知识宝

库.对此,康有为这样分析:

　　马其顿亚历山大灭波斯,而进及印度,都于尼比伦,而杂糅波、希之文化.以其为欧人也,尤

藉藉于人口.此为西方第二期之一统大国.夫希腊之突出于欧洲也,山岳耸峙,分为十二.雅

典以商立国而成民政,斯巴达以兵立国而成大同;政体离奇,学艺妙发.波斯之君政、邮传、道

路、兵律,希腊之民政、哲理、雕刻、画乐,皆为特出.又汇合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

明之源泉,而更成大流.夫汇流多则水大,汇流小则水细.以此而言,谁能比于此五海三洲之片

土耶?④

康有为明确将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定位为“西方第一期开辟之一统大国”、“西方第二期之一统大

国”,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之间互通融合的重要意义.
康有为对“文明移植”的论述,并未就此停步.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康有为进一步指出:“摩诃

末之创业于麦加也,合并君师而一之,西并西班牙,东吞印度,南控北非,北尽里海,中据君士但丁,交
通中国,而开阿剌伯文明之业,恢恢乎二万里之大国,跨大海大陆而成新治教之大国.盖兼印度、波
斯、罗马、中国之文明而尽有之,盖大地古今之文明至阿剌伯而尽集其大成,以组织新政教也.”⑤

在康有为看来,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是“大地古今之文明”的集大成.正因为如此,欧洲虽经历了

中世纪的黑暗岁月,但作为欧洲文明源流的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依托“文明移植”,在阿拉伯地区很好

地保存下来.康有为这样指出:“在四百年前,欧洲当中世黑暗之时,全欧各国皆无学校,惟僧领其教

权,欧人几无识字者.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图哲学之精深,而欧土已无其书,至假十字军之力从阿剌

伯而得之,重译而后通之,况其他乎?”⑥

在这里,康有为要强调的是,近代欧洲文明是通过十字军东征导入东方文物而得以复兴的.康

有为描述说:“阿剌伯自摩诃末后,文明大启,久与中国、印度交通,收集其华实,天文、地舆、物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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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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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皆分设科于学校,甚盛.十字军屡起,乃大转输其学术物巧以入于欧.玻璃亦自是入,筑室法亦

得而效法之;画理、词诗皆有感益中国之丝、帛、麻、苎、棉、蔗、梅、桑,皆假道阿剌伯而入欧.
故九次无功,而东方文明皆赖十字军多次以输入,欧土文明曙光实自是启明.今遍观欧土各国

博物院,皆于十二、三纪后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观欧人进化之序.而今者欧人以制造物质之精,横掩

大地;孰知其原因,则十字军之累败启之.”①

康有为由此断言:“十字军用兵凡九次,绵百五十年,死人二百余万,可谓欧亚之交第一大事

矣.”②尽管十字军东征打击了当时可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活力的穆斯林世界,但它又是一个关键的

起点,十字军东征推动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近代世界,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

和棉纸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欧,这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分析欧洲近代文明通过碰撞、交汇、移植走向兴盛这一历程的同时,康有为站在世界文明交流

史的高度,以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为参照系,开始有意识地聚焦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深入分析其从

鼎盛走向衰败的深层原因.
康有为极为关注印度悠久的历史:“印开化在六千年前,欧洲人种且自印度移出,十进之数学则

希腊自印度传来,其教化之早,四千年前已有婆罗门四韦陀矣.”③他高度赞赏印度文明:“若谓文学、
工艺中国独美,以此夸比于印度,抑可谓过班门而弄斧也.文学、工艺,尤印度所擅长也;其哲学、物
理学、道德学、论理学、声学、诗歌文章,为大地文化最古,今欧人已译其书数百种矣.吾审英人

及波斯、亚喇伯造句调音,皆出印度.除中国外,大地无不师印文者矣.至其工艺,尤为冠绝大

地.其建筑之精工伟大,间架奇诡,皆为中国梦想所未到.”④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康有为:曾经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印度文明,为什么到了近代会逐步

走向衰败呢? 康有为认为:一是政治体制之问题.印度人分省自立,一盘散沙,在体制上缺乏凝聚

力,容易被各个击破:“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世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子所日慕之望之自立

也.”⑤这一认识,也构成了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力主中国必须保持大一统格局的立足点.
二是印度人极端推崇宗教之道德,不讲求物质的力量,因而难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夫以印度之

民,爱及虫蚁,终日讽经拜祷,不尚武争,故二千年来,累灭于外族,则道德之鞭辟太深,仁厚逊让之俗

太甚所至也.”⑥这种判断,也是触发流亡时期康有为提倡“物质救国”思想的一大动因.
除了这两点之外,康有为认为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印度文明未能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最

终导致其发展活力的丧失:“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故文明者,知识至繁、文物至盛之

谓.支那之文物无所加于印度,故印度之智慧不增,至今手食地坐,衣无缝衣.”⑦康有为得出结论:
“印人之地产工艺,百物已足,无取资于中国者,而中国人则多取资于印度.其胜负优劣,不待论

矣.”⑧康有为似乎是要向世人证明这样一点:印度文明在近代走向衰亡,而中华文明尚存活力,两者

出现这种差距,关键就在于中国汲取了印度文明的部分精华,而印度文明则未能从中华文明中获得

任何补给.
在观照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这种发展差别后,康有为又进一步对比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

的发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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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此土(欧洲———引者注)既有埃及、巴比伦之南北源泉,已大怪矣.而东大陆则突出波斯,
西大海岛则突生希腊,有无穷之推广,实为地势之奇特致然.若我国则只中原独有文明,此外北

之匈奴,西之羌胡,南之闽、粤、交、滇,东之朝鲜、辽东,皆夷蛮之俗,犹在野蛮,于我文明毫无所

助.三吴开于泰波,朝鲜开于箕子,辟国至古;然只推广中原之文明,未能有分毫之创立.
又彼(欧洲———引者注)通印度,在于周世;我通印度,乃在六朝.夫以印度之文明输于我者在千

年之后,输于彼者在千年之前;故我与印度自作自生,无分毫之外助.①

康有为认为,因地理位置优越等,欧洲文明得以博采世界各文明之所长,而中国虽有灿烂之中原

文明,但周边多为“夷蛮”,故“未能有分毫之创立”,另外,欧洲与印度的交流,在于“周世”,而中国通

印度,则“在六朝”,两者的时间差达千年.更为关键的是:“惜二千年之游印度者既极寡,或有其人,
皆佛法之裔,仅传佛之经典,而于印度之政俗、婆罗门及诸教之瑰异,皆不及考.举印度至古之文明

而委弃不收,此则二千年来最可叹惜痛恨之事也!”②康有为想要说明的是,印度在六千年前就已开

化,后虽其佛教思想流入中国,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仅限于此而已.康有为对中国失去

与印度文明全面交织碰撞的机遇而痛惜不已.
通过以上的对比研究,康有为为印度文明的颓败、中华文明在近代的一时落后,找到了理论之依

据.依托这种“文明移植”观,令康有为认识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繁杂性,并明确了一点:任何文明的

繁盛,都是与外部碰撞交流之结晶,换句话说,欧洲近代文明的崛起,并非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没有先

验之特权.同样,按照这种逻辑的推演,中华文明亦称不上世界文明的中心存在,而只不过是世界文

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印度古典文明的繁盛,令康有为深刻意识到,中华文明绝非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夫印度者,大

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宫室、器用至古,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③“以吾所游大地几

遍,风俗之职仁厚者,应以印度为冠焉.如以道德论文明也,则吾断谓印度之文明,为万国第一

也.”④康有为断言:“故以开化之早,则逊于印度;若言教学文明之盛,则益不若印度远矣.”⑤康有为

承认印度文明为“万国第一”,这一论断,可谓石破天惊,在新的理论层面上给予“天朝迷梦”以猛烈之

一击.
长期以来,在华夷认知框架下的中华文明,一直被视为天下第一、全世界普遍之公理.不仅仅是

洋务派,即便是早期变法派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深陷这种“情结”之中.尽管他们

坦承中国积弱这一严峻现实,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洋的机器、技术,还要积极地导入西洋的教育制度、
议会制度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深信:来自西洋的器物、学问、制度,绝非西洋人发明,它们的源头,
来自“古”中国.他们确信这样的神话:秦代的儒学知识阶层,因为残酷的压制政策而选择逃亡,通过

他们的传播,中华深邃的思想流向西洋,并造福西方.由此,他们高度颂扬唐虞三代,并将唐虞三代

视作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与价值所在.
王韬在提倡“变法”时,表示“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

归于一源”,确信“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⑥.郑观应则说:“由强歧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

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⑦薛福成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充满自信:“孔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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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则如日月经天,阅万古而益明.欧亚诸洲,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

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①在这种论证逻辑之下,他们乐观地预言:通过以唐虞三代为理

想的“复古式改革”,在遥远的将来,必能出现奠基于传统儒学之上的世界单一政府.
日本学者手代木有儿针对早期变法派的这种思维定式,曾这样点评:华夷的世界像虽然被限定

在“古”代,但华夷的世界像本身,并没有解体,而是融入到他们思想的深处,继续发酵、作用.换言

之,通过将华夷的世界限定于“古”代,反而缓解了其在近代西洋文明强力冲击之下的尴尬境地,令其

获得某种稳定性,并投影于未来.对早期变法派而言,华夷的世界像虽然无法以现在时继续存在,但
至少可以在过去形及未来形中持续存在下去②.

但是,这种中华文明优位性的乐观主义判断,其背后的保障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西洋近代文明

猛烈冲击和压迫的背景之下,康有为显然意识到,这种理论框架已经很难自圆其说,时代迫切需要新

的理论支撑点.康有为在流亡时期提出“文明移植”论,力图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宏观基点之上,通
过强调世界文明的多点产生、碰撞互动,从根基上摈弃西洋文化的“古”中国起源论,进而冲击根深蒂

固的华夷构造体系.这种构思,可看作是康有为在新世纪降临之初对早期变法派理论构想的一种崭

新回应,较早期变法派而言,康有为的这种认识,更多了一份清醒的现实感.

二、“文明移植”视角下的“物质救国”论

为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文明移植”论的构想,并作为“文明移植”论的思想延伸,康有为在几乎

同一时期抛出了“物质救国”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一方面,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凭借物质力量创

造文明的奇迹,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印度等国空谈哲学、赤手空权抗击侵略的悲壮与无奈,更进一步认

识到了物质、经济力的重要性.１９０４年,康有为开始写作«物质救国论»,内分«彼得学船工»、«论欧

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论欧人

之强在物质而中国最乏»、«论今日强国在军兵、炮械,其本则在物质»、«实行兴物质学之法在派游学

延名匠»等２０多个章节,逐渐形成了“物质救国”的观念.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思想,从提出之日起,就引发了激烈争论.就连同时代的康有为的亲友、弟

子等,亦对“物质救国论”颇有微词.康有为将物质放到“救国的急药”的重要位置之上,黄遵宪对此

非常冷淡.１９０５年１月,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针对康有为“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
“原不必遽争民权”的主张,明确指出:

　　近得南海落机山中所发书惟此函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

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刍狗,在欧洲则然,今之中国原不必

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质之学虽

精,亦奚以为哉?③

在黄遵宪看来,不是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而是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才是“救世

的良药”.康有为在写完«物质救国论»后,将原稿送至上海广智书局,但书局负责人梁启超难以苟同

康有为的观点,将其长期搁置,导致此书直至１９０８年２月方才出版.１９１９年该书再版之际,康有为

仍愤愤不平:“当吾昔欲发布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爱国,深不然之,搁置久

不印刻,宜国人之昧昧也.”④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长期不为人所理解,但如果将之放在“文明移植”论的框架之中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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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则诸多疑点可迎刃而解.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１９０４)序文中,首先回顾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

来在摸索振兴之途中所走过的“弯路”:

　　当同光之初,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肃诸公,草昧初开,得之太浅,则以为欧美之强者,在军兵

炮舰,吾当治军兵炮舰以拒之,而未知彼军兵炮舰有其本也.至乙未东败之后,知之渐进,以为

欧美之强在民智,而开民智在盛学校也.于是十年来,举国争事于开学矣.至戊戌之后,读东书

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震而惊之,则又求之太深,以为欧美致强之本,
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①

康有为对当时中国进步缓慢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探索,归根到底,均未

能认识到物质产业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划时代影响.康有为敏锐地观察到:在新世纪的

转折点上,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海外市场

不断扩大,世界已逐渐连为一体.一方面,中国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与世隔绝,闭关自守.另一方

面,如果不及时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中国必将在国际竞争中无立足之地.基于以上认识,康有为不惜

笔墨,对“物质”大唱赞歌:

　　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

而已.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

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②

若以立国御敌乎? 强军富民乎? 则一切空论之学皆无用,而惟物质之为功.然则今日救国

之术,惟有急急专从事于物质工学之事斯已耳.③

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

质之学而已.④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

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 专从事于物质足矣.⑤

夫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⑥

康有为由此断言:“以无物质之媒介桥航,则此文明有如绝流断港,不可至也.故道德之文明,可以教

化至也;文物之文明,不可以空论教化至也.物质之学,为新世界政俗之源本,为新世界人事之宗祀.
不从物质学措手,则徒用中学之旧学,固不能与之竞,即用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公议之新说,及一切

法律章程,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⑦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的改革阶层在维护“中体”的前提之下,开始导入欧美的科学技术,并派

遣留学生,设立翻译局,希冀通过技术立国,实现清王朝之复兴.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体西

用”论的局限性和内在破绽暴露无疑,康有为认识到,光靠引入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这条路

是走不通的.基于这种反思,变法运动时期的康有为积极主张全方位的政治改革,这构成其最优先

关注的课题.“物质救国”论再一次将重心移到产业振兴领域,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洋务派出发

的基点,这可能就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难以苟同的原因.正是有了这样一层铺垫,流亡时期的康有

为,突然打出“物质救国”的旗号,确实给人一种唐突之感.
从“政治救国”论转向“物质救国”论,这不能不说是康有为流亡时期的一大思想“断裂”.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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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物质救国”论置于“文明移植”的框架中,可以发现,康有为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上,在表述自己主张的同时,谨慎地与前人的思想划清界线.在“文明移植”论的探讨中,康有为发

现:文明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专有产物,文明唯有在汲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壮
大.即便欧洲文明近代领一时之风骚,但它亦有中世纪断层之黑暗一页.因此,一个一时落后的文

明,不必气馁,不必绝望,只要正确定位,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认真摄取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
便可在短期之内突飞猛进,后来居上.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关注的焦点,或者说要集中论证的是:
中国缺乏的“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究竟是指什么? 康有为断言,所谓“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最重

要、最紧迫的就是“物质之学”.由此,康有为一改变法运动时期政治变革最优先的立场,转而视“物
质”富强为第一要务.期待依托“物质”的超常规引进,助推中华文明的再度复兴.很显然,“文明移

植”论的理论视角,为“物质救国”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论证基石.
更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并不仅仅停留于“物质”论事,它有着更具哲学意味的

指向性,它最大的指向目标,便是“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论是将西洋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视为

形而下的“器”,与之相对,将中国的伦理纲常视为形而上的“道”,著名的论述如:“如以中国之伦常名

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①,“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
周孔之道”②等,“体”和“用”在这里被解释为事物的本体与事物的功用,或者说是“道”和“器”,«易
传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谓其构想的根源所在.“中体西用”论者希望

通过引进西洋近代的机器、技术、学术、制度等“西用”,致力于守护、补强以维护传统秩序“三纲五常”
恭顺伦理为核心的体制教学,同时,以“西用”为手段,推动“中体”成为全世界普遍的公理.

但是,“中体西用”论者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统一世界的“公理”(中体)在中国,而西洋的器

物,只能算是低层次的“用”,既然是低层次的“用”,那么,是否有必要积极摄取呢? 面对这一难题,
“中体西用”论者或主张西洋学问的源头在中国,或依托将西洋的外来之物与中国传统的固有之物挂

钩起来的“附会论”,在“古已有之”、“礼失而求诸野”等口号之下,将需要摄取的西洋思想和器物,统
统归入中国传统学术的库存目录,从而证明其引入的合理性、正当性.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体西用”论的思想体系遭受重创,其理论整合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洋学问的源头在中国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对“附会论”而言,二千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经典,又如何

能够预知现在全部的西洋学问? 这些棘手的问题,作为时代的课题,留待康有为等新一代思想家去

解决.流亡中的康有为,依托世界性的观察视角,指出:“物质”已不再是“中体西用”论者所论证的那

样,是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的东西.恰恰相反,中国一直以来缺乏对“物质”发展的重视,中华文明本身

就缺乏“物质”这一环节.康有为明确表明:“凡此物理灵魂之学,博大精微,即希腊诸贤亦从印学而

出,实多为吾国所未有.”③在康有为看来,物理学等应用学说,并非如当时的中国人所主张的那样,是
源于中国并经印度传往西洋的,而恰恰是起源于印度,并很早就移植到古希腊,这奠定了欧洲近代器

物文明的基础.康有为毫不掩饰地承认,在机械和科学技术等物质要素方面,中国确实有所欠缺,这
也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因素.

通过这种颠覆性的论述,康有为一举推翻了“中体西用”论“物质”之学源于中国、“古已有之”的
论调,由此,“中体”和“西用”两者不再是不平等、非对称的关系,“西用”也失去了必须纳入“中体”的
合法化理由.当康有为大声疾呼“物质救国”之时,两者更多的是转换为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很显

然,康有为通过对“物质”的“正名”和“松绑”,一方面为“物质”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开辟一条崭新的道

路,另一方面,也可将之视为突破、解构“中体西用”论的一种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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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对“物质”的过度“偏爱”,也与他对“文明移植”的认识密切相关.
康有为承认,推动物质发展,比起政治救国的征程更为艰难曲折:

　　盖议院虽要,而可一朝而大开.官制虽紊,而可数月而改定.外交、民法、海港之法律虽未备,而
亦可期年而粗举.译书虽重,而可一、二年而佳书略具.理财虽难,而理之得法,亦可一二年而国用粗

支.惟工艺、汽电、炮舰及兵诸事,非有六七年不能成,最速者,亦非三四年不能举一业而推行之.
盖凡百政制,皆可吾欲之则为之,惟物质之工业,则非欲之而即得、旋至而立效者也.①

尽管如此,康有为并不悲观,因为从“文明移植”的视角来看,这并非致命的问题,物质发展虽非

一朝一夕之功,但也绝不是不可为之.康有为说:“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之三者,缩大地、促交通

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

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生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内外耳.”②康有为

的言下之意是,欧洲的器物文明,亦只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产物而已,只要中国积极汲取外来器物文

明,重点明确,处置分明,那么,依托“物质”之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后来居上,赶超欧美,迅速崛起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绝非不可能.康有为为能够开出这样一份拯救中国的“药方”而自豪,而这

其中又渗透着他对中国未来复兴的乐观期待.

三、“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思想之转向

康有为详细勾画出“文明移植”的内在进程,这一方面给了康有为一个乐观主义的支点———也就

是如上所述的那样,依托物质之振兴,中华文明的复兴,指日可待.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引申出另一

层认识:正因为近代欧洲文明并不是在封闭环境中自发形成的,它的发生、发展、壮大,经历了一系列

的波折起伏,是世界各种文明要素碰撞、交流的产物,因此,其崛起并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它并不具有

高人一等的“遗传因子”,也没有任何先验的“特权”.
基于上述认识,流亡时期的康有为越来越感觉到:西方被称为新文明的国家,虽然在物质上是强

盛的,但在道德教化方面,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康有为似乎找到了一个观察的切入点,他倾向于认

为,仅仅通过物质的繁盛,来简单化地推导文明之强盛,可能是一大误区.道德教化和器物文明,绝
非是粘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康有为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崛起,并非是道德教化的强盛,它只是

建立在器物文明之上的表面繁荣而已.
变法运动时期,康有为虽然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来解读西洋近代文明,但从总体上而

言,他对西方器物文明的背后必有道德精神为其本原这一点,深信不疑,并对西洋的政治、思想、文化

等,抱有较高的评价,但伴随着“文明移植”论的展开,康有为的思想为之一变:既然欧洲近代文明只是

建立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之上,而物质走向繁荣,并非遥不可及,本身是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的.那么,这
种文明,又有多少神圣性可言呢? 基于这种看法,康有为逐步放弃了欧洲近代文明优越性的认识.

康有为这样点评美国:“美国者,百年新造之国,至浅鲜也,而今者富冠大地.虽兵不多,昔仅二

万,今六十万,近者东定古巴,西取吕宋.欧洲诸强,侧睨而涎望,莫敢正视者,非有他也,物质之学盛

而工艺最精故也.将谓其文明之美耶? 则奸诈贪邪,不可枚举.”③

对欧洲国家,康有为也是不吝批判,在«意大利游记»的开头部分,康有为指出:“未游欧洲者,想其地

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

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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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又从历史文化渊源之角度,进一步有意识地“贬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和重要性:

　　(罗马)今欧人艳称之,然以之与我汉世相较,有远不逮者.今略举之,得五焉:一曰治化之

广狭夫意大利之方域,当今世仅能比我直隶、云南之一省.二曰平等自由之多少罗马

开国千三百余年,上世勿论,外域勿论,其自成罗马国土以后,贵族平民之争数百年罗马人

所有权利,限于一城数十万人之内;我汉扩之百郡万里五千万人之远,此其平等自由之相去何如

矣! 三曰乱杀之多寡每读«晋书»及«五代史»,哀其时君臣人民之惨杀酷戮,为之掩卷.此

乃中国数千年绝无仅有之世代,而中国人所怵心者.罗马人乃视为朝夕餐饭之事,岂不哀哉!
四曰伦理之治乱罗马以家族为治,与中国同惟其淫乱之俗,则不及我国远甚.其他废

后、杀子、弑母,不可殚数.五曰文明之自产与借贷,故罗马实为武功之国,不得为文学之国.文

明本非其资产,乃借贷于希腊而稍用之,此与北魏、辽、金、元之入中国相同.①

基于此,康有为尖锐地批评那些鼓吹西化论者:“我国人耳食而未尝亲游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而
误信其所出之罗马,乃亦同而尊仰之,则大谬矣! 甚矣! 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②

“若夫因物质以求物理,此固欧人奇特之心得,诚为吾国所未有.若夫虚学,则吾国所最擅长而绰绰

有余者.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

为绝无足取焉.”③从戊戌之际醉心于欧美政治之学,到流亡后鼓吹中国文明体制已经“绰绰有余”,康
有为前后期思想之“断裂”,可在此找到端倪.

为了进一步论证西洋近代文明的非完美性,康有为还从“三世进化”论出发,在理论层面继续寻

找依据.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可归纳为“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的三世进化过

程.当时的中国尚处于“据乱世”,而欧美列强已经实现了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升级转型,中
国确实比西方列强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如此,依托“文明移植”论,康有为认为:这种落后,也
只仅限于物质的层面,在道德教化领域,则是另外一回事.康有为进一步指出:１９世纪后半期欧美

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绝非万能的灵丹妙药:

　　若夫工业之争,近年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而小工无所谋食矣.而能作大厂

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场乃至一大

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

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④

康有为敏锐地观察到,欧美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另一方面也催生了

贫富不均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西洋近代文明的框架之下,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若工事之精,制造之奇,汽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之电渡海,比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运

之大,轮舶纷驰,物品交流,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

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⑤

康有为发现,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传统道德日益受到现代技术与商业化的侵蚀,出现了物质越发

达,道德越解体的奇特现象:“以吾所游大地几遍,风俗之至仁厚者,应以印度为冠焉可由是推

之,鄙僻之区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⑥康有为强调,不论是欧美的“升平世”,还是中国的“据
乱世”,均非真正合乎人的天性,随着历史的进化,必将为至善至美的“太平世”所替代.

康有为认为欧美国家远未实现人类的发展目标与追求,与他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象相距甚远.

１８“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１９０４),«康有为全集»第７卷,第４０１ ４０３页.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１９０４),«康有为全集»第７卷,第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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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大同书»(１９０２年后),«康有为全集»第７卷,第１５４页.
康有为:«大同书»(１９０２年后),«康有为全集»第７卷,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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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康有为转而鼓吹中华文明,并试图从中华文明的底蕴中摸索中国新的出路.为了烘托出中华

文明的卓越不凡,康有为有意识地比较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故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风俗之善

恶,吾未知其孰优也.推其孰为冲繁简僻乎,则道德俗尚之醇美浇漓可推也.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

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
以忠敬为美,以气节名义相砥,而不以奢靡淫佚争竞为尚,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①

不仅如此,在«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还比较了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和中国:“俄本野蛮,政法皆

无,所乏非独物质也.若中国则数千年之政法,本自文明,所乏者独物质耳.若能如彼得之聚精会

神,率一国之官民,注全力以师各国之长技,则中国之盛强,远过于俄彼得,又可断断也.”②在康有为

看来,中国虽然物质产业未发展,但目前的文明体制完备,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和自己独特的历史,与
俄罗斯不可同日而语.

康有为还有意识地比较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大地古文明国,人种惟我与印度、波
斯独存,即波斯种已杂乱大失,而印度久为奴隶.然则古文明国地至大,人至多,传至古,文字、种类、
宫室一切皆不少变,而能保存者,横览大地,惟有我耳.”③康有为虽然承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的源远

流长,但他又认为这些文明在近代已经严重衰败,难以与中华文明比肩而论.
通过以上的铺垫,康有为总结说:“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

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

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④在此基础之上,康有为乐观地预言:“吾
国苟稍能致力物质,自强之后,通译诸经之精义微言,则最切于人道,而为彼土所未能至者.世界苟

未至于大同之境,则诸经之教旨终可久远而普及于欧美间.”⑤

简而言之,康有为的论证思路,可归纳如下:其一,欧美百年来物质的兴盛,曾令国人“忘己而媚

外”;其二,这种物质之发达,实际上与“道德教化”并不相干;其三,中国数千年来“文明美备,万法精

深”,已达“彼土所未能至”之境界;第四,如中国能实现物质之进步而自强,则中国“诸经之精义微

言”,必将发扬光大,实现于“大同之境”.康有为预言的“诸经之教旨终可久远而普及于欧美间”的
“世界一统”宏图,应该说,与早期变法派的乐观主义构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与早期变法派相比,
康有为更多了一份现实感,他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也并非全盘肯定,康有为这样指出:

　　罗马人之政俗,实为北魏、辽、金、元之比例而已,虽号文明,未脱野蛮之本者也;非今欧人之

比,亦非我中国之比也.但其产育之美,有足异者.罗马以其本出于土番小部,故为团体民政.
是故虽限于贵族,自私一城,而其图书馆、博物馆、戏场、浴场、公园、女学、恤贫院,皆与其城中之

一族人共之.而今者欧人师之,乃推而遍及人民.而我国虽号文明,所有宏丽之观,皆帝王自私

之,否则士夫一家自私之,而与民同者乃反少焉.⑥

康有为坦承,罗马全城共有的图书馆、博物院、戏场、浴场等公共设施,远远优于中国古代一家之私的

帝王产业.康有为站在三世进化的观察视角之下,将中国和欧美一同放在“太平世”的指标下审视,
而“太平世”的目标,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康有为显然看重西方文

明中那些适用于全人类的、能够实现大同的要素,从中也可凸显其放眼世界、站在“文明移植”高度思

考全体人类命运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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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康有为站在文明发展史的宏观视角,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思考,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康有为“文明移植”论的构想,大致包括以下几大要点:第一,文明绝非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的专有产物,任何文明的繁盛,都是与外部碰撞交流之结晶;第二,欧美近代文明之崛起,并
无秘诀可言,也不拥有先验之“特权”,无非是在文明交汇、碰撞、移植过程中捷足先登而已;第三,中
国在近代的一时落后,主要根源在于“物质”的不振,因此,唯有全力提升器物文明,才能实现救国之

宏愿;第四,“物质”的暂时落后,并不代表道德哲学的衰败,中国的道德哲学,早已踞世界之巅,中国

在这方面的发展,不必求助于外;第五,站在“太平之世”的视角之下,只要辅以“物质”的进步,并将中

国传统中的“一己之私”升格为“天下为公”,那么,中华文明的复兴,指日可待.
与变法运动时期相比,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的思想,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变法运动时期的康有为,虽然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本,汲取西洋近代文明,但从总体

而言,当时的康有为,对西洋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思想等,抱有较高的期待.可是,流亡海外

后的康有为,通过对欧美各国等的实地考察,追随“文明移植”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西洋

近代文明除了机械和科学技术外,几乎没有凌驾于中国的东西.康有为意识到,西洋近代文明滋生

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其本身难以自我完善、自我解决,为此,他转而发掘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力
图从中华文明的内部,摸索未来的发展之路.康有为此后始终坚持尊孔保教,一贯视儒学为民族精

神之魂等,均可从这里找到其思想发展之源流.
第二,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虽然日渐显露保守的价值取向,但简单地将之视为思想的倒退,并

不妥当.康有为透过“文明移植”论和对“物质”的一系列深层思考,承认中华文明本身缺乏“物质”这
一环节,颠覆了“物质”之学源于中国、中国“古已有之”的论调,从而切断了将“西用”纳入“中体”的合

法化依据,由此,“中体”和“西用”两者不再是不平等、非对称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互动关系,从中

也可以感受到康有为力图突破“中体西用”论坚硬外壳的努力.另一方面,康有为虽然将振兴“物质”
视为救国之最重要方略,具有明显的“物质”万能、“物质”本位说的色彩,但他又将“物质”与道德哲学

割裂,只是视“物质”为社会发展的一块跳板或是一个中转站,拒绝以“物质”标准来评判文明社会的

优劣,不难发现其表述上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尽管如此,在其背后隐藏着康有为对中西文明的一系

列崭新思考,它一方面为科学技术和器物文明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为中华传

统思想的优位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讨巧的论证逻辑.
第三,康有为的“文明移植”论,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混乱.“文明移植”概念,必然导

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张,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只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但是,伴随着

对西洋近代文明的“失望”,康有为又倾向于从中华文明的深处来寻觅中国新的活路,这种“传统文化

的回归”,必然暗藏着这样一个前提———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中华文

明屹立于世界之巅,必将以此实现未来世界一统的乐观主义主张,显然未能超越早期变法派的理论

构想.最终,康有为的“文明移植”论,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之间,难以找到契合

点,也无法完成其理论的整合性.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一方面,依托“文明移植”的构想,提升“物质”地位,希冀以新的理论视角突

破“中体西用”论的沉重框架,处处可感受到其新思想的萌动;另一方面,当康有为力图以一元的“中
学”价值为基准,确保中华文明“先验”的优位性时,又可以体察到他身负的传统重压.由此,流亡海

外后的康有为,其思想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矛盾混合体,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彷徨,既是时代的产物,
也是解读其思想从“革新”转向“保守”的一大关节点.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３８“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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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

———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李 景 林

摘　要: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所作的«总结»,表现了一种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

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据,乃是一种哲学观念

上的变化,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在的机理,

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影响来看,冯先生晚年思想之

转变,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越柏拉图、新实在论为思想契机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亦有助缘的作用.

冯先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应可理解为一种思想之固有、潜在的意义的逐渐凸显和自觉,其间实有着内在

的一贯性.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具体的共相”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后期有一个转变.冯先生的哲学,关注文化的问题.其对文化差异的

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他要从哲学上去解释文化的差异① .其思想的变化,可能亦与其文化观念的

变化有关.不过,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要从哲学观念上去看冯先生后期思想的转

变,并尝试对这一转变的内在机理,作出一种理论的解释.

一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一章,是冯先生为«新编»所写的一个«总结».这个«‹中国哲学史

新编›总结»(下文简称«总结»),凸显了冯先生后期哲学思想的特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蒙培元先生撰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在«知识,还是境界? ———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总结”»②

一文中,蒙培元先生特别强调,«总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新原人»的境界说由其“新理学”体系的

一部分上升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蒙培元认为,这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可
以视作冯先生的“晚年定论”.蒙先生的概括,画龙点睛地揭示出了«总结»的思想要旨,对准确理解

冯先生晚年的哲学思想,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在«总结»中,冯友兰先生肯定金岳霖先生“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认为这个说法“说出了哲

学的一种真实性质”.这就是说,哲学的形式,表现为一个概念的逻辑系统,但同时,哲学又不仅仅是

　

作者简介: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１４ZDB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冯先生自述自己对文化差别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把文化差别看作东西方

的差别.第二个阶段是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把文化差别理解为古代和近代的差别.第三个阶段是从社会发展来解释文

化差别,即把文化差别理解为社会类型的差别.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９页.

②　蒙培元:«知识,还是境界? ———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概念的游戏,因为,哲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功用”,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总结»
说:“金岳霖指出:‘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没有把这个论断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以至于分析概

念似乎是一种游戏.如果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心学与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

矣.”①冯先生认为,能否把哲学作为一个概念的逻辑体系“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这正是自己与

金岳霖哲学的区别之处.对“理智与直觉”的统一这一问题,«总结»有透彻的说明.«总结»指出,一
个哲学家对他所建立的哲学概念的了解,不只是文字的了解.一个哲学家,应能够“身体力行”其哲

学的概念,把自己对哲学概念的理解“融合于他的生活”.哲学家对哲学概念,不仅有“理智的理解”,
而且有“直觉的感受”,他是在直觉的感受上去见证道体.哲学是哲学家将他的生存的直觉,用概念

表出之.所以,“概念与直觉,不可偏重,也不可偏废”②,“直觉所得,必须用概念把它固定下来,这是

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

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③.在这里,概念与直觉、理智与体悟,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的整体.
正因为如此,哲学的概念既表征着哲学家的精神境界,同时,亦具有供人“受用”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的作用.«总结»强调,«新理学»由理、气、道体和大全所构成的概念系统,“看着似乎是无用,但可能

是有大用”.这“大用”,就是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新原人»揭示出人类从低到高的四种境界: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

可.”④在冯先生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概念的逻辑系统与“人类精神境界”的结合或统一,就其

哲学的体系而言,它表现为«新理学»与«新原人»的统一;而其思想内容,则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或
统一.

这个理智与直觉的关系,也就是冯先生所说的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关系.冯先生认为,未来

的世界哲学,应该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这既是冯先生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展望,其实亦是

其对自己哲学使命的一种期许.可以说,“冯友兰的哲学实际上是一个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结合的

体系”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结合,就是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结合.不过,冯先生在早年特别

强调形上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关涉内容的形式性特征,因此,作为纯粹形式的哲学概念、命题与那不可

思议、不可言说的神秘内容如何能够“结合”和融通,对这一点,冯先生早期并没有能够给予合理的理

论说明;而晚年的冯先生,却能够直截了当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这之间应当有

一种思想和哲学观念上的转变.这是让我们感到饶有兴趣的一个问题.
在«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冯先生把正的方法称作“形式主义底方法”,把

负的方法称作“直觉主义底方法”⑥.正的方法,也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就是

“讲形上学不能讲”⑦.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先生又把负的方法称作一种“神秘主义的方法”⑧.
冯先生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的正的方法的形式性意义.在«新知言»中,冯先生指出,形上学的

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对经验作逻辑底释义”.而这“逻辑底”,就是表示“形式底”和“不涉及内容底”
意思⑨.«中国哲学史绪论»论“哲学方法”,特别强调了哲学的方法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别:“近人

有谓研究哲学所用之方法,与研究科学所用之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理智的;哲学之方

５８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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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新知言»,«贞元六书»(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６９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９４页.
冯友兰:«新知言»,«贞元六书»(下),第８７０页.



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其实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混入哲学方

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谓以直觉为方

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各种学

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①就是说,哲学必须以逻

辑分析为方法,而应将“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内容排除在哲学的方法之外.冯先生１９４０年代有

关正负方法的阐述,仍然延续了对哲学方法的这种“形式的”理解.冯先生不仅把正的方法称作一种

“形式主义底方法”,对作为“直觉主义底方法”的负的方法,也同样作一种“形式的”解释.他说:“用
直觉主义讲底形上学,并不是讲者的直觉.形上学是一种学,学是讲出来底义理,而直觉则不是讲出

底义理.用直觉主义讲底形上学,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但讲其所不讲亦是讲.此讲是形上学.”②

仍然强调“直觉主义底方法”与“直觉”之内容的严格区分.
冯先生又常用“先后”、“始终”一类概念,来说明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简

史»的最后一章,冯先生说:“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

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

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

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③又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哲学的学生必

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

持沉默.”④从这个“先后”、“始终”的表述来看,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之间,似乎不存在某种内在的关

联性.
这里我们面对的理论问题有两个方面.哲学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能够得到一些不包含内容的

纯粹形式的概念和命题.同时,新理学又强调,人不仅要“知天”,而且要“事天”,不仅要“知大全”,而
且要“自托于大全”;达到“天地境界”的人,不仅“知天”,而且能“事天”、“乐天”,最终甚至能“同天”即
“自同于大全”⑤.“大全”是一个不包含任何内容的形式概念,“事天”、“乐天”、“同天”与“自托于大

全”、“自同于大全”,则是包含体证和直觉内容之实有诸己意义上的真实拥有.二者之间,似乎存在

着一种理论上的断裂.此其一.其二,从“始终”、“先后”的角度看,逻辑分析或正的方法,是哲学展

开其体系的基本方法,而负的方法所表现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则只构成哲学的“最后顶点”.这样,
哲学之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实质上并无交集.如果说负的方法只是“讲形上学不能讲”,那么,负的

方法的开始,同时也就是它的结束.哲学家在“先说很多话”之后,剩下的便只有“沉默”.如果这样

的话,在哲学的展开活动中,负的方法实质上并无立身之处.与此相应,哲学的“神秘主义”一面,亦
无法得到安顿.这样一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怎样实现结合,也便成了

问题.
由对哲学概念之形式与直觉内容的严格区分,到肯定“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达成

这种转变的理论契机在哪里? 这便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

在理论上实现这种结合的契机,来源于一种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我们注意到,从１９４０年代开

始,冯先生就不断地在思考如何超越“界限”的问题.冯先生提到两种“界限”的超越:对理性主义与

神秘主义之间界限的超越;对共相与殊相之分别的超越.这两个“超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界

６８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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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超越的实现,正表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
在１９４８年为美国«哲学评论»杂志“东方哲学讨论”专栏所作的一篇题为«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

哲学»①的文章中,冯先生讨论了如何“越过”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这个“界限”的问题.在这篇文章

中,冯先生指出:“尽管形上学的目的是对经验作理智的分析,可是这些路子全都各自达到‘某物’,这
‘某物’在逻辑上不是理智的对象,因而理智不能对它作分析.”像“大一”、“大全”这一类概念,都是从

理智分析而来,又超越了理智分析,它似乎成了标志理智与神秘之间的一个“界线”.哲学的功用,就
是要训练人“越过界线”,达到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而“成为完人”.这对界限的超越,当然须用

“静默”或负的方法来达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冯先生所说的这个超越界限的“静默”方式,
却并非“先说很多话”以后再“保持沉默”.我们来看冯先生的说法:“‘越过界限’的人,化入‘混沌之

地’.但这个化,必须经过理性而否定理性来实现.”而“理智否定的本身就是理智的活动”.这个“否
定理性以‘越过界线’的方法”,即存在于理性自身中.在这个意义上,正负方法便具有了一种相互包

涵的“同时性”的意义,而不再只是一种“先后”的关系.
在«三松堂自序»的第六章,冯先生也讲到超越界限的问题.冯先生说:“懂得了柏拉图以后

再加上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听到的一些新实在论的议论,在我的思想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就是«新理学»的基础.”又说:“既认识了这个分别,又要超过这个分别,上面所讲的黑格尔

所说的‘具体的共相’就是超过了这个分别.‘超过’也是一种飞跃.不过这个飞跃是困难的.«新理

学»就没有‘超过’,到«新原人»才‘超过了’,但我当时还没有自觉其‘超过’.”②又说:“«新原人»所讲

的‘大全’,不是‘有’而是‘群有’.«新理学»所讲的‘理’都是抽象的共相.«新原人»所讲的‘大全’是
具体的共相,和«新理学»所讲的‘理’是不同的.我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全’是个‘名’
是一个具体的共相.有了这个‘名’,人就可以在思维中把握整个的宇宙,由此对于人和宇宙(特别是

自然)的关系,有所了解,并对之持一种态度.这种理解和态度所构成的精神境界,就是«新原人»所
说的天地境界.”③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是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建立哲学系统的一对核心的范

畴.冯先生自述他对哲学的兴趣,由逻辑学开始,而懂得哲学,则是从了解“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开
始④.他通过柏拉图了解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由对柏拉图和新实在论的了解,建立了«新理学»的
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强调对哲学的真正了解,不仅要认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而且必

须超越这个“分别”.超越了这个分别,达到对共相与殊相统一的认识,使哲学的概念成为一种“具体

的共相”,它才能具有训练人、引导人越过界线,实现自同于大全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可见实现对共

相和殊相之“分别”的“超过”,乃是超越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界限的思想根据.
冯先生称他自己在«新原人»中所使用的概念已经“超过了”共相与殊相的“分别”,其所用概念,

已经是“具体的共相”.不过,冯先生“当时还没有自觉其‘超过’”,其在«新原人»中运用“具体的共

相”,还是不自觉的.
冯先生对具体共相的自觉运用,是受到了黑格尔“具体概念”这一观念的影响.不过,冯先生其

实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接受黑格尔这一观念的影响的.冯先生自述其讨论文化,第一阶段是把文化

差别理解为东、西方的差异,第二阶段是把文化差别理解为古代和近代的差别,第三阶段则把文化差

别理解为社会类型的差别.这个第三阶段的思想,即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影响的结果.冯先生

１９３０年代到欧洲休假⑤,“在这个时候,我也开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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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从纵的方面看历史,而从横的方面看历史从横的方面看历史,
是把社会分成许多类型,着重是看各种类型的内容和特点后来我又认识到,更广泛一点说,这个

问题就是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问题.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个国家和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

家和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而在另一个时期可以转化或发展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
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①冯先生写«新事论»,就用这一类型的观念来解说文化问题.这个“共相

寓于殊相之中”,也就是冯先生所说的“具体的共相”.

１９４９年以后,冯先生开始发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②.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前面,有一篇«全书绪论»(下文简称«绪论»).这个«绪论»可以与«总结»对照

来读.«绪论»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③,把哲学的内容看作是一种“精神现象学”④,把它的

方法理解为一种“理论思维”的方法⑤.«绪论»的第五节,专门来讨论这个“理论思维”方法.冯先生

强调,哲学的理论思维,其特征是一种运用“概念的逻辑思维”;而哲学概念的性质,是“具体的共相”,
而非“抽象的共相”.«绪论»整个第五节,都在集中讨论这个“具体的共相”.冯先生指出,哲学的理

论思维,既要认识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又要超过这个分别”.黑格尔的“‘具体的共相’,就超过了这

个分别”.“自身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共相’”.冯先生认为,
艺术作品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真正的艺术作品,亦具有“具体的共相”之“超过”共殊之分别的作用.
他引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来说明这一点:“他要带着整个的世界进入

一只小船之中.这可能吗? 这是可能的.他说的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整个的精神境界,其中包括了他

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了解和体会.这种了解和体会,就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李商隐用形象思维把这

个意思表达出来.”⑥这样一种包含特殊于自身的“具体的共相”,“超过了”共殊之分别,因而才能使人

超越“界线”,达到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见,«绪论»与«总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绪论»所集

中表述的“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作为一种贯穿«新编»的理论思维的方法,正是«总结»中表述的“理智

与直觉的结合”或统一思想的理论前提.冯先生自述他自己在«新原人»中所使用的概念就是“具体

的共相”,但那还只是一种不自觉的使用,在«新编»中,其对“具体的共相”观念的运用,已完全表现为

一种作为“理论思维”方法的方法论自觉.
值得指出的是,«绪论»对“具体的共相”的论述,基本上是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来引述黑格尔.

由此可以看到,冯先生解放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的思考,亦不无积极的意义.有人认为,冯
先生后期主要是在做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比前期退步了.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冯
先生后期并未停止其哲学的思考和哲学理论的探索.他的哲学思考,正运行在他对哲学史的研究和

表述中.

三

冯先生后期思想中对“具体的共相”的自觉运用,表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由早期对别共殊

的强调,到对共殊分别的超越;由对内在关系观念的拒斥,到对它的认同.
冯先生后期论“具体的共相”,特别凸显了黑格尔“中介”思想的意义.
«三松堂自序»说:“正的方法是一种‘媒介’,有了这种‘媒介’,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也就

更加显著了.”又引禅宗的一则故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宗的语录记载一个故事.有一位禅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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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他什么是‘心’,什么是‘道’.他不回答,只竖起一个大拇指.有一个小和尚学他这个办法,有人

问话,也竖起一个大拇指.这位禅师看见,把那个小和尚的大拇指砍了.小和尚负痛就跑.这位禅

师在后面叫了他一声.小和尚回头一看,那位禅师又竖起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和尚就恍然醒悟了.
这说明,同是一种事,经过‘媒介’与不经过‘媒介’,其意义会大不相同.黑格尔说,一个年轻人

可以说与老年人相同的话,但老年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他一生的经验在里面.”①

这里的“媒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中介”.黑格尔«小逻辑»说:“绝对理念是普遍,但普遍并

不是与特殊内容相对立的抽象形式,而是绝对的形式,一切的规定和它所设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

要回复到这个绝对形式中.在这方面,绝对理念可以比做老人,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

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小孩也懂宗教的内容,
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生活和整个世界同样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我们

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decursusvitae).那最后达到的见解就是: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
是整个展开的过程.”②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中介”表现为哲学概念不断通过自身的否定以特殊

化、具体化自身的创造性作用.对人的存在而言,“所谓中介性,是指发展、教育、和教养的过程而

言”③.老人所说出的格言,已为他的全部生活经历所“中介”,因而具体化并包含有丰富的内容.这

就是黑格“具体概念”的意义.«三松堂自序»所举禅宗的故事,是冯先生特别喜欢并多次引用的一则

故事,其所要说明的道理也在于此.“心”、“道”作为哲学概念的引领作用,在小和尚被砍去手指的切

身经历中被中介化为一“具体的共相”,因而能够为其所亲切体证和直觉领悟;在这一“中介”化的过

程中,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界线”因而亦被“越过”并达到二者的内在结合

和统一.这种“中介”的概念,成为«新编»分析哲学思想的一种基本的方法.
黑格尔的具体概念思想,表现了一种整体论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其所说的概念的具体性,并

非感性和表象内容的具体性.哲学的概念并非可以用来填充感性内容的某种空洞的形式或容器,它
具有自身的“特殊内容”.这个特殊内容,表征着一种思想创造的活动及其方式.概念范畴及其逻辑

理念,其本身即表现为一个自身中介着和展开着的思想运动.在这个展开活动中,概念的每一环节

既包涵着概念的整体,同时又形成为一个逻辑的整体.这个理念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又可以

把握为一个“直观”的整体性④.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理性的真理均可以同时成为神秘的”⑤.这个

理性与神秘内在统一性的观念,就表现了一种整体论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冯先生早年由柏拉图和新实在论而认识共殊之“分别”,但还没有能够“超过”这个“分别”,因而

特别注重共相的形式与直觉内容之分别,拒斥内在关系论的观念.冯先生特别强调哲学概念不关涉

实际的“空灵”和形式的特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内在关系论观念亦提出质疑.宋儒讲人人有一太

极,物物有一太极,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个体存在,皆内在地保有太极之全体,因而天与人本为一体,有
一种内部的关联.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亦认为事物间本

有内在关联性.冯先生批评这种内在关系论的观念,认为这使其所谓的“太极”、“一”、“天”等概念,
对实际的内容有所肯定⑥.而新理学所谓“一”,只是一切之总名,所谓天或大全,只是一形式的概念,
对实际无所肯定.这样的概念,才是真正的形上学的概念.冯先生晚年通过马克思主义接受黑格尔

的思想,能够“超过”共殊之“分别”,达到对哲学概念之“具体的共相”的理解,因而亦修正了其前期外

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

９８冯友兰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从«‹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讲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２７６ ２７７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４２２ ４２３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１６１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４２７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１８４页.
参见冯友兰:«新知言»第六章,«贞元六书»(下),第９２５ ９２６页.



“共相”的存在方式问题,一直是冯先生早期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早年冯先生处理“真际”与
“实际”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共相”存在的方式)问题,一方面用新实在论的说法,讲共相的存在是“潜
存”;另一方面,又认可金岳霖先生共相是“不存在而有”的说法.冯先生后期觉得自己这个说法存在

矛盾,他用“具体的共相”这个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冯先生认为,把共相从实存的事物中抽离出来,这是认识的结果,人们却往往把它理解为存在本

身的问题;自己早年讲“理在事上”或“理在事先”,就是把存在与认识的问题弄混淆了.所以,后期他

处理“共相”或“理”的存在方式问题,乃分别从“存在”和“认识”两面来作分析和考量.一方面,就存

在来说,“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正确的回答是‘理在事中’,这就是说,共相寓于殊相之中”①.二者

本无先后、上下的分别.另一方面,从人的认识一面来说,“‘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

方法分析出来的,是有‘天地境界’的人的精神境界的一部分”②.哲学的概念,标志着一个人对他自

身的存在及其周围世界的“觉解”,由此把握到宇宙人生的意义.依照冯先生后期的理解,这个哲学

的概念,是被人生的历程“中介”了的“具体的共相”,因而才具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在«新
编»第五十二章,冯先生举上蔡见伊川的一段轶事来说明这种“中介”性的意义.谢良佐说:“二十年

前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

早在’.”对伊川这段评论上蔡的话,冯先生的解释是:“意思是说,必须经过‘殊途’而达到‘同归’,经
过‘百虑’而达到‘一致’.那样的‘同归’和‘一致’才有内容,有意义.如果没有经过‘殊途’和‘百
虑’,而只谈‘同归’和‘一致’,那样的‘同归’和‘一致’就没有内容和意义了.前者是认识的进步,有
助于精神境界的提高,后者是两句空谈,既不是认识的提高,也无助于精神境界的提高.”③冯先生这

里强调的是,“同归”和“一致”,必须经过“殊途”和“百虑”的“中介”作用,才能具有自身的内容,标识

出人生的意义,从而“有助于精神境界的提高”.
可见,冯先生对“具体的共相”的思考,与他对共相“存在方式”的解决有关.这包括统一的两个

方面.就存在一面而言,冯先生由早年主张“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转而肯定“理在事中”.«三松

堂自序»说:“«新理学»虽不是临摹柏拉图和朱熹,却也犯了他们的错误:那就是‘理在事先’,‘理在事

上’.现在我开始认识到,‘理在事中’是正确的,我学哲学的历程,大概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

具体.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超过’.”④这里,冯先生自述其思想转变历程,讲得很清楚.冯先生早年主

张“理在事先”、“理在事上”,是“从具体到抽象”;其所相应的是经过柏拉图和新实在论而“分别”共殊

的阶段;在哲学观念上,则表现了一种对“内在关系论”观念的拒斥.“理在事中”的观点,是“从抽象

到具体”;其所相应的,则是经由马克思主义到黑格尔而“超过”共殊的阶段;而肯定“理在事中”,则表

现了一种内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就认识的一面而言,冯先生由早年对形上学概念之不包含内容的

形式性理解,转而将形上学的概念理解为一种意义揭示而不仅是分析的活动,进而由“中介性”的观

念肯定了理性概念与神秘内容的内在关联性.这同样表现了一种内在关系论的哲学观念.
当然,冯先生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所包含的神秘内容,是黑格尔所说的“人工的创造”而非“自

然的礼物”,是“后得的”而非“原来的”⑤.不经过理性的“觉解”,人只能停留在自然的境界,无法达到

道德境界乃至天人境界.不过,从冯先生后期所持“中介”之否定性创造作用的观念可见,天人境界

中大全概念与直觉的统一,应具有对“原来的”、“自然的礼物”之升华和否定性的包含.这也表现了

前述“存在”与“认识”两个方面的统一而不可分的关系.
总之,冯先生为«新编»所作的«总结»,表现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据,乃是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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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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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２８０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第１３６页.



观念上的变化,冯先生从早年对“形式性”观念的凸显,到后期对“内在关系论”哲学观念的肯定,其内

在的机理,是由“分别”共殊到“超过”共殊,而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影响来看,冯
先生晚年思想之转变,是经由黑格尔而超越柏拉图、新实在论为思想契机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

接受,亦有助缘的作用.

四

最后,笔者拟就前述的讨论,简要谈一谈冯先生前后期思想的关系问题.
蒙培元先生认为,«总结»可以看作冯先生的“晚年定论”.“晚年定论”的说法,让人联想到阳明

对朱子的评价,未免会使人产生一种“今是而昨非”之感.从笔者研读冯书的印象来看,冯先生前后

期思想的变化,应可理解为一种思想之固有、潜在的意义的逐渐凸显和自觉,其间实有着内在的一

贯性.
冯先生后期建立“具体的共相”的思想,乃常引«新原人»来作说明,指出«新原人»所讲的概念本

就是“具体的共相”.冯先生虽讲«新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共相”,但其后期仍然肯定早年的“新统”
说,并强调«新理学»与«新原人»以及«贞元六书»在体系上的内在统一性.«新理学»把哲学理解为一

种“以心观真际”的活动:“以心观真际,可使我们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底、同情底了解.对于真际底

理智底了解,可以作为讲‘人道’之根据;对于真际之同情底了解,可以作为入‘圣域’之门路.”又说:
“哲学底活动,是对于事物之心观哲学家将心观之所得,以言语说出,以文字写出,使别人亦可知

之,其所说所写即是哲学.”“王阳明在龙场居夷处困,一夕忽悟‘致良知’之旨,于是豁然贯通.此夕

之悟,即是有见于一种本然哲学系统.此夕之悟,即是创作.至其前乎及后乎此在学问方面所用之

工夫,则皆是一种预备及修补或证明工夫.”①此所谓对“心观”所得之整体了悟,实即«总结»所说的在

“直觉的感受”上见证“道体”.这里所说的“哲学家将心观之所得,以言语说出,以文字写出,使别人

亦可知之,其所说所写即是哲学”,亦即冯先生在«新编»第七册评价自己哲学体系时所说的“直觉所

得,必须用概念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即此心观之整

体了悟.这正是其后期“具体的共相”思想所表现的精神,亦正是传统儒家所固有的精神.当然,冯
先生当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如冯先生在写«新原人»时没有自觉到其所用概念就是“具体的共

相”一样.
海外一些学者据冯先生早年受新实在论影响,把“道体”、“大全”等“讲成形式的观念”,而否定冯

先生的“新儒家”身份②.明乎前述冯先生前后期思想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此种论调,亦可以休矣.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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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贞元六书»(上),第１５、１６８、２０２页.
刘述先:«平心论冯友兰»,«当代»１９８９年第３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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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

陈 支 平

摘　要:近几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倡导推动下,“海丝”研究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门

话题,各种与“海丝”相关的学术活动及文化节等迅速兴起.然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次兴起的带有

某种群众运动式的“海丝”研究热潮,文化起哄的意味大大超过深入细致而又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级

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

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新瓶装旧酒”,必须努力开拓新

的研究领域,必须具有国际性的视野,从而推出具有学术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才能避免“海丝”学术研究流

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海丝”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真相;文化宣扬;历史与文化歧义;学术立场

近几年来,“海丝”研究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所谓“海丝”,即为“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不知在近年的何时何地,被高明人士简化为“海丝”,并且迅速流布于全国各地,成
为时髦的流行语.“海丝”研究的兴起并且迅速成为热门,显然与近年来的政治导向与社会经济需求

大有关系.大家开口“海丝”,闭口“海丝”,尤其是在面朝大海的福建区域,在福建省委领导的倡导

下,研究“海丝”的“专家学者”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之多,使得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深受

鼓舞.然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番兴起的“海丝”研究,文化起哄的意味大大超过深入细致而又

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地纷纷热衷于“海丝”标志性建筑物的建造、大型“海丝”文化论坛、文化艺

术节的举办,有关“海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海丝”究竟是怎样的

文化定义,包含哪些内涵,如何开展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就比较少人关心了.而这种群众运动式的

文化起哄活动,虽然也搜集了不少所谓的“学术论文”,但是大家应景者多,老生常谈,抄来抄去,生产

出不少学术垃圾.因此,以笔者个人的认知,对于近年来迅速掀起的“海丝文化”热潮,并不感到十分

乐观.下面,笔者拟对目前“海丝”研究中的四个突出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海丝”的名称问题

首先是关于“海丝”的名称问题.虽然说“海丝”一词在社会上几乎成了一种“口头禅”,大部分人

对于“海丝”一词因何而来并不关心,然而在传统学界之内(所谓传统学界,指的是原先就是从事学术

研究的这一班人,以区别于突然冒出来的“新新人类”式的为数甚众的“学者”),有一部分学者对于

“海丝”这一名称颇有异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贸易,较少有丝

绸输出的份额,更多的是诸如瓷器、茶叶之类的货物,不像陆路通西域的交通贸易,汉唐时期以丝绸

贸易为大宗.因此,冠以“海上丝绸之路”,名不副实,有悖历史真相.二是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以及近

现代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中,从未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据说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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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的非专业人士提出来的,本就不足为训.而如今成为我们冠冕堂皇的政治、文化与学术的专

用名词,于情于理于史实,均不合适.三是从中国汉字的表述习惯上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

词应该是“海上之路”,故应简化为“海路”,而不应简化为“海丝”.简化为“海丝”,还原过来,变成“海
上丝绸”,既不达原意,也无历史依据,莫名其妙.

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人士的质疑不无道理.但是笔者在近几年被卷入所谓的“历
史文化”研究的漩涡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历史真相与文化宣扬是无法等同起来的,历史与文化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性①.当历史学者遇到此类横跨历史与文化界限的大题目时,似乎也不宜坚守追究历

史真相的原则,否则就无法参与到“海丝”的大讨论中去.这就像多年来纠缠不清的“封建社会”一词

一样,它的最先出现是历史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社会”一词逐渐超越历史学而成为社会

文化名称的时候,再从历史学的立场去探讨它的科学性,就不免进退两难、左右不讨好了.从“历史

与文化歧义”的立场出发,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问题,只能采取约定俗成的办

法.既然社会各界约定俗成使用了“海丝”一词,我们也就不妨喜闻乐见,一道使用“海丝”这一称呼,
免得别开生面产生出“海瓷之路”、“海茶之路”之类的称呼,弄得大家更加糊涂,更加争论不休.

二、关于“海丝”研究的内容问题

“海丝”研究究竟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这无疑是能否推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

关键所在.从目前的情景看,“海丝”研究只不过是用一个新名词替换以往的旧名词而已,在研究内

容上跟以往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从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开展中外关系史研究以来,大家比

较惯用的名词,主要有“中外交通史”、“中外交流史”、“海外交通史”等等.因此之故,到了改革开放

之后,国家允准成立某些群众学术团体组织,于是便有了“中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外文化交流史研

究会”一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到了２０世纪末,国家重视海洋权益,于是,诸如“海洋历史文化”、“中
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等等的名词出现了.但是不论是早期的“中外交通史”,还是２０、２１世纪之交的

“海洋文化”,大家的学术研究意趣,基本上集中在汉唐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外社会经济史即海

外贸易及移民这两大领域.近年来,由于国家及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倡导,“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头很

快就盖过了以往的种种称呼,成为最崇贵、最新颖的学术与文化名词.
名称虽然崇贵、新颖,但是在研究内容上看,却丝毫没有超越以往学界所从事的“中外交通史”、

“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范围,用通俗的谚语,就是“新瓶装旧酒”.笔者认为这是目前炒作“海丝”
文化的最大缺陷之一.用一种新的名词替代旧有的名词,而在内容上没有更多的拓展与充实,这在

学术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意义不大.
我们既然要用新的“海丝”名称替代旧有的“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等名称,从学

术创新的角度来思考,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充实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术的进步是必然的趋势,学术

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必然的趋势.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进步,人们对于学术研究的视

野也应当更加广阔.我们应当在以往从事“中外交通史”、“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寻找更多的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而只有在以往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导以及替代旧有的学术名词,才是有意义的.

也许人们会说,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的研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成果丰硕,
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大.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学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如果借

助于传统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之外的学科知识,或许就会有新的研究空间的发现与开拓.这里,
我试举上古南中国及台湾的民族变迁与海洋活动的历程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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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还是“海丝”的角度,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对于中外交通史的

研究上限,基本上是关注于汉唐之后.对于汉唐之前的中外交通历史,大多轻轻带过、语焉不详.但

是如果我们借助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学科的学术视野,就将把中外交通的历史,大大提前

到公元之前的久远时代.从目前可知的民族学、考古发掘资料看,台湾史前文化最早阶段出现于更

新世晚期,距今约３万 ５万年前,与整个东亚、东南亚比较,可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亦有

学者称为先陶文化阶段.台湾史前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出现两个文化相貌稍有不同的文化

类型:一个是分布在东部及恒春半岛海岸的长滨文化,另一个是在西海岸中北部丘陵地带地区的网

形文化,此外还有发现于台湾南部地区的化石人左镇人和出土于台湾海沟内的更新世晚期古生物化

石.长滨文化出现的年代至少在３万年前,且可能早到距今５万年前左右,结束的年代在距今５５００
年前左右;网形文化年代测出结果最早在距今５万年左右,结束的年代在８０００年左右,从文化遗物

相貌而言,与广西新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相似①.从遗物的型态而言,网形伯公垄遗址出

土的尖器、刮器、砍砸器等和广西新州地区的石器群相似,几乎是同类型的石器;而长滨文化是以石

片器为主的砾石工业传统,无疑也和广西百色、上宋遗址及贵州南部兴义县的猫猫洞文化有密切的

关系.说明了这些文化可能来源的方向是中国南部地区.近年来福建的考古发现,可以作为台湾

同一时期的比对与发展,福建的文化类型反映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与发

展.根据最近福建省博物馆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史前文化证据,其遗址从旧、新石器过渡期一直延

续到新石器早期,地层堆积连续、清楚,三期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较完整的文化序列.其中旧、新
石器过渡期的石器打制技术与台湾长滨文化十分相似,说明二地之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可能

关系②.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台湾的史前文化以“大坌坑文化”类型为主.台湾的许多考古学者认

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与中国福建、广东二省沿海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连,
尤其是发现在闽南沿海以金门复国墩、平潭南厝场和闽侯溪头下层为代表的复国墩文化,以及粤东

沿海以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为代表的西沙坑文化,与大坌坑文化相当近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的

不同类型或是有密切关连相互影响的二种文化.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

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年代的遗存先后有过接触,显示当时的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从福建沿海一带经

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的这一接触路线.也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非孤立于台湾地区,
而可能透过物质交换体系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互动往来③.从早期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资料,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由于商贾在中国南方区域的海洋活动,使得中国大陆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影

响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从种族的迁移,还是生产、生活等文明形态的传播,都是任何其他一种文明

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早期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南部区域文明的派生亚种,海
峡两岸的文明关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也从一个全新的资料角度,证实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命题.
中国早期的海洋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东南沿海地带,而是扇形式地向南亚各地扩展.民族学

的研究表明,上古时期从中国大陆南部逐渐南移的南岛语族,与稍后生存在中国南方沿海各地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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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越族人一样,有着善于渡海迁徙的习性.在地理环境变迁等因素的诱动下,这种习性,促使他们继

续向海上迁移,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在距今４２００－３７００年前,台湾的人群带着台湾特有的台湾玉

所作的器具,顺着海岸向南走,以巴士海峡的巴丹岛和巴布烟岛为跳板,进入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

宾.同一时期或稍晚,台湾和福建、广东也有密切的往来.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台北芝山岩遗址的文

化形态,确定是闽江口一带黄瓜山文化的后裔.西南平原上的大坌坑文化晚期跟广东的珠江三角

洲,也有密切的关系.台东的卑南文化晚期到三和文化的文化形态,与上述的文化形态来源有所不

同,被确定为跟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有密切的关系①.我们梳理了一下早期台湾历史文化发展进程

中的考古发现及民族学资料就不难发现,近五千年来,台湾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在中国海洋文

明发展史中,扮演着有别于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和海商贸易的、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海洋文明的角色.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家体制的朝贡贸易和中国

本土海商的两大问题之上.但是我们应当深切地意识到,海洋史即“海丝”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仅关

注到与中国大一统体制相关联的海洋活动之上.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世界史更为广阔的时空概

念来思考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发展,其结果就可能大有不同.这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中国及世

界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就必需从南岛语族的形成、迁徙与发展的历程来探索

其海洋活动的起源,中国南方区域与台湾岛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连接点、中转站之一.这个

连接点和中转站,促进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密切联系.其次,从台湾发现的距今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年间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

重大影响力,以及南亚、西亚文化等外来文化的痕迹.我们今天开展“海丝”的研究,切不可遗忘了早

期中国人类与民族的变迁历程以及南中国及台湾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果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早期的海洋

文明发展史,就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问题,从而大大丰富“海丝”的研究内涵.事实上,“海
丝”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应该还有不少.再如我们现在最为热衷谈论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问题,就
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人们较多关注的是那些上层文化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如儒、释、道等

文化的中外交流与传播,而民间基层文化的对外传播,则较少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从中国文化对

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１７、１８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西方社会树

立了根深蒂固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敬畏之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就以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的方式继续向外扩张,以
民间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对外传播,成了１７、１８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

体②.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不应被长期漠视,而深入拓展民间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同样可以成为今

后“海丝”研究所可拓展的一片广阔的学术领域.

三、“海丝”研究的全局性问题

在当今各地开展“海丝”研究的热潮当中,出现了一个极为令人担忧的不良倾向,这就是“海丝”
的学术研究未见成效,但是各地争夺“海丝”发源地、中心地、名胜古迹地、名人效应地、鬼神诞生显灵

地等等的纠纷论战,则是时有发生.“海丝”的学术研究,很快就在某些地方被引入到这些年来所盛

行的诸如争夺西门庆出生地、孙悟空出生地的庸俗文化漩涡之中,难于自拔.
近年来“海丝文化”研究在各地的普遍兴起,得益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级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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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往往把这种“海丝文化”研究与弘扬当作一种政治文化行为来执行.“海丝文化”研究一旦成为

各地政府的执政内容,必然就与政府任内的政绩互为挂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本行自然而然

地又在“海丝文化”研究中大显身手.而对当地的文化学者而言,“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 本土文化

的塑造与拔高必然成为本地文化学者思考问题的题中之义,义不容辞.这样一来,“海丝文化”研究

的地域分裂、零碎化以及超越史实的无端拔高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这种现象是以往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中所不曾出现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的倒退现象,对于“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无疑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我国的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数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已经

有了比较扎实而厚重的学术积累,“海丝文化”研究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

它不应该是倒退的,而是应该有着更为鲜明时代特征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必须有着更

为广阔而宏伟的全局观念,才能从中国数千年的“海丝文化”历程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时代的文化

精神,让我们的后代们来传承和弘扬.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开展“海丝文化”研究的真谛

所在.
比如,笔者的家乡泉州市,在中国的“海丝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年来,不知是什

么机构或衙门,授予泉州市为“东亚文化之都”的光荣称号.虽然在笔者看来,这种轻率授牌的行为

有些荒唐(如今中国各个城市被授予的美誉之牌多不胜数、人皆有份),作为家乡的一份子,笔者还是

感到与有荣焉! 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种与“海丝文化”息息相关的所谓“东亚文化之都”,在历

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家乡虽然有“东亚文化之都”的美誉,但也不能不看到泉州市

在中国“海丝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分为“区域史”和“世界史”的前后

两个阶段.从传统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从严格意义上

讲,这样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超越“区域史”研究的范畴.这种“区域史”的史观思考模式,在中国古

代社会,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其实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以至区域与区

域之间的联系水平来审视世界,不可能凭空想象出超越区域或地域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史观.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世界史”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是由各个

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世界史”的形成,无疑是以欧洲中世纪晚期的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标志的.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欧洲国家,逐渐地把

经济、文化、政治的触角延伸到世界东方及美洲的许多地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随之沟通强化,
地处东方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势在必行.中国传统的“区域史”界限也

将随之开始突破,从而与“世界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往往又把这一时期即１６、１７世纪称

之为“大航海时期”.
经历了“大航海时期”之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关联的欧洲之外的

广袤地域,逐渐被纳入到新的“世界史”中的“殖民地范畴”之中.于是,人们对于“世界史”的认识,又
往往偏向与另外一个强势的极端,即局限于“欧洲中心论”的格局之中.随着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多

元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明发展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

重要贡献.有一部分学者进而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概念.这些研究和思考,对于继承和弘扬中

华文化,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当我们简要地回顾了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区域史”和“世界史”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事实之后,

不禁恍然大悟,在中国明代中期之前即１６世纪以前,中国丝绸之路的活动地域以及对于世界文明发

展史的贡献,基本上是属于世界“区域史”范畴的.而从明代后期即１６、１７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殖民

者的东扩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商民的积极应对,中国固有的丝绸之路,也随着“世界史”的形成,走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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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整体格局之中①.虽然说这一走向并不是平坦和一帆风顺的,但是其历史的走向,
却是不可逆转的.

就福建的情形而言,在这一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最关键时期,厦门港起到了中国其他对外港口所

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宋元明时期,泉州是举世瞩目的东方贸易大港,但是从明代后期起,起而代之

的是厦门港.虽然在明代后期的短暂的时期里,政府出于对“海盗”的担忧和围堵,商人们和政府都

选择了比较偏僻的漳州月港.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月港只能是昙花一现.在整个清代以至于民国

时期,厦门港始终是福建乃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替代的首要对外港口.１６、１７世纪以来中国

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从厦门开始发端的.正因为如

此,我们今天讨论厦门的“海丝”地位,如果依然局限在传统的丝绸之路的论述中,依然沾沾自喜认为

自己的家乡到了明清时期还是“东亚文化之都”,这显然是不够的,也是十分短视的.我们必须从世

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转折时期的整体格局中,来把握和重新审视泉州港、厦门港、广州港、宁波港等

各个重要“海丝”港口的国际性地位,才能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讨这些港口及其区域在海上丝绸

之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不应该进行人为的自我割裂、自我陶醉,从而损害了“海丝文化”研究的

全局性与宏伟的世界性格局.

四、“海丝”研究中的中外比较

由于各级政府提倡弘扬“海丝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海丝”一词成了优秀文化或正面文化的代

名词.人们在近年来的“海丝文化”研究中,基本上是用一种欣赏、赞扬甚至崇拜的心态和思维来从

事这项学术工作的.
这样的“海丝文化”研究心态和思维,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剃头担子一头热.“海丝文化”既然牵

涉到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那么这种文化学术思考应该是双向的,是可以相互参照的.但是现在

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从２０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外交通史至下半叶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以至近年来的“海丝文

化”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缺陷,这就是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大多是以中国本土的文献资料为主,
对于国外的文献资料,征用较少.这种文献资料采集上的缺陷,难免使得中国的“海丝文化”研究,出
现一厢情愿的充满着友好气氛的历史叙述.中国的“海丝文化”发展史,从整体趋势来说,由于中华

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四夷来朝”文化心态的驱使,当然是以友好往来的历史为主线.但是在漫长的历

史演变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交往目的,都使得这种交往,既有友好往来的一面,
也有相互碰撞甚至对抗的一面.我们不能一提到“海丝文化”,就只记取友好往来的一面,大吹大擂,
而忘却了相互碰撞甚至对抗的一面.无论是友好往来,还是相互碰撞甚至对抗,都是中国“海丝文

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要厘清中国“海丝文化”的整体概貌,就必须在发掘中国固有文献资料

的同时,发掘海外的文献资料,相互对照,比较研究.
譬如,明清时期,中国典籍中对于周边朝贡国安南、朝鲜的记述,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如

果我们去阅读朝鲜贡使以及安南贡使的一些记载,情况就复杂得多.这些贡使所记述的关于明朝、
清朝与他们国家的关系,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是贡使本身,也并非全部是以促进双方的

友好关系为使命,往往是怀有众多心机,见机行事,上朝摆一套,私下另一套.
再如明清鼎革之际,东南沿海的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

有着密切的交往,清初政府为了镇压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的势力,也曾经与荷兰殖民者们有过政治、
军事与经济上的交往.我们从中国文献资料中,更多的是看到郑成功集团驱逐西方殖民者、收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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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记载.但是如果我们同时参阅西方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郑氏集

团、清朝政府、西方殖民者之间,既有相互利用,又有相互抵制争夺,同时又三方结盟不一、争斗无常,
时在变化之中.也许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多方关系,才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外关系的真实情景.

清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贩运鸦片进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林则徐奉命到广州虎门销烟.
从清朝的档案资料以及其他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林则徐的坚定立场与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但是由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当时最初与英国等西方商人的交涉中,往往经过广东十三行等买

办商人的居间转述.这些买办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时会故意曲解两广总督府的原意,私下

加入调和性的言语甚至条款.这样就致使我们今天在阅读英国等有关鸦片战争时期的档案文件时,
往往会发现一些与清朝两广总督府立场不相吻合的记载.而这二者的参照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加认

清到当时鸦片战争演变过程的较为真实的历程.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注重搜集阅读海外有关中国“海丝”的文献资料,不仅可以从更广

阔的视野、更多元的立场,以及更为客观地来体现中国“海丝文化”发展史的宏伟面貌,同时也可以大

大拓展“海丝文化”的研究领域,充实“海丝文化”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现在这种老调重弹、“新瓶装

旧酒”的研究方式.

五、结　语

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

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对于深入开展“海丝文

化”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提倡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

繁荣进步,但是也容易使“海丝文化”学术研究走向功利化和庸俗化.如何坚持“海丝文化”学术研究

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避免“海丝文化”学术研究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不能不是我们学界所应警觉思

考的一个迫切问题.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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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
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

彭 　 勇

摘　要:行都指挥使司在明代虽然只有五个,却管辖有辽阔的疆土,设置在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区内的

四川行都司就是其中之一.限于史料和研究的方法,相关研究成果极其有限.从明代卫所制度设置的基

本属性和理念出发,重点利用选簿、实录、碑刻、家谱和文集等史料,并附以田野调查等手段,可以看出四川

行都司内官员群体的构成特点是:世袭武官被临时抽调、来源地域相对集中,文官以贬谪者居多.行都司

内的各民族划区域生活,各安生理,卫所汉族官员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以镇戍和稳定当地秩序为务;土司

奉中央之命管理属民.土司内部的权力争夺和各阶层势力的消长,是引发当地动荡的主要原因,而卫所的

设置并不是扰动边疆社会秩序的诱因.受卫所制度长期运行的影响,来自全国各地、扎根于边疆的世袭武

官和被贬谪文官的社会生活(婚姻、家族、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透过冷冰冰的制度

下一个个鲜活的家庭,可以看出六百年以来边疆社会组织的因循与演变.

关键词:卫所制度;四川行都司;边疆社会;民族关系

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是明代的五个行都司之一,地接明代四川、云南、贵州和朵甘思宣慰司等地,
位置在今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一带.四川行都司与四川都指挥使司、四川承宣

布政使司同是四川“自然境”之内三个省级“地理单位”,以“行”称之,主要原因是它建立的时间在后,
且“行”有“行省”、“行署”、“行在”中的“行”字之义,因此被视为派出的省级管理机构.四川行都司管

辖的地区不大,职责与四川都司相似但更加具体;所辖的卫所绝大部分是军民卫指挥使司、军户千户

所和长官司,负责管理建昌地区这一典型的边疆民族聚居区① .
建昌地区纳入明廷版图的时间很早,一般认为明王朝统治建昌(西昌)地区的时间是从洪武十五

年(１３８２)元朝罗罗斯宣慰司平章月鲁帖木儿向明王朝输诚开始,“故元平章月鲁帖木儿等自云南建

昌来朝贡马”② .但发现于今西昌泸山光福寺大雄殿东寺上的«泸山寺院创建碑»的落款时间却是“大
明洪武甲寅年”,即洪武七年(１３７４),显然此时已奉明朝为正朔③ .其实,早在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就有

　

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１４YJA７７００１０)的阶段性

成果.

①　明代的山西、陕西、湖广、福建和四川等五个行都司,设置时间均晚于本自然境内都司设置的时间.谢忠志认为行都司因特

殊的军务关系,乃为都司所分设,有一定的道理,但他认为其设置与内地都司不同,除具有军事性质外,亦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

赋税等相关事宜,以加强对边区的统御能力,则不甚准确.福建行都司也属于内地都司,主要是防御山区变乱,而且,所有的都司和

行都司都具备兼理民政、屯田并有一定范围内征收赋役的权力.参见谢忠志:«明代的五行都司»,«明史研究专刊»第１６期,台湾明

史研究小组印行,２００８年,第７９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洪武十五年十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５３页.

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 ３５页.



“罗罗斯宣慰安定来朝,赐绮六疋,纱衣、葛衣各一袭,通事衣有差”①的记载,笔者的理解是当时建昌

地区前元各地方政治力量的政治倾向不尽一致.四川行都司设置的时间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九
月,“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于建昌府,以建昌军民指挥使司及建昌前卫、宁番、越巂、会川、盐井六卫隶

之”②.
四川行都司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虽然这里的卫所是以军民卫为主,但卫所内主要职官却

是汉族,世袭武官形成了特殊的汉族聚居的上层社会.第二,它是明朝设置在典型的民族聚居区之

内的都司卫所,当地民族成分和民族矛盾复杂.第三,这里地理位置偏远,但官员却来自全国各地,
世袭武官成为本地实力派,被贬谪的文官因品阶低,大多郁闷不得志,形成了与明中央统治核心区所

不同的社会现象.
对四川行都司进行过较为系统研究的有两篇论著,一是郭红探讨了四川行都司卫所的建置过程

及其沿革③,二是谢忠志«明代的五行都司»对明代五个行都司建置、功能、布防、运作分别一一进行了

简述.此外还有数篇单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四川行都司的卫所建置、土司制度,以及移民、民族关

系等两大方面④.比较而言,关于凉山土司的研究成果则颇为丰富,像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和姜先杰的«凉山土司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３年)都对凉

山土司的历史及发展进行了专门的介绍;而对凉山地区四川行都司这批汉族武官和文官的研究却极

其有限,比如这批官员群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他们在边疆地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并不为前

人所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此前的学术研究积累成果不多,加之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工作没有全面

展开,对行都司的研究还缺乏细致深入.本文除利用传统的«明实录»、«明史»等史料外,综合利用已

整理出版的明代档案、碑刻以及奏议、文集和田野资料,对四川行都司内官员群体、汉族与边地民族

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推进对明代行都司的研究,进而揭示卫所制度

影响之下的明代边疆社会实态.

一、官员群体的构成

四川行都司所辖的六卫此前均已建立,它们起初由四川都司来管辖,再改由行都司管辖.据«明
史地理志»,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领卫六⑤,其全称分别是: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越巂卫军民指挥使

司、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会川军民千户所)、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谭其骧称

“卫或兼辖军卫,称卫军民指挥使司,图中简作卫.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皆简作所.军民宣慰司简作

宣慰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御夷长官司皆简作司”⑥,这一简称在明代史料中也是如此.永乐初

年,行都司之下还陆续添设有五个长官司,分隶于建昌卫和越巂卫,因为当地的卫所情况确实相对复

杂.在四川行都司属下,只有当时刚刚成立的建昌前卫不是军民指挥使司性质,它到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时还被裁革.行都司设置后,明初于此设置的府州县便同时被撤销.这种改制情况在明代较

为普遍,对此,谭其骧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一文中曾说:“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兵

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
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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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洪武五年三月壬申”,第１３３９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丁未”,第３４２１页.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３９ ４４９页.
宗放:«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杜玉亭:«明四川行都司土司制

度未因元制说»,«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６期;徐铭:«明代凉山地区的民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三«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５０ １０５３页.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７册“明时期图组编例十”,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０页.



由于卫所武官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汉人,他们以屯田耕作为主要经济形式,卫所主要分布

在最适应发展农业的宁远河(今安宁河)地区.这种通过设置卫所控制河谷等交通线和适宜发展农

业经济地区的做法,在边疆地区较为普遍,如贵州都司卫所的设置便是如此.所以,由迁徙而来的汉

人构成的卫所军户社会也呈现聚居的特征.

１．世袭的武官群体.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一书幸存有四川行都司下宁番卫、越巂卫等两个卫的武官世袭选簿,为我

们分析该卫和行都司武官群体的构成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本部分主要依据这批选簿来分析四

川行都司世袭武官群体的构成特点.
(１)专门从全国抽调一批武官.
在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成立四川行都司之前的两年,当地已经撤销了洪武前期因过渡而设的行

政性府州县.这些府州县的运转情况和实际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从设置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的
越巂卫(今治越西县)选簿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明中央在全国各

地集中抽调了一批武官,在当地建立新的卫所防御和管理机构的意图.究其背景,主要是因为原建

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便把前来镇压的官军就地安置,又专门抽调了一批到这里来,“于是置

建昌、苏州二军民指使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①.
在越巂卫的职选簿中②,定远人、都指挥使刘岵在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时已调任建昌卫中所副千

所(第５７页),定远人、都指挥陶圭的先祖陶信在洪武二十七年二月时任越巂卫指挥佥事(第５９页),
芜湖人王兴在洪武二十五年袭父王保副千户后调任到越巂卫中所(第６３页),扬州人朱谅在洪武二

十五年袭替父亲在松州卫的流官百户之官后,即于洪武二十七年升为越巂卫左所世袭副千户(第６７
页),固始人陶贵在洪武二十七年二月时调任越巂卫左所副千户(第７１页),盱眙人陈应龙在洪武二

十二年时任越巂卫卫中所百户(第７２页),婺源人汪公道二十五年时由府军左卫试百户调到越巂卫

左所(第７２页),淄川人杜巴山洪武元年归附,洪武四年选充小旗,洪武二十五年调到越巂卫,后在征

交趾时阵亡(第７５页),武进人耿锐由原来府军右卫总旗,洪武二十五年时调征建昌后留居于此(第

７８页),钧州人曹富曾为襄阳卫百户,洪武二十五年“钦依复职”调任越巂卫副千户(第８２页),诸暨人

邵兴于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任越巂卫右所世袭百户(第８４页),无为人黄成于洪武二十六年以总旗

钦升越巂卫右所世袭百户(第８５页),吴江人沈荣洪武二十五年由虎贲卫右所世袭百户调越巂卫右

所守御(第８６页),天长县人葛保子以虎贲左卫右所小旗于二十五年设越巂卫右所,以年深小旗并枪

后升总旗(第８７页),滁州人丁得于洪武二十五年升越巂卫前所副千户(第９４页),濮州人王成于洪

武二十五年“钦依复职”调越巂卫前所世袭副千户(第９５页),确山人高贵先为龙江卫中所世袭副千

户,洪武二十五年被任命为越巂卫世袭副千户(第９７页),河内人冯旺原为总旗,洪武二十五年升授

为越巂卫前所百户(第９８页),高邮人严贵原为试百户,洪武二十五年调任越巂卫前所为世袭百户

(第９９页),安仁县人段原善原为小旗,洪武二十五年拨越巂卫并于永乐三年升总旗(第１０２页),合
肥人吴诚曾任海门卫副千户,洪武二十二年时犯事充军,洪武二十五年时“复除”越巂卫后所副千户

(第１０３页),越巂卫后所世袭副千户侍信来任时间为二十七年二月(第１０４页),怀远人王宣(伴奇)
以纪录收拨军于洪武十六年并充小旗,洪武二十二年并充总旗,当年六月钦除越巂卫百户(第１０５
页),江都人蔡旺于洪武二十五年设越巂卫后所(第１０８页),江都人魏镛的父亲魏辰原任沔阳卫右所

试百户,洪武二十六年世袭时改调越巂卫镇西驿试百户,洪武三十年又改越巂卫(第１１１页).
越巂卫选簿记录的世袭官旗人员,包括年远事故或资料不全者共计只有９０人,其中超过２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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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调拨而来.从这２５位世袭武官的选簿看,明中央为了组建越巂卫,除平调了

一批官员外,还通过提升原来品级升授于此、借出幼袭替之机改调到此等手段调入武官,甚至还起复

了一批“问题武官”.中央在四川行都司重建防御体制的意图非常明显,力度也非常大,由此就在这

里形成了新的边疆军卫社会群体.
(２)官员总体规模略小于内地卫所.
“宁番卫”选簿收录有该卫下指挥使１员、指挥同知３员(另年远事故３员)、指挥佥事３员(另年

远事故３员)、卫镇抚年远事故５员,以及所辖左、右、中、前、后、中左所、中右所、中中所、中前所中时

在任和年远事故者共计１００员和苏州驿实授百户１员、递运所试百所的年远事故２员.以上官员合

计１２１员,其中,年远事故的官员高达８３员,也就是说在截至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全国大造选簿、编写宁

番宁武职选簿时①,他们已经因事、因故离开了宁番卫,原因不详.即便是选簿上出现的官员,像指挥

同知赵昺,其一辈祖赵亮系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时任宁番卫中后所副千户,其二辈祖赵禄因宣德和成

化年间的两次军次历升至正千户、指挥同知,赵昺系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六月因其父赵辅年老,作为嫡

长男袭职于宁番卫.但选簿的记录到此为止,正德之后赵氏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第８ ９页).卫

所武官的流动性很大,与其他内地卫所的年远事故人数相比,要高出很多②.
“越巂卫”选簿中,卫官指挥使３员、指挥同知２员(另年远事故２员)、指挥佥事３员、卫镇抚２员

(另年远事故１员),卫辖千户所有左、右、中、前、镇西守御后所、镇西驿递站以及冠带把事(本司普雄

乡民籍)共计９０人,其中年远事故１９人,远远低于宁番卫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宁番卫在越巂

卫之西,在行都司的最西边,但二卫相接,距离似乎不是影响官员流失的最重要原因.
(３)武官来自全国,又相对集中于南直隶等地.
世袭武官主要来自朱元璋最早起兵、发展的地区.宁番卫选簿中的１２１名官员中,有７６人标明

有原籍贯地③.限于篇幅,本文仅将统计结果公诸于此.
宁番卫的武官来自１３个以上的省级单位.其中,来自今江苏(南直隶,南京)地区的武官最多,

共计１８人,其中扬州府江都县有７人,宁番卫的最高武官指挥使李遵就是该地人,他的一世祖李通

“丁酉年随义祖父于扬州归附,庚子年采石被陷.洪武三年钦除济南卫百户,十一年除龙骧卫后所推

千户”,后世承袭时,于洪武三十四年调建昌前卫,到四川行都司任职(第６页).这里说明李遵祖上

是最早一批归附于朱元璋起兵的开国功臣.实际上作为朱元璋早年起兵、发展和建国最重要的地

区,也是明代世袭武官的主要核心群体,南直隶和南京地区另外１１人分别有沛县２人、高邮２人、泰
州２人以及睢宁、六合、会稽、丹徒和江宁各１人.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在四川行都司任职者也多达１９
人,是总人数中最多的,包括定远县６人、临淮３人、凤阳３人、合肥３人以及全椒、寿州、望江、砀山

各１人.河南和湖北也是朱元璋较早平定的地区,河南有祥符、考城、固始、尉氏、阳武、通许和南阳

共计７人;今湖北则有京山、沔阳、靳水、大冶、樊城等县武官５人,其他各省市分别是山东３人、湖南

３人、山西３人、陕西县山阳县２人、今浙江２人、今河北２人、北京和四川各１人;另有来自山后的武

官４人,山后在明代主要指来自元统治时北方民族,极可能是蒙古人或回回人,他们也是较早归附明

朝的故元官军.
越巂卫的９０名武官中,记载有原籍贯地者７９人,同样来自于江苏、安徽和河南者居多,来自四

川本地者却相当少.在典型的内地都司,卫所的武官来源分布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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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编造与续写的基本情况,参见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７０ 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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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８册“宁番卫选簿”,第１ ５２页.



此前学界多有研究①.本文意在结合四川行都司武官群体的地域来源特点,说明当地的武官群体的

构成也完全具备有明一代都司卫所的一般属性,并不因为它设置在边疆民族地区,并不因为它是行

都司就有特殊之处.四川行都司武官群体同样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群体构建的军卫社

会,只不过他们生活在边疆地区,给这里的社会带去了“异域风情”.

２．被贬谪的文官群体.
都司卫所管理体系本是并行于行政管理系统的相对独立的军政管理体系②,由于都司卫所世袭

武官的文化素养普遍不高,以及边地卫所的军、政事务也无法完全分开运行,明中央也向都司卫所内

派出少量的文职流官,以协助或参与都司卫所的事务管理.
除明初的短暂过度,四川行都司地区没有设置府州县,是«明史地理志»中所讲的“实土卫所”,

当地一切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俱由行都司办理,而有些事务是世袭武官和当地土官人等不方便

或无法完成的.而且,四川行都司是省级管理机构的一部分,也需要同时分担国家在地方的职能运

转.所以,中央根据当地的需要或者依据地方官的奏请,会往都司卫所里委派一些文职官员.
(１)经历司官员.
都司卫所中普遍配备的文职官员是经历司经历、经历司知事.据«明会典»:“各卫经历司,经历

一员(后添设),知事一员(后止设八十三员.万历八年以后裁四十员).各守御千户所,吏目一员.”③

其职掌除负责卫所内的文书工作外,对卫所内的日常管理职务也多有参与,如参与管理钱粮、军饷、
屯田、司法、诉讼等,协助掌印官做好日常的政务管理④.

然而,四川行都司卫所内担任经历司知事的官员与在中央、内地各机构的有很大的不同,原因是

该地处于边远之地,许多文官来此任职实则属于贬谪性质.
如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时任湖广沔阳州知州的董杰(字万英,宁国府泾县人,成化丁未科进士),被

降职改任四川行都司经历司都事,原因是“与御史汤鼐、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等私议朝政也”⑤.
这里的“私议朝政”详细情况是“弘治初,孝庙数御讲筵,近暑犹不辍.吏部尚书王恕言不宜过劳,请
罢讲,且曰:臣官以保名,此亦保其身体之意也.杰疏恕所言非是,忤旨,谪四川行都司知事”.董杰

在四川期间“尝摄卭州事,兴水利有功,州民德之.尝摄松茂州事,督粮运有法,夷人畏之”,以“考最”
结束任期⑥.尔后,他改任到河南钧州(今禹州市),后“入为刑部员外郎署郎中事,迁保定府知府,历
山东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董杰既有政治才能,
又很有气节,“时多盗警,颇有安辑功.未几,卒讣闻.赐祭葬如制.杰有豪气,每以才略自负,居官

可纪”,时人称颂⑦.
又,正德初年曾任湖广按察司副使的刘逊也曾被“降四川行都司都事”,原因是劾奏权贵、得罪岷

王府,据«明实录»的记载:

　　勒旧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刘逊致仕.初,逊为御史,劾奏权贵,降澧州判官,既又沮抑岷府,降

四川行都司都事,数为抚按官论荐,迁至按察副使,后裁革.至是,吏部请以补广东整饬琼州兵

备,乃命究逊得罪之由.罢其官.⑧

查:孙逊,安福县人,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进士,他曾建言诏狱、复议裁岷王府禄米,又得罪了宦官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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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故连续被贬、夺职,终被强令致仕,贬谪于四川行都司且只是其经历之一而已①.孙逊毕竟是才能

卓异之士,四川在任官员对他也非常器重,并没有视他为一低级的经历官,许多事情因为他的到来也

得到顺利解决,“人无称冤,代去,百姓感泣不舍”②.
被贬降调于此充任都司的事例还有不少,既是官场贬谪之官,不论其原来品级的高低,皆有可能

任职于此.成化年间,巡关监察御史蒋昺因上疏陈言边关事务,被认为言论不当,又得罪其他大臣,
“坐奏事不实,当赎徒还职.有旨:昺难居风宪,免赎罪,送吏部降二级,调边任.遂调为四川建昌卫

知事”,作为正史的«明实录»甚至也毫不掩饰地猜测蒋昺贬谪实则是“官场斗争”的产物:“或昺素为

学士刘珝所厚,而王越恶之,故及于祸时,珝与越已反目矣.”③

(２)其他文官.
学校诸官也要由有文化的专门人才充任,而非武官可以担当.如洪武二十八年,明中央决定在

四川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内设置儒、医、阴阳学官,“时本卫新置,以儒、医、阴阳学并仓库驿传未设

官,为请吏部议仓库官以镇抚兼之,驿官以百户领谪卒当传者兼之.儒学等官,宜许其请.从之”④.
在明代的一些特殊的都司卫所里,因为职责的复杂,除经历司官员外,还有别的文官临时被派来

处理相关事务.如景泰初年,给事中李实奏请在四川行都司添设“镇守大臣”,于是时任大理寺右少

卿的新喻人(今江西新余)张固被派往建昌,“有政绩,三年还理寺事”.张因是典型的铨选文官,他是

宣德八年(１４４３)进士,正统初任刑科给事中,后改任吏科⑤.镇守大臣是由中央直接派出、参与和领

导地方政务的“钦差”官.虽不常设,但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代表中央.
据万历«明会典»“商税”条规定:“凡一应收税衙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

税,有本色,有折钞.其起解收贮,有入内府,有留各处,亦有添设除免.其差官,有巡视,监收.例各

不一.”四川行都司下辖的建昌卫和盐井卫均设有税课局,但在嘉靖四年均已革除⑥.四川行都司是

重要的产盐区,一度也在明朝中央的关注之内,但地处边远,收入与支出的管理俱不方便,革除也在

情理之中.早在正统九年,就有当地官员请求精简机构,朝廷遂“裁省四川行都司盐井卫军民指挥使

司黑盐井副使一员.以本卫税课局大使牛原等奏事简故也”⑦.此外,四川行都司还设有河泊所以征

收鱼税,直到万历二年裁革⑧.驿站、巡检司和仓库等自然也少不了.以上诸机构,是卫所军政机构

的国家职能的体现,在当地能用武官者用武官,不能用武官者,则奏请中央添设文官来充任.
按察使整饬兵备是建昌地区临时设置的最高级文官,在成化年间就已经出现,隆庆三年(１５６９),

应四川抚按官严清等人的奏请,兵备道改为“兵粮道”⑨,其直接参与管理四川行都司内军事和钱粮的

职责更加突出.该职官属四川提刑按察司派出的监察类文官,目的之一是为了协调处理四川行都司

内的军政、行政和司法监察等事务,建昌兵备道驻扎在建昌城,即四川行都司治内.所任官员,则是

从全国各同等的文官系统中选充,如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诸允修为四川按察使

建昌兵备道”.
像董杰和孙逊这样优秀的文官到四川行都司,大都能尽力在职任内做有益的事.再如景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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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十八«孙逊»,明天启刻本.是书载孙逊为四川行都司断事,而非“经历”.
刘大谟、杨慎等纂修:(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五«郡县志四川行都司»,第２５页.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九“成化十七年九月丁亥”,第３７９１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丁酉”,第３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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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实录»卷三十九“隆庆三年十一月乙酉”,第９７６页.
«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己丑”,第４６４页.



间,江西人罗容任四川行都司经历时都事时,“兴利除害,土民怀之”①.但从仕途发展看,贬谪而来的

官员不同于正常铨选而来的经历司知事(知事只有从八品,一般属举人或监生充任)流放到此,这些

曾经的高级文官也自知到此任职是惩罚性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回任内地或中央.

二、土官、汉官与各民族间的关系

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各民族杂处,当地最分散的土著人,由土司直接管辖,但
土司又直接听命于汉人控制的都司卫所或中央,于是就形成了土著———土司———卫所汉官———行都

司汉官———中央这样的管理层次,这也使得当地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变得比较复杂.

１．土官及其职责.
四川行都司下有“土官”,分别设有:昌州长官司、威龙长官司和普济长官司(俱属建昌卫)、马喇

长官司(属盐井卫)、邛部长官司(属越嶲卫)②.内部的事务由他们自行处理,对国家承担的事务一是

由所属卫所代为监督和管理,二是也直接对中央负责.如建昌府的土官安思正妻师兄等,直接到南

京贡马,时间在洪武二十一年③,在«明实录»中建昌土司在明前期保持着经常性地到京师进献马匹等

方物,与中央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材料甚多,兹不例举.
四川行都司卫所制下的军民府,皆有世袭的土官担任土司,管辖各自辖区内的百姓.建昌卫指

挥使司指挥使可考世袭安氏彝族土司,其世代传袭,从安配到六世孙安忠,还有安忠的妻子、族人等,
俱有可考.而建昌府土知府也是安氏彝族.至于诸长官司,则全部由本地土著来管理④.土官同样

设有知事,亦设有把事.每一个族群各安生理,且与汉族官军接触不多.据«明史四川土司传一»:

　　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
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作佫鹿、保罗、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
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

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
就明朝中央而言,设立四川行都司、卫所以及长官司等,因地而宜,土流结合,显然是为了更好地

控制与管理这一地区,期盼稳定地区局势.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由中央颁敕任命的土司来进行

管理,凡土司内部的事务均由他们自行处理,只要不出现对外抗拒中央、对内出现仇杀骚乱,中央便

听任其各安生理.在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后,朱元璋对蓝玉说:“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
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剌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⑤“不可不密为

防”和“更须留意”的思路大体从明初确定,一直到明末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如永乐元年,四川行都司

官员奏报称“越嶲卫之地番贼不时出没”,请求发兵予以剿捕,但明成祖对兵部尚书刘俊说:“鼠窃狗

偷,蛮夷常性.若能严加备御,彼亦何施? 今不务此,而辄欲兴兵,殊不思官军一动,善恶均受其害.
况所费亦重,但令严兵守备而遣人抚谕之.”⑥对于偶尔出现的边民劫掠现象,也只是严加防守,并无

兴兵讨伐之意,如“四川行都司奏,建昌卫有漫水湾,地逼生番,山势险峻,岁冬河涸,番人时出标掠.
请置城堡,量摘军民兼守.从之”⑦.

除明初外,明廷对建昌诸部直接用兵有限,实际上,四川行都司及其所属土司经常性参与明朝的

征调、参与平定其他地方的民族叛乱却是频现于史籍,土司官也大都能依照规定按时朝贡,他们受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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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记载在«明实录»中甚多.宣德初年,宣宗调天下都司卫所之兵近十万人,由黔国公沐晟、安远侯

柳升等人统领,“往征交阯”,四川行都司也有数千人参加①.景泰二年,四川行都司的盐井卫中千户

所土官副千户剌苴白等１６人,因“杀番贼功”,受赏“钞、绢布有差”②.以上两例都是土官率土著远征

安南或其他少数民族的.

２．土司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实际上,明军屯驻在建昌几次大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内部的冲突.各部族、大小土司之

间以及土司内部经常会发生叛乱,给当地造成的破坏和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旦影响到土司官员

的正常袭替,四川行都司就可能会奏请中央出兵加以干涉.在四川行都司管辖内,明廷大规模地对

当地少数民族用兵,许多时候是因为当地民族内部的矛盾,因事态发展严重,明廷才出兵干涉.比

如,嘉靖四十四年到隆庆二年间,云南的土官凤继祖与寻甸土舍郑竑争袭职,参政卢岐岳遣使调解.
凤继祖不听,反而杀死调解的使臣.«明实录»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作了交待:

　　云南叛酋凤继祖伏诛.先是,继祖与寻甸土舍郑竤争袭,参政卢岐嶷使使谕解,不听,反执

杀竤,而兵围武定府城,不克,还袭通判胡文显、周良卿等兵于鸡街子、陆块山,佥事张泽死之.
知府周赞等率兵迎击于法江渡,亦败.澜沧兵备副使杨守鲁等乃大集土汉兵,与贼遇于会江里

州堡,连战破之.贼溃,走至青鸡罗山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官军追及之因止壁淄筒河,纵反

间入贼中购以重赏,于是贼党者色.遂斩继祖首诣军门降.事闻.③

由于凤继祖引发的变乱,涉及到四川行都司的会川卫及其以南的云南武定府、寻甸府等地区,当
时巡抚云南兵部尚书吕光洵、巡抚四川都御史谭纶、总兵沭朝弼、右参政陆纶等负责组织征讨,而四

川行都司也参与其中,组织者是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他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也得到了明穆宗的

赏赐④.
这次战争之后,谭纶和叶应乾都及时反思了事情的缘由,并提出加强四川行都司等西南边地防

御和稳定局势的建议和意见:

　　为照会理七州,虽系四川行都司会川卫所辖地方,然皆是苗民,不奉法令,以其接连滇境,往

往交通为患.其会理又与东川府联界,东川亦系罗猓,在四川直有羁縻之名而已,先年凤继祖因

云南征讨逃匿七州,遂苟合阿茄联姻阿科,益其狡猾之计,以会理、东川为三窟久矣.后虽投降

云南,寻复猖狂弗靖,此在云南不得不征,在四川不得不备.⑤

谭纶对四川行都司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民族地区民族内部的矛盾,也有自己的分析和判

断,对嘉靖时建昌兵备道副使叶应乾的能力予以充分肯定,说明驻守建昌的卫所官员是有其价值和

必要的.他说:

　　照得四川行都司所辖建昌等六卫地方,西接土番,南连滇徼,距省会千五百,为巴蜀极边要

地,加以蛮众跳梁,土官桀骜纨绔,不知奉法,武备渐以废弛,纲纪陵夷,冠裳倒置,可谓大坏极

敝,非一朝夕之故矣.迩自整饬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莅任以来,锐意振作,百废具举.盖缘本官

有冰蘖之操,足折其骄慢之态;有奇杰之才克,胜其盘错之任;有忠义之气,可动其本心之良,故

未期月而法度修明,蛮夷率服,祸变消弭他弗论,论其著者,建昌卫土舍安信其人,乘土官指挥安

忠乏嗣,遂招纳叛亡,挟分土地,肆行劫掠,数百里内、十余年间,军民之众被其荼毒不可胜纪.
前此任兵备者,视其猖獗莫之谁何,而副使叶应乾于入境之初,目击其害,即赫然震怒,擒缚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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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党数十百人,尽剿灭之,如探囊取物,振落发,用是六卫安堵.①

谭纶也特别提到了建昌土司舍人安信,借土官指挥安忠乏嗣之际,起兵反叛,扰乱地方,为害军民的

事实.
明后期发生在建昌地区的动乱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原因仍然是土司上层之间的权力争夺:

　　建昌土官安世隆者,为其仆那固所弑,妻禄氏索那固杀之.乌蒙土官禄承爵垂涎其爵土,纵

兵要挟,必得禄氏继职,而阴图易嬴之计.于是京山、沈嵖等处夷猓掳掠村屯,宁番一带涂炭

为甚.②

通过以上云南和四川的例子,我们可知,在明中叶以后,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主
要是建昌地区各土司内部的少数民族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明前期

他们之间及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流动性变化,原来由中央任命的土司的控制力自身出现了问题,而内

部新势力的崛起开始动摇旧有的格局.
从唐宋以来,彝族部落的首领称为“鬼主”,即彝族称的“兹莫”,是最高的统治者.这些兹莫,实

际也就是明朝敕封的、大大小小的土司.在兹莫的统治下,凉山的全部土地都归兹莫所有,由属于兹

莫统治下的“臣民”领种.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的大小兹莫是各自辖区内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或唯

一所有者.明代中叶以前,既没有不受兹莫统治的彝区,也没有不受兹莫统治的彝族居民.但到明

代中叶以后,兹莫(原来的土司)势力日衰、诺合势力崛起后,使凉山彝族内部的整个等级、阶级和阶

层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多样性、多层次性、多变性的特点.这一时期凉山地区如建昌、邛
都、沙骂、阿都、海烈、阿卓、彭火等主要土司之间的势力都发生了变化,各个土司内部的变化则主要

表现在原来的土司(兹莫)控制力的下降,原来地位稍低下的统治阶层诺合的势力大增.到嘉靖、万
历时期,凉山各地诺合纷纷反抗明朝敕封的土司,带来内部的仇恨与动荡,于是支持土司的明朝便派

兵镇压,这一矛盾反而成当地最主要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③.

３．卫所官员引发的矛盾.
明朝初年,四川行都司建立伊始,民族冲突时有发生,但相对于其他民族地区,这里汉族与边地

民族的关系较为缓和.边民给明中央、四川行都司卫所的汉族驻军带来的影响很小,而汉族官军虽

然集中居住,但他们以管理者和镇戍者的姿势出现在这里,明代统治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反倒是定

居于此的汉族世袭武官队伍内部会出现许多问题,诸如权力腐败、社会问题和矛盾激化等.这些官

员势力坐大后,是这一地区的当权者、强势群体,既可能欺压卫所内的军人,也会侵扰周围的少数民

族,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地方一害.像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四川行都司建昌卫土官把事刘华、严奴奏,
署都指挥佥事施祥犯法扰民,“设立土豪通事,起灭词讼,剥害夷民,殴人致死”,英宗下令让巡按御史

会四川按察司和四川行都司堂上官调查实情奏上④.从此后发生的事情看,施祥不仅没有受到处罚,
还升职到了四川都司任职,且继续作恶多端,最终受到制裁.两年以后的正统十三年,“四川都指挥

同知施祥为下人发其夺水利、强取女子及杀害人诸罪.巡按监察御史执其妻,究之有验,命逮问

之”⑤.
这些武官,有贪污侵占公私财产的.如永乐十四年(１４１６),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使郭赟“隐匿罪人

家财、分受进贡马、及诸不法事”.他还与点军监察御史汪淋中串通一气,被一并治罪⑥.此后,各地

卫所仓库的贪污现象越来越普遍,天顺年间,英宗就下令户部主事李玙调查四川行都司所属卫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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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等处卫所的“仓粮出纳作弊多端”问题,由李玙会同进士徐源、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等人,亲自到当

地仓库,查验有无“亏折及侵欺等弊”①.
在地方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武官也有不少.如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宫恒

的事例就能典型.据载:

　　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宫恒,贪淫无厌,恣肆妄为,为巡按御史所劾.命巡视等官核实,且

得其状.下巡按御史会按察司官逮治之.恒再奏,申辩皆诬,竟坐强夺良家妻女罪绞.都察院

以具狱奏,诏恒免死,押发云南边卫充军.②

真是不查不知道,越查罪越多.这些地方官之所以感胡作非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天高皇帝远,
以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实际上,明中央对这里的监察、管理和控制,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力度.

也有武官贪恋军功、弄虚作假,竟然滥杀平民和俘虏,以冒领军功,严重违反军纪军规的.万历

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四川建昌守备署指挥佥事薛经就因此被处以极刑.据«明实录»:

　　建昌会、盐地方,与云南武定界比壤.三十五年,武定有阿克、郑举之乱,薛经驻扎姜州堡,
距金沙江三百里.是时克、举已遁矣,经贿结土夷戈备买首级十二颗、俘十三人,虚张捏报,以为

当阵擒获阿克党贼.两省抚按觉察,往覆勘明,引擅杀平人及被虏人口冒作贼级报功例,并夺

袭,该道右布政蔡守愚罚治,通判殴阳炳降调.③

上述军官违法乱纪、为害地方的行为,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比较常见,只是这样的事件发生在边疆

民族地区,它的影响不仅仅会激化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引起更为激烈的民族矛盾,所以影响更加恶

劣.明廷对军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会区别对待,虽然会考虑他们在边疆地区的辛苦和特殊性,但对影

响极坏者也毫不姑息.

三、婚姻、家庭与生活

明代的武官世袭,是在军户家庭内部进行的,它以“嫡长子承袭”为原则,无嫡立庶,无长立幼,旁
及兄弟子侄,甚至族内男性(父亲、叔伯、女婿)等,均有可能承袭世职,以保证在卫军职的延续.关于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的情况,前人多有研究,兹不赘述④.笔者亦有专文探讨过河南籍都司卫所军户承

袭状况,从四川行都司现存的宁番卫和越巂卫的选簿看,官旗世袭的基本特征与河南亦无明显的区

别⑤.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族的男性在传延他们世代的职务或者说承担的差役.

１．军户内部的联姻.
在边地军卫社会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聚居住在自己的卫所辖境内,在职责上要面

对的是更大范围的、聚居的边民.虽然他们已扎根于边疆地区,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或者说联姻选择

的对象仍然是特定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家族圈层以外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出土于安宁河西岸高草乡的«武德将军盐井卫中左千户所正千户陶公墓志

铭»记载了明初这位来自凤阳寿州人早年的军功事迹及其家族的婚姻与生活.陶春,元至顺癸酉年

(１３３３)生人,死于明洪武戊寅年(１３９８)十二月二十五日,年６５岁.元至正壬辰年(１３５２)从军充先

锋,随朱元璋下金陵、战两淮、克江西,并一路北征.明洪武辛亥年(１３７１)驻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

县),收集军士百余人,授照信校尉,任泾州守御千户所管军百户,后又因年深、功升宣武卫左所副千

户、信阳卫左所正千户等,由其子陶安世袭其职.此后,甲戌年(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建昌月鲁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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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作乱,“既平,开设盐井卫,公以宿将老成防边,调任中左所左千户”,于是举家迁到四川行都司,从
此扎根于此.陶春到此,设屯垦种、安营扎寨、分兵设防,局势稳定了下来.陶春育有一子陶安,先他

而殁,这可能是他再次出任千户的原因.陶安生有三子,长子陶宏,以嫡长孙之名分承袭了陶春的武

德将军之位,娶了同所百户刘侯的长女妙喜;次子陶礼,娶了会川卫迷易千户百户高侯的长女妙 ;
三子陶敏,娶了建昌卫中前所百户高侯长女妙缘.陶安有孙男五人,尚幼未婚.孙女八人,其中陶

端,嫁予信阳卫指挥使男朱珍;陶因,嫁予四川行都司都指挥长男黄震;陶果已许配给同卫河口驿百

户男王杰,尚未过门;陶清,已与同卫中右所百户长男幸荣订了亲;陶圆,已与同卫前所千户长男杨清

订了亲;还有三个更年幼的孙女,是陶贞、陶洁、陶惠.陶春死后,直到永乐辛丑年(１４２１)八月十二

日,才安葬在安宁河旁①.
通过墓志的记载,不仅可知洪武年间筹建四川行都司时,明中央确实想尽办法抽设一批武官到

这里以安定边疆,它更是详细地提供了四川行都司卫所下移居的第二代、第三代世袭武官家庭的基

本婚配状况,他们的子女无一例外地与卫所内部武官子弟结成亲家,既没有与当地的土司(边民)结
亲,也没有与低一级军人成婚.

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收录的有限的墓志铭中,还有两通载有作为世袭武官的传主的婚姻

状况.一通是出土于冕宁县的«刘氏墓志»(第４１ ４２页),墓主刘氏字妙湛,她随在宁番卫任镇抚的

丈夫唐原一起来到四川,她的长子叫唐凯,承袭了唐原的卫镇抚一职,后来在征交趾时去世,唐凯的

长子唐胜又承袭了卫镇抚之职.刘氏于正统二年(１４３７)正月十二日戌时去世,享年８０岁.唐胜向

江陵人姜学为祖母求墓志铭,以感谢祖母的“教育以成人”的抚养之恩.墓志铭中提到,唐凯另育有

一女,“适舍人许子良”,舍人,是明代世袭武官的男性后代(非嫡长子)的称谓,说明她嫁的也是武官

家庭②.
另一通是出土于今西昌市北的«王裕墓志»(第４３ ４５页),墓主生于壬申年(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年),死于壬戌年(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已为第三代四川行都司人.他的父辈王举,洪武初年从征

有功,历升宣平右卫百户,其父辈王宝袭职于普安卫千户,洪武二十三年任四川行都司下建昌卫正千

户.墓主已是出生在四川,他娶的是四川宁州卫邓指挥之女,他有三个儿子年幼尚未娶亲,但他的女

儿已经许配给本卫中中所的正千户刘贞.可见,他们的第三、四代军户子孙仍然是在武官内部通

婚的.
在经过明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征战之后,明中央对全国都司卫所的调整与布局进入相对稳定的状

态,所以,卫所官军就地扎地落户的政策也陆续推行.一方面,这一时期实行严格的承袭替役之制,
族内男性要确保有人承袭世职差役,另一方面,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在与驻扎地百姓尚没有更多交

流的情况下,自觉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之间通婚联姻.
生育男子,婚配女儿,是他们家族的大事,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大事.笔者２０１３年夏到四川凉山

州和甘洛县海棠镇考察四川行都司历史遗存时,镇里罗氏村民提供了一份２０００年新续修的«罗氏宗

谱»,宗谱初修于明末,其始祖自罗隆泰,系浙江省金华府金华县海门桥豫宁乡罗家庄人,洪武二年

“授职都总指挥,领兵来川,亲率子征伐蜀南,长子罗巡任先锋,守镇西,次子罗雄任骠骑,防范相岭八

载,力剿夷服番,降立土司.年上保祖,设千户,岁纳草粮,边疆大靖.驻营越同越巂”.自罗隆泰之

后,罗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了.然而,罗巡乏嗣,罗雄年过半百未育.于是,罗雄“发心向善,修竖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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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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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凉山历史碑刻注评»,第３８ ４０页.
在宁番卫选簿中,有“年远事故卫镇抚壹员”,恰好记载的是唐氏家庭的世袭状况,记载的前三辈世袭与此碑刻资料完全一

致.据载,唐原祖籍高邮州,他死后由唐凯世袭的时间在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唐胜袭职时间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唐胜死后由他的亲

叔唐通在正统九年十一月世袭.唐家世袭的最后一次在成化二年九月,“唐昺,高邮州人,系宁番卫世袭卫镇抚唐通亲庶侄,有庶堂

弟唐胤患者风软兼矮小残疾不堪承袭(替),本人替职,待堂弟唐胤有男,还与职事”(第１３ １４页).后续不知所终,也许唐氏从此绝

嗣,也许已调出了宁番卫,后者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厂、镇西石硚一座,感应上苍,不数年而凤凰是占,麒麟忽降,生一子名命硚大.于此接修瑶厂、上下

街头石桥二座,又联生二子,名命为硚二、硚三.自此人同合族,后代相传”.随着家族日盛,后世逐

步移居,“子孙繁盛,各处移居,有迁越巂中所镇中坝者,有迁海棠、富林、白马堡者,有迁晒经关大树

堡者,虽年远代湮,而始祖来蜀宗谱,犹存于中所坝”.家谱历经清同治二年(１８６３)的战火而补修,又
经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再修,一直流传下来.罗氏后人迁居的地区,正是越巂卫、镇西所所辖的卫所军

户的聚居区,他们的周围不远,就是彝族聚居的土司管辖区,五六百年之后的今天,当地的民族分布

格局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２．武官的患病现象.
异乡的生活,是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无论是从生产、生活方式,还是他们的生理和身体.从武

官的来源看,也不乏被贬谪来到建昌这样的苦寒、边远之地.虽然他们的感受我们很难像了解文官

那样有足够的文献史料,但仍然可以从他们袭替的经历以及患病的情况略知其中一二.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由于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加之武官世袭记录长达二百余年,在选簿中出现

病患的记载既相当普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但笔者系统阅读明代武职选簿之后,明显

感受到四川行都司官员病患残疾影响到袭替、事故的例子更多,几乎每位世袭武官家族都有因疾病

被迫袭替的事例,有的家族比例极高.试举几例.金华人刘敏正统年间为越巂卫后所试百户,因患

风疾,天顺时由其嫡长男刘澄世袭,刘澄本人后来患寒湿疾,成化时由嫡长男刘荣世袭(第１１６页).
越巂卫吴贵老疾之后,其长子吴忠因病故无法替袭,由其弟吴宗道袭百户,吴宗道的嫡长男吴贵同样

因病故,在此前后,吴家六辈袭职,因病而故者就有五辈(第１０４页).越巂卫前所实授百户“严世勋

条”下从洪朝到崇祯朝共世袭九辈人,其中有共五辈(二辈严旺、三辈严武、五辈严威、七辈严世勋、八
辈严思忠)明确记载是病故、老疾、患疾等疾病原因导致袭替,其中特别提到严旺“正统十四年为畏守

边方事,在监病故”的细节(第９９ １００页).越巂卫后所副千户“吴嘉谟条”下,前六辈之中也有三辈

因为病故而袭替(第１０３ １０４页).
作为军事将领和士兵,战争是他们致残的主要因素.同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以黄淮、江淮流

域为主)的军事移民群体在异域他乡出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感染“瘴病”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①.
有关烟瘴的记载更是丰富②.当然,自唐宋以来文人笔下对“烟瘴之地”的描述,加剧了外来军事移民

的在精神层面的不适应③,这种不适应对于必须定居于此的世袭武官自然无法避免,对于铨选或贬谪

而来的文官来讲,西南边陲的烟瘴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心理和生理障碍.

３．家族的生息演变.
经过数代、上百年的发展,许多的武官家族已经演化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成为社会的上

层分子(也存在另外一些军户家庭绝户的情况).据撰写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的«宋兴一墓志»,宋兴

一的先祖来自昆山,明初以事谪戍建昌卫,任百户,举家迁居于建昌.此后,其家族生息繁衍,相继任

职在云南昆明县县丞、湖广蕲水、广西奉议州判官、田州府通判等,宋兴一死后,云南沾益州知州、乡
贡进士马昌人马中良给他撰写铭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儒学训导谌朝宣篆额,由在建昌卫儒学廪膳

生员的后辈为他立墓碑④.
四川行都司世袭武官的屯田住所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这里土地比较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也有利于广大来自传统农耕区的汉族官军及其后代从事农业生产,在异域他乡,同样得以生息繁衍.
如万历中期的钟辅夫妇,他们的墓志铭已经淡化了自身世袭武官的色彩.他们的先祖是从河南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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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来到建昌后所.此后,其子孙七代在三坡村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熟田、
耕种为生计,这大略是明后期广大汉族世袭武官的基本生活缩影①.

四、卫所官员的精神世界

虽然四川行都司的卫所建置与内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它的机构设置和职官构成有其

明显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内,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于内地绝大部分的

地方是恶劣的,虽然他们有自己小聚居的社会,但身处西南边疆,文武官员有不同的心境,长期驻扎

者与流动任职者,也有着不同的感受.

１．被赋予的期许.
首先,四川行都司地处偏远之地,在中央和普通官员的眼里,这是仍然是一片“化外”之地.对于

长期、世代扎根于建昌的军户而言,除了国家按制度、分等级给军旗舍余等各类人等配备的基本生活

物资之外,他们自己还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上要做好适应并完成本土化的过程.第一代、第二代移民,
必须生存下来.像建昌卫中左所正千户陶安,就带着自己的属众,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环境:
“于是余寇尚出没,况值饥馑,公于是严号令,谨烽堠,置保障,练士卒,乃缘崖布栅、虚阁构营,篾竹为

绳,编木为梁,以通桥道,延袤六十余丈,往来辎重牛马,若践坦途,岁则易之.复设屯,屯田火种,凿
渠灌溉,风计倍收,士蒙其利.不逾年,所治城堡鼎然一新,严无不备.”②

中央深知这里的条件特殊,在管理措施、考核与评价体系中,也都会予以特别的对待.比如,对
官军的考核就有极大的变通.成化三年规定:“各卫所总小旗、户丁并枪补役,会彼处镇守、抚、按,并
布、按二司官亲诣监并.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六卫相离四川路远,及无镇守等官,有总小旗、户丁曾经

保申兵部,准并枪者,就令本处首领官会官本都司掌印官监并回报.”③这种看视变通的办法,有可能

造成在没有了上级的监视和主管之后,一些官员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实际上,四川行都司的犯法

乱纪情况确实不少,一如前述.
然而,从制度的设计上,四川行都司的设置,就是为了定边安民,官员、士兵被赋予了这样的职

责,也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或者说,反映了制度设计层面对官员的要求和官员自我的崇高追求.对

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篇«送都阃萧君赴四川行都司序»略知四川行都司官员眼里的四川,以及

他们对四川官员的期许.

　　四川去京师万余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领六卫之师,以控扼诸番,尤西南重镇也.迩者兵部

以择帅,闻萧君大用受命以往.乡进士马君谦合诸姻友壮其行,乞赠言于予,予不及识萧君,然

窃闻之缙绅间而得其人矣.盖萧君承其先世之烈,数奉诏使虏庭从征伐,起忠义卫正千户,至佥

都指挥事,智名勇功,出列营诸校之右,故总戎者以将才荐于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岂非得人

也哉.
建昌,古越巂地,南接滇池,西杂吐蕃,诚蜀之要冲.然国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渐被者日广,

冶场盐井之利足以裕边,学校弦诵之风足以兴俗.近者诸番又鲜出没之患,则建昌之为乐土也

久矣.
萧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抚其人固绰乎有余地矣.或以为萧君夙将且有志于功名,疑建

昌一道不足以尽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试之者固将有以待之也,君岂可以

所辖为荒服、分阃为偏师而遽忽之也哉.视篆之后,简其士马,修厥戎器,广屯田,礼师儒,毋狃

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号令斩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诸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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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编著:«凉山历史碑刻注评»,第６６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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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之所谈笑而禽孟获者也.按行城垒,抚其楼橹之具曰:此李卫公之所经营而夺蛮险者也.忠

贤往矣,遗迹具存,慨然兴起于百世之上,而思见其人焉.则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

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镇元戎之选珥貂横玉之贵,皆上之人悬之以待诸将之有功者.
萧君勗哉!①

本文作者程敏政(１４４６ １４９９),徽州府人,成化年间科举一甲第二名,任翰林院学士,至礼部侍

郎赠尚书.文中的“萧君”姓名为萧通,到四川行都司任职时间应该是在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明宪

宗实录»有记“铨注忠义前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萧通于四川行都司管事”②.这篇看似官场客套文书的

背后,还是有值得关注的深意.萧通为世袭武官出身,原所在的忠义卫(其实是忠义前卫)属在京卫

所,在北边的战功又多,从正千户升至都指挥佥事,属中高级武官.他在京城的交友圈甚广,程敏政

亦称“缙绅间而得其人”.此次萧通被选派出京到四川行都司任职,是同乡、亲朋和好友共同出面邀

请当时的著名文人、高官程敏政来撰写“序文”一篇,也是明朝官场上的常见做法.在程氏眼里,建昌

之地经过明代百年的治理,承平日久,已是一片“乐土”,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地寄希望于这位“封疆大

员”能够勤于工作,不仅“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虞”,像诸葛亮等人一样,在边疆成就百

年不拔之功名.可以说,这篇赠序,大体可反映国家、官员与社会对四川行都司设置及其官员的期许

和良好的愿望.
萧通在任期间的政绩如何,暂未知晓.他在四川行都司任期大约是六年时间,弘治四年(１４９１)

他以都指挥佥事一职去世.死后,他的世职由侄子萧瓒来承袭,职任指挥佥事会川卫,“支俸差操”,
也就是领俸食禄,是一个既被降了级别又没有实际的职务③.看来,他的侄子一家也要继续生活在四

川行都司了.萧通、萧瓒叔侄在这里的生活与原来在北京城自然有极大的不同.

２．军民的宗教信仰.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今天的我们无法去窥探从繁华都市到西南边陲小城任职官员的内心感

受,尤其是武官,留下的文献更少.但或许可以从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宗教信仰略知一二层面.
武官的家庭和生活观念,也体现在军户家庭与当地民族存在着不同的风俗文化,比如注重对后

代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等.不少军户之家在武官故去之后,一定要求得一方墓志铭,甚至死后还要

有买地券.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中,收录有一份«李善买地券»(第４６ ４９页),记载了四川行

都司宁番卫指挥使李善于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７)死后埋入墓地的刻有买地券的碑刻,有正面、背后二面.
李善是宁番卫最高的世袭武官,原为扬州府江都人,其家族承袭从洪武初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番卫

选簿第６ ７页),其后世子孙一直到今后,仍然生活在今天的冕宁县城厢镇大垭口村④.在凉山州出

土的买地券除李善的以外,还有«张□买地券»,同样为天顺年间四川行都司世袭武官所使用,以及十

七年(１４８２)越巂卫镇西守御后千户所城内(今凉山州甘洛县海棠镇南)、河东屯人龙王氏的买地券;
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建昌卫木托村寿官赵璋的买地券⑤.据鲁西奇的统计,今见明代买地券近６０
种,其中可考者５４种,四川发现的６种买地券中有５种都与卫所有关,其中４种都出自四川行都司

管辖地区,实际的数量要多于他的统计⑥.笔者认为,买地券在四川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卫所军人的

精神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仪与风俗的重要载体,买地券盛于两汉,唐宋时在传统中国版

２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程敏政:«篁墩集»卷二十五,明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刻本.
«明宪宗实录»卷二六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辛未”,第４４８１页.
«明孝宗实录»卷五十五“弘治四年九月乙酉”,第１０７３页.
陈云庚:«冕宁惊现明代古墓:昭勇将军墓志填补历史空白»,«凉山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黄承宗:«凉山州出土的明代买地券»,«四川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８０ ６２３页.据«甘洛县志»的记载,“海棠明墓买地

券”肯定不止一份,除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的龙王氏之外,还有亡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亡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的王氏、蔡氏淑宁者,
二人疑为合葬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９１页).



图内使用很广泛,在明清时期趋于衰落的情况下,在边远的凉山地区再使用,反映了他们对于传统文

化的认知、留恋与继承.
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收录的有限明代碑刻中,在２６份碑刻资料中,与佛教寺院和道教道

观相关的碑刻有１３份之多,值得关注.从碑刻看,这一时期有著名的泸山寺(光福寺)、隐溪寺、发蒙

寺、白塔寺和玉皇阁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时期的四川行都司地区佛、道等宗教的盛行之下,卫
所军卫群体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另据嘉靖«四川总志»的记载,四川行都司“祠庙”共计有旗纛庙

(各卫俱有,为卫所军人祭军旗之所)、光禄寺(旧名泸山寺)、景净寺(俱治建昌西北)、圣寿寺(越巂治

南)、华严寺(盐井卫治内)、胜功寺(会川卫治内)、崇直观(宁番卫治内)、玄天观(宁番治东南)①.说

明在五个主要的卫所之治内,都有佛教或道教等宗教场所,以满足军家在精神层面的需要.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有«白塔寺残碑»一通,内容已不完整,从内容看,是万历中期建昌卫社会各界

人士募捐重修白塔寺的碑记.据称,白塔寺建于唐初六诏时期,因“年远寺隤,不胜芜秽.而况兵火

叠逢,莲花座”,于是有倡募捐修者,“明年工成”,新修成的寺院“田土皆清而归于寺中,以供本寺

僧人衣钵,接待十方衲子沙门”.碑的后部分,即参与捐修白塔寺的群体构成,很有价值,他们依次是

时任游击将军马应智、宋明德、关天爵,建昌卫掌印守备张成、傅玉春,前所官刘希贵,左所官单唐祚,
中所官方允昇,右所官汪自贤,礼州所冯国正,依次还有流寓信官、乡绅、经历司经历、儒学教授、土指

挥使安泰宁、寿官、信善、生员、信士,以及土匠、型匠、画士、铁匠等等.建昌卫社会各色人等,不分民

族、不分文武、不分等级,集众力完成了白塔寺的修建工作,他们是为了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②.
明代民间信仰佛、道合流的情况极其普遍,佛寺与道观并存或合祀一处的情况也是常见现象,像

建昌著名的道教建筑玉皇阁,同时也是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该处保留下来的石刻就很有说服力.
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三月二十日,“大明国四川行都司”辖内的建昌卫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居住的信

士段文学、偕缘信女刘氏等发心捐资命匠塑释伽佛一尊,安放于泸山玉皇阁后殿伺奉,“布种令生福

果,功修后世津梁,用助遐龄,增崇善果”.同时同村的信士徐大国、信女张氏命匠镌造金轮炽盛光王

佛一尊,奏于玉皇宝阁供养,“祈保夫妇作今生之福果,积来世之功勋,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与此

同时期的还有信女张氏善缘、夫信士徐大国命匠镌造觉华自在王佛一尊,奉迎于玉皇宝阁供养,“祈
保夫妇作儿存福,积来世功,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是年,题为建昌卫中左所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

居住的莫汝贵、缘人杨氏等人命臣于家镌造西方教主佛像一尊,迎送到玉皇宝阁侍奉,“作今生之福

果,积来世之功勋,专祈老年康泰,福寿绵延吉祥”.同时、同村人段文华也在玉皇阁镌造药师佛一

尊,迎奉于玉皇定阁侍奉,祈保夫妇寿命延长.像原存于泸山玉皇阁上的«郑荣华镌造佛像三官像题

记»碑等,它们都是在道教圣地镌造佛像的例证,时间也是在万历三十三年.这些信士、信女及其家

人,都是建昌卫中左所的同一个里(村)内的人,以分别捐献不同佛像的形式祈福,内容大体也是相同

的,即求长生、平安、健康和功勋等.类似的镌造还有建昌卫泸沽里南山下居住的杨桂裕,他捐资命

匠余加臣镌造了金相毗卢佛一尊,万岁牌一座,迎安隐溪寺侍奉,“祈见福寿”③,这些都反映了军卫之

家朴素而善良的愿望,这些愿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文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四川行都司的文、武官员群体构成的差异也带来他们生活质量的不同.比较而言,在这里任职

的文官因属于流官,自然不会在这里终老一生,尽管他们许多是贬谪、流放之人,但心境自然大不相

同.在内心失落之余,也有不少官员把内地先进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带到边疆,对边地社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这与世世代代扎根于此的世袭武官的心境是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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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五«郡县志四川行都司»,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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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我们征引的孙逊、董杰等人的事迹看,他们在努力践行中国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责

任与理念.当然,也有一点是共同的,边疆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是他们都必须迈出的一道坎.
南直隶淮安人蔡昴(１４８０ １５４０),在正德、嘉靖时曾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赠尚书,他有一首诗«送朱

伯仁任四川行都司断事①»传世,写道:

　　白帝秋风动,乌蛮夕照含.怜君游宦处,地势极西南.
殊俗聊相问,军谋亦共参.雄飞方自此,休说鬓 鬖.②

短短的４０个字,把四川行都司偏远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迥异的社会风俗环境的生活场景刻画出来,友
人之间生离死别与肃杀凄冷的情感也跃然纸上.

卫所经历司经历、都事或行都司的断事官,是常设文官,流动任职.因经历品级较低,收入菲薄,
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不会很高,由于明代官俸甚薄,许多低品级的官员赴任时是不敢带

家属的③.万历年间,在四川行都司职任经历的赖天祚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赖道寄,字惟中,闽之宁化人.幼有志节,岸然异凡儿.父天祚,初为沈阳卫中屯经历,再移

四川行都司宁番卫,卒于官.宁番去家万七千余里,值番夷叛,丧滞不还,逾年,讣始至.道寄一

恸几绝,已苏,谋迎丧.宗老哀道寄年少,又道阻夷乱,欲尼其行,道寄益恸绝.遂变产得百金,
留其半以赡二母,轻装重趼,披棘入宁番,而槖已罄矣.④

对赖天祚的履历,李世熊在«明四川行都司专省卫经历赖公墓表»中,借其子道寄之口,有更为详

细的交待:

　　父少习举子业,每试辄蹶,弃.为布政司吏,就铨部试,占第三人,会铨曹不戒,文牍尽泪,父

牍特岿然存.遂除直隶沈阳中屯经历,久之,瀛水死淤流败桑麦,比岁大饥,路殍相枕.⑤

赖天祚是福建宁化人,字任、又闻之.赖天祚早年读书学习,尝试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后被选充至沈阳中屯卫(治在北直隶的河间府)担任经历一职,共八年时间,此时已到万历后期⑥.其

间,当地出现重大灾荒,许多官员束手无策,只有他救灾有方,“莫不懂诵者当路.下其法,任丘诸县

活民以数万计”.后因继母去世,他丁忧回家,后又被补任到四川行都司的宁番卫.“盖在万里边夷

问矣,居二载,禁民诓借夷财,抚叛有成颓,大吏叙题未得请,遂病卒于官.悲夫!”
在赖天祚去世四十年后,作为同乡的知名文人、又是他儿子的好朋友李世熊(１６０２ １６８６)给他

写了墓表、传记等.对赖氏的道德、人品予以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他担任四川行都司经历予以评

说,感慨颇多:

　　葬校四十年,道寄之友李世熊始拜公墓而表之,以籍曰:落万人奚不润一身也,浚万顷奚不

偿五鼎也,利百年兵不各一钱也,祀万口奚为屈五平也,天收其声,而予表其茔巨冲生平,而使予

定其正倾乎?
细读赖天祚的生平履历,其中并没有提及天祚在宁番卫的家资、家室的情况,但可知他在宁番卫

时,儿子道寄并不在身边,而道寄的“二母”也不在他身边.也就是说,赖天祚极可能是独身一人在四

川任职.另一个细节,道寄从福建宁化到宁番奔丧,要花掉家资的一半、超过五十两的银子,可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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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断事,为断事司官,正六品,出现在洪武初年,负责五军都督府及内外都司卫所的讼诉事法,因建文时革五军断事官,各都司

的断事职掌也被弱化.参见李军:«明代断事司考述»,«故宫学刊»总第７辑(２０１１年).
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蔡昂一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李世熊:«寒支集»初集卷九«赖道寄传»,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李世熊:«寒支集»初集卷九.另见黄宗羲:«明文海»补遗,清涵芬楼钞本.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四赖道寄传»

个别字句表述略有不同.
«赖道寄传»提及“道寄于是谒布政使邓公思启、按察使蔡公守愚”,查«明神宗实录»卷五〇九“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壬寅”:“升

云南按察使邓思启为四川布政司右布政,备兵建昌.”(第９６４２页)而蔡守愚长期在四川任职,至迟万历四十年九月尚在任(见«明神

宗实录»卷四九九),故赖天祚故去时间当在此后.



途之遥远、费用之高昂.像赖天祚这样一个身处帝国最东南的福建人,先是被委派到遥远的华北,在
沈阳中屯卫任职,再被调任到大西南任职,尽管明代制度有规定,职官要地域回避,但这样只见制度

不见人性的规定,多少让人感觉制度的无情,而身处于这一制度中的人,注定要饱受物质和精神生活

的双重考验和折磨.

五、结　语

卫所制度虽然在元代已经出现,但在全国范围之内、以最大化、普遍运用于整个国家疆域层面的

管理,却是明朝的创制.以朱元璋的治国设想,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既可以安邦定国,又可以节省民

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是此意最简洁的表达.为了保证卫所

制度的顺利推行,明中央还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军户世袭制等作为配套,即卫所的军户(包括武官、军
人)世袭当差,每个军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他们世代生活在指定的卫所,卫所

里的军人则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为了保证每个家庭的物资供应,他们均分配有数量可观、可
以世袭的屯田.四川行都司内的军人,就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他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生活在这里,
转变为当地永久居民(个别会被抽调到别的地方).这样的卫所群体在整个明朝内地和边疆都普遍

存在,它们具有共同的属性和高度的相似.
明朝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卫所制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因为边地既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

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卫所行使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可以镇戍边疆和保卫地方,
就又不必复设行政文官(府州县),以简化地方行政职权、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由于边疆地区民族

关系复杂,明中央“因俗而治”,允许当地保持高度的民族自治,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在土司接受中央

封贡的前提下,允许统治权在其本族内部世袭(名义上仍须中央批准).这样,在四川行都司所辖的

凉山地区,汉人社会主导的卫所和彝族人聚居的土司,共同构成了边疆社会的两大管理体系.卫所

军人和高度自治的边民被划区而治(土司、羁縻卫所、地面、府州),他们各安生理,又相互影响,抑或

时有矛盾和冲突,这种并存共生的关系,在有明一代长期存在,并对此后数百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明中央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是对边疆社会秩序的扰动,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

安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四川行都司卫所大都设置在沿安宁河谷等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局

势的地区,占据的是有利的位置.而实际上,安宁河沿线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控制西南地区

的重要地带,在此设治所,既非明朝首创,也并没有对聚居区极强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产生重大的扰

动.这种情况,在贵州、云南、湖广以及西北等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仔细分析明朝近三百年民族地

区的变乱,主要是由于地方文官(行政官员)的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所致,从武职选簿所见犯法行为

看,武官的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表现得比文官更恶劣.至于卫所军出动对土司变乱的镇压,主要原

因一是由于当地土司内部势力消长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明中央统一组织的军事行

为,几乎不存在地方卫所擅自的、小规模行动.
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

移民于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

军人,都面临着职役袭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

边地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其次,在承平的日子,他们既会恪守祖居地的文化传统,又要适应和

学习居住地风俗习惯,还有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愿,都要直面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凡此种种,在明代

以降数百年的发展衍变中,在广大边疆地区,逐渐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边疆移民群体,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明代卫所制度在边疆社会的见证者.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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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何以存?
———清代«巴县档案»中的行帮公产纠纷

周　琳

摘　要: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中７０个行帮公产纠纷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重庆的行帮更倾向

于通过诉讼解决此类问题.在清末新政之前,行帮的确能够凭借与地方官府的互惠关系,比较有效地利用

法庭处理纠纷、保护公产.但是在新政实施之后,地方官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转而利用诉讼剥夺行

帮公产.基于此,可以运用“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这一框架来分析,即官府主导着市场的命运,但也

会在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给市场发展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然而在面对财政压力和形势突变的

时候,官府又会不遗余力地剥夺工商业者.这些既矛盾又共存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微妙、变通的制度安排,

清代中国许多地区或许都存在着“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的共生.

关键词:行帮;公产;«巴县档案»;重庆

时至今日,“产权”已成为分析经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重要范式①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

经济史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勾勒中国历史上产权制度的面貌,及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已有的结论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正如曾小萍(MadeleineZelin)所概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基
于法典、行政规则和官箴书的研究普遍认为,帝制晚期的中国法律并不关注产权问题,以致形成了

“断裂和易变的财产体系,很难建立起一个大规模商业经济的基础,更难以鼓励工业投资”② ;而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基层司法档案被用于历史研究,人们逐渐注意到,传统中国的产权体制其

实也蕴含着一整套复杂、有效的运作机制③ .可见,要准确地评估中国历史上的产权制度,还需对更

多课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探讨清代重庆行帮的公产纠纷,及在此过程中折射出的产权关系.促使笔者关注这一

课题的原因有两点:

　

作者简介:周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州县档案中的市场、商人与商业制度研究”(１４CZS０１９)、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商人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１４ZDB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对于产权理论的系统研究多见于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欧美学界探讨产权问题的重要文献,参见[美]埃瑞克G

菲吕博腾(EirikG．Furubotn)、S．配杰威齐(SvetozarPejovich):«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收入[美]R．科斯(RonＧ

aldH．Coase)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１

２４８页;LouisDeAlessi:«产权理论的发展»,收入[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Rudolf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

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３ ６６页.研究中国产权问题的重要文献参见[美]欧中坦(JonathanOkＧ

co):«消失的隐喻———对运用西方法学学术知识研究早期近代中国契约与产权的分析»,收入[美]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

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１ １７９页;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

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②　[美]曾小萍:«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论»,[美]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第１８页.

③　[美]曾小萍:«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论»,[美]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第１７ ３４页.



　　第一,希望深入探究清代工商业组织的公产状况.“公产”是清代中国重要的产权机制①,但以往

的研究大多关注宗族、义庄、慈善会社、寺庙、书院的公产,对于工商业组织公产的探讨多流于表面②.
然而在一个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由工商业者参与缔造的产权关系一定拥有独特的面貎,且对

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至深.而近年来不断被发掘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也为研究工商业组织公产提

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清代«巴县档案»中就保存了大量与行帮公产相关的案例③,呈现出耐人追索

的产权关系.因此,本文希望借助这批案例细致地探究:清代工商业组织的公产能否得到保护?
第二,观察清代工商业组织在政治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处境.就清代工商业组织的政治和法律

地位而言,此前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大陆学者的研究主要在“行会”
框架下进行④,普遍认为清代行会实际上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是其赖以生存的前

提⑤;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海外汉学研究,却越来越强调清代工商业组织的自治性格,及其与地

方官府之间的权力竞争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研究对象的区域

差异之外,还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范式不同.前一类研究可称为“专制主义范式”,即认为“专制主

义”主导一切,个体在这个宏观的制度框架中没有太多主动施加影响的可能;后一类研究可称为“多
元主义范式”,即更关注个体的选择与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非正式制度和人际关系网络⑦.然而

这两种范式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许多历史现象.而清代重庆行帮公产纠纷,为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对话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一方面,在«巴县档案»中此类案例相当丰富,跨越从乾隆至宣统的各个时

期,各类行帮都曾卷入其中.这就使研究者可以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中,依据丰富的案例提炼其背

后的宏观制度框架;另一方面,诉讼案卷提供了许多商业纠纷细致入微的情节,使研究者可以理解每

一件事究竟是怎样做成的,及在此过程中个体行为对制度的动态影响.希望通过本项研究,我们能

够更准确地评估:清代重庆行帮究竟是专制制度的附庸还是自主的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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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文将公产界定为:“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血缘、业缘、地缘、学缘或宗教团体)自行置办,为群体成员共同所有、使用或受

益的财产.它本质上是一种民间共同财产,不同于现代行政法意义上的“公产”.邱澎生列举了清代会馆、公所碑刻中包含“公产”一
词的语句(参见邱澎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台北]第１０期,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可
见“公产”是清代人对于特定财产占有、支配方式的描述.

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提及清代工商业组织积累一定数额的公产,用于维持日常开销,兴办各类事业.但这类资产究竟如何运

作,产权关系如何确立等问题却少有论及.笔者目前阅读所及,最深入的研究成果是邱澎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

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台北)第１０期(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邱澎生:«会馆、公所与郊之比较:由商人公产检视清代中国市场

制度的多样性»,林玉茹主编:«比较视野下的台湾商业传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史所,２０１２年,第２６７ ３１３页;夫马进的研究揭

示了工商业组织公产与地方慈善事业的关系,参见[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
本文所研究的城市是清代重庆府和巴县的治所,在当时人撰写的各类史料中多称为“巴县”.但由于“重庆”这一称谓在当

时也曾使用,且更为现代读者所熟知,所以本文用“重庆”指代这个城市.«巴县档案»是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地方历史档案,其
编研情况和史料价值,参见赖惠敏:«清代巴县县署档案:乾隆朝(１７３６ １７９５)司法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２８期(１９９９
年９月);YasuhikoKarasawa,BradleyW．Reed,andMathewSommer,“QingCountyArchivesinSichuan:AnUpdatefromthe
Field,”LateImperialChinavol．２６,no．２(December２００５);邱澎生:«十八世纪巴县档案:一件商业诉讼中的证据与权力问题»,刘
铮云主编:«明清档案文书»,台北: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１ ４９１页.

在这一框架下,研究者主要关注行、帮、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组织(主要研究成果参见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虽然这些组织是否能被称为“行会”,历来存在争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以“商人团体”、
“工商业组织”等概念代替“行会”,但这些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

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１６８ １６９页.
此方面的先驱性研究成果包括:R．KeithSchopp,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e: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

TwenyiethCentu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２);MaryBackusRankin,EliteActivismandPolitiＧ
cal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１８６５ １９１１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６);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andChineseBureaucracy,１７５０ １９５０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７);[美]罗威廉(T．WililamRowe):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市场和社会»,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此后,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采用这种范式.
关于这两种范式的评述,参见李英明:«中国研究:理论与实际»,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５ ６８页.



一、清代重庆行帮公产概况

本文的主体史料是清代«巴县档案»中与行帮公产相关的７０个案件.其名称、出处和在文中的

编号请参见本文附录.根据这些案卷所提供的信息,清代重庆行帮公产可以分为动产、不动产两大

类,下文将分别叙述之:
(一)动产　“动产”主要指货币形式的行帮公产,最常见的管理机制是“会”.通常分为“常设”与

“临时”两类,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其参与者是因业缘关系而组织到一起的行帮成员.但具体地说,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

多数情况下,同一行帮的所有成员组成一个“会”.如案卷“道３”中,板箱铺匠人罗光宗提到:“这本城

开设箱子铺的有三十多家,历来小的同众铺内作工做箱板子的匠人立有章程,每年做会”;又如案卷

“道２３”中,印书匠人杨长应等提到:“情蚁等均在渝城帮书铺印书手艺生理,原有文昌会,议有规程,
多年无异”.少数案例中,同一行帮内从事不同经营的人分别加入不同的“会”.如案卷“道１８”中,丝
线帮铺主们称:“蚁等开设丝线作房,俱系学徒出身,兴设财神会,所有帮工周牛等兴设葛仙会”;当行

帮内部发生分化时,“会”也可能重组.如案卷“道１９”中,打草纸工匠追述:“蚁等截打草纸工匠,乾隆

年间议分为两党帮工,各兴蔡伦会.”又如案卷“嘉４”中,弹棉花行分为“生花铺”和“熟花铺”,其“会”
的设置和会产分配也随之发生了变动.

第二,加入常设的“会”是行帮对其成员的一种强制性要求.如嘉庆元年(１７９６)“胰染绸绫布匹

头绳红坊业公议章程”的第一条就载明:“每人抽取厘金钱五百文,不得推诿.倘有扭拗不遵派出厘

金钱者,反为滥行规之人,凭众革出,不许入行做艺.”①即便个别成员因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愿参加行

帮的祀神活动,也必须缴纳入会银钱.如案卷“道２５”中,信奉天主教的茶炊业主张万元因“不上庄

银,不应差务,亦不祀神”,被事实上驱逐出行.这与当时许多以柔性、自愿的原则筹集经费的民间会

社有显著区别②.由于有稳定的资金挹注,许多常设的“会”得以持久地存在.如案卷“嘉２”中,胰染

绸绫匠人指出,该行帮“先起自立禹王庙,兴会百多余年”.即使在行帮发展受挫的时候,一些“会”仍
在勉力维持.如案卷“光３”提到:咸丰四年(１８５４),由于贵州地方局势动荡,来自遵义、桐梓等地的绸

商纷纷撤离.在这种情况下,绸帮将剩余的会银数十两托付给留守重庆的余兴顺.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先前撤离的绸商陆续返回重庆.此时,交给余兴顺管理的会银已增值到１４００余两.尽管银

钱增殖的细节是余兴顺自己的叙述,可能有夸张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经历了１７年的中衰,绸
帮设立的“会”仍在发挥着积累和管理公产的作用.

第三,临时性基金会通常采用“合会”的形式,往往是为了筹集各类应急款项,会员自愿参加,目
的达到后即告解散.如案卷“宣７”中,米帮兴建“米亭公所”欠下银１０００余两,于是米帮首事就邀集

本帮部分成员,组成了一个“千两银会”(具体收支情况见下页“表１”).从中可知,在十年之内,米帮

首事邀会共支出白银１８６５两,获得利息３３５两,筹集资金１０００两.所以邀会的成本为５３０两,平均

每年５３两.这样一来,既能缓解行帮的财务压力,又为普通会员提供了相对可靠的金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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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案卷“嘉２”.
当时民间的合会、善会也以集资为重要的活动.但是合会大多是以亲邻情义为纽带,受邀之人未必一定参加.如李金铮指

出:“为了保证请会之成功,会首除了考虑会员的经济能力外,还要考虑与会员之间的密切程度,一般会选择亲友邻里.”(参见李金

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７页)善会更是大多本着自愿的原则.
如夫马进指出:明清时期的同善会,其会费“是由会友们自愿地、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捐献的,绝不是强迫一律的措施”.参见[日]夫
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９４页.



表１　米帮“千两银会”收支详情(货币:银/单位:两)

得会先后

会期

米帮

首事
刘洪盛 陈敬堂 陈敬堂

蔺吉堂

等

胡元泰

等

何万元

等

张云升

等
陈敬堂 刘洪盛

米帮

首事

１期(１８７３) (１０００) １４５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７５ ６５ ５５

２期(１８７４) １７０ (１０２５)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７５ ６５ ５５

３期(１８７５)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０６０)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７５ ６５ ５５

４期(１８７６)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５期(１８７７)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６期(１８７８)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７期(１８７９)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８期(１８８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９期(１８８１)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１０期(１８８２)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１１期(１８８３)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

缴款数 １７００ １６７５ １５５０ ３７５ ３１５ ２８５ ２５５ ２２５ １９５ １６５

盈亏 －７００ －６５０ －４９０ ＋１２５ ＋１５５ ＋１８５ ＋２１５ ＋２４５ ＋２７５ ＋３０５ ＋３３５

　　第四,常设性的“会”旨在服务于行帮的共同利益.在案卷“宣３”中,屠帮成员明确地陈述了他们

选择会首的标准:

　　签首事必择殷实诚朴閤帮钦服者.一签十年,期满请凭九门帮众将每年账目算清,始能另

签下班接管.如有侵吞,自认赔还.
由此可以看出,行帮会首是由行帮成员轮流充当的.他们的角色原则上是服务性的,而不是得利性

的.在支配行帮资金方面,他们与普通行帮成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普通行帮成员除老弱病残或

亡故之外,通常也不能以个人名义借支会金.具体地说,会金多被用于应付组织日常开销、保险和联

谊三个方面,下文分别举例说明之:
行帮日常开销的重要项目是向地方官府提供钱财、货物、劳役所产生的费用.在案卷“嘉１２”中,

牛皮铺主陈大顺等提到,“牛皮铺一户各自捐银三十两,交公举殷实值年首人归总生息堆积,如遇军

需,即以此生息堆积之项添垫”;在案卷“道５”中,园桶铺匠人也提到:该行内“新添一人上街入会,出
钱一千二百文,交入蚁等以作鲁祖会费用,应办文武各衙差务”.除此之外,土木建设、清偿债务、诉
讼等也在需要行帮经费的支持.如案卷“嘉４”中即提到,弹花铺“乾隆二十九年起会,生熟花铺捐资

放利作会,置造湖广公所等件”;又如案卷“嘉１１”中,染房业规定“凡新开染房先上庄银五十两以填前

翻微烂贼窃客布之账”;另外,案卷“光２”中,南阳药栈帮与药材牙行发生诉讼,“共用费一千余金无

偿”,于是“添议各栈每包帮费银二分,以作每年还账祀神及查厘人工口食公用”.
保险即是为帮中的贫弱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案卷“道１６”中,川北各河船帮“虑船夫

每至迈病故时无济,设新兴会,每人至渝一次,取厘金钱一文,积贮济遇病身故之需”;又如案卷“道３”
中,板箱业规定“若有匠人新开板箱铺,一家出钱四千八百文入会,日后会内有同行匠人物故,会内出

钱二千四百文以作费用”.
联谊则是通过敬神、演戏或摆酒的方式,增进同行之间的联系.如案卷“嘉４”中,弹花铺“每年三月

一会,九月一会,演戏治酒”;又如案卷“宣３”中,屠帮济米会每年专设“济米银两以作神费演戏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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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马进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结会结社的时代”①,此时兴起的各类会社为后来的

民间组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清代重庆行帮基金会也明显地杂糅了同时期各类民间会社的元素.
其集资的功能颇似合会、钱会,扶弱济困的功能颇似善堂、善会,联谊、敬神的功能又颇似庙会、神会、
逸乐会等②.但与民间会社不同的是,行帮基金会比较稳定地依托着一个城市工商业门类,其资金来

源和受益范围都有明确的限定,也有着形式上堪称严格的管理制度,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会社.
(二)不动产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案卷来看,行帮不动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房产.如案卷“光３”中记载,绸帮于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买金紫门内坐房全院”,又于同治

十年(１８７１)“买新牌坊张荣山栈房铺面”.又如案卷“宣７”中记载,米帮于同治年间“修一米亭公所,
共用叁千余金”.还有些行帮的房产似与同乡组织有密切关联,如案卷“嘉４”提到:自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起,“生熟花铺捐资放利作会,置造湖广公所等件”.
第二,地产.行帮所购置地产往往是为了给其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如案卷“宣５”中提到:夹江花

帮在道光年间因“川河滩险,商船失事,晒花无地,复于城外购置晒坝一区”;案卷“道６”中,湘乡船帮

与宝庆船帮即因争夺东水门码头的铺房地基而发生纠纷.宝庆帮提出:这块地皮是由“宝帮公置铺

基,修建码头,利船靠泊,自有红契为凭,界址井然”;而湘乡帮则提出:这块地皮有一部分应归湘乡帮

所有,因为其中“连界石壁上,有天湘帮字样”.可见行帮已经使用契约、碑刻等方式确认和保护自己

的地产.
第三,庙产.行帮出资修建庙宇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主要是为了给本行帮提供一个办公和议事

的场所.如靛帮在道光年间曾花费数千两白银兴建梅葛庙,就主要是供靛帮九河会首在其中“经理商

客买卖生意”③.有的则为了保障货物运输安全,如案卷“光５”中,合州帮集资在城南九龙滩修建王爷

庙,其原因就是“如其(庙)败坏,滩势愈险,若庙辉煌,滩浪必平”.还有的是为了给本帮中的孤贫者提

供栖身之所.如案卷“道２”中,纤夫金朝相等募资修建王爷庙,即称是为了“凡遇老弱无力在庙供食”.
第四,田产.目前此类情况仅见于案卷“宣３”.在这个案例中,九门屠帮“储积万余金,买田房,

招佃耕每年收田谷七十石,约售银一百五”.
另外,还有一部分行帮的公产没有独立的形态,而是附着于其他社会组织之中.如案卷“道１４”

中,永生帮顾绣匠人全部信奉天主教,而永生帮的许多款项也是交由天主教真原堂管理.另外也有

民间善堂协助管理行帮公产的案例.如案卷“光４”之中,綦江船帮因欠下巨额债务,向同善堂借款还

债.又请同善堂做保,向吴开文等人借款,前后共计白银３０００余两.于是,同善堂每年“派人同本帮

(綦江帮)会首经收,抽还众债”.这个案例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善堂深刻介入了行帮公产的运

作,但其角色却颇像股东,而不似此前学者基于江南经验所描述的情况④.

二、法庭之外的故事———对调解过程的考察

前辈学者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调解在中国传统法律实践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调解的运

作机制及其与审判的关系,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从２０世纪初直至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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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１６１页.
明清时期各种民间会社的研究成果请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见“道光十八年黄仕顺等诉状”,«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３５８页.
此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善会、善堂对工商业组织公产的影响.夫马进认为:清代杭州等城市的行会慷慨地向善堂提供捐

助,是为了得到国家权力的庇护(参见[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八、九章);邱澎生指出:苏州善会、善堂的存在,为公

馆、公所管理公产、争取立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见邱澎生:«会馆、公所与郊之比较:由商人公产检视清代中国市场制度的多样

性»,林玉茹主编:«比较视野下的台湾商业传统»,第１３６ １３９页).但是据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案例,清代重庆行帮很少直接与善会、
善堂发生关联.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行帮公产纠纷案例,除“光４”外都未涉及善会、善堂.工商业者虽然也出资办善,但基本是由八省

组织代理,并非由行帮直接出面(参见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１９４６年,第７６ ８０页).因此,明清善会、善堂与

工商业组织的关系或许比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更加复杂,不同区域有着显著的差异.



调解和法律处于一种“二元结构”,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规则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滋贺秀三对此提出质

疑,他主张中国古代的法律和调解并非如此扞格不入,真实的审判过程常常带有强烈的调解色彩,
“情”、“理”是调解和法律所共享的规则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修正观点,认为中国

古代的法律和调解既非各行其道,亦非合而为一,而是“一个既背离而又抱合的统一体”③.上述观点

尽管存在分歧,但基本上都认为在清代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调解比诉讼更加有效.然而这些研

究大多关注乡村社会,即社会构成比较稳定、社会变迁相对平缓,有较完备的习俗、惯例的历史时空.
对于商业化程度较高、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构成复杂的城市社区则较少涉及④.因此清代重庆行帮公

产案例,当能为我们探讨调解的本质和实效提供有意义的事实.
在本文所考察的７０个公产纠纷案例中,明确交代有调解情节的有３３个,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本文所涉行帮公产纠纷的调解情况 (资料来源:本文附录)

调解情况 所包括的案卷

调解成功 乾２、嘉４、嘉５、嘉１０、道１２、道１６、光４、光６

调
解
不
成
功

调解情节

可信

嘉６、嘉７、嘉１１、道１、道３、道８、道１０、道１５、道１７、同２、同３、光１、光１３、宣１、宣２、

宣３、宣６

调解情节

值得怀疑
道５、道７、道２３、道２５、光７、光１１

调解结果不详 咸１、光２

　　从“表２”可知,在这一批行帮公产纠纷中,真正通过调解得以解决的只有８例,仅占不到１/４.
而且除案例“嘉５”之外,都是经过一轮或数轮诉讼,在官府委托专人或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得以调

解成功.如案卷“乾２”中,丝棉行义冢遭彭正坤侵占,丝棉行将彭告到县衙,县令委托“厅主张公踏

看”,彭才“自知情虚理亏,遂悔前愆,央众求合”.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案例中参与调解的是同一

批人,但讼前和讼后的调解效果却迥然不同.如案卷“道１６”中,川北各河船夫因修庙经费问题发生

纠纷.在对簿公堂之前,曾“叠投厢长李德钦、蔡宗发并老庙首事刘宗先理算”,但是未能解决问题.
而船夫将涉嫌贪污的会首告到县衙之后,县令批示“仍凭厢长首事理令萧登贵算账寝事”.结果六天

之后,双方即达成了协议.这种情况类似黄宗智所揭示的“第三领域调解”,即在官方审判与民间调

解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会使争讼双方更加谨慎地权衡利害关系,或促使亲友邻里更加卖力地调解,从
而最终达成和解⑤.但与黄氏论断不同的是,这类案例在本文所考察的纠纷中只是少数⑥,多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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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瞿同祖提出,中国古代的调解主要依据习惯进行,“习惯和各人民团体中的准则对人民的关系远较法律为重要”.参见瞿同

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９页.季卫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地方共同体为调解设置

了规范与边界,法律很难渗透,“民间调解中回避官府的色彩十分浓厚”.参见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收入强世功编:
«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 １６页.

[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入[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

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 ５３页.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重版代序”.
目前,研究清代城市商业纠纷调解的作品包括:MadeleineZelin,“MerchantDispute MeditationinTwentiethCentury

Zigong,Sichuan,”inKathrynBernhardtandPhilipC．Huanged．,CivilLawinQingandRepublicanChina(Stanford:StanfordUＧ
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２４９ ２８６;周琳:«清代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序———以重庆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的活动为中心»,«南京

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１００ １０４页.
黄宗智考察了清代«宝坻档案»、«淡新档案»和«巴县档案»中６２８桩民事纠纷案例,发现“最大数量的档案是停止于知县批

说决定受理而饬令发出传讯,然后就没有下文”,他认为“这样的案件里面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民间的进一步调解,解决了纠

纷”.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重版代序”,第７ ８页.



即使经过“第三领域调解”仍然无法解决.
就本文所考察的案例而言,调解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调解者缺乏震慑双方的威信.此类案例包括“嘉７”、“嘉１１”、“道３”、“道５”、“道７”、“道

１０”、“道１５”、“道１７”、“道２３”、“道２５”、“同２”、“光７”、“光１１”.在这类案例中,调解者通常是街邻、
同行、会众、乡约、保甲等社区组织.在正式提起诉讼前,调解全部失败.当然,在当时的法制环境

下,调解失败才会导致诉讼.一定还有相当多的案例经调解后得以解决,不致闹上公堂.但本文所

考察的讼前调解失败案例中,明显体现出人们对此类调解的不信任与不看重.如案卷“道７”中,被告

称双方曾有过调解,但是原告却称这次所谓的“调解”只是“聚多人于三圣殿百般嘘吓蚁等”.而

案例“道１０”、“道２３”、“道２５”也是基本相同的情况.案例“道３”、“同２”、“光７”、“光１１”虽未各执一

辞,但可以看出调解的力度是很弱的.尤其在案卷“光７”中,往来２６份诉状,１４份口供,仅有两份口

供提到“投凭集理”、“凭帮众说好”,完全看不出调解对解决争端的实际作用.这不由使人怀疑,提及

曾有调解是否只是一种诉讼策略,目的是增强己方诉状的说服力并促使法庭受理此案.
即使在得到官府委托的情况下,社区组织的调解仍有可能失败.如案卷“道１７”中,铜页行与铜

钮扣行因差费问题引发诉讼,知县委托约邻黄桂亭等出面调解.结果却是“横不由剖,凶闹各散”.
而在案卷“嘉１１”中,乡约陈文斗受托调解染房行的差费纠纷,但是被告方“藐批抗不从”.致使原告

方提出,如果没有县衙的强制性命令,被告方决计不会接受调解.
第二,纠纷激烈,各方难以作出妥协.此类案例包括“道８”、“同３”、“光２”、“光１３”.具体情况

见“表３”.

表３　存在较大争议的行帮公产纠纷概况 (资料来源:本文附录)

案卷号 所涉行帮 争议资产的性质或数额 争讼时间

道８ 九河靛帮 厘金数千两① 道光五年至八年

同３ 下河船帮 兵差半股之半 道光六年

光２

南阳药栈帮

药材客帮

药材行帮

南阳药栈帮征收每包药材帮费银二分的权力 光绪六年至九年

光１３
大河船帮

盐川船帮
向大河船帮运盐船只征收差费的权力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二年七月

从“表３”可以看出,此类案例之所以出现较大的争议,乃是因为牵扯到的都是当时重庆最有实力的行

帮,争议的资产数额也相当可观.在利益的驱使下,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致使案情扑朔迷离.如案卷

“道８”中,九河靛帮的成员为厘金而交相攻击.刘长兴指控前任会首唐象钦贪污,池瑞芳指控现任会

首卢俊容贪污,周元顺等认定卢俊容与唐象钦是串通一气,但卢俊容却将贪污的嫌疑统统推到唐象

钦身上,并揭发了池瑞芳的勒索情事,而池瑞芳也毫不示弱地曝出了卢俊容陷害唐象钦,收买王成、
杨清杰的隐情.显而易见,此案中的每个人都觊觎着这笔可观的资产,也在谨慎地拿捏着最能趋利

避害的言辞,这无疑会使调解陷入泥潭.
有的案件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案例“光２”,起初是药栈和外地药商为分摊诉讼费而进行

交涉.但当承担了绝大部分讼费的药栈获得了向外地客商征收“每药一包帮费银二分”的许可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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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周元顺的诉状中提到,靛帮存在争议的公产数额为“厘金约六千余两”.但因周元顺是本案的原告,极有可能夸大争议资

产的数额,所以本表未采用他提供的具体数据,而是用“数千两”以代之.



材牙行又加入进来指控药栈“无课无差,竟敢擅卖大庄客货”.还有的案件则是相同的情况屡次重

演.如案卷“光１３”中,盐川帮与大河船帮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差费争夺,案卷中记载的最早的纠纷发

生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之后经过无数次冲突、诉讼、调解,甚至由八省客长主持制订了差费征收办

法.但是到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双方还在为违规征收差费的问题争讼不休.
上述事例说明,与行帮有关的各色人等,绝不愿放弃控制数额可观的行帮公产的机会.在这样

的情况下,普通社会力量的调解既无力厘清纠纷的是非曲直,也难以平衡双方的利益诉求.如案例

“光１３”中,为了平息盐川帮与大河船帮的纠纷,下河六帮会首曾“邀集三河各帮会首等在公所妥议明

晰”.但是不到一年,盐川帮又开始向大河帮船只强行征收差费.即便是拥有半官方身份,经常参与

商业纠纷调解的八省客长①,也很难拿出让双方都信服的解决方案.如案卷“道８”中,靛帮成员纷纷

指责八省客长处置不当.案卷“光１３”中,盐川帮会首直斥八省客长主持制订的差费征收办法“为祸

匪浅,害无止息”.此前的研究强调,清代民事案件的调解“是以妥协而不是以法律为主,它的目的不

在于执行国法,而在于维持社会的和睦人情关系”②.但从上述案例来看,行帮及其成员对其公产的

重视远大过维持和睦人际关系的愿望,妥协是很困难的.
第三,有些行帮在面临公产纠纷时,很难找到可靠的调解渠道.此类案例包括:“道１”、“道２”、

“光１”、“宣５”.
清代的重庆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移民社会,兴盛之中的城市工商业吸引着结构复杂、流动频繁的

外来工商业者群体③.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成功地构建或融入了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仍有相当数

量未能完全被这个社会所接纳.其中,船帮就是一个徘佪在社会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群体.一方面,
他们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在地方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④.另一方面,来去频繁、逐水而居的特征,
又常常使他们显得孤立和脆弱.案卷“道１”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道光元年(１８２１),船户黄崇喜无故受到十余名陌生人的殴打,当场吐血昏迷.从船帮会首的诉

状中我们得知,歹徒所针对的其实并不是黄崇喜本人,而是企图与他所在的船帮争夺向船户收费的

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船帮并没有积极地寻求调解.只是“投陈新甲钟元玉等看明伤痕”后,便将行

凶者告到县衙.黄崇喜的兄长在诉状中写道:“异地孤民,平遭凶殴,不叩拘究,弟伤沉在船,恐出不

测,冤莫可伸.”当然,强调己方的势单力薄不排除是一种诉讼策略.但这寥寥几句也勾勒出船帮在

这个尚未完全融入的城市中求告无门,只得寄希望于公权力的无奈处境.
在水上的世界,同样飘移无根的还有船帮的竞争者.如案卷“光１”中,叙府船帮首事控告綦江船

户罗万兴不交差费.而罗万兴则称,他是受了王三才等人的唆使才这样做.而据船帮首事的调查,
王三才等人其实是流窜在重庆周边水道上的一股恶势力.对于此类游离的势力,常规调解渠道基本

无能为力,只能诉诸法庭解决纠纷.
除此之外,外地商帮也可能面临调解无门的情况.如案卷“宣５”中,重庆商会占用了夹江花帮早

年购置的晒坝.然而为了夺回这块地产,花帮商人并未与重庆商会直接交涉,而是先将此块地产的

部分收益捐献给夹江县衙,再由夹江知县移文重庆府,给商会施加压力.花帮商人之所以捐献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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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八省客长”是清代重庆城内来自湖广、江西、浙江、江南、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八个省份的移民群体各自推选出“客长”作
为代表,形成的一个联合组织,广泛地参与清代重庆的商业事务.其调处商业纠纷的活动,参见周琳:«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

序———以清代重庆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活动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重版代序”,第８页.
以往的研究认为,清初外省移民大规模入川的浪潮到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便基本结束了.但从«巴县档案»所提供的信息来看,

在新兴工商业城市———重庆,外来工商业者的大规模流入始终未曾停止.这种流动在乾隆年间处于发韧期,嘉道年间形成了一个高

峰.咸同年间,其势头有所放缓,但似乎仍保持着相当的数量和活性.而到了光宣年间,外来工商业者的数量和活动又有进一步增

加的势头.参见周琳:«传统商业制度及其近代变迁:以清代中后期的重庆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第６８ ７０页.
关于清代重庆船帮的组织与活动,参见邱澎生:«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收入邱澎生、陈熙远

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５ ３４４页.



产的部分收益,除了应付新政摊派之外,也因为花帮在重庆的生意早在光绪年间,即因“无人赴鄂运

花”而衰歇.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能够依赖的社会资源大概已经丧失殆尽,除了动用公权力之外可

能已别无选择.
由此可见,在一个移民众多的商业社会中,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不能够给频繁流动的外来

工商业者提供足够的调解资源.本文所引用的案例虽然有限,但其折射的应该是相当数量外来工商

业者的处境.
第四,在纠纷各方地位悬殊时,基本上不存在调解的空间.此类案例包括“光８”、“宣１”、“宣３”

和“宣６”.黄宗智指出,清代的民事调解“虽然可以有效地调解地位相当的双方的民事纠纷,但对双

方权力地位悬殊的民事纠纷则无能为力”①.清末重庆的行帮公产纠纷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但值得

强调的是:在这类纠纷中,参与争夺的不仅是对簿公堂的双方,还包括以隐蔽身份介入的地方官府.
而且也正是官府的特权,使得调解几乎形同虚设.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宣３”.此案发生在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吴协和指控王和兴等人贪污九门屠帮帮费.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知县委托同行、监保对屠

帮账目进行清算.最后,不论是参与查账的人还是知县本人都承认“三会均无亏空”.但是最终九门

屠帮还是要“每年共提银三百两”,“以支持地方公益”.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附录中发生在宣统年

间的案件,除“宣４”以外,全部涉及到官府剥夺行帮公产的情节.不管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合理合法,
不管是否经过调解,地方官府总能在纠纷双方两败俱伤之际渔翁得利.当然,官府这样做也是为新

政筹款的沉重负担所迫②.但反复制造大同小异的案例,也使我们怀疑调解在清代重庆行帮公产纠

纷中的真实效用.
综上所述,与普通的民事纠纷相比,清代重庆的行帮公产纠纷似乎更不易用调解的方式解决.

因为纠纷各方正处于一个新兴的移民社会和商业城市之中,其有限的民间调解资源难以协调复杂激

烈的利益纷争、保护多元化的外来工商业者,并满足地方官府的财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纠纷

最终闹上法庭.那么诉讼又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纷争呢? 请看下一节的论述.

三、法官如何判案? ———对诉讼过程的考察

在本文所考察的７０个公产纠纷案例中,正式提起诉讼的共有５０件.具体情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本文所涉行帮公产纠纷的诉讼情况 (资料来源:本文附录)

案件类型 案卷号

官府受理

的案件

有判决结果

的案件

无判决结果

的案件

一方胜诉
嘉１、嘉６、嘉８、嘉１２、道３、道５、道１５、道１７、道２５、咸１、咸２、光３、

光７、光８、光９、光１０、光１１、光１２、光１３
双方互有胜负 嘉４、道４、道７、道１２、道１６、道１８、道２０、同３、光４、光６

第三方得利 光７、宣１、宣３、宣６、宣７、宣８

乾２、嘉３、嘉７、嘉１０、嘉１１、道２、道６、道８、道１０、道１９、道２３、同２、光１、光２、

未知是否

受理的案件
道１、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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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１８９页.
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起,四川新政全面启动.而此时,川省财政一半以上都要用于支持中央和协济他省.川省官员不得

不通过扩大税基、增加摊派的方式筹集数额巨大的新政经费.参见何汉威:«晚清四川财政状况的转变»,«新亚学报»(香港)第１４卷

(１９８４年);何汉威:«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以杂税中的烟酒税和契税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１７期下册(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何汉威:«清季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反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７２本第３分

(２００１年９月).



　　在这５０个案例中,有３４个基本可以确定通过诉讼过程得到了解决,约占６７％.而即便是“无判

决结果的案件”,也可能存在着三种情况:１．因官府托延不决而成为积案①;２．审讯推动了调解进程,
使案件得到解决,但当事人没有按要求到衙门销案;３．案卷散佚,使诉讼结果无法为研究者所知.也

就是说在无判决结果的案件中,很可能也有部分案例通过诉讼得以解决,或至少加快了解决的进度.
这种情况与“官府在解决民事、商事纠纷方面消极低效”的传统认识大不相同②.那么清代重庆地方

官府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处理行帮公产纠纷? 又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这样做呢?
(一)官府处理行帮公产纠纷的方式

当行帮将公产纠纷诉诸公堂时,无非是期待官府认可或保障他们积累、控制公产的权利.而从

“表４”收录的案例来看,在宣统以前,地方官府的确在很多情况下较为认真地对待了这一诉求,具体

表现为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第一,在有行帮旧规可循的情况下,遵照旧规处理.此类案例包括:“嘉１”、“嘉１２”、“道３”、“道

５”、“咸１”、“光３”、“光９”、“光１２”、“光１３”.这些案例大多案情简单,纷争相对和缓,且所面临的商

业环境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案卷“嘉１２”中,牛皮铺主邓洪升状告其所在行帮向其勒索帮费银三十

两.而行帮首事却证实,这并非勒索,而是行帮为了应付官府差务而共同议定的规章.知县随即判

令邓洪升“遵规随众”.
对于个别屡次故犯、缠讼不休的疑难案件,这种方法也很奏效.如案卷“光１３”记载:从光绪十三

年(１８８７)至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大河船帮与盐川帮因差费征收问题至少发生了５次诉讼.每次诉

讼的起因,都是盐川帮向大河船帮的上行船只征收差费.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９年之中更

换了３任知县,但每次都是以盐川帮败诉告终.因为在第一次诉讼时,在任知县就作出了不准盐川

帮向大河帮船只征收差费的判决.于是无论谁负责审理此案,都可以同样的原则处理.
但这毕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很难有效应对情节复杂、内在规则不断变化的案例.如案

卷“咸１”中,白花帮与山货帮竞争白花贸易的垄断经营权和厘金征收权.在诉讼之初,白花帮的汪聚

源等拿出了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制订的白花行规,证明山货帮无权参与白花贸易,县衙很快作出了“所有

白花自应归汪聚源等”的判决.山货帮不服判决,并提出了两点有说服力的理由:第一,自嘉庆年间

以来,山货帮一直在经营白花贸易,已然形成一种惯例;第二,自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抽收百货厘金以来,
缴纳厘金已成为获取贸易垄断权的重要条件,而山货行的厘金印簿中明确注有“花厘”一项.这就说

明,现实的商业运作往往会出现无法预期的变化,使依据旧规作出的判决成为具文.在这种情况下,
下一类处理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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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瞿同祖提出:“(清代)法律规定,属州县司法管辖的民事案件必须在二十日内审结.然而,因为拖延审判没有刑责,许多州

县官无视这一期限.”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７页.郑秦也认为,“清代州县司法

审判事务之繁杂,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每每有大量积案,亟待清理”.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自２０世纪中期至２１世纪初,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法律是服务于统治利益的,民众的权利与需求并不是其主

要的考量.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关于“卡地裁判”的论断,即认为中国古代司法是基于自由裁量的,“西方人的观点里应列

为最重要事项的诸种私法的规定,却几乎完全没有(有的话,也是间接性的).真正受到保证的、个人的‘自由权’是根本不存在的”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７ １５８页),这一论

断恰与半个世纪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流观点不谋而合.瞿同祖发表于１９４７年的著作也认为,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大部分民事、商
事都被法律所不过问.故法律不是用来调整人民及人民团体的生活和活动的”(参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４０３页).斯

普林克尔(S．VanderSprenkel)发表于１９６２年的著作也认为:“每当审理在英国可能会算是民事诉讼的案子,州县官没有多大兴趣

在当事人之间维持公正”(参见S．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８６页).德克布迪(DerkBodde)与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Morris)发表于１９６７年的著作再次强调,中华帝国的法律

“既不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保护私有财产,它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对社会施加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参见 D．布迪、C．莫里

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页).郑秦发表于２０００年的著作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中发达的是刑法,民法并不发达一旦发生了纠纷缺少审理的法律依据.”(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第４９５页)



第二,在无旧规可循或旧规不适用的情况下,协助行帮制订新的公产管理规则.此类案例包括

“乾２”、“道４”、“道７”、“道１２”、“道１８”、“道２０”、“同３”、“光４”、“光１２”.下面以案件“光４”为例进

行分析,这也是笔者阅读所及耗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案件:
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巴县知县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授意下,对大河船帮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整

顿.取消了各个船队独立征收、管理差费的权力,改由县衙委任的首事统一负责.这一举措本是为

了杜绝各船队在征收差费时的勒索与贪污,却引起了一连串的纷争.最早挑起讼端的是綦江帮.光

绪十三年(１８８７),他们将首事张利川告到县衙,称其“立名勒取,伪账奸吞”.自此,綦江帮就开始了

旨在夺回差费征收权的诉讼,终于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底获得了独立征收差费一个月的许可.然

而纷争并未止息,綦江帮很快又被其余六帮以“滥规霸收”告上法庭.至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三月,县
衙收回了綦江帮的临时征收权.为了消弭争端,在这一轮诉讼结束之后,知县即委托八省客长制订

新的差费征收规则.但这仍不足以平息局面,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底至十六年(１８９０)八月,泸州、富
顺、合江、纳溪、綦江、叙府、金堂各船队的船户纷纷呈递诉状,要求清查账目,更换参与收费的首事.
知县再次委托八省客长处理此事,并制订了更加严格的差费征收办法.

从这个跨度长达十年的案卷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重庆地方官府对于这桩纠纷是相当关切的.在

这个案卷的一百多份诉状、口供、名单、上下行公文中,时时可以看到知县冗长的批文.如下面一段:

　　查船帮抽收船钱,前经议定章程,详禀各宪批准,迭次示谕在案.兹据禀诚恐日久弊生,仍

蹈前辙,不为无见.如恳再行出示刊碑,永远遵守.至以四成偿还各债,自应一年凭众清算一

次.所请有本无利,以还清本银为止,亦属可行,应准照办.惟自光绪八年复收之后,已历三年.
究竟各债已还若干,尚欠若干,仰即查算明白,开单呈阅,以备查考,毋稍含混为要.

从这段批文中不难看出,知县不仅了解船帮的差费征收办法,而且努力地通过诉讼协调各方的诉求.
而涉案各方也体现出对于官府仲裁相当程度的依赖.在此案令人目不暇接的诉状中,无论是船户、
首事、地方士绅,还是普通民众,都很少提到公堂之外的调解与协商,而是直接向官府提出自己的诉

求,并大量援引之前官长的判决结果作为证据.
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用“立案”的办法确立新的公产管理制度①.在本文所考察的案例中,有一

些立案是诉讼的结果,如案例“乾２”、“嘉１”、“咸１”、“光４”、“光１０”、“光１２”、“光１３”、“宣２”、“宣

３”;有一些则看不出是否经过诉讼,如案例“乾１”、“嘉２”、“道１１”、“道１３”、“道１４”、“道２６”、“道

２７”、“同４”、“光５”、“光１４”②,这些案例涉及到制造、船运、服务、大宗商贸等多种行业.而且其细节

也反映出,立案的确有助于强化公产的管理.如案卷“光１０”中,江南会馆敦谊堂的商人欲出售本堂

产业,他们向县衙呈递了一份禀状,并特别强调:“惟田房各契前均批明立案,如不禀请批示,不特买

主畏祸不敢成交,恐有会内无聊之徒从中阻挠,或籍事滋非,后累难防.”这说明,立案在行规之外,为
行帮公产提供了一层更具效力的法律保护机制.

第三,援引规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例中,承审官员还必须运用独立判断

能力,作出灵活、变通的处理.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谨慎地评估是非曲直,尽量约束行帮或个人借公

产为名的敛财、争产行为,此类案例包括“嘉６”、“嘉７”、“嘉１０”、“道６”、“道８”、“道１５”、“道１７”、“光

１”、“光２”、“光１２”.此处以案件“嘉６”和“光１２”为例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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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立案”是传统中国地方政府在行政或司法上界定并保护共同财产的一种做法.邱澎生的研究揭示出:清代江南地区的地

方官府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积累并完善对于商人团体公产立案的经验.参见邱澎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

制度变迁»,第１２９ １４０页.
在这些案卷中,只有一份行帮规程或官府文告,说明某一行帮的公产征收和管理办法,或官府对此项公产的保护态度.这可能

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该案卷中只有这一份文书;二是该案卷中还有其他诉讼文书,但因为案卷散佚或整理档案时的人为取舍,研究者

能看到的只有这一份文书.若属后一种情况,即很有可能是前文提到的经过诉讼之后的公产立案;若属前一种情况,则大致可以确

定是另一种形式的立案.即行帮在商定公产管理规则后,将其成文副本交由地方官府核验并保存在衙门档案中,以备将来查考.



案件“嘉６”涉及到的是豆腐摊贩,这可能是当时重庆经营规模最小的商业门类之一.案件的起

因是,邹思权等人向摊贩杨高太等索要入行银二两,若不交出即不许其营业.双方对簿公堂之时,充
当证人的约邻也声称该行确有此行规,许多证据都对杨高太一方不利.但是知县最后还是作出了

“日后遇有摆摊卖豆腐或开铺发卖,恁随各便,不得齐行把持”的判决.这说明,尽管邹思权一方抬出

行规压制杨高太一方,约邻的证言也一边倒地偏袒邹思权一方,知县还是对此案有独立的判断,尽量

保护小本经营者不受“把持”之害.
案件“光１２”的主角是油漆帮.在这个案卷中,附有一份由该帮成员拟定,提请县衙核可的帮规

共十一条.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仅相隔一天,知县对这份帮规的批词却大相径庭:

　　七月廿五日批词:查阅所议章程,尚无窒碍.惟第四条声叙略欠明晰者,仍遵照前批集众议

明,刊刷条规,一体遵行勿替
七月廿六日批词:此案迭据彭兴泰等呈恳出示,当经批饬集众议明,刊刻原定规条,一体遵

办在案.至续议七条,本县并未批准
知县态度的遽变,显然有故意抵赖的意味.但细读此案诉状,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委.原来该帮当

时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铺户,一部分是司友(即散匠).七月廿五日以油漆帮名义上呈县衙的

那份帮规,原来是铺户擅自拟定的,完全没有顾及司友征收和管理公产的权利.此份帮规上呈后的

第二天,司友即联名呈递诉状说明了情况,知县大概此时才明白了这份帮规中的玄机,所以在七月廿

六日的批文中,矢口否认自己昨日的决定.
当然,明察秋毫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在少数情况下,承审官员会本着息事宁人的宗旨处理

问题,却致使行帮公产受损①.如案卷“光６”中,拨船帮为帮费管理而发生纠纷.现任首事丁福星控

告前任首事张位卿“权管霸吞钱千余钏”,“夺帐霸管,握帐不算,众债追逼不偿”,而张位卿则指控丁

福星“负债千余,去正握帐不现,侵吞糜费二百余千”.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几轮诉讼之后,双方却在

知县的主持下签订了一份合约,其中载明:“位卿福星二人因老情愿辞退不充当首事.彼此凭众交出

帐簿”,“帮内前后债帐概由总理挪借,公借公还,与丁张二人无涉”.从这些语句中可以判断,拨船帮

的帮费管理的确存在巨大的漏洞,丁张二人都难辞其咎.但是由于丁张二人前后管理帮费十余年,
其中许多账目已经无从清查,或碍于种种原因不便清查.所以县衙和拨船帮最终将贪污问题和债务

问题一笔勾销,由拨船帮承担所有的损失,公款管理从头开始.
在恶势力介入的情况下,承审官员也会作出有损正义的判决.如案卷“光８”中,以陈柏轩为主使

的地方恶势力介入了重庆的木桶制造业.不仅垄断了贸易,而且强迫所有匠人向其缴纳入行银.如

不服从即施以暴力.后因殴打糊桶帮的江全美等人,被告到县衙.但知县只惩戒了秦国成、黄双喜

等从犯,主使的江柏轩则一直逍遥法外.
综上所述,在宣统以前,重庆地方官府处理行帮公产诉讼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戴史翠(Maura

Dykstra)的研究显示:清代重庆地方官处理商业纠纷时,往往通过协商和强制并用的方式,维护既有

的社会协议或促成新的社会协议②.本节中所讨论的绝大部分案件也是如此.不论其审判结果是维

持旧规、订立新规,还是在既定规则之外变通处理,几乎都不是官府的恣意裁量,而是尽量协调纠纷

各方的利益关系,最终促使人们维护或达成一种共识.这足以反驳此前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处理民

事纠纷消极、低效、随意”的观点.当然,本节中个别案件的处理的确有损公平、正义,但总的说来行

帮产权仍然依赖地方官府得到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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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案件包括:嘉４、道１６、咸２、光６、光８、光１１.
[美]戴史翠(MauraDykstra):«帝国、知县、商人,以及联系彼此的纽带:清重庆的商业诉讼»,收入王希主编:«中国和世界历

史中的重庆: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二)官府保护和规范行帮公产的动机

除了作出较为妥善的裁决,面对这些行帮公产纠纷,官府还需拿出很大的耐心,因为此类案件中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一再闹上公堂.具体情况参见“表５”:

表５　本文所考察案件的呈控次数① (资料来源:本文附录)

呈控次数 案卷号

一次
乾２、嘉１、嘉３、嘉７、嘉８、嘉１０、嘉１１、道２、道６、道１６、道１７、道２３、道２４、道２５、咸２、同４、光

３、光１１、宣６、宣７

二次 嘉６、嘉９、嘉１２、道１、道３、道７、同１、光１、光６、光８、光９、宣７

三次 嘉４、道４、道５、道１０、道１８、道１９、道２０、同２、同３、光１２、宣２

四次 道８、道１５、咸２、光２、光１０

五次以上 光４、光７、光１３、宣１、宣８

由“表５”可知,本文所考察的大部分案件都经过了两次以上的诉讼②,而且越到较晚的光绪、宣
统时期,缠绵难断的案件越多.那么,地方官府为何会容忍这种“缠讼不休”的做法,并为之投入有限

的行政资源呢? 根据笔者的观察,官府这样做至少是出于两个现实的考量.
第一,是对司法效率的关注.现有的研究揭示出,清代州县官员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务实的一

面.因为上级官员可以例行监督他们的司法活动③,他们的考绩、升迁也与处理各类案件的效率直接

挂钩④.而本文所考察案件的当事人们,似乎也深谙此中奥秘,常常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讼不休的架

势.如案卷“光４”中,綦江船帮对于大河船帮制订的差费征收规则不满,而且认定这一规则是在张利

川、洪辉田的挑唆下制订的.于是,綦江帮船户和一批商号决定联名控告张、洪二人,船帮首先作出

了非常强硬的表态:

　　刻下遭洪辉田、张利川二人狼狈为奸,乃贪小利之辈.我帮船户何不各船商议,大众齐

心,将此二人交差禀县,言伊私抽我帮厘金.其我帮板主酌议数位在渝城与伊质讯,其船我帮出

钱另请太公,放上所用之钱,照伊所议抽收.如钱不敷,在渝城义生号支钱缴用,与伊决不干休.
其控案之用费,一定有我帮酌议,不得缺少.

这一极具号召力的倡议很快得到积极的回应,诉讼随之开始.最后,知县也不得不承认大河船帮的

差费征收的确存在严重的贪污、勒索问题,判令大河船帮的财务收支进行彻底整顿.
还有一些案件,由于情节过于琐细,官府本打算敷衍了事,但当事人却锲而不舍地呈控,最终促

使法官作出相对公允的裁决.如案卷“道１５”中,割猪匠人练龙贵与牟廷顺发生纠纷.练龙贵指控牟

廷顺以维护行规为名,向其勒索５０００文的罚款;而牟廷顺则指控练龙贵抢去了他的一份借贷契约.
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桩“鼠牙雀角”的纠纷,却在两个月中四次闹上法庭.从诉状来看,前三次的处

理结果都比较草率.第一次法官斥责了牟廷顺,勒令其结案,第二次则根本不予理会,第三次虽然得

到了法官的批词,但似乎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当双方第四次对簿公堂时,法官终于作出了一个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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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诉状中,当事人都会提到此案之前是否经过诉讼,以及当时的承审官员是如何处理的.这就为统计呈控次数提供

了可能.
在“表５”中,经过一次诉讼的案件共２０个,但是在仅经一次诉讼的案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案卷散佚或选编时的人为取

舍,使研究者看不到此前和此后的诉讼过程.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表５”中经过两次以上诉讼的案件应该更多.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１９３ １９５页.
瞿同祖指出“百姓生活安定且地方环境条件在其任职期内有所改善”是州县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条件,参见瞿同祖:«清代

地方政府»,第６０页.黄宗智也指出:州县官员“受到官僚规则的严格限制”,“其政绩考核取决于他能否限制案件发生数,以及他处

理所收案件的效率”.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８９ ９０、１７４页.



顾双方诉求的判决,一方面支持练龙贵拒交入行费,一方面帮助牟迁顺索回了丢失的借据.可见,当
事人的缠讼有时也能对官府形成一种压力,促其更加积极、有效地解决讼端.

在极个别的案件中,行帮为了保全和扩充公产,甚至不惜成为被告.如案卷“宣２”中,李兴发等

人状告渠河船帮欠债不还.但反常的是,船帮首事对原告指控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还提供了一份

详细的债主名单,罗列了包括原告在内的２１名债主,所欠银钱合计３０００余两.更出人意料的是,在
接下来的案卷中,原告李兴发等人再也没有出现,完全变成渠河帮与官府之间的交涉.最后官府同

意渠河帮向其所辖水道的船只征收捐费,作为还债之用.看到这里,读者才基本上理解了此案的玄

机.其实之前债主提起诉讼,很可能就是由船帮首事一手策划的.因为闹上公堂不仅能使官府了解

船帮的债务负担,更能激起知县对地方秩序的忧虑和对自己前程的顾惜.此时船帮顺势提出征收船

捐的要求,知县基本上不可能反对.
官府保护行帮公产的第二个考量,在于保证自身的财政收入.此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工商业者

提供的差务和厘金,是清代重庆地方官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①.在行帮公产纠纷中,这也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砝码.在许多诉状中,行帮会在醒目的位置写下“多年应差无紊”、“遵奉宪示抽取厘金,勿
敢怠忽”等字句.这无疑是提醒承审官员,这个行帮的公产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支持.在“表４”罗列

的４８个被官府受理的案件中,有３０个都可以确定与承差纳厘的行帮有关②.如果卷入纠纷的行帮

恰恰是承差纳厘大户,官府更是会高度重视.最典型的案例是“光４”,其中的纠纷复杂而激烈,在长

达十年的时间里间歇性地爆发.但因为此案牵涉到当时重庆的差费征缴大户———大河船帮,官府仍

然积极地、不厌其烦地介入.
在另一些案件中,深谙官府软肋的行帮甚至可以利用差务要胁官府.将这一策略运用得淋漓尽

致的案例莫过于“光７”,从“表６”可以看到,毡房帮在前后九轮诉讼中的状词高度雷同:

表６　“重庆毡房帮认差案”诉讼概况

　　　 概况

诉讼过程
时间 被告人 毡房帮状词 知县批词

第一轮
光绪十四年

三月
万洪顺等

现值学宪案临,坐衙行站需毡四百余条,约
费百余金,竭力挪垫,原靠收差供认.似此

坚藐抗悬,后货效尤,观望不认,万难支应,

违悮匪轻

令万洪顺等遵断认

帮.

第二轮
光绪十四年

八月
石洪盛

似此抗差估骗,刁恶难容,不禀添究,抗差得

势,纷纷效尤,将来差毡势必遗废,无人办理.
各家帐目一并

交与新班首事.

第三轮
光绪十四年

十月
陈永茂

现在考试临迩,不禀唤究,各帮效尤,差务无

着.
饬陈永茂赶紧照规

帮给.

第四轮
光绪十四年

十一月
华万兴

现届年底,道府恩署均要差毡,伊吞得势,纷
纷效尤,差悬无着,情急祸眉.

将 华 万 兴 械 责 锁

押,赶紧上庄出用

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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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请参见山本进:«明清时代の商人と国家»,东京:研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刘铮云:«官给私帖与牙行应差———关于清

代牙行的几点观察»,«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２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３年冬之卷;范金民:«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

贸行为»,«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周琳:«“便商”抑或“害商”———从中介贸易纠纷看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的“官牙制»,«新史学»
(台北)第２４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３月).

包括:嘉１、嘉３、嘉７、嘉８、嘉１０、嘉１１、嘉１２、道２、道４、道５、道６、道１０、道１２、道１６、道１９、道２０、道２５、咸１、咸２、同２、同

３、光１、光２、光４、光６、光７、光８、光９、光１２、光１３.



　　续表

　　　 概况

诉讼过程
时间 被告人 毡房帮状词 知县批词

第五轮
光绪十五年

九月
万盛泰

陷首等府差久悬,挪垫多金,无从出备.不

沐作主,效尤愈甚.差费难支,众心难服,
饬照规帮给,违即

带究.

第六轮
光绪十七年

八月
商号连云积蔚

不日换季,又要差毡.无资应办,难免违悮.

惨民等办差生年要用二百余金,并无底金存

款,靠收羊毛应差.遭此抗差霸估,害民等

垫累难堪,情实莫何.

饬照规认给,如违

带究.

第七轮
光绪十七年

十二月
万盛泰

现值年尽岁暮,各衙换毡之时.遭此估霸抗

差,民等实难办理.
饬照规认给,如违

带究.

第八轮
光绪十八年闰

六月
商号连云积蔚等

现在学宪差临,无资应办,情实艰难.似此

复藐串抗,差悬无着,情莫恶何.
饬照规认给,如违

带究.

第九轮
光绪十八年

十一月
商号裕和祥

不恳唤究,日后各贩纷纷效尤,差费无出.

惨首等挪垫无着,差何由办.恐大差临境,

无由措办,赔累非轻.

洋毛由渝过道,并
不售卖,自应免差.

这九轮诉讼发生在四年之中,但毡房帮首事的状词都无一例外地重复着三种策略:一是新一轮差务

马上就要来临,可谓是“催”;二是若有人仿效这种做法,今后差毡供应将越来越难以保证,可谓是

“吓”;三是差务繁重,办差过程举步维艰,可谓是“诉苦”.知县在接到诉状后,也几乎是没有悬念地

站在了毡房帮首事一边.唯一的例外是第九次诉讼中,由于英国太古洋行中途介入,才使审判结果

发生逆转.以一个知县的行政经验,一定不难洞察这些状词的雷同与拙劣.但他自始至终都甘愿做

毡房帮首事的傀儡,很显然是被利益所驱使.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末新政以前,地方官府在处理行帮公产纠纷时虽然常常为财政利益所挟制,

但一些承差纳厘较少的行帮,也可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公产,本文所收录案例即可为证.但是在光绪

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川省新政启动,行政开支遽增的情况下,官府借公产纠纷剥夺行帮的情况也越来越

严重.本文附录中发生在宣统年间的案件除“宣４”之外,均涉及此种情节,而“宣１”是最有代表性的

一个案例.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六月,李泽沛等人指控炭力帮首事侵吞公款二千余两,并提议将这笔款项追回

后用于设立学堂.县衙受理此案后即委托五厢监正进行核查,并未发现明显的问题.但李泽沛等人

却不依不饶,继续呈控.直到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初,案卷中仍然没有显示炭力帮有明显的财务问题,但
该帮却不得不答允每年从帮费中拿出３２０钏,资助本地新设立的学校和慈善机构.这个案件的代表

性在于,它涉及到当时行帮公产纠纷中最常见的三种不寻常的情况:
第一,赢了官司,输了产业.在这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一直处于下风.尤其是在官府清

查完炭力帮账目后,明确宣布他们之前的控告是子虚乌有,还责惩了为首的李泽沛.但是炭力帮的

公产并没有因此得以保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八月,也就是双方诉讼最激烈的关头,炭力帮主动提出

每年向本地慈善机构———市会捐款２００钏,显然是为了破财消灾.但是直到半年以后,炭力帮将捐

款的数额提高到每年３２０钏,知县才批准正式结案.这不由得使人怀疑,县衙其实是借诉讼进行敲

诈.案卷“宣３”中的九门屠帮、“宣６”中的火炮帮,“宣７”中的米帮、“宣８”中的拨船主夏聚庆,都有

大同小异的遭遇.
第二,行帮对官府的报效由差务变为捐款.与差务相比,捐款显然更加随意.如炭力帮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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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炭力帮一开始希望每年捐２００钏,但是原告方提出的数额是每年４００钏,最后协商的结果是每年

３２０钏.整个过程就像是讨价还价,完全不援引任何规则,自然也很难限制官府的再度勒索.
第三,出现了一批专门挑起公产纠纷,从中渔利的人.如案卷“宣１”中的李泽沛,“宣３”中的吴

协和,“宣６”中的夏绍卿等.他们都不是行帮的成员,但却以兴办公益为名揭发行帮的财务问题.最

后就算败诉,也成功地达到了剥夺行帮公产的目的.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是观察清代重庆行帮公产状况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行帮凭借与地方

官府的互惠关系,比较有效地利用法庭处理公产纠纷.而在此之后,诉讼却成为剥夺行帮公产的途

径.情势的突变引人深思.

五、结论: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

仔细审视过形形色色的案例后不难发现,清代重庆行帮公产纠纷是一个“专制统治”和“多元制

度变迁”相交织的故事.下面笔者就试着游走在这两个维度之间,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清代的重庆,行帮公产能否得到保护? 第二,清代重庆的行帮究竟是专制制度的附庸还是自

主的市场力量?
透过“多元制度变迁”的维度可以看到,在清末新政以前,许多不寻常的现象正在这个城市的机

体中潜滋暗长.尤为显著的是:
第一,重庆行帮的公产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保护.这与“中国传统法律不保护产权关系”的论断

截然不同.因为对于地方官府而言,只有妥善处理此类纠纷,才能保证良好的地方秩序和充足的财

政收入;尽管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保护行帮产权,但行帮却通过迎合、利用官府的诉求,相当有技巧地

促成了许多公产纠纷的解决.此种互动形成了在正式的法律条文之外,有效保护行帮公产的司法经

验.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人们的需求和行为不断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法制环境,在研习律例条文

的同时也应充分关注实践层面的法律.
第二,重庆行帮更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公产纠纷.这与官府所期待的“无讼”形成鲜明对照,也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清代民事纠纷中调解与诉讼的关系.这种独特现象是清代重庆社会环境的产物:
作为在明清易代战争后重建的城市,民间力量常常不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信服的权威;作为一个移民

社会,许多流动人口难以分享这个城市的调解资源;作为一个商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城市,越来越多

复杂而激烈的商业纠纷难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①.由此可见,法律实践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很
难一概而论.在现阶段,通过区域研究揭示法律运作的详细过程,尽可能勾勒出一个“细致的局部”,
将有助于修正法制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

然而,从“专制统治”的维度,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没有太多新意的画面.至少在本文所讨论的

公产纠纷中,行帮对官府的依赖远远多于它能够对此过程施加的影响.这自然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关

系模式:当地方官府与行帮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并有节制地对其进行索取时,会比较妥善、有效地处

理行帮公产纠纷;但是当地方官府面临财政窘境,且不再看重传统工商业时,就会由保护行帮公产变

为杀鸡取卵式地剥夺行帮公产.本文所使用的清末新政之后的案例,即展现了后一种情况.这无疑

印证了“专制主义扼杀民间商业”的传统命题.
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既矛盾又共存的现象呢? 笔者认为,这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混乱,而恰恰是

一种微妙、变通的制度安排.本文将这种制度称为“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专
制权力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本文中强行剥夺行帮公产又令行帮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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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步德茂(ThomasM．Buoye)的研究也指出,清代商品经济发展侵蚀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共识,使得调解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奏

效,越来越多的财产纠纷以暴力告终.参见[美]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１８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刘亚

丛、陈兆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反抗的地方官府,就是这种权力的缩影.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专制权力并非全然愚昧保守、为所

欲为.反而,它会在整个制度框架中为市场发展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所以,清代中国许多地区的

市场并不缺乏活力,也形成了各类保障商业成长的规则.从效率和运作细节而言,的确称得上是一

个“理性市场”.
但专制制度与“理性市场”并非始终相处默契.在清代重庆的各个商业领域,一个具有普遍性的

现象是:当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或扶持某类工商业有利可图时,官府会给予其一定的自主空间,并在

适当寻租的同时协助其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但当局势突变导致政策转型,或扶持某类工商业

的回报降低时,官府就会对其弃之不顾,甚至刻意摧残.当然,个别地区的情况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普

适性.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下,“理性市场”的因素能否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别开出一番生面?
尚在未定之天.即使就清末重庆而言,新政之后地方官府对传统工商业的催逼和打压,固然有相当

大的恣意妄为的成分,但同时也是在新政压力下进退失据的不得已之举.若无此一情势逆转,结局

也是殊难逆料①.
随着清朝的覆灭,专制统治和“理性市场”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两败俱伤.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有

必要给这两种市场现象以公允的评价.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并不是优劣立判或互相抵牾的,而是交

织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场机制.进而言之,制度创新和市场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线的

因果关系,新的市场因素往往也要依赖旧制度而成长.只是依赖旧制度是有风险的,市场能否在这

个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巧妙地趋利避害? 市场的成长是侵蚀了旧制度还是强化了旧制度? 还需在更

多的实证研究中寻找答案.

附录:清代«巴县档案»中与行帮公产相关的部分案例

说明:

１．本文中所使用的«巴县档案»案卷,除脚注中特别说明的之外,均来自本附录,在文中的编号也

与本附录保持一致.

２．本附录所有案卷的编号,均由一个汉字和一个数字组成,汉字代表该案件发生时在位皇帝年

号的简称,如乾隆时期即为“乾”,以此类推;数字代表该案卷在本附录中的次序,如乾隆时期的第一

个案卷为“乾１”,以此类推.

３．为节省篇幅,本附录以及正文表格中的案卷出处,均采用了原始文献的简称.具体如下:“选
编”指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川档”指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卷,卷宗号:清６;“川大档”指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藏«巴县档案抄件».

４．案件“宣１”在«巴县档案»原文中被分为７个独立的案卷,诉讼时间前后相差数月,但是其诉讼

缘由和涉案各方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本文将这些案卷合并为一个案件,并重新命名.原案卷按

时间先后分别为:
(１)渝城炭力帮临江千厮厢董家嘴首事廖维轩等自愿认捐三码头年捐恳示众照旧规办理不得借

捐索需文,“川档”清６－５４－０１４９１.
(２)监生李泽沛等禀恳将临江炭力帮所抽之钱提作办学经费及巴县札委炭帮首事等情卷,“川

档”清６－５４－０１６２１.

２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EricJones认为,清代中国政府的寻租特性,是其未出现突破性经济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参见 EricJones,GrowthRecurＧ
ring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但是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清代重庆地方政府并非始终无节制地寻租,尽管其

寻租倾向在清末新政后明显加强,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应付形势变迁的进退失据之举.因此,清代政府的确具有寻租的性格,但这

是否决定了中国不能出现突破性经济成长,还需以更扎实的实证研究为依据进行商榷.



(３)巴县炭力帮监正杨吉三监生李泽沛等与监生熊大祥等为帮费帐目互控案,“川大档”宣财五

搬运１.
(４)监生李泽沛等禀控渝城炭力帮首事熊大祥等侵吞炭轮款案,“川大档”宣财五搬运１０.
(５)监生李泽沛等与炭力帮首士蓝祥杰等为帮费事互控案,“川大档”宣财五搬运４.
(６)渝城洪岩厢千厮门炭力帮首事何玉顺等禀巴县请求减捐市会钱或各衙杂派钱卷,“川大档”

宣财五搬运８.
(７)炭力帮首廖维轩等认缴市会劝学会年捐文,“川档”清６－５４－０１９４３.

本文编号 时间 案卷名称 出处

乾１ 乾隆二十年 阉术公规 «选编»第２３３页

乾２ 乾隆五十八年 丝行公地义冢碑序 «选编»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嘉１ 嘉庆 渝城弹新花铺公议单 “川档”清６－０３－００３５８

嘉２ 嘉庆元年 胰染绸绫布匹头绳红坊众艺师友等公议章程 «选编»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嘉３ 嘉庆四年
本城行户官广聚具告谭正禄杜脚夫不听使唤恶逆凶殴

民一案
“川档”清６－０５－０４９７４

嘉４ 嘉庆七年 本城民方曰贵禀曾义和等一局夥吞帝主会公项银两案 “川档”清６－０３－００３１２

嘉５ 嘉庆十年
胡起先等禀存打账钩之郑老么违规乱打造铜瓢发卖硬

不上会应差一案
“川档”清６－０３－００３１５

嘉６ 嘉庆十年 本城邹思权告杨高太摆摊发卖踊塞街道卷 “川档”清６－０５－０４６４５

嘉７ 嘉庆十一年 大河帮会首杨大顺等禀船户张云龙等在帮乘迈痞索案 “川档”清６－０６－０７０６８

嘉８ 嘉庆十一年 刘化呈等告快役庞玉冒充井河帮船首一案 «选编»第４０５页

嘉９ 嘉庆十三年 大河叙府帮船首杨登朝具禀伊帮船首该伊承充卷 “川档”清６－０６－０７０７３

嘉１０ 嘉庆十四年 朝天储奇两党花轿铺互控案 «选编»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嘉１１ 嘉庆二十四年 覃清国具禀夏朝希紊规抗不缴庄银并遇差躲公不办一案 “川档”清６－０３－００３４６

嘉１２ 嘉庆二十五年
翠微坊邓洪升具告罗裕珍等串搕勒银以及巴县具告各

皮铺遵照旧章捐资生息认备军需毋抗违乱讼扰
“川档”清６－０３－００３４７

道１ 道光元年 本城黄崇贵告李加谟平白统痞朋殴伊弟一案 “川档”清６－０６－１０８２６

道２ 道光元年 赖豫泰等告船夫朱老满等勒银修庙案 «选编»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道３ 道光一至二年 板箱铺整理行规案 «选编»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道４ 道光五年
小河船首候尚忠禀大河船首谢再提等紊乱船规勒收帮

费一案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７９６

道５ 道光五年 陈金全徐双发因做园桶互控案 «选编»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道６ 道光五年 湘乡帮与宝庆帮因码头铺房地基互控案 «选编»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道７ 道光七年 渝城磨房与烧饼铺互控案 «选编»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道８ 道光八至十年
綦江县民周元顺等具禀卢俊荣等藉补修梅葛庙为名从

中侵吞金事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５９１

道９ 道光十年 书办陈廷辉等告刘玉等搕索花轿案 «选编»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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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１０ 道光十一年 孀妇刘龚氏具告朱奇等故乱开设染房程规诓奇生息一案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５２５

道１１ 道光十五年 乡城公议割猪章程 «选编»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道１２ 道光十九年
千厮坊叶正顺等具告散夫彭仕龙等将伊栈棉花私卖吞

银一案
“川档”清６－１２－１０４０９

道１３ 道光二十一年 广扣帮公议章程 «选编»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道１４ 道光二十二年 永生帮顾绣老板师友公议条规 «选编»第２３４页

道１５ 道光二十三年 练龙贵与牟廷顺因割猪互控案 «选编»第２３４页

道１６ 道光二十三年 川北各河船夫设新兴会案 «选编»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道１７ 道光二十四年
本城陈德昌开设铜钮扣铺告黄恒顺把阻远来卖铜页之

人不许在城出售案
“川档”清６－１２－１０５８５

道１８ 道光二十四年 本城夏德顺告周牛勒去钱文屡次把阻停贸手艺生理等情 “川档”清６－１２－１０５８１

道１９ 道光二十四年 打草纸帮诉讼案 «选编»第２４６－２４８页

道２０ 道光二十五年
本城民段永清等具禀砖瓦铺王合顺等违规讹派别上行

银两并借差勒索等情案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６５２

道２１ 道光二十五年 小河船首李廷泰等禀请批委八省请示定定立差规卷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５５６

道２２ 道光二十六年 大小河各船帮举签认充会首承办差务卷 “川档”清６－０７－００８２２

道２３ 道光二十七年 印书匠人何升海与杨长应等互控 «选编»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道２４ 道光二十八年 宗义先等禀状 «选编»第３３７页

道２５ 道光二十八年 茶担行李和顺与张万元互控案 «选编»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道２６ 道光二十九年 渝城男工顾绣老板师友公议条规 «选编»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道２７ 道光三十年 冰桔糖房规条 «选编»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咸１ 咸丰六年 白花行户汪聚源等具禀黄泰茂违示搀越隐漏厘金案 “川档”清６－１８－００９０９

咸２ 咸丰十一年
宜昌帮会首闫大槐告毛开源等费入不缴蚁额外垫钱查

照问规挪垫银两如数算给案
“川档”清６－２２－０８９５３

咸３ 咸丰十一年
三河会首马正泰等禀明封号兵船迎接骆大人来川实难

承办卷
“川档”清６－１８－０１０７２

同１ 同治三年
巴县据遂河五帮首事船户黄元兴等禀恳示谕各帮船户

船只各码头不得紊乱旧规以杜争竞以免藏奸案
“川档”清６－２３－０１０１４

同２ 同治三至七年

巴县据禀示谕严禁贩丝奸商不投行私串过秤发卖漏税

和饬差查

挐奸商以及丝行户张来顺等禀郑金顺曹二等违示漏厘

一案

“川档”清６－２３－００８２０

同３ 同治六年
下河首事胡元圃等禀王大兴借差霸收吞川帮船户差钱

一案
“川档”清６－２３－０１０１０

同４ 同治七年
本城夏石城等禀恳示禁永德会人等不得私收佃钱及将

公项铺房私行当卖及会祭之期毋许酗酒肆闹一案
“川档”清６－２３－００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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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１ 光绪八年 叙府船帮首事刘正顺等控罗万兴抗差案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３６

光２ 光绪九年 黄亿隆与刘天宝各开栈药材生贸之纠纷互控一案 “川档”清６－４４－２６４００

光３ 光绪九年 令狐顺兴与赵德顺等人因绸帮公所账目不清互控一案 “川档”清６－４４－２６４２２

光４ 光绪九至十年 重庆船帮专案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２４

光５ 光绪十三年
工吏职员及智一甲汪世芳等禀请示谕出簿募化培修老

鼓楼九龙滩王爷庙以杜侵吞滋扰卷
“川档”清６－３１－０１９８１

光６ 光绪十四年
巴县丁福星等控经营拔搬帮差务的张位卿夺账霸营亏

吞案
“川档”清６－０６－２６７９５

光７
光绪十四

至十八年
重庆毡房帮认差案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３２

光８ 光绪十五年 重庆白披桶糊桶两帮维护帮规案 “川档”清６－４４－２６８５９

光９ 光绪十六年 大河七帮船首罗炳盛等控毛祥瑞滥规案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２０

光１０ 光绪十八年
江南会馆敦谊堂首事朱成词囗法荣等为争做首事客长

并会馆财务互控及该馆首事议定之会馆管理章程案
“川大档”光社会帮会２

光１１ 光绪十九年 渝五花帮帮内为帮金互控案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１０

光１２ 光绪二十一年 油漆铺帮帮规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１９

光１３
光绪二十一

至二十二年
大河七帮与盐川帮争收船差钱纠纷案 “川大档”光财三行帮１２１

光１４ 光绪三十三年 金堂木船业成立金内帮揽载公所 “川大档”光财二行帮１２６

宣１ 宣统一至二年 炭力帮公产案 见“附录说明”

宣２ 宣统元年 渠河帮镇江寺公所债务纠纷案 “川大档”宣财五水道９

宣３ 宣统一至二年 重庆九门屠帮帮费使用案 “川大档”宣财二手工业４１

宣４ 宣统二年
南纪门米帮财神会董刘镛等具禀将余款暂立简易学堂

禀请立案
“川档”清６－５４－０１５９０

宣５ 宣统二年

重庆府札巴县准嘉定府移开据花帮议乐将李仲连私卖

三县花帮在渝公产银捐作郡城女学经费饬出示严禁以

杜朦卖等情

“川档”清６－５４－０１６５１

宣６ 宣统二年 重庆火炮帮基金被提做团练及学费案 “川大档”宣财二手工业３３

宣７ 宣统二年 重庆米亭子神农会债务纠纷案 “川大档”宣财二手工业５１

宣８ 宣统三年 渝城驳船帮运输纠纷案 “川大档”宣财五水道１２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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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

潘 务 正

摘　要:史传中经常出现历史人物“疽发背而死”的记载.此病在古代为膏肓之疾,死亡率很高.史传

中这一叙事元素不仅仅为实录,往往还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意蕴:它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忧患意识,至明清之

际成为遗民的一种隐晦死法;因患上此病时死相极为凄惨,故史家在此中融织了天道观念,至后世演化为

诅咒之语.叙事手法上,“疽发背而死”含蓄地表达了历史人物的情感,流露史家的褒贬倾向,并渲染出浓

厚的悲剧意蕴.这一叙事元素符合古代文史交融的传统,为史家青睐.

关键词:疽发背;忧患意识;天道观念;叙事传统

死亡乃人生大事,古代史家通常在历史人物之死的描写中展现其品节.因病而亡是司空见惯的

死法,不过为了叙事的简洁,史书未必均交代其死因.然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史传中出现众多

“疽发背而死”的记载,此始于«史记»,众所周知范增就是因此而殂;自此之后,史书提到人物之死时

频繁出现这一病因,几乎无代无之.试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例,除去重复者,情况如下:

书名 发病者 书名 发病者

史记 范增、周丘 旧唐书 张守珪、李洧、韩简

后汉书 朱穆、盖勋、刘焉、刘表 新唐书 孟浩然、薛存庆

三国志 曹休 旧五代史 阎宝、龙敏、和凝、胡进思

晋书 庾翼 宋史
韩令坤、张澹、何继筠、卞衮、明镐、唐介、王雱、种谔、

宗泽、刘羲叟、张嵲、周克明、符惟忠、曾觌、留从效

宋书 刘禹、庾悦、姚绍 金史 田琢、移剌瑗

魏书 南安王桢、崔亮 辽史 萧陶隗

南史 萧明 明史
徐达、朱恩鑙、何申、李鋐、王鸿儒、杨一清、

毛伯温、仇鸾、张慎言、张宗琏①

北史 王勇、王士隆 清史稿 庄元辰、姚启圣、朱善张、张曜

“疽发背而死”受古代史家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文献记载中当同一人物有不同死法时,史家往

往乐意采用这种结局.如唐代韩简,据«实录»记载,他是“为部下所杀”② .然«旧唐书»本传云:

　

作者简介: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２).

①　万斯同«明史»(清抄本)中尚有胡海、章玉等因此病而死,分别见卷一六六、卷二〇七.本文所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均为

中华书局点校本,为避免繁琐,不另出注.

②　司马光:«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８２８８页.



“为(诸葛)爽军逆击,败之.简单骑奔回,忧愤,疽发背而卒”;«新唐书»本传、«资治通鉴»亦同.史家

明知韩简还有另一种死法,却仍择定其为疽发背而死.又如宗泽,其死也有不同记载.南宋叶适仅

云其“忿郁死”①,明王祎亦云“遽属疾”,或云“以故忧愤成疾”②,而不提所患何疾.但南宋王柏«宗忠

简公传»云“疽发病甚,薨”③,«靖康小雅»更是明确记载“疽发背而薨”④,元初官修«宋史»承之.
是否疽发背而死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宗泽的光辉形象,但史家似乎更“偏爱”其因此致命.

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叙事元素,这仅为实录,还是别有意味? 因其始于«史记»,并大量出现在史

书及传记类文献中,故本文以史传为中心,兼及其他史料,对这一问题试加探讨.

一、致命之因

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因疽而死的是晋国中军元帅荀偃,«左传襄公十九年»载其“瘅疽生疡于

头”而丧生,可见此病很早就给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古人通常以“痈”来解释“疽”,«说文解字疒

部»云:“疽,久痈也.”同卷又云:“痈,肿也.”⑤疽是在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段玉裁据«后汉书刘

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云:“疽,久痈也.”并解释道:“痈久而溃,沮洳然也.”同卷释“痈”云:“肿,
痈也.瘤,肿也;痤,小肿也,则非谓痈也.”⑥认为痈是人身上比较大的肿块,久痈引起溃烂即为疽.

不过古代医家的看法则不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云:“五脏不调则致疽,疽者肿结皮,
强如牛领之皮;六腑不和则致痈,痈者肿结薄以泽是也.腑脏不调和而腠理开,受于风寒,折于

血则结聚成肿,深则为疽,浅乃为痈.”⑦中医认为疽痈为脏腑不调所致,五脏不调易生疽,六腑不调易

生痈.脏腑不调,感染风寒,血气凝聚成肿块,肿块深且皮厚者为疽,浅且皮薄有泽者为痈.痈因其

比较肤浅,危害性不大.与之相比疽则危害性极大,发病后难以治愈,死亡率高.南宋李迅«集验背

疽方察疽发有内外之别»云:“初发疽时,不拘小大,身体无热,自觉倦怠,生疽处亦不热.数日之

间,渐渐开大,不肿不高,不疼不痛,低陷而坏烂.破后,肉紫黑色,此为内发.有此证者,未发见之

先,脏府已先溃烂,百人百不救,虽有神仙药,亦付之无可奈何.”⑧疽发病时,脏器已溃烂,根本无法医

治.故«诸病源候总论»云:“疽重于痈,发者多死.”⑨

据南北朝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所载,疽可以发在身上的任何部位,然疽发于背部以外区域,虽
死亡率亦较高,但还有医治的可能.史料记载中亦不乏此例,如唐李 疽发于首(«旧唐书李质

传»),南宋遗民赵元清(«宋遗民录»卷五)、明李震疽发于脑(«皇明大政记»卷十五),均未丧命.疽发

于背亦有好转者,如清代江南歙县孝子汪龙“疽发背”,“越数旬始瘥”(«清史稿孝义二»);不过从总

体来看,治愈的可能极小,像汪龙这样不治而愈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而已.
疽发背在古代几乎是一种绝症,宋洪适«跋痈疽方»云:“疽发背,三尺童子亦知为膏盲之疾.”元

谢应芳«赠钱隐居序»亦云:“夫疽发于背者,危疾也.”究其因由,在于背部于人体的重要性.中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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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是五脏穴位所在,«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①即五脏对应的穴位,均在人体背

部,这个穴位又称为“俞(腧)”.«类经»注云:“五脏居于腹中,其脉气俱出于背之足太阳经,是为五脏

之腧.”②中医理论中,后背属阳,阳脉均循行经过,尤其是背正中的督脉,与两边对称的太阳膀胱经,
五脏俞即分布其上,疽往往发于背部这些穴位,«诸病源候总论»卷三十三“疽发背候”云:“疽发背者,
多发于诸脏俞也.”五脏俞反映对应五脏正气的盛衰,疽发于此说明所属脏器已发生病变,正气虚极,
无力抗邪,故属于恶候.

疽发于背,堵塞经络的通畅,引起溃烂.«诸病源候总论»卷三十三“疽发背候”云:“五脏不调则

发疽,五脏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于身.腑脏不调,腠理虚者,经脉为寒所客.寒折于血,血壅不通,
故乃结成疽.其发脏俞也,热气施于血,则肉血败腐为脓也.”«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亦云:“痈疽发背,
筋肉坏烂.”③发病时因溃烂而产生剧烈疼痛,患者苦不堪言:“痈疽发背,溃后疼痛不止.”④疽发背不

但难以治疗,且死时极为痛苦,死相亦较凄惨,古代视之为恶疾,不言而喻.正因疽发背在古代属“膏
肓之疾”,故众多历史人物因此而死就不难理解.

“疽发背”的诱因很多,古代医学家对此作了探讨,李迅«集验背疽方»归结为五个方面:“天行一,
瘦弱气滞二,怒气三,肾气虚四,饮法酒、食炙煿物、服丹药热毒五.”元杨清叟«仙传外科集验方»亦云

其源有五:“一天行时气;二七情内郁;三体虚外感;四身热搏于风冷;五食炙煿、饮法酒、服丹石等热

毒.”⑤也就是说,天气、情绪、体质及饮食等均可诱发此病.在五种病因中,史传记载最多的是因极度

愤怒、悲伤、惊恐即“七情内郁”引发的疽发背.情感郁积会伤及五脏,«黄帝内经»云:“怒伤肝,喜伤

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皆志意为病.”⑥情绪波动导致五脏不调,引起疽发背.范增就因此致病

而死,«史记»涉及此事有两处,一是«项羽本纪»:“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一是«陈丞

相世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 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

背而死.”二者所记内容相同,稍异者在于范增辞归时的情绪,一则曰“大怒”,一则曰“怒”.就发病可

能性来说,前者更为确切,因为此病“非愤极不成”⑦,只有愤怒到极点才易患是病.范增一心为项羽

谋划,而项羽遭刘邦离间之计,竟然怀疑他,不但不用其言,反而稍夺其权;他辞归时项羽亦未作丝毫

挽留.范增预感到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大业将彻底失败,其愤怒、悲痛、绝望可想而知.因此郁气内

积,五脏失调,疽发背而亡.
与此类似,史传中描写人物疽发背时心理状态的不一而足,如“不得意”的盖勋,“不得志”的庾

悦,“惭恚”致病的王勇,“忧愤”发病的王士隆、韩简,“惭愤成疾”的阎宝,与王安石争而“不胜愤”的唐

介,奸情败露而“忧恚”的曾觌,“忧愤成疾”的宗泽,“心积不平”的张宗琏,国亡后“朝夕野哭”的庄元

辰等.有些史料虽未明确描写人物发病前的心理状态,但由记载亦可推而知之.如张守珪,«旧唐

书»本传云:“(开元)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

而卒.”张时任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因部下诈称诏命冒进败绩,为自保,他“隐其败

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泄左迁,必定产生愤懑之情,以致疽发背而卒.再如辽萧陶隗,«辽史»本传

云:“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陶隗不急追捕,罪当死,诏免官.久之,起为

塌母城节度使.”史载萧陶隗乃极易暴怒之人:“陶隗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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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引,第６０８３页.
张介宾:«类经»卷七«五脏背腧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７６册,第１３７页.
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明洪武刻本.
朱 :«普济方»卷三一四«膏药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５７册,第２４０页.
杨清叟:«仙传外科集验方»卷一«叙论疽发背品第一»,明正统«道藏»本.
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卷三«五脏别论篇第十一»,明万历刻本.
董其昌:«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容台集文集»卷八,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董庭刻本.



虽上有难色,未尝遽已.见权贵无少屈.”因此,受到奸臣诬陷,意气久久不平.故虽重新起用,但仍

尚未赴任就“疽发背卒”.又«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云:“(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仇鸾因外结

掩答、割死人首以冒军功等罪行被人揭穿,其病显是忧惧所致.
由上可知,历史人物由于某种重大的变故,产生了或愤怒、或悲伤、或忧惧、或惊恐等情绪,使五

脏失调发生病变,以疽的形式呈现于背部,并因此丧生.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很多人物死于此病不

足为奇.然史家不厌其烦地提及此种病因,往往并非仅为“实录”,而是别有深意.“疽发背而死”不
仅是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史学命题.

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为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①,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自孔子见“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于是惧而“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至龚自珍阐扬

的“良史之忧”②,均一脉相承强调此种意识.官修史书也本此意,新的王朝执政伊始,即着手编纂前

代史书,体现出正如«诗经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以史为鉴之意.中国古代史

学的发达,与这一意识有关.
史家的忧患意识通过史传中人物命运遭际加以呈现.古代忧患之士常常与疾病相伴,«诗经

小雅»中就有很多此类抒情主人公形象,如«杕杜»云:“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毛传云:“疚,病.”«正
月»云:“哀我小心,癙忧以痒”,“念我独兮,忧心慇慇”.毛传云:“癙、痒皆病也.”郑笺云:“国家将有

危亡,故念我独忧王此政兮,忧心慇慇然痛也.”«小弁»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郑笺云:“疢,犹病

也.”③忧伤国事而致生病,其忧可谓深矣.疾病与忧患之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孟子云:“人之有德慧术

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朱熹解释道:“孤臣,远臣;孽子,庶
子,皆不得于君亲,而常有疢疾者也.”④德慧术知之士预见到国家的危机,欲有所为又无法施展抱负,
忧愤成疾.且疾病的轻重,又与忧患的程度成正比,疽发背这种致命的恶疾最能揭示历史人物深沉

的忧患意识.此种描写,肇其端者为司马迁“发愤”而成的«史记».在描写范增结局时,太史公特别

加上“疽发背而死”一句,看似无心之笔,实则有意为之.
关于范增其人的评价,历史上争论较多,持批评态度的以苏轼为代表.苏轼虽也赞赏范增为“人

杰”,但更主要的是指责他未能早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时离开,而是“欲依项羽以成功”,最终落得

疽背而死,真乃“陋矣”⑤.此种观点影响甚大,明人方凤«读范增传»云:“陈平间计羽疑增,疽发彭城

亦可矜.弑帝江中便归去,不教遗恨死填膺.”⑥与苏轼观点相近.在探究范增病因时,有人认为仅是

出于“愤激”的个性,明朱国桢云:“范亚父之为人,苏老泉评之当矣.中间如张良献玉斗,拔剑撞而碎

之,曰‘唉! 孺子不足与计事’,是何等气质! 言不用,归至彭城,疽发背死,是何等涵养! 看来是愤激

用壮之徒,止能望气,不足与成功.”⑦全是批评嘲讽之语.他们站在义帝为正统的立场看待范增,与
司马迁之意未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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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认为“忧患意识”乃是由某种责任感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

状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９页);庞朴反驳此种观点,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收入«蓟门散

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１页).本文取前者的观点.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７页.
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九、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

４１３、４１７、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２页.
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十三«尽心上»,«四书五经»上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第２２９页.
苏轼:«论项羽范增»,«苏轼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２ １６３页.
方凤:«改亭续稿»卷五«读杂书»,«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３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７０页.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亚父用壮”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９７页.



李陵之祸给司马迁造成的创伤时常流露在«史记»的描写中①.他从国家利益出发为李陵辩解,
却遭受耻辱刑宪,真乃“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也,其满腔悲愤倾注在有相似经历的屈原身上.范增

在某种程度上与屈原、司马迁遭遇相同.其以七十高龄投奔项梁,此后处处为项氏谋划:立牧羊奴为

义帝,以张举义旗;牧羊奴成为项氏心腹之患后,可能在他指使下将其弑于江中;刘邦的威胁更让范

增为本集团担忧,设鸿门宴拟将其剪除.计划流产后,范增一再感叹项氏必为刘氏所灭,自己与同僚

必定为其所俘.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心力帮助项羽,企图避免失败的结局.范增“奇计”结果并不尽

如人意,但可以看出他的耿耿忠心.让他未曾料到的是,刘邦的离间之计竟轻易就让项羽怀疑他,
“于是一腔为项热血,洒落无地,而乞骸骨,疽发背死矣”②.范增之死,正在于他“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所产生的极度悲愤.从«史记»描写倾向看,司马迁对项羽的英雄气概持赞赏的态度,而“项以范

增存亡”③,因此忠于项氏的亚父也是其颂扬的对象.“疽发背而死”不但揭示范增的无限悲愤与彻底

绝望,也寄寓着太史公的深切同情及“悲世之意”④.史心史法,都在这寥寥数字中得以展现.明姚舜

牧«范增»云:“唉! 竖子不足谋,岂俟今日哉! 入关以来,若此所为,便当知其不足谋矣.知不足谋而

但欲杀沛公以取天下,及后楚受反间,始请乞骸骨,疽发背而死,此唉(“唉”为衍字)老子之所为痴

也!”⑤范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痴”中正可看出他的忠心,后世文学作品也将其视为忠义之士的典

范.佚名«英烈传»引瞿佑诗云:“虎斗龙争既不能,鸡鸣狗盗亦无闻.陈平韩信皆归汉,只欠彭城老

范增.”并在诗后按云:“是时张士诚据浙西富饶之地,招贤养士,凡人有不得志于元朝者,争趋附之,
美官丰禄,富贵赫然.及城破,无一人死难者,武夫徤将,唯束手卖降而已.”⑥很显然此中范增是作为

忠义之士得到赞扬.范增至死忠诚的品质,既为义士钦佩,也为史家激赏.
自此之后,史家继承«史记»以“疽发背而死”描写人物精神品格的传统.范增之后,因此而逝的

著名人物是南宋爱国将领宗泽,史家以此病将其一生心事和盘托出.«宋史»卷三六〇本传云: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黄)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

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
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
者三而薨.

疽发背的描写,强化了宗泽的忧患意识、爱国之情,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感慨不已!
正如屈原的典范作用使得沉水自杀成为后世爱国者的死亡方式一样,范增、宗泽疽发背而死也

成为史家笔下乱世或末世仁人志士比较普遍的死因.清初史学家万斯同«明史»卷一八七云:“何申、
宋和、郭节,俱不知何许人,俱官中书.申使蜀,至峡口,闻变,恸哭呕血,疽发背死.”所谓“闻变”即时

为燕王的朱棣发动的旨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变;同书卷三五八云,张慎言“流寓芜湖、宣城间.国亡

后,疽发于背,戒勿药,卒”,二人事迹相同,均为忧愤时事而患上是病,并以此殒命.清道咸间史学家

徐鼒著«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附考»,取“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

世运”之意⑦,记载了数位南明官员因悴心国事或国亡忧愤导致疽发背而死的事迹,除«附考»中的张

慎言外,«纪传»中记载了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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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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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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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４１６页)对此举例云: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一云:“武帝用法深刻,臣下

当诛,得以货免;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叹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其‘羞贫贱’者,
自伤贫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钱锺书先生认为所论二事“殊可节取”;又证之以张耒«司马迁论»谓«伯夷传»寓被刑

之怨、«晏子传»寄无援之慨等.
徐允禄:«范增»,«思勉斋集»卷十一,清顺治刻本.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三,第１０６２页.
刘熙载:«艺概文概»,«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４页.
姚舜牧:«来恩堂草»卷十一,明刻本.
佚名:«英烈传»卷五,明刻本.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自叙»,«小腆纪年附考»卷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１页.



　　(吕)大器知其(王祥)无能为,太息谓李乾德曰:“杨展志大而疏,袁、武忍而好杀,祥尤庸懦

不足仗,蜀事尚可为乎?”一日,于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独山州,郁郁疽发背.明年,卒于都匀.
(卷三十)

(孙)嘉绩急还会稽,则监国(鲁王)已航海去,乃入舟山以观变.时已疽发于背,疾笃,谓子

延龄曰:“倘闻王所在,宜急从之.”语毕而卒.(卷四十)
大兵东下,(庄元辰)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丁亥,疽发背,戒勿药,曰:“吾死已晚,

然及今死,犹可.”(卷四十一)
邵之詹,余姚人.钱塘破,悲愤,疽发背死.(卷四十一)①

据«小腆纪年附考自叙»载,是书编纂参考前人有关史料近百种,兼及地方志与诗文集.可知在这些

文献中,张慎言、吕大器、孙嘉绩、庄元辰及邵之詹均为此病而死.易代之际,他们悲伤忧愤之下,最
易患上此病.史家描写他们以此而逝,富含深意.明遗民桐城人方文于明亡后最初两年内两次生

疽,一次发于右肩,一次发于右乳,所幸不在背部,不久治愈.在«疽叹»一诗结尾他感叹道:“嗟乎!
苍天扼我何太酷,半世饥寒与忧辱.人间好事一星无,贫病二字更相属.吾生贫病曷足悲,伤心四海

大运移.牢骚愤懑结胸臆,两年疽发身几危.”②不是一己的贫病饥寒,而是易代的悲愤填结胸臆诱发

此病,这一病理也适用于以上诸人.
可以看出,在注重死节的明清易代之际③,“疽发背而死”已被符号化,具有象征意义,成为遗民隐

晦传达心曲的一种死法.在明遗民彭士望的记载中,方以智也是因此而逝.其«首山濯楼记»载方氏

晚节云:“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④;«与谢约斋书»亦云:“木公病背

发,卒于万安”⑤.但余英时经过缜密考证,否定此观点,认为方氏乃沉水自杀,殉国而亡.不过余先

生所论亦有可商榷之处.«首山濯楼记»终篇云:“即五云一步地犹得与庐陵古道相望颜色,日夕闻惶

恐滩声,洒涤志气.”冒怀辛认为此指出方与文(天祥)志节相似,未必即说明其死难由于自裁,余先生

反驳说如果方以智死于病,“则其死断不能出于自觉之抉择,与文山将绝无相似之处”.方以智若死

于疽发背,是否就不能与文天祥之气节相媲美? 如前所论,明清之际“疽发背而死”是载籍中遗民的

一种比较普遍的死亡方式,与屈原自沉汨罗江、文天祥英勇就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疾病虽非自觉的

选择,然绝不是完全被动的天灾人祸.余先生认为“惶恐滩声”等语透露方以智死难的真相,“此易代

之际,遗民以隐语传心曲之特有方式”⑥,其实作家描写遗民疽发背而死也体现出类似的用心.彭士

望如此选择,正在于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传达他和方以智的心曲,体现他们的民族气节、忧患意识.

三、天道观念

古人将疾病视为上天降罪的征兆,血肉溃烂、疼痛不止的恶疾“疽发背”因此与天道产生联系.
古代巫史文化形态决定早期史官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明天道”成为其职分所在,正如«国语周

语»记单襄公之语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云:“瞽史,大师,诏吉凶;史,大史,掌抱天

时,与大师同车,皆知天道也.”⑦虽后世史官转向史事的记录或撰述,但此传统却延续下来,当«诗»、
«礼»等“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之际,«春秋»仍“兼记天变”,此乃“三代以来之古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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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创也”①,即此可知该传统的沿承.究其所明之“天道”,一是天文知识,刘知幾云:“自古太史之

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②二是推知祸福,龚自珍云:“言凶,言祥,言天道,
或验,或否,群史之世言也.”③史官掌观望星象与占卜吉凶,所以司马迁才抱怨说“文史星历,近乎卜

祝之间”.«史记天官书»及后世史书«天文志»兼就天文知识与占卜吉凶立意;继承«春秋»频繁记

载日食、地震等灾异,«汉书»及后世史书«五行志»则偏重吉凶的推演,均是“明天道”的史职体现.
随着学术文化的演进,史官所明天道之内涵中宗教神秘色彩减弱,人文理性意味增加,这首先体

现在对天道的怀疑上.«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

善人者非邪? 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
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伯夷、叔齐“积仁絜行”而饿死,颜回“好学”却在贫困中早逝,
天道不公之甚.忠心耿耿的范增、宗泽等人,在史家眼中无疑属“善人”之列,但却身患“筋肉坏烂”、
“疼痛不止”的恶疾悲惨死去.善人而获厄运,史家如此处理彰显了对天道的质疑.

其次是以天道垂诫后世.在怀疑的同时,古代史家往往又流露出对天道的崇信,如«史记陈丞

相世家»中,“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即云:“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

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尽管其曾孙陈掌为卫青子婿,然终不得续封陈氏,太史公令陈平之言若合符

契,以应天道.他如项羽所言“天亡我”(«项羽本纪»),申包胥之言“天定亦能破人”(«伍子胥列传»)
等,对天道的信赖,与前所言怀疑的态度似相矛盾,钱锺书解释云:“疑无天者,犹每私冀其或有,而信

有天者,则常窃怨其若无.”④实则这种对天道的肯定体现出人文理性精神,意在以天道的应验达到警

世之撰述目的,正如赵翼所云,«春秋»“大书特书不一书”日食、地震等灾异,“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

亦何事多费此笔墨”⑤;刘知幾亦云:«汉书五行志»之撰,“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

来”⑥.如果说范增之死显示了史家对天道的怀疑,那么«史记»通过另一人物周丘之死,体现出以天

道警示人间之意图.
周丘亦死于疽发背.«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周丘)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

下邳.未至,疽发背死.”日人泷川资言说:“范增‘行未至彭城,疽发背死’,与此相似”⑦,实则二

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范增是太史公歌颂的对象,周丘乃其集矢的标靶.«史记»突出周丘本为下邳

“亡命之徒”,七国之乱时应吴反,以“能者封侯”为号召发动昆弟,一夜募得兵马三万,攻破城阳中尉

军.势头正盛之时,闻吴王濞败走,知大势已去,“疽发背死”.惟恐天下不乱的周丘在维护大汉统一

王朝的司马迁眼中,无疑是一位被贬斥的人物,其患恶疾痛苦死去,彰显出天道的公正.这与«汉
书五行志»所载梁孝王欲求为景帝之嗣而刺杀袁盎,事发后“发疾暴死”极为相似,秉承了«尚书
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及«易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意.太史公以

此达到“惩恶”之目的,也受其时研治«春秋»的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只不过这层含义甚

为隐晦.
«史记»之后,史家常以“天诛”、“天谴”之类用语将“疽发背而死”隐含的天道观明确表达出来.

沈约«宋书自序»云其祖上沈林子对刘裕说:“姚绍气盖关右,而力以势屈,外兵屡败,衰亡协兆,但
恐凶命先尽,不得以衅齐斧耳.”不久姚绍就疽发背死.刘裕赐书沈林子云:“姚绍忽死,可谓天诛.”
沈氏先祖根据秦将姚绍所为断定其不得善终,就是以天道观为基础;«魏书»卷十九下«南安王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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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安王)桢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邺城有石虎庙,人奉祀之.桢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当加鞭

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此中寓含着元桢乃触犯神灵而暴死之意.可见视“疽
发背而死”为“天诛”乃南北朝时期比较普遍的观念,且又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结合.史家将此写

入史书中,寓含劝惩之意.又,«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倧传»载,钱倧“性明敏严毅”,以礼法绳下,引
起大将胡进思不满,于是发动兵变将其幽禁.此后不久,胡就“疽发背而卒”,越人拍手称快,视此为

“阴灵之诛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载,王韶所奏多诬,“杀蕃部老弱不可胜数”,纵容部下滥

杀无辜;所以当他死时,史家李焘写道:“至病疽发背,洞见五脏,亦其报也.”疽发背溃烂得能看清五

脏,真是惨不忍睹.在史家看来,此乃造恶多端的报应.史传中那些冷静地以疽发背结束反面人物

一生的写法,即使史家没有点明乃遭受天谴,其实也寓含这一意旨.
唐代以后,佛教典籍中亦出现以背疮或肤烂显示天道思想或果报观念的记载.唐怀信«释门自

镜录»卷下«续补»载一僧徒杀蚯蚓无数,“未久僧忽身痒成疮,皮肉尽烂而死”;又载蜀僧仁秀杀虫无

数,“遂患背疮,数日而卒”①.元普度«辨远祖成道事»云惠琳著«白黑论»诋毁佛教,“即感恶疾肤肉糜

烂而死”②,这些都与史传中疽发背而死类似.民间亦普遍地将疽发背视作恶毒的诅咒,明清时期,这
一观念更为盛行.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载,眉州知县沈福抓获贼妇七人,行刑时残忍地“用大杖击

其首而毙”,不久,沈福就“疽发背死”.作者论曰:“轻视人命,淫刑以逞,其死也,谓非天道乎!”③谢肇

淛评«魏书»中南安王元桢之死为“黩神之报也”④.受史学传统的影响,“疽发背而死”发展成为一种

诅咒的方式.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人敷衍出努尔哈赤疽发背而死的说法.
努尔哈赤病疽而死⑤,最早见于袁崇焕的奏疏.他上奏朝廷说:“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

败,遂蓄愠患疽死.”⑥但袁氏所言,乃“四乡络绎皆云”之语,显然并不可靠.明御史汪若极亦云,宁远

战役之后,“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⑦.将其疽发而死归为“天诛”,实乃诅咒之语.此后这

一说法在中朝两国都流传开来,并演变成“疽发背而死”.晚明史家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云:“本年

(天启六年)八月初十日,老奴酋疽发背死.”⑧清初遗民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云:“建州国汗疽发于背

殂.”⑨朝鲜史书«丙子录»云:“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这明显是一种诅咒,观其指称努尔哈赤

为“老奴酋”、“建州虏酋”等语可知.因其带兵入侵,成为中朝两国最严重的边患,民间与朝廷对其极

为痛恨,故而以“疽发背”诅咒其死.所以,这种说法含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极有可能为虚构,不能

作为真正的死因.可以看出,“疽发背而死”已演化为咒语式的病症,天道观念不但影响了史书的叙

事,也塑造了民俗信仰.

四、叙事传统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认为,文学作品中疾病通常被“当做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这一

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本文的论题.中国古代史学崇尚含蓄的叙事传统,“疽发背而死”为史家青睐,就
在于对这种疾病的描写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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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本应强调所载事件的明确性,而中国古代史学却特别推崇叙事的隐晦.«左传成公十四

年»引君子之言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所谓“志而晦”,
即“记载史实而意义幽深”;所谓“婉而成章”,即“表达婉转屈曲,但顺理成章”①,形成“言高则旨远,辞
约则义微”的旨趣②.刘知幾«史通»对此进一步发挥,明确提出史传叙事“用晦”的特点:“略小存大,
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

语已殚,而含义未尽.”清浦起龙于此阐释云:“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

者唯以神行,几几无可言说矣.”③近人姚永朴论史学亦推崇“史文之有弦外音”④,均注重以简洁的语

言传达丰富的意蕴,这与“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类的诗学观基本相同,可
见用晦是古代诗学同时也是史学的传统.史与诗相通,言之者众,范文澜所云«史记»是“体史而义

诗,贵能言志”⑤,若这还是重在内容的话,那么章学诚所云«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故曰必通

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⑥,则指向二者崇尚味外之旨的共同追求.
刘知幾在«史通»中举例说明何谓“用晦”.如«尚书周书»以“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写“纣虐、

民愤”;«左传»以“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写士卒之“感悦”;«史记»以“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写“败
形”;«汉书»以“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写“凉态”⑦;等等.钱锺书觉得这些仅是“字句含蓄之工”⑧,并
没有太丰富的言外之意.倒是«左传»“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史通模拟»将其作为“文
略理昭”的例子评云:“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钱先生认为此较前举“挟纩”诸
例为切,但仍感不足的是“言外虽有事而无多”⑨.刘氏所举不惬人意,在于这些例子都是以具体描写

传达比较明确且单一的含义,与他所追求的“旨远”、“意深”及“含义未尽”诸妙处并不相符.如果要

找一个比较恰当的用晦之例,笔者认为“疽发背而死”甚为适合.
首先,就“疽发背而死”表达的历史人物精神状态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如

前所论,此病“非愤极不成”,历史人物正是经历了情感郁积才诱发此恶疾,并因之丧生.从这个层面

来说,“疽发背而死”强调的不是死的结果,而是死前的精神状态.它一方面是对“大怒”、“愤恚”、“忧
愤”等抽象情感的具象化描写;另一方面,即使史传描写中没有这些词汇,但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病

症仍能不动声色地传达人物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极度悲愤、惊惧等情感,并以其死将此种

情感推演到极致.这些都符合崇尚言外之意的古代史学叙事传统.
其次,就“疽发背而死”体现的史家著述态度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寓含着褒贬倾向.近现代史学

要求以客观之笔忠实记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然传统史学则更多地以

史为手段,史著的编纂,往往出于一定的意图,“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认为此书意在“惩恶而扬善”,故有“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

市朝之挞”之说.但如果此类态度过于明显,则又有失史书的特性.在这方面,郑樵的观点较有代

表性,他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 见莽、卓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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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８７０页.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首,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７０９页.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二十二«叙事»,第１６１ 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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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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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管锥编»,第２７１页.
钱锺书:«管锥编»,第２９９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６页.
范宁:«穀梁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３５９页.



为,岂不知其凶逆?”①因而古代史学家强调在历史事件记录中不动声色地实现褒贬,正如刘熙载所

云:“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②着眼点正在史意的隐微.“疽发背而

死”就叙事手法而言无疑是客观记录,然在不同的语境中,褒贬之意分明:当“善人”不幸染上是病,则
显然是褒扬其忧心国事,忠而忘身的品质,如范增、王士隆、宗泽、何申、张慎言、庄元辰等即是;当“恶
人”患上是病,则显然借此贬斥其祸国殃民的卑劣行径,并能想象到其经受血肉溃烂、极度疼痛的折

磨而死,不免大快人心,如周丘、张守珪、韩简、曾觌、仇鸾等即是.客观病情的记录中寓含着褒贬倾

向,实现史学与文学的交融,符合史传的叙事传统.
第三,就“疽发背而死”的叙事效果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呈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蕴.恶人患上恶疾,

实属罪有应得;而善人患上恶疾,则体现了命运的不幸.弟子伯牛身患恶疾,孔子探视时说:“命矣

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邢昺疏云:“此善人也,而有此恶疾也,是孔子痛惜之

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③一般认为伯牛所患为癞,病发时腥秽触鼻,且有传染性,所以被视为恶

疾.伯牛这样的“善”人却患上癞这样的“恶”疾,孔子的再三感叹,衬托出其殉道者式的悲剧意蕴.
“疽发背而死”亦是如此.范增、宗泽等为国事忧心忡忡,然时局无法左右,他们或者被猜疑,或者被

排挤,想有一番作为又无法施展怀抱;他们不是战死在两军对垒的疆场,也不是鞠躬尽瘁于官衙内,
而是凄凉地亡于路途中或病榻上.他们死前不但情感上经受着极度悲愤的折磨,肉体上还要遭受着

血肉崩溃的痛楚;他们不是体面地离开人世,而是以“一种很丢人的死(法)”死去④.这赋予他们浓厚

的悲剧意蕴.正因如此,他们的病逝往往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宗泽“疽发背而死”就曾令人无限感

动,他临终前嘱托诸将恢复故国,咏杜诗以表心事,不及家事而连呼“过河”者三,正可见其疽发背的

原因.故其病逝时“都人号恸,朝野相吊出涕”,甚至连上天都被感动,以致“风雨晦冥异常”⑤,这些描

写渲染出浓重的悲剧气氛.彭士望«首山濯楼记»状方以智“疽发背而死”时云:“此盖天欲天下后世

人知其如此而生,如此而僧,如此而死,为之流连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厉.”对此余英时反驳道:“倘
密之果系‘疽发背死’于舟中,躬庵是语岂非不词之甚乎? 仅仅病死舟中何足使人‘流连涕洟,悲吟思

慕’,更何能使人‘互相淬厉’乎? 而所谓‘如此而死’者,必其事惨烈悲壮、惊心动魄,然后始有使‘天
下后世人知之’之价值.此又岂‘疽发背死’所堪当者乎?”⑥余先生有此疑问,在于不明这一符号所蕴

含的意味.方以智因亡国的极度忧愤而致病,又痛苦地死去,爱国之情、忧患意识、悲剧意蕴体现无

遗,因此不难理解他去世时众情感奋的场景.由此“疽发背而死”的描写就具有了“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的叙事效果,从而赢得崇尚意味深远之叙事效果的史

家广泛青睐.
当然,“疽发背而死”在史书中反复出现,也与古人崇尚模拟的传统相关,特别是«史记»以之叙事

树立的典范作用.而史家之所以竞相仿效,还是在于这一叙事元素能够以简洁的笔法含蓄地传达丰

富深远的意旨,符合中国史学传统.同时,由“疽发背而死”的丰富意蕴与叙事策略也可更深刻地领

会古代文史互溶的传统.这一叙事元素虽是个微小的符号,却具有多重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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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总序»,«通志»卷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页.
刘熙载:«艺概»卷一,«刘熙载文集»,第６４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７８页.
李国文:«疽发背而死»,«中华散文»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王柏:«宗忠简公传»,«鲁斋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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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闾左”发覆

孟 彦 弘

摘　要:«史记»所见“闾左”,既非依附民或贱民,也非流民或浮浪人,更不是指闾佐,而是“闾五”之讹.
“闾五”即“闾(里)士五”的简称.士五,是指傅籍至免老、没有爵的普通百姓.汉人对“闾五”这一简称已较

陌生,加之“闾左”更可彰显秦之暴政,故不加深究而致误.后代注释家望文生义,不足为据.

关键词:«史记»;闾左;闾五;士五;身份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
为屯长.”① “闾左”,除王子今将“左”解作“佐”,视闾佐为“里”的佐事吏目之外② ,旧注多指居住于闾

或里门左侧之人.至于这些人的身份,有人认为是贫弱百姓或地位略近刑徒、奴婢的依附农民或贱

民,有人认为是流徙他乡的亡命之徒或寄居他乡的流民、浮浪人,或普通百姓③ .
笔者以为,“闾左”乃“闾五”之讹.闾即里、闾里④ ,泛指地方基层组织或居住之地;闾五,指闾或

里之士伍.睡虎地出土秦简有封诊式,共廿五节,除治狱、讯狱外,其他廿三节均为案件的调查、审
核、讯问等程序的文书程式.其中涉及人的身份,正有“士五”.有作“士五、居某里”,如:

　　有鞫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
有作“某里士五”或“同里士五”,如:

　　封守　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
●幾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

盗自告　□□□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五(伍)丙盗某里士五(伍)丁

千钱”
有作“里人士五”,如:

　　经死　爰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⑤

　

作者简介: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６６页.

②　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作者近又撰文,利用里耶秦简加以申说,见其«里耶秦简与

“闾左”为“里佐”说»,«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③　详参辛德勇:«闾左臆解»(初刊于１９９６年),又载«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７

６４页.王育成«闾左贱人说初论———兼说陈胜故里在宿州»(«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主要针对辛文进行商榷,认为闾左是

贱民.最近的成果,如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认为闾左是居于里门左侧

的浮浪人;张信通«秦代的“闾左”考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认为闾左是普通民众、是平民.何晋则在十年前发表

«“闾左”考释»(«国学研究»第１３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系统梳理文献、平议诸说,力证郭嵩焘“闾左”系平民之说,并指

出“左”非方位,乃表示地位卑微.这些文章均对研究史有综述,可参看.

④　“闾”,似不应拘泥作里门解.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八之二“荀子穷阎漏屋”条,即作辨析,称“闾亦巷也”(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年影印金陵书局本,第６６３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２６７页.



所谓“里人士五”,正是闾之士五.因为是文书程式或格式,所以用“某里”来表示.里耶秦简则有具

体的里名,如“启陵津船人高里士五(伍)启封当践十二月更”①.高里,即里的名称.
士五(伍)乃秦代的一种法定身份.«史记秦本纪»“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如

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②.此事又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免武安君为士伍”③.
«秦本纪»叙述白起等事迹,名字前多加爵称,如“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礼出亡奔魏.
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

邓”④.这与上引«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正可对证.如“争牛　爰书:某里公士甲、士五(伍)乙诣

牛一”(第２５４页)、“黥妻　爰书:某里公士甲缚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第２６０
页).公士、五大夫乃秦代爵称.卫宏«汉旧仪»卷下:“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
年五十六而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⑤士五(伍)是与有爵者相对而称的身份,是指从傅籍到

免老这一时期的无爵的普通百姓⑥.汉初之士伍一仍秦制,是与有爵者相对称的身份,«汉书»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名字前即多系爵称或士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胶西王议淮南王刘安反

状,称“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免之,
毋得宦为吏”⑦.«汉书景帝纪»景帝元年秋七月,诏议吏受所监临饮食、财物的处罚,廷尉与丞相

议,其中说到“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夺之,使
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⑧.«汉书丙吉传»“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云云⑨.«汉书陈汤传»成
帝时陈汤下狱当死,谷永上书讼,“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至于«汉书淮南王传»所及“削爵为士

伍,毋得官为吏”,则源自«史记».汉人对“士伍”并不陌生,故卫宏所释最为准确.距汉不远的李

奇,注«汉书景帝纪»尚允当,但如淳注«淮南王传»“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称“律,有罪失官

爵,称士伍也”,则欠妥.士伍是与有爵者相对举;原有爵而失爵则为士伍,这固然不错,但士伍未必

都是原有爵而因罪被裭夺者,也有本来就是士伍的.但他们仍然明白,士伍是种身份.随着汉代爵

的泛滥,士五(伍)之称也渐少,至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则望文生义,如注«景帝纪»,认为李奇所注

为非,“谓之士伍者,言从士卒之伍也”,已完全不知道士伍乃身份了.
里耶秦简中也确实出现了士五(伍)被適戍(谪戍)的记录,如“贷適戍士五(伍)高里庆忌”.至于

谪戍的原因,也有一例是因为娶商人子为妻而被適戍:“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娶)贾人子为妻,戍
四岁.”«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適戍渔阳九百”的士五(伍),也未必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可能是附

近一批因各种原因而被谪戍者,集中起来,一起被发往渔阳.
由于对“闾左”的未得确解,所以在汉初人眼中,这件事被当作秦暴政的一个事例.如晁错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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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简中尚有注记,参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吴简研究»第３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３ １６６页.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１４１页.
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简８ ８９９、简８ ４６６,第１卷,第２４５、１６１页.



“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时,就以秦北攻胡貉、南攻杨粤,置戍卒为例,说:

　　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杨粤之地少阴多阳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

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

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①

后来也常用“入闾,取其左”这样的无道暴行,来渲染秦之当亡.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谋臣伍被

为淮南王分析形势,有“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

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②.«汉书食货志上»也有类似的话:“至于始皇,
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③据何晋梳理,“发闾左之戍”的这条材料,
见于«淮南子兵略训»,«史记»的«淮南衡山列传»、«陈涉世家»,«汉书»的«蒯伍江息夫传»、«陈胜项

籍传»、«食货志».他认为其间的递袭关系是«淮南子»→«史记»→«汉书»;究根溯源,“核心文本”来
自«淮南子兵略训»④.在讲“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

其上,则兵弱矣”时,举了正反三个例子,即楚国的由盛而衰、秦的二世而亡和武王伐纣.其中言及秦

二世而亡时,称: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

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

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

相憀.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⑤

我们仔细推敲其文义,可知这并不是客观地叙述史事及其过程,而是利用大家耳熟能详之事,来发表

自己的议论,并不追求史实的严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这段话出自伍被之口,是为打消淮南

王援陈胜、吴广为例来起事的企图.司马迁用作史实来叙述的,出现于«史记陈涉世家»,仅“发闾

左”三字而已.窃以为,这一方面因为“闾左”作为闾里士五的简称,使用得并不普遍,至少汉人虽明

了士五(伍)的含义,却已不知“闾五”乃“闾(里)士五(伍)”的简称.同时,这与汉初对秦之暴政的渲

染和批判不无关系.晁错的上奏、伍被的谏说淮南王,都是这个舆论氛围的反映.毕竟,“抹黑”前
朝,正是为了证明本朝的替天行道、应运而生,几为常态.听者、言者即使知道对前朝的批评多有夸

张,也绝不会加以追究.因此,不仅不质疑“闾左”之不可通,反理直气壮,引作渲染嬴秦暴政的依据.
至于«汉书»相关部分,多袭«史记»,自可不论.其实,闾五(伍),也并非绝无踪迹.如«后汉书荀彧

传»,李贤等注引«史记»,称“齐景公以田穰苴为将军,扞燕.苴曰:‘臣素卑贱,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⑥

“五”或“伍”之得名,是五人为伍的组织方式,先秦已用以指基层组织⑦.后来,闾伍渐成基层社

会组织的泛称,而作为“闾(里)士五(伍)”的简称,则随着士五(伍)的退出舞台,益不为人所知了.
总之,“闾五”讹为“闾左”,大概很早就发生了.至少司马迁在写作时即已弄错.后来的注释家

乃至现代的研究者,更是一味弥缝、疏解«史记»,致成千年待发之覆.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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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望荆山»创作时地考

陆　路

摘　要:江淹«望荆山»的创作时地颇有争议,而这又关系到对江淹在刘宋大明、泰始间仕历的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参之以江淹诗文,可知该诗创作于宋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秋江淹前往襄阳入巴陵王刘

休若幕府途中经过荆山时,因为当时巴陵郡王刘休若并未前往湘州,仍然在襄阳雍州刺史任上.

关键词:江淹;«望荆山»;大明、泰始;仕历

江淹«望荆山»诗的创作时间关系到江淹在随建平王刘景素镇荆州前的一些生平经历,因而受到

不少学者的重视.主要的研究有吴丕绩«江淹年谱»(以下简称吴谱),俞绍初«江淹年谱»(见于刘跃

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以下简称俞谱),曹道衡«江淹‹望荆山诗›»(见曹道衡、沈玉

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以下简称曹文),丁福林«‹望荆山›诗所反映的江淹生平仕履问题»(«文学

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２期,以下简称丁文)等,这些论著对«望荆山»创作时地及进而对江淹在泰始前期经

历的考证大有裨益,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本文不揣谫陋作些补正,希有一得之见.

一、诸家对«望荆山»创作时地之考述

江淹«望荆山»:

　　奉义至江汉,始知楚塞长.南关绕桐柏,西岳出鲁阳.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悲风桡重

林,云霞肃川涨.岁晏君如何,零泪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闻苦寒奏,更使艳

歌伤.①

吴丕绩«江淹年谱»云:“泰始七年二月戊午,建平王为荆州刺史,先生为作«让右将军荆州刺史

表»、«拜右将军荆州刺史章»,先生从之镇,有«望荆山»诗诗云:‘奉谒至江汉,始知楚塞长.南关

绕桐柏,西岳出鲁阳.’盖先生初至荆州途中所作也.”②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七年二月)戊午,
以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

史.”③ 可见建平王刘景素泰始二年(４６６)春从湘州治所临湘(今湖南长沙)前往荆州治所江陵(今湖北

荆州),这与«望荆山»诗中所写的秋季显然不合,而且从临湘前往江陵不会经过远在临沮县东北(今
湖北南漳县)的荆山.吴谱之误显然.

俞谱因为系江淹举南徐州秀才于泰始五年(４６９)十月,而巴陵王刘休若泰始五年闰十一月由湘

州刺史调为荆州刺史,故认为泰始六年(４７０)江淹转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右常侍,与赴任湘州刺史的

建平王刘景素同行,道中暮春经过庐山作有«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秋,到荆州,作«望荆

　

作者简介:陆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上海２００４３３)、上海师范大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部编辑(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５页.

②　吴丕绩:«江淹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第１５页.

③　沈约:«宋书»卷八«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６７页.



山诗»①.
曹文认为“奉义”,李善注“犹慕义也”,江淹在入巴陵王休若幕府前与休若并不熟,故得称“慕义”

(笔者按:巴陵王刘休若为宋文帝刘义隆第十六子,生于元嘉二十五年[４４８],江淹生于元嘉二十一年

[４４４],他俩属平辈.而建平王刘景素为文帝孙,生于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辈分上比休若小一辈,比
江淹小八岁).据江淹«自序»,建平王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且江淹随建平王景素至荆州

时早已认识景素,所以从这些方面看江淹没必要对景素说“慕义”.据«自序»,江淹是先转巴陵王右

常侍,然后再任建平王主簿.巴陵王刘休若泰始二年(４６６)即任雍州刺史,江淹入巴陵王幕府是在其

雍州刺史任上,则江淹泰始六年(４７０)随景素至荆州已经是第二次到荆楚一带了,怎么会说“始知楚

塞长”,且诗中写秋景,而随建平王至荆州是在春季,显然这首«望荆山»不是作于泰始六年春随建平

王景素至荆州途中,而是作于泰始三年(４６７)秋前往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阳)途中.是时江淹刚出

南兖州狱一年,故诗中抒发的旅途感伤又与曾入冤狱如今又远赴异乡有关②.因此曹文不同意吴丕

绩«江淹年谱»该诗作于泰始七年从建平王景素镇荆州时的观点,当然亦与俞谱中的观点不同.俞绍

初先生已经考证«文选»卷二十二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的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江淹年

二十,以五经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礼”的可靠性,江淹在教授始安王刘子真习五经时,同时教授建

平王景素等诸王③.建平王景素年岁比江淹小,又是江淹的学生,很早就慕江淹之才学,因此江淹确

实不需要对景素说“慕义”.
丁文认为江淹泰始三年(４６７)秋出南兖州狱,而俞绍初先生以为江淹泰始五年(４６９)十月举南徐

州秀才,显然与江淹«自序»中的“寻举”不符.且庐山诗写暮春,而«望荆山»写深秋,从庐山到荆州即

便古人的交通工具也不需要走那么长时间,这两首诗显然不是同一时期所作,所以俞说有误.丁文

支持曹道衡先生对该诗情感的分析,并赞同该诗作于赴巴陵王休若幕府途中的观点,但认为泰始三

年秋江淹始出南兖州狱,此后经过举秀才等阶段,根本不可能在该年秋赴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幕

府.而泰始四年(４６８)五月巴陵王休若任湘州刺史,故该诗作于泰始四年深秋赴湘州刺史治所临湘

县(今湖南长沙)途中经过江陵时④.
已经弄清楚了江淹举秀才在泰始三年冬或泰始四年春,则该诗不会作于泰始六年自不待辨.经

过曹、丁二位先生的论证,再联系江淹此前的经历,该诗作于泰始四年秋季前往巴陵王休若幕府途

中,已经可以确定了.但该诗是作于前往雍州还是湘州途中(即江淹为巴陵王休若右常侍是在雍州

还是湘州)即较具体的创作地点还有争议.

二、«望荆山»创作时地新解

(一)相关官员的任职经历

要解决«望荆山»创作时地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泰始四年(４６８)秋巴陵王休若是在雍州还是在

湘州,这就必须理清巴陵王休若和与其相关的一些官员的任职经历.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四年五月)癸亥,以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会稽太守

张永为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刘韫为南兖州刺史秋七月庚申,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

九月丙辰,以骠骑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⑤泰始四年五月癸亥(五月十九,西历４６８年６月２４
日),这一天有好几个任命,这些任命似乎使得这三州都有了新的刺史,但为何秋七月庚申(七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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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历８月２０日),又以骁骑将军萧道成(升明三年[４７９]四月,萧道成进爵齐王,«宋书»撰于南齐

时,不可直呼齐高帝之名,故引文中以“齐王”代之)为南兖州刺史,九月丙辰(九月十三,西历１０月１５
日),又以骠骑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巴陵王刘休若、张永、张悦、刘
韫在这段时间的仕历.

１．张永的情况.
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雍州刺史»:“(雍州)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陆二千一百.”①以当时

的交通状况,五月下旬(西历６月下旬)下征调令,张永在会稽收到征调令再到雍州也快要九月份(西
历１０月)了,张永刚到雍州,又让张悦来雍州任刺史,朝廷闹着玩吗? 颇疑张永根本就没有上任雍州

刺史.查«宋书»卷五十三«张永传»:“(泰始)三年,徙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会稽

太守,将军如故.以北讨失律,固求自贬,降号左将军.四年,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未拜,停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②则张永

确实未拜雍州刺史.

２．张悦的情况.
«宋书»卷五十九«张悦传»:“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于寻阳,召为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伪政.事败,

杀(邓)琬归降,事在«(邓)琬传».复为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四年,即代

休若为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复为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③«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二年)八
月己卯(八月二十四,西历４６６年９月１９日),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仆射袁顗,进
讨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④张悦杀邓琬归降约在八月底.平定叛乱后朝廷又对雍州进行实

际统治,故九月中旬即派巴陵王休若为雍州刺史,以投降的张悦为襄阳太守.
据«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二年九月)壬辰(九月初八,西历４６６年１０月２日),骠骑大将

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荆州刺史.”⑤山阳王休祐大约十一月到任,则张悦大约泰始二年末或泰

始三年初离任襄阳太守一职前往江陵任荆州刺史、骠骑将军山阳王休祐的长史,这段历史«宋书»张
悦本传失载.据上文引«宋书»已知,泰始四年九月丙辰(九月十三,西历４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张悦以

骠骑长史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则张悦接到调令再赶到雍州治所襄阳恐怕要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了.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五年闰十一月)戊子(闰十一月二十二,西历４７０年１月１０日),骠骑大

将军、荆州刺史晋平王休祐以本号为南徐州刺史,征南将军、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西将军、荆州

刺史.十二月戊戌(十二月初三,西历４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吴兴太守建平王景素为湘州刺

史.”⑥休若、景素各自接到调令到达任所,已经是泰始六年的暮春初夏了.«宋书»卷八«明帝纪»:
“(泰始六年六月)庚子(六月初八,西历４７０年７月２１日),以侍中刘韫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⑦«宋
书»卷八十七«萧惠开传»:“(泰始)六年,除少府,加给事中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长史、宁朔将军、南
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时年四十九.”⑧正因为刘韫被任命为雍州刺史,而萧惠开未上任巴陵王休若征

西长史、宁朔将军、南郡太守,故张悦重新入休若幕府,任征西长史、南郡太守.算上刘韫到荆州的路

程,则张悦离开雍州前往荆州重入休若幕府大约已是七八月间了.«宋书»卷五十九«张悦传»:“(泰
始)六年,太宗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⑨«宋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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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帝纪»:“(泰始五年十二月)庚申(十二月二十五,西历４７０年２月１１日),分荆、益州五郡置三

巴校尉.”①则张悦任征西长史、南郡太守不久就被征为巴郡太守,但未拜即卒于荆州.

３．刘韫的情况.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四年五月)癸亥(五月十九,西历４６８年６月２４日),以行雍州刺史

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会稽太守张永为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刘韫为南兖州刺史(秋七月)庚申

(七月十六,西历８月２０日),以骁骑将军齐王(即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②刘韫从接受任命到从湘

州治所临湘县(今湖南长沙)赶到南兖州治所广陵(今江苏扬州),大约将近两个月,总不见得刚到任,
朝廷又派萧道成任南兖州刺史.«宋书»卷五十一«宗室刘韫传»:“韫字彦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
子勋为乱,大众屯据鹊尾,攻逼宣城.于时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韫弃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诚,以为

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兖州刺史,吴兴太守.侍中,领左军将军.又改领骁骑将

军,抚军将军,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改领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中领军.升明元年,谋反伏

诛.韫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勋,特为太宗所宠.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

披玩.”③«南史»卷十三«宋宗室及诸王传上刘韫传»:“韫字彦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领
军将军.升明元年,被齐高帝诛.韫人才凡鄙,特为明帝所宠.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

簿羽仪,常自披玩.”④记载事迹基本相同,但«南史»本传根本没提到刘韫有南兖州刺史一任.很有可

能刘韫实际未拜南兖州刺史,后来朝廷又决定以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刘韫为南兖州刺史与会稽太

守张永为雍州刺史是同一天的任命,前已考之,张永实际上没有拜雍州刺史,所以九月丙辰又任命骠

骑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张悦的任命距当初对张永为雍州刺史的任命已经超过三个半月.则萧道成

为南兖州刺史的任命距离原先刘韫为南兖州刺史的任命间隔两个月也是很正常的.刘韫未能离开

湘州赴南兖州应该是跟张永未到任,巴陵王休若未能离开襄阳赴临湘有关.张悦于泰始四年九月丙

辰被任命为雍州刺史,是时他在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山阳王休祐长史任上,荆州刺史治所江陵(今湖

北荆州),离雍州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并不远,张悦接到任命大约在泰始四年冬或五年初可到襄

阳,抑或此时巴陵王休若已离开襄阳前往湘州,刘韫也在休若到湘州后前往建康任侍中、左将军.
通过对以上三人仕历的考述,可见正因为泰始四年五月任命下达后,张永未拜雍州刺史,所以雍

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未能离开襄阳前往湘州任刺史,由此湘州刺史刘韫亦未能离开湘州前往南兖州任

刺史.因刘韫未能上任,故是年七月朝廷又任命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因张永未上任雍州刺史,故
是年九月朝廷又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山阳王休祐的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张悦在冬季抵达襄阳后,
巴陵王休若离开襄阳前往湘州任刺史,休若抵达湘州,刘韫离开湘州回建康任侍中.所以江淹泰始

四年深秋抵达雍州时巴陵王休若仍在襄阳雍州刺史任上.
(二)对诗中地名的考索

据«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注:东条山也.卞和得玉璞

于是山,楚王不理,怀璧哭于其下,王后使玉人理之,所谓和氏之玉焉)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

南.”⑤江淹«望荆山»诗中之荆山即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一带.桐柏山在雍州南阳郡平氏县(治今河南

省桐柏县西北平氏镇)东南,处于淮河的源头,今河南、湖北二省交界处.«水经注»卷三十一«滍水»
注文:“(鲁阳县)有鲁山,县居其阳,故因名焉滍水右合鲁阳关水,水出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夹

谷,东北出入滍.”⑥鲁阳县属雍州南阳郡,郡治在今河南省鲁山县.诗中的鲁阳就是指鲁阳关,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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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鲁山县西南.
江淹溯长江西上,到今武汉再沿汉水而上到襄阳是要经过今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可以远望荆

山,在经过荆山时已云“南关绕桐柏,西岳出鲁阳”,桐柏、鲁山就在雍州北部与北魏的边境上,江淹

«步桐台»诗云:“思君出汉北,鞍马登楚台.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汉北指雍州地区,桐台指桐柏

山,是诗大约作于«望荆山»后,江淹到雍州后游览其早已期待的桐柏山一带也是很自然的.丁文认

为«望荆山»是泰始四年秋江淹往湘州路过江陵时作,并指出湘州也有桐柏山,南关正是指南方的关

隘①.湘州确实有桐柏山,但此桐柏山在今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水经注»卷三十八«溱水»注文:“武
溪水出临武县西北桐柏山,东南流,右合溱水,乱流东南迳临武县西,谓之武溪.”②此地在当时是十分

遥远之地,且江淹路过江陵怎么会既想到北部的荆山和南阳郡的鲁山,又想到远在湘州南部今湘粤

边界的不怎么知名的桐柏山? 况且江淹也未必知道除«禹贡»已有记载的位于南阳一带的著名的桐

柏山之外,在数千里外的偏远地区还有一座桐柏山.而且如果«望荆山»中的桐柏山是指临武县的桐

柏山,那么«步桐台»中的“思君出汉北”又当如何解释,在临武怎么会出汉北? 按丁文的说法江淹过

江陵是要往南到湘州治所临湘,怎么会经过江陵不歌咏江陵,亦不描写将要前往的临湘,而偏偏要写

与江陵和临湘皆无关系的远在南郡临沮县的荆山? 江淹路过江陵距离荆山还很远,江陵为历史名

城,可咏的东西多得很,江淹何以不歌咏江陵历史及名胜,却要写在江陵无论如何也望不见的荆山?
既然望不见当然不会想起写一首题为“望荆山”的诗.今天在江陵的诗人也不会想起写望荆山的诗,
就如同在合肥的诗人不会想起写望黄山的诗,不论格律诗还是新诗.如果我们从上海沿江到安徽江

南一带旅行,经过南京要写诗文,会写南京的风景,最多会悬想将要前往的安徽沿江一带的景象,不
会去写皖南山区的丘陵,尽管这丘陵也属于安徽.既不大会想到遥远的皖北、河南、山东,也不会想

到南方的福建等地的名胜,更不会既想到鲁豫的山水又想到闽粤的景象.江淹即便经过江陵也不可

能望到荆山,而丁文认为江淹将要前往的湘州又没有荆山,所以诗中的荆山只能是南郡临沮县的荆

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一带),该诗是诗人经过荆山时所作,而非作于江陵,江淹自建康前往襄阳也不

需经过江陵.
综上考述,江淹«望荆山»作于泰始四年秋前往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幕府途中,沿汉水而上经过

临沮(今湖北南漳县)眺望荆山时.当时新拜雍州刺史张悦还没有到任,湘州刺史刘韫尚未离任,巴
陵王休若仍在雍州刺史任上,所以江淹是到襄阳赴任巴陵王休若的右常侍.大约泰始四年末或五年

初巴陵王休若离开襄阳前往临湘任湘州刺史,江淹亦自襄阳回建康,大约泰始五年春夏之交回到建

康.此时建平王景素大约已经前往乌程(治今浙江湖州)任吴兴太守,则江淹回到建康后,即前往乌

程入景素幕府.

三、附论:细读史料考辨«望荆山»创作时地的启示

通过对江淹«望荆山»创作时地的考辨,可知一位官员未上任,会影响一连串官员的任职,而这样

的史料细节对于文人的生平和相关作品的考索十分重要,在南朝史书中这类例子还有一些,下面举

两个与刘宋建平王景素有关的例子,这两个例子与研究江淹生平相关.

１．宋明帝泰始四年沈攸之未上任吴兴太守,泰始五年调建平王景素任此职,江淹前往吴兴入景

素幕府.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二年九月)庚戎(九月二十六,西历４６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以太子左

卫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泰始三年八月)壬寅(八月二十三,西历４６７年１０月７日),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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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①建平王景素约八九月间离任南兖州刺史,«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建

平王景素传»:“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太子左卫率,加给事中,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丹
阳尹,吴兴太守,使持节、监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将军并如故.进号左将军.泰始六年,都督荆湘

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左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②据此建平王景素离任南兖州刺史后为

丹阳尹,«宋书»卷八十九«袁粲传»:“(泰始)五年,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③则至少泰始五年袁粲已

为丹阳尹,前任丹阳尹正为建平王景素.刘景素卸任丹阳尹之后任吴兴太守,«宋书»卷七十四«沈攸

之传»:“(泰始)四年,征攸之为吴兴太守,辞不拜.乃除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④沈攸之未拜吴兴

太守,吴兴太守的空缺大约由建平王景素担任.泰始四年征攸之为吴兴太守可见此位正需人,而泰

始五年袁粲又拜丹阳尹,所以刘景素离任丹阳尹转任吴兴太守的时间大约就是泰始四年末五年春之

间.则泰始三年九月至泰始四年末或五年春刘景素为丹阳尹.正因为沈攸之未拜吴兴太守,所以朝

廷赶紧调建平王景素上任吴兴太守,而刘景素原来的丹阳尹一职则由袁粲担任.«宋书»卷八«明帝

纪»:“(泰始五年)十二月戊戌(十二月初三,西历４７０年１月２０日),以吴兴太守建平王景素为

湘州刺史.”⑤刘景素受命出发已是次年春天.则泰始五年至泰始六年春刘景素为吴兴太守.江淹泰

始五年夏从雍州到达建康,大约刘景素已为吴兴太守,江淹旋即前往吴兴入建平王景素幕府.江淹

常在建平王景素幕府,景素很多公文由江淹起草,这些公文存于江淹文集中,但江淹文集中没有在景

素丹阳尹幕府中所起草的公文,这也是景素为丹阳尹时江淹大约不在其身边的旁证.

２．泰豫元年建平王景素未上任太常,出任南徐州刺史,江淹随之前往京口.
«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七年二月)甲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

祐薨.戊午,以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为荆州刺史.(五月)辛未,监吴郡王僧虔行湘州刺史.六月丁酉,以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桂阳王休范为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巴陵王休若为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秋七月

乙丑,新除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桂阳王休范以新除骠骑大将军,还为江州.
辛未,以太子詹事刘秉为南徐州刺史.戊寅,以宁朔将军沈怀明为南兖州刺史.(泰豫元年

夏四月)己亥,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镇军将军、郢州刺史沈攸

之进号安西将军.”⑥«宋书»卷九«后废帝纪»:“(泰豫元年闰七月)甲辰(闰七月二十四,西历４７２年９
月１２日),以新除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蔡兴宗为中书监、光禄大夫,安西将军、郢州刺

史沈攸之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刘秉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新除太常建平王景素为镇

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十一月己亥(十一月二十一,西历４７３年１月５日),新除平西将军、郢州

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元徽元年)二月乙亥(二月二十八,西历４７３年４月１１日),以晋熙王

燮为郢州刺史.”⑦«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建平王景素传»:“征为散骑常侍、后将军、太常,未拜.
授使持节、都督南徐南兖兖徐青冀六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⑧

晋平王休祐(即上文提到的山阳王休祐)为宋文帝第十三子,明帝之弟,都督军事重镇荆州,强梁

自用,勇壮有气力,明帝怕日后成为幼主之患而杀之.因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被杀,故以荆州刺史

巴陵王休若为南徐州刺史,而调距荆州不远的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史,任命王僧虔为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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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不久又以巴陵王休若为江州刺史,以桂阳王休范为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

文帝第十九子,明帝虑其将来倾幼主,故巴陵王休若到达建康奉诏即被赐死.正因为巴陵王休若未

上任江州刺史,故桂阳王休范仍任江州刺史.南徐州刺史一职则调刘秉担任.建平王景素为文帝孙

(其父建平宣简王刘宏为文帝第七子),在文帝孙辈中居长,故明帝对他都督军事重镇也是不放心的,
恐日后对幼主不利,所以泰豫元年(４７２)夏四月调心腹蔡兴宗为荆州刺史,将建平王景素调回,但蔡

兴宗没有上任,因此调另一心腹郢州刺史沈攸之为荆州刺史,而以心腹南徐州刺史刘秉(宋武帝弟道

怜孙)为郢州刺史,景素回建康后还来不及拜太常就被调任南徐州刺史.正因为景素实际上没有上

任太常一职,故«宋书后废帝纪»未提到景素被任命为太常的时间.建平王景素前往京口任南徐州

刺史,江淹随行.
江淹元徽二年(４７４)所作«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中有“昔河济荆吴,必获陪从;京辅关毂,

长奉帷席”,俞绍初先生«江淹集校注»已指出:“河济”是用«尔雅释九州»“河、济间曰兖州”,代指南

兖州,以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事,“荆”指景素任荆州刺史事,“吴”指扬州,“关毂”指京城,皆用

以代指景素任丹阳尹、太常事.“京辅”就是京畿地区,吴兴,离建康不远,正指建平王景素为吴兴太

守事.“长奉帷席”,则指景素任这些职务时江淹皆随侍其侧①.在«江淹年谱»中,俞绍初先生又将

“吴”解释为南徐州②.大约是考虑到“关毂”已经包括景素任丹阳尹、太常事,将“吴”解释为南徐州正

好对应景素任南徐州刺史事,这样更可凸显江淹有意在此将曾陪同建平王景素到过的地方一一罗

列,反过来正好以这两句骈句作为考索建平王任某个职务时江淹是否陪同的依据.丁福林以为“京
辅关毂”指吴兴及丹阳,可见景素在丹阳和吴兴二地时,江淹皆从之,即泰始五年江淹离开巴陵王休

若幕府,回到建康入景素丹阳尹幕府③.如果说吴兴是京辅,那南兖州治广陵、南徐州治京口离建康

更近,地理位置、政治意义较吴兴重要得多,更是京辅了.如果吴可以指南徐州,那么吴兴是三吴地

区也可以用吴代指.即使景素任丹阳尹时江淹没有在他身边,江淹早年教授景素等诸王,景素闻风

而悦,正是在京城,已与关毂切合,因此不会因为江淹没有在景素丹阳尹幕府,而使得句中“关毂”就
没有着落.再则江淹真的是有意把他陪同景素到过的地方一一列举吗? 那泰始六年春景素自吴兴

太守调任湘州刺史江淹亦陪同,怎么不罗列呢? “荆吴”为两个地名,“关毂”是一个地方,对得不怎么

工整,他为何不用“河济荆湘”、“畿辅京吴”,河济(指南兖州)、畿辅(指吴兴),皆指代一个地名,荆湘

(指荆州、湘州)、京吴(指建康、南徐州),皆包括两个地名,这样指代两个地名和指代一个地名的两组

正好分别两两相对,且包括的景素任职地更多更全面.可见,江淹本非有意将把他陪同景素任过职

的地方一一罗列.上下两句(以分号为一句)是一个意思,就是江淹常陪在景素身边.所以以此二句

来证明江淹从雍州回到建康时景素一定仍在丹阳尹任上,证据是不充分的.景素在泰始三年八、九
月间已为丹阳尹,据江淹«自序»,江淹出南兖州狱后,“寻举南徐州桂阳王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

右常侍”,可知泰始四年秋,江淹前往襄阳任巴陵王休若右常侍前,也来不及入景素丹阳尹幕府.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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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成书于明初考

———基于袍服颜色的考察

张　伟

摘　要:«水浒传»成书时间是«水浒传»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该小说研究中的老问题.近

年来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研究结果并没有缩小或者消除以往的分歧.文变染乎世情,总会烙

上作者所处时代的印记.«水浒传»对人物的袍服颜色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根据这些具体描写和中国古代

社会中的制度与习俗,此书的成书时间应为章培恒等先生所考定的明代洪武或者永乐时期.

关键词:水浒传;成书;袍服;颜色

即便从现代学者们的研究算起,«水浒传»成书于何时也已称得上是个历时近百年的老问题.近

百年来,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了探寻,但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文

献不足、材料舛错以及早期版本失传等原因,学者们对依据外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存在不少訾议之处,
对基于小说中的某些语句、某种器物等内证绎而出的结论也抱持怀疑.因此,此书成书于元代、元
末明初还是明中叶,仍有待于继续考证.事实上,在新文献难以发现的情况下,全面研读小说原著、
深入掘发其内证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说:“作为文学门类的小说,无论是以历

史还是以当下现实为题材,无论是以现实人生还是以虚拟世界为题材,必定都会打上作者所处时代

的烙印.”① 统观全书,«水浒传»对袍服颜色的描绘非常细致,由这些描写推定,此书应成书于明初.

一、«水浒传»袍服描写体现等级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治,服色作为“舆服”的重要内容,属于礼治的重要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对此

已十分讲究,秦汉以降的帝王们于御极之初每每要改易服色.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记载说:
“受命之君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② 除了

报功章德、彰显治功等功能外,舆服还具有区别等级的重要作用.周锡保先生说:“所以孔子所曰:我
从周制.所谓文章,其中包括当时的各种制度,礼、乐、仪、服饰等的上下尊卑,等级分别等的体现.”③

相对于古代的诸种衣服,袍服是古代官员们的朝服,在体现等级差别、地位高低方面的意味更为明

显,古今的学者们已经对此进行过论述.五代时马缟«中华古今注»“袍衫”条说:“袍者自有虞氏即有

之,故«国语»曰‘袍以朝见也’.秦始皇三品已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④ 当代学者杨荫

深先生说:“袍在汉以后即以为朝服之称,其服色历代均有规定,然唐以前尚无严格区别,且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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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均可服黄色.自唐以后,乃惟许天子服黄,臣民不得僭越,以迄清末还是如此.”①«水浒传»对袍服

的颜色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内容明显体现了小说中人物在等级和地位方面的不同.
首先,小说中炳灵公、方腊等帝王类形象多身着赭黄袍.根据中国古代的神仙谱系可知,炳灵圣

公为东岳天齐仁圣帝第三子,据«宋史»记载,宋真宗时封为“炳灵公”②,«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则说“大
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五日封至圣炳灵王”③.燕青去泰山东岳庙会争跤时,他随众人来到岱岳庙,恰看

到庙中所供奉的“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④.方腊虽“僭越”称帝,他为梁山英雄们所败后从帮

源洞山顶仓皇逃走,为掩藏形迹,他在逃亡的路上“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脱下朝靴,穿上草履、
麻鞋”⑤.由炳灵圣公和方腊二人的装束来看,小说正以帝王形象来描绘他们的袍服.

对于帝室贵胄,小说则描绘他们多穿紫袍.高俅受小王都尉指派去送镇纸狮子及笔架,其时的

徽宗尚为端王,映入高俅眼帘的端王“身穿紫绣龙袍”⑥.林冲被发配至沧州牢城,他在路上曾前去造

访“也是龙子龙孙”⑦的柴进,柴进的装束当时与端王甚为相似:

　　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脚穿一双

金线抹绿皂朝靴.⑧

另外,小说中地位较高的将领多穿红袍.无论是宋朝战将还是辽将,小说均描绘过他们身穿红

袍.如秦明是“头上朱红漆笠,身穿绛色袍鲜”⑨,索超则是“团花点翠锦袍红”.大辽副都统军贺重

宝“衬着锦绣绯红袍,执着铁杆狼牙棒”.兀颜统军两大先锋中的琼妖延纳“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
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辽军中的贺重宝、琼妖延纳地位尊崇,自非一般人物不同.秦明本是青州

指挥司统制,是青州的最高军事长官.索超是深受梁中书器重的正牌军,其级别难以完全证实于现

实生活,但在大名府的地位同样尊崇.
在描写地位较低的仆从、商人时,小说又往往指出这些人的服装多以褐色、白色为主.白玉乔伴

女儿白秀英行走江湖,四处做笑乐院本,他出场时则“穿着一领茶褐色罗衫,系一条皂绦”.杨雄、石
秀逃亡时在酒肆里遇到了做总管的杜兴,杜兴当时所穿则是“茶褐绸衫”.武松被发配往孟州,在十

字坡酒店遇到了张青,张青当时的服饰则是“头带青纱四面巾,身穿白布衫”.
宋徽宗、方腊、柴进等人皆着袍服,且颜色与各自的身份相称.白玉乔、杜兴、张青三人不但没有

穿袍服,而且所穿衣服也都是茶褐色衫、白布衫,其中透示的地位与“紫绣龙袍”、“绯红袍”区别判然.

二、绿袍人物在«水浒传»中颇受欣赏

«水浒传»中所出现的袍服,就其颜色来说有赭黄、紫、红、绿、皂、白等色,以红、绿二色为最多.
由于绿袍所对应的品级在明代具有明显的变化,置之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下考察,这有助于我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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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成书时代.
绿袍有赞美好汉们的气概、性情之意.并非所有的好汉在小说中都穿袍子,但身穿绿袍的好汉

除了其性情、本领有过人之处外,还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鲁智深颇有侠肝义胆,史进初见时便注意到他“是个军官模样”,曾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社会地

位不低,他“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五台山主持智真长老视为诸僧皆所不及.他在小说

中第一次出场时身上所穿即是绿色战袍,小说第三回«史大郞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
写道:

　　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怎生结束? 但见: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

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纻丝战袍身长八尺,腰阔十围.①

金圣叹评点此段文字说:“凡接写两人全身打扮处,皆就衣服制度、颜色上互相照耀,以成奇景.”②这

比较明确地道出了绿战袍在刻画鲁智深形象时的重要作用.
在梁山诸英雄中,“仗义是林冲”,他在晁盖等人进退两难之际火并王伦,促成梁山首次聚义,推

进了梁山大业的发展.但他功成而不居,金圣叹称其“豪杰有泰山岩岩之象”③.在上梁山之前,他身

居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之职,外享有盛名,内有贤妻,人生正当快意之时,小说描绘其洒脱与飘逸的

精神气度时正由绿袍加以渲托,小说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写道:

　　智深听得,收住了手看时,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个官人.怎生打扮? 但见:头戴一顶青纱抓角

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

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④

林冲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威猛粗犷似张飞,但他手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则似较张飞多几分儒雅.
他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自然应与自己的地位、身份及气质相称.

再如赫赫有名的好汉没羽箭张清,他上梁山前曾以普通的石子将梁山十数位好汉打得丢盔弃

甲、头破血流.上梁山后,他与众好汉在迎战童贯、征伐大辽时立下不少战功,其英姿亦多由绿战袍

衬出.小说第七十六回«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道:

　　为头的战将是谁? 怎生打扮? 但见:枪横鸦角,刀插蛇皮,销金的巾帻佛头青,挑绣的战袍

鹦哥绿.腰系绒绦真紫色,足穿气袴软香皮.雕鞍后对悬锦袋,内藏打将的石子;战马边紧挂铜

铃,后插招风的雉尾.骠骑将军“没羽箭”,张清哨(路)最当先.⑤

小说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卢俊义大战玉田县»又写道:

　　正战之间,“没羽箭”张清看见,悄悄的纵马趱向阵前,却有檀州败残的军士,认得张清,慌忙

报知御弟大王道:“这对阵穿绿战袍的蛮子,便是惯飞石子的.他如今趱马出阵来,又使前番

手段.⑥

鲁智深“鹦哥绿纻丝战袍”,林冲“单绿罗团花战袍”,“没羽箭”张清则“战袍鹦哥绿”,几人战袍花

样不同,但均为绿色却大致无差,这些描写都说明绿袍在体现好汉们形象及气质上具有重要作用.
秦明、索超等人在上梁山之前多身穿红色袍服,他们的这种装束与各自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秦

明绰号霹雳火,索超则是“急先锋”,红色战袍正有助于显示他们的性格急如烈火,烈似霹雳.但这并

不意味着穿红色袍服者的地位远远高于穿绿色袍服者,另一位著名好汉关胜,为“汉国功臣苗裔”,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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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拜为“领兵指挥使”后统兵征讨梁山,其装束是“金甲绿袍相称”①,其职位不低,社会地位亦高,却是

身穿绿袍.由此可知,红袍与绿袍在体现人物的地位上虽有差别,但没有本质的差别.
再从朝廷的赏赐来看,绿袍与红袍的差别也不大.宋江力排众议,坚持招安,几番周折之后,招

安终于成行,这对朝廷来说是大事,也是梁山发展过程中的“重重喜”.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里,宋江等

好汉获得了徽宗钦赐的红、绿二种衣袍.宋徽宗于宣德楼上观看梁山好汉们的雄壮军容,龙颜喜动,
且要求众好汉皆换上御赐衣袍.小说第八十二回«梁山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道:

　　且说道君天子,同百官在宣德楼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这一行部从,喜动龙颜,心中大悦.
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观看叹羡不已.命殿头官传旨,教宋江等各换御赐锦袍见帝.
殿头官领命,传与宋江等.向东华门外,脱去戎装惯带,各穿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

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

赐也.②

此处明写徽宗所赐为“红绿锦袍”,公孙胜、鲁智深、武松等人所着皆为红色,三人都居身天罡星之列,
由此推之,天罡星所得赐物当为红色,地煞星所得当为绿色.绿袍或者稍次于红,但同样体现着皇帝

对好汉们的欣赏,其所隐含的庄重喜庆之意应与红袍相似.

三、«水浒传»中的袍服描写符合明初以前的习俗

绿袍作为公服具有很长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其代表的品级、隐含的意义也有所差异.明初以

前,绿袍所显示的地位和品级较高,明代中后期则明显降低.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曾颁布

律令,对公服的式样、颜色作出新的规定.由律令内容可知,着绿袍者的地位大为降低,明代林尧俞

等纂修的«礼部志稿»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袵.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
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

见诸司职掌.③

徐溥等人编辑的«明会典»也说:

　　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袵,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

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④

由此可知,明代洪武二十六年之后,穿绿袍者于官职中为最末等级,已经等同于没有品级的杂职.沈

从文先生在«中国服饰史»中指出:

　　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百官公服自南

北朝以来紫色为贵,至明代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黄、紫之外,
玄色也在禁例.⑤

«水浒传»中不止一次出现紫袍,一直没有出现青袍,这与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情况比较符合.另外,
尽管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品级比较模糊,但却写到了寿张县令,这位县令所穿的公服正是绿袍.李逵

陪同燕青于泰山智扑“擎天柱”任原后,一个人来到寿张县衙,吓跑了县令,然后自己来到县令的后

衙,“把绿袍公服穿上”⑥,在寿张县乔坐衙.他戏耍衙吏、胡乱判案后,“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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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①,回到了梁山,来到忠义堂拜见宋江,这时他仍然穿着县令的绿袍:

　　只见李逵放下绿袍,去了双斧,摇摇摆摆,直至堂前,执著槐简,来拜宋江.拜不得两拜,把

这绿袍踏裂,绊倒在地,众人都笑.②

寿张县令听闻李逵到来之后慌张而逃,李逵则穿上绿袍,摇摇摆摆,假做斯文,并且将绿袍穿回,到梁

山上参拜宋江,最后竟被踏裂的绿袍绊倒,此段描写体现了庄重文雅与草率鲁莽之间的强烈反差,颇
为诙谐滑稽.明朝县令为正七品,小说如果成书于明代中期以后,则寿张县令的公服应该为青袍,但
小说中却一再描写为绿袍,这显然与明代中后期的生活实际不相符合.

洪武二十六年的律令也明显反映在明代中后期的文献资料里,«金瓶梅词话»对此也有一些相关

的描写.«词话»第四十六句叙述吴月娘、李瓶儿等人卜卦,其占卜结果就反映出了明代官员的公服

变化情况.

　　月娘道:“你卜这位奶奶.李大姐,你与他八字儿.”李瓶儿笑道:“我是属羊的.”婆子道:“若

属小羊的,今年廿七岁,辛未年生的;生几月?”李瓶儿道:“正月十五日午时.”那婆子卜转龟儿,
到命宫上矻磴住了.揭起卦帖来,上面画着一个娘子,三个官人.头个官人穿红,第二个官人穿

绿,第三个穿青.怀着个孩儿,守着一库金银财宝,傍边立着个青脸撩牙红发的鬼.③

此段暗示了李瓶儿一生中的三个男人:花太监、花子虚及西门庆.由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装束可知,穿
红者应是指花太监.西门庆受蔡京抬举提携,“居五品大夫之职”④.就官服来看,“西门庆穿着青绒

狮子补子,坐马白绫襖子”⑤,他的同僚夏提刑则“穿着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⑥.
综合«词话»中所写,可知吴月娘等人卜卦时“卦帖”中出现的“穿青”者当是西门庆,穿绿者则是花子

虚.花子虚除了继承花太监的大量财产外,不过是个才智平平的酒色之徒,这正显示出身着绿袍的

身份地位在明代中后期已比较普通.同时,西门庆职居五品,所穿是青袍,其袍色与«礼部志稿»、«明
会典»中所记制度的要求相合.

隋唐以后至宋元之间,朝廷在新科进士释褐时往往赐以绿袍,从社会心理来看,世人也多以身着

绿袍为荣,题名为曾巩所撰的«隆平集»有记载说: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

成间连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

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⑦

南北宋之际的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也说: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
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
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

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

袍、笏,不复赐靴.⑧

至南宋末年,新科进士释褐后仍以绿袍为服,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有“赴省登科五荣须知”一条,对
此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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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

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①

此外,«武林旧事»卷二“唱名”一条所记更为详尽:

　　第一名承事郎,第二名、第三名并文林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同进士及第,第三甲、
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

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

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黄敕于前,黄旗杂遝,多至数十.②

以着绿袍为荣的现象还可见于宋元时的诗文作品中,北宋状元郑獬为人志墓,撰有«慎夫人墓志铭»
一文,文中正叙述了“绿袍荣耀相先后”的景象:

　　关彦长丧其妇,安陆郑某往吊之.彦长泣曰:“哀乎! 吾妇之亡也.生无以与荣,今其死,奈

何! 幸子之来,其丐我十百字,以铭其墟而塞吾之悲也.”某诺之.明日,彦长走仆持札来曰
遇关试年,昆季皆登科,绿袍荣耀相先后,独吾为布衣,吾妇未常以此自愧③

科举使一些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着绿袍便是改换身份的重要象征,其荣耀自是非同

寻常.至国家危亡之际,绿袍则成为检验和衡量人物是否具有忠义爱国之心的重要标志.«宋史»卷
四五二«吴楚材传»所记似可作为注脚:

　　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还其乡领村,纠集民兵.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

诱降,其众多解去.楚材走光泽,为人所执.郡遣录事娄南良讯之曰:“汝何为错举?”楚材

抗声曰:“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

何而得? 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④

由传文可知,吴楚材组织乡兵抗元,兵败被擒,不屈就义.他所说的“府录”娄南良曾为南宋官员,后
背宋投元.吴楚材以“身上绿袍自何而得”相责,使娄南良“愧而语塞”,可见绿袍在此处已成为是否

忠贞的重要体现.
然而,以绿袍为荣的社会心理在当时比较少见.在明代中期的史料中,几乎没有朝廷赏赐绿袍

的记载,文人也极少再以身着绿袍为荣.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小说作品中,身穿绿袍者的形象地位

之低已甚为不堪.«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毋迪吟诗»中“绿袍皂履”者是冥王麾下的“绿衣

吏”.«警世通言»中第三十九卷«福禄寿三星度世»中被刘本道一杆打落水中的“绿袍的人”竟是一只

绿毛乌龟.身穿绿袍者降低为“绿衣吏”、绿毛乌龟,除了反映出世人对吏治腐败的痛恨外,还体现出

穿绿袍者多为地位不高的“吏”和普通的民众,已降落至不再具备受人敬仰的社会阶层.
«水浒传»人物故事虽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作者的生活场景,衣服的颜色

样式自然会进入作者笔端,从而成为今天考察小说成书时间的重要参照.小说曾写到宋江、柴进扮

作闲凉官至东京看灯,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先生研究指出:明初曾为闲凉官制定特殊服色,并进而认

为“«水浒传»的写定则当为洪武或永乐时期”⑤.洪武二十六年是袍服颜色的意义发生改变的重要时

间节点,小说的描绘遵从了此前的制度习俗,则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如同章、骆二先生所说.如果说它

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小说还让鲁智深、林冲、张清等人绿袍加身,这与小说实际表现出的对好汉们的

赞誉实在有所不称.

[责任编辑　刘　培]

１６１«水浒传»成书于明初考———基于袍服颜色的考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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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BetweenConfucianismandBuddhism: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PhilosophicalThoughtsinTangＧSongPeriod
　 —CenteredontheBuddhistIntentionofConfucianismandConfucianizationofBuddhism ZhangXinmin
　 SincetheTangandSongDynasties,theChineseacademictraditionhadbenefitedfromtheintroductionof
Buddhism,andthengotthenewdevelopmentofNeoＧConfucianismandlixue．Fromthere,notonlywasthe
metaphysicalandmoralworldofConfucianismestablished,theharmoniousandinteractiveacademicecologyaＧ
mong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alsograduallyformed．ThecharacteristicsandcapabilityofChinese
culturestrivingtomakesenseofthespirituallifeofhumanbeingswerefurtherstrengthened．ThegreatConfuＧ
cianistsin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DynastiesoftenassociatedwiththeChanmasters,andinfactChan
philosophyactedastheirstartingguidetoexperienceandprovetheDao,whichshowedthehistoricaltrendof
syncretismof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andalsoreflectedthefunctiononculturaladaptionoftraＧ
ditionalChineseacademicsintheaspectsofsoulsettlementandevenreligiousneedasakindofintellectualaＧ
chievementaboutthehumanbeingunderstandingtheessenceofuniverseandlife．

TheInternalizationofChineseThoughtduringtheTang,Song,Yuan,andMingDynastiesandItsCrisis:

　 AReflec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ChanBuddhism,Neidan,andNeoＧConfucianism ZhaiKuifeng
　 TheintroductionofBuddhismintoChinahadagreatimpactontheprogressofChinesethought;inparticuＧ
lar,duringWei,Jin,theSouthernandtheNorthernDynasties,thewidespreadlifedifficultiesaswellascivilian
psychologicalanxietyledtothepopularityofBuddhism．Startingfrom HanDynasty,thegrowingMindＧNature
TheorypromotedtheoverallinternalizationofChinesethoughtduringTang,Song,Yuan,andMingDynasties．
Buddhismitself,asakindofinternalreligion,concernsthenatureofmind．TheemergenceofChanBuddhismin
theTangDynastymarkedthecompletionofthemovementofsinicizationofBuddhism．Consequently,Buddhism
becameakindofreligioninrespecttohowonecouldunderstandhismind．UndertheinfluenceofBuddhismand
inparticularChanBuddhism,Daoismsuccessfullytransitedfrom WaidantoNeidanduringTangandSongDyＧ
nasties．Atthesametime,NeoＧConfucianismtransitionedfrom “NaturebeingLi”to“MindbeingLi”,becomＧ
ingakindofConfucianism whichemphasizedtranscendentinternalization;asaresult,itstrengthenedcivilian
awarenessofindependenceandhumandignityandpromotedcivilianideologicalemancipationaswellastheir
awarenessoffreedom,democracy,andequality．TheseresultswereclearlyshowninChanBuddhismand
TaizhouSchool．However,theoverlystronginternalizedthoughttosomedegreeblockedciviliancuriosityand
explorationsofthenaturalworldandmechanicaltechnology．AfterthemiddleperiodofMingDynasty,ConfuＧ
cianism,Buddhism,andDaoismreachedabalanceontheMindＧNaturethought:theymergedintooneandultiＧ
matelycausedtheoverallfossilizationofChinesethought．DuringthelateperiodofMingDynasty,theWestern
CalendardefeatedtheChineseCalendar,andthiseventsignaledadeepcrisisinChinesethought．WesternChrisＧ
tianityaswellasnaturalsciences,whichareofobviousexternaldispositions,wereintroducedintoChinainthis
periodandpromotedtheexternalizationofChinesethoughtthereafter．Topursueabalancebetweentheinternal
andtheexternalisthedirectionofthedevelopmentoffutureChinesecultures．

“ShadowofFlyingBirds”:ADiscussionofObservingActionthroughInactioninHistoricalStudies LuoZhitian
　 Tomakeslicedstaticobservationofhistory,ortoexploreasfaraspossiblethelivelinessoflifethroughstill
historicalmaterials,aretwodifferentapproaches．Inoperation,concretestudiesareandcanonlybeslicedor
sectional,yetitisbestforresearcherstoavoidsectionalreflections,andpresentthedynamicofhistoryasmuch
aspossible．The“shadowofflyingbirds”issimilartoastaticstateofemergencybrakeinfastmovement．AlＧ
thoughthephenomenonseemstobesolidified,onestillcangrasptheactivepostureandspiritthroughit．VieＧ
wingflyingbirdsthroughtheshadowisapenetratingwayofobservingactionthroughinaction．Basedondynam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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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bservations,researchersshouldalsotrytheirbesttoreflectonthemodalitythatactionandinactioncontaiＧ
ningineachotherinthepresentations．

ConceptualDiscussionofHuanglaoTheory ChenLigui
　 HuanglaoTheoryoriginatedintheWarringStatesJixiaAcademy．Thistheorywasacombinationofmany
theorieswithTaoismbeingthebasetheory．ThetheoryutilizedLaoTzeandthenameHuangdiasagoalforthe
theory．Thetargetofthetheoryistomaketheworldabetterplace．Thestrategyistocombinethewayofthe
“Tao”withlaw．Natureandpoliticsshouldbeone,andhowonerulesoneselfandthecountryshouldbeonein
thesame．TheHuanglaotheorycombinesthetraditionaltheoryofLaoTzewithlawcriteria．Thiswillenable
thetheorytoreachahigherlevelofsuperiority．YinandYangTheoryisalsoincorporatedinthisnewtheory．
ThebeginningstructurewasfinishedduringthebeginningoftheHanDynasty．Huanglaopoliticsbecameavery
efficientwaytorule．Ontheotherhand,thischangedthetheoryofLaoTzefrom“Tao”to“qi．”Thisledtothe
developmentofthebasicunderstandofqiinrelationtotheuniverse．ThiswasalsoamajorfactorinthedevelopＧ
mentofChineseMedicine．Additionally,theconceptualtheorywasalsotakenfrom“Ru”and“Mo”theory．The
lawiscreatedforthebenefitofthecitizenssotherulershouldbethefirstpersonthislawappliestoChinesepeoＧ
plewhohaveusedtheHuanglaotheorytoruleeffectivelyforthousandsofyears．

ADiscussionofLaozisPhilosophicalThoughtandPhilosophicalQuestionsinContemporaryWorldDongJingquan
　 Peopleoftensaythe“currentglobalquestions”allbelongtothephysicalandpracticalissues．InaphilosophiＧ
calormetaphysicalperspective,thosecanbegenerallyreducedtothefollowingquestions:underrapideconomic
development,howtodealwiththerelationbetweenhumanbeingandnature;underthesevereimbalancebeＧ
tweenthescientificrationalityandvaluerationality,howtoredressthebiasofscientism;undertheconditionof
marketeconomy,howto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roupandtheindividualaswellastheinterＧindiＧ
vidualrelationship;withthepaceoflifebecomingmoreandmorefast,howtorelievepeoplesanxiety;andinan
ageofmaterialism,howtoreconstructthehumanworldofvalueorsignificance．AsLaozioverlookedthewhole
universeandhumanbeingfromtheheightof“Tao”,whichisthemetaphysicalnoumenonofexistenceandvalue
totheuniverseandsociallife,hisobservationandreflectiononnature,humansociety,aswellasthehuman
mindandbodymustembodytranscendencyoftimeandspace．Therefore,hisphilosophicalthoughtcanprovide
newapproachandthinkingresourceforustostudyandsolvephilosophicalquestionsinthecontemporaryworld．

Onthe“CivilizationTransplantation”TheoryandtheChangeofKangYouweisLaterThoughts ZhuYitian
　 KangYouwei,inhisexileperiod,establishedthe“civilizationtransplant”concept．ItemphasizesthatciviliＧ
zationisbynomeansaregion,oranationsproprietarycreation,butanachievementofexchangeandcollision
withoutsideworld．Thus,KangYouweiassertedthatthereisnosecretintheriseofmodernEuropeancivilizaＧ
tion．Aslongasthereistheintroductionofpositivefactorsofforeigncivilization,ChinasrapidriseisnotdiffiＧ
cult．Byenhancingthestatusof“substance,”KangYouweitriedtobreakfromtheframeworkof“Westernized
Chinesestyle．”Ontheotherhand,KangYouweisplit“substance”frommoralphilosophy,refusingtojudgethe
civilizedsocietyby“substance”standardandfocusingmoreonthespiritofChinesecivilization．Therefore,he
hoveredbetweenthediversityofworldcivilizationandChinesecivilizationcentrism．Thatiswhyitisdifficultto
completetheintegrationofhistheory,andthekeypointtointerprettheKangYouweithoughtschangefrominＧ
novationtoconservatism．

TheChangeofFengYoulansLaterPhilosophicalThoughts:

　 Startingfromthe“Summary”ofANew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 LiJinglin
　 The“Summary”whichFengYoulanwroteforhisANew 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showsachange
fromstrictlydistinguishingtheformandintuitivecontentofaphilosophicalconcept,toaffirmingthat“th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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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isthecombinationofsenseandintuition．”Thefoundationofthechangeisachangeinphilosophical
idea．TheinternalmechanismofFengschangefromhighlighting“formal”ideainhisearlyyearstoaffirmingthe
ideaof“internalrelation”,liesinthethoughtfrom “differentiating”to“transcending”universalityandindividuＧ
ality,andthenestablishingthe“concreteuniversal．”ViewingfromtheinfluenceofWesternphilosophy,the
changeofhislaterthoughttooktheopportunityoftranscendingPlatoandNewRealismbywayofHegel,andin
thisprocess,hisacceptanceofMarxismalsohelped．Suchchangeshouldbeunderstoodasgradualprominence
andconsciousnessofanintrinsicandpotentialmeaninginhisthought,withinternalconsistencyinit．

SomeProblemsintheStudiesofthe“MaritimeSilkRoad” ChenZhiping
　 Inrecentyears,undertheeffortsofalllevelsofgovernments,thestudiesofthe“MaritimeSilkRoad”have
quicklybecomeahottopicofacademiaandpopularinterest,withvariousactivitiesandculturalfestivalsrising．
Yetinanacademicperspective,theoncomingwaveofresearchonthe“MaritimeSilkRoad”ismuchmorelikea
massactionthandeep,meticulous,andcreativestudies．Thecultureof“MaritimeSilkRoad”advocatedbygovＧ
ernmentsisquitepositiveonexpandingtheculturalinfluenceintheworld,aswellaspromotingexchangeand
cooperationwithothercountriesineconomics,politics,cultureandsoon．Academicstudiesshouldnotbedone
as“oldwineinanewbottle”,soresearchersmustexploitnewfields,developinternationalperspective,and
thenpresentcreativeresultsaswellasavoidutilitarianismorvulgarization．Thuscanthestudiesofthe“MariＧ
timeSilkRoad”gainhealthydevelopments．

TheEstablishmentofGuards&BattalionsandtheBorderSociety:

　 TheOfficialGroupoftheRegionalMilitaryCommissionof
　 MingDynastySichuanandTheirSocialLives PengYong
　 TherewereonlyfiveRegionalMilitaryCommissionsintheMingDynasty,buttheyhadjurisdictionover
muchland,andSichuanRegionalMilitaryCommissionsetintheSouthwestborderareasinhabitedbyminority
nationalitieswasoneofthem．Sofar,correlationalstudiesareverylimitedduetomaterialsandmethods．StartＧ
ingfromtheessentialattributeandideaoftheestablishmentofguardsandbattalions,andfocusingonthehisＧ
toricalmaterialssuchasselectionregisters,truerecords,steleinscriptions,genealogy,collectedworkswith
somefieldwork,theauthorconcludesthatintheofficialgroupoftheCommission,thehereditarymilitaryofＧ
ficerswerespeciallytransferredfromrelativelycentralizedregion,whilemostofthecivilservantsweredemoＧ
ted．Eachnationalitylivedinadelimitedarea;theHanofficialsmainlydispersedthroughouttheAnningRiver
Valley,whoseprioritywastoguardandkeeplocalorder;andTusi(i．e．nationalminorityhereditaryheadmen)

managedsubjectpeoplebyorderoftheImperialCourt．ThepowerstrugglesamongTusi,aswellasgrowthand
declineofdifferentstratasstrength,butnottheestablishmentofGuardsandBattalions,actedasmaincausefor
localturmoil．Affectedbythelongrunofthisestablishment,thereoccurredgreatchangesinthesociallivesof
hereditarymilitaryofficersandcivilservants,includingtheirmarriages,families,religiousbeliefs,spiritual
worldandsoon．Througheachlivingfamilyunderthissystem,onecouldobservetheinheritanceandevolution
ofsocialorganizationsinthebordersociety．

HowtoSettlethePublicPropertyDisputes:ACaseStudyonChongqingHangbangintheQingDynasty ZhouLin
　 Basedonthe Baxian Archive,thisarticleinvestigated７０ publicpropertydisputesin Qing Dynasty
Chongqing,anddiscoveredthatthe merchantsofChongqing Hangbang wouldrathersettlethesedisputes
throughlitigationsthanthroughmediations．Moreover,beforethesystematicreformsinlateQingDynasty,the
merchantsofChongqingHangbangdidestablishedmutualＧbeneficialrelationshipswithlocalofficialsandeffecＧ
tivelyprotectedtheirpublicpropertybylawsuits．Butafterthereformshavebeenputontheagenda,thewhole
thingchanged．Thelocalofficialssufferedfromtheincreasingfinancialburden,andbegantodeprivethepublic
propertyofHangbangbylawsuits．Basedonthesefacts,thisarticleputsforwardthemodelof“governmen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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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edrationalmarket”,whichmeansthatthegovernmentdominatedthemarket,butaslongasthesociety
andeconomywerestable,itwaswillingtoleaveaflexiblespacetopromotecommercialdevelopment．Butifthe
politicalsituationchanged,thegovernmentofficialsmightturnabruptlyintotheenemyofthemerchants．FurＧ
thermore,the“autocraticrule”andthe“rationalmarket”coexistedinmanyregionsoflateimperialChina．

“DyingfromCarbuncleontheBack”andChineseHistoricalTradition PanWuzheng
　 InChinesehistorybooks,thekindofrecordsofhistoricalfigures“dyingfromcarbuncleontheback”canofＧ
tenbefound．Thisdiseasewasincurableinancienttimeswithveryhighmortalityrate．Thenarrativeelementin
historicalbiographiesdidnotonlymeantruerecord,butalsocontaincomplexmeanings,whichembodiedthe
crisisawarenessofthosefigures,andbecameametaphoricalexpressionoftheadherentsdeathinlateMingand
earlyQingperiod．Becausepersonswhowereattackedbythisdiseasewoulddieinaquitedeplorablestate,hisＧ
toriansintegratedtheideaof“WayofHeaven”intoit,andinlaterages,itevolvedtoanexpressionofcurse．On
thenarrativetechnique,“dyingfromcarbuncleontheback”couldimplytheemotionsofsomehistoricalfigures,

revealthetendencyofhistoriansappraisal,orrenderastrongtragicmeaning．Thiselementconformedtothe
ancientChinesetraditionofintegrationofliteratureandhistory,thuswinningthefavorofhistorians．

AReviewof“Lüzuo”Recordedin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 MengYanhong
　 Thename“Lüzuo”seeninthe“HouseofChenShe”of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refersnottothe
subordinatedpeople,theuntouchable,therefugee,thevagrant,ortheVillageAssistant,butisrathertextual
corruptionoftheterm“Lüwu”,whichistheabbreviationof“Lüli(Village)Shiwu”．“Shiwu”referstoordinary
peoplewithoutanyranksfromageofcorveelabortoagebeingexemptedfromtaxesandcorvée．Peopleofthe
HanDynastywereunfamiliarwiththeabbreviation,andadditionally,thename“Lüzuo”couldmoreshowQins
tyranny,sotheydidnotmakefurtherinvestigation,andsuchanerrorwasthencaused．Commentatorsoflater
agesjusttookthenameliterally,andtheirconclusionswereinsufficient．

ATextualResearchofWritingTimeandPlaceofJiangYansPoem “OverlookingMountJing” LuLu
　 TherehasbeencontroversyonthewritingtimeandplaceofJiangYanspoem “OverlookingMountJing”,

andtheproblemconcernsthestudiesofJiangYansofficialcareerintheyearsofDamingandTaishioftheLiuＧ
Songperiod．Bycombinghistoricalfacts,andconsultingJiangspoemsandessays,itcanbeconcludedthatthis
poemwaswritteninthefallof４６８AD,whenJiangYanwenttothemansionofLiuXiuruo,theKingofPrefecＧ
tureBalinginXiangyangbywayofMountJing．Atthattime,LiuXiuruowasnotenＧroutetoXiangzhou,and
stillheldthepositionofYongzhouRegionalGovernor．

ATextualResearchonTheWaterMarginBeingCompletedintheEarlyMingDynasty:

　 BasedontheDiscriptionofRobeColorintheBook ZhangWei
　 ThetimewhenTheWaterMarginwasfinishedisanimportantandageＧoldprobleminthestudiesofthenoＧ
vel．Inrecentyears,manyscholarshavemadediscussionandresearchofthisproblem,yetcurrentresultsdonot
narroworsettlethedifference．Literatureisalwaysinfluencedbythesocialmores,andbakedthesealofthe
authorstimes．InTheWaterMargin,therobecolorsofthefiguresweremeticulouslydescribed．Accordingto
thosedetailsaswellassystemandcustomsofancientChinesesociety,thecompletionofthenovelshouldbein
theperiodofHongwuorYongleintheMingDynastyasformerlyexaminedbyZhangPeihengandotherscholＧ
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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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圣贤与经典

　　———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

　　　　 钟书林(２ ７６)………………………………………

论和同 刘梦溪(２ １６)…………………………………………

论西汉黄老道家的去向

　　———以«淮南子道应训»所引«老子»为中心

　　　　 [日]谷中信一 撰　孙佩霞 译(３ ３０)………………

“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宇宙无意识

　　———禅宗及禅悟的本质新解 顾明栋　冯　涛(３ ４３)…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

　　两种文本的比较 李纪祥(４ ２３)…………………………

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

　　　　 [日]西山尚志(４ ４５)………………………………

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

　　———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李　巍(５ １１５)…………

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

　　 于赓哲(５ １２６)……………………………………………

黄老思想要论 陈丽桂(６ ４１)…………………………………

论老子哲学思想与当代全球性哲学问题 董京泉(６ ５５)……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华夏国家起源新论

　　———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萧功秦(５ ５)………



中国古代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 李若晖(５ ２３)………………

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 白彤东(５ ３４)………………

□儒学研究

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

　　———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张新民(６ ５)…………………………………………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

　　———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翟奎凤(６ ２４)…

«绿窗新话»校释引言 黄孝纾 遗稿　齐心苑 整理(１ ５９)……

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刘　培(１ ７０)……………

汪中骈文地位之反思 吕双伟(１ ８４)…………………………

«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 戴　燕(２ ２９)………………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孙之梅(２ ４８)…………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许　结(３ ８１)………………………

论古代集句词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原因 张明华(３ ９５)……

明清之际即墨黄氏家族的政治劫难

　　及其诗风转变 王小舒(３ １０５)……………………………

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尚永亮　龙成松(４ １２３)…………………………………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亚思明(４ １３９)…………

武川镇豪强酋帅在西魏北周府兵体系地位考论

　　———兼析陈寅恪府兵制研究的相关观点

　　　　 薛海波(１ ９４)………………………………………

杨妙真新论

　　———研究现状、基本事迹和评价问题 姜锡东(１ １０９)…

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

　　———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

　　　　 李冬木　[日]佐藤亘　吉田富夫(１ １２８)…………

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 张金龙(２ ９１)……………

“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

　　———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

　　　　 王瑞来(２ １１４)………………………………………

马王堆一号汉墓四重棺与死后仙化程序考 姜　生(３ １３９)…

宇文氏东迁时间及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李海叶　陈长琦(３ １５１)…………………………………

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若干变化

　　———土地私有与国家基层政治体制的重建

　　　　 刘玉峰(３ １５６)………………………………………

从近代美国文献看南海诸岛的主权 辉　明(４ ５)……………

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

　　———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

　　　　对应关系为中心 李济沧(４ ６６)……………………

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与感应舍利之起源

　　———对佛教偶像崇拜历史分流之认识 尚永琪(４ ７７)…

«清代学者象传校补»举要 陈祖武(５ ４７)……………………

用脚表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马俊亚(５ ５３)………………

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吴　英(５ ５９)……………

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

　　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 彭　勇(６ ９９)…………………

产何以存?

　　———清代«巴县档案»中的行帮公产纠纷

　　　　 周　琳(６ １１６)………………………………………

“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 潘务正(６ １３６)………………

□当代学术纵览

文化比较的思想误区

　　———兼评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

　　　　 [美]BenK．Hammer(孟巍隆)(１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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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研究

数律化美学模型和形式美学体系框架 赵经寰(２ １３７)………

并非新说:美是生命活力的表征 袁世硕(３ ５８)………………

蔡仪美学思想的两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美学低迷管窥 董　宏(３ ６７)…………

时空视阈下的审美心胸理论 詹冬华(４ ８４)…………………

□左翼文学问题

冯雪峰“神话”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 张钊贻(３ １１６)……

□中国文论研究

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内在作用机制

　　及相关理论表征 郭　鹏(５ １０２)…………………………

□文史新考

傅说之名再考辨

　　———兼论“鸢”字及其他 王　辉(４ ９８)…………………

东汉襄乡浮图考 张鹏飞(４ １０１)………………………………

徐增与金圣叹交游新考 陆　林(４ １０８)………………………

«史记»“闾左”发覆 孟彦弘(６ １４６)……………………………

江淹«望荆山»创作时地考 陆　路(６ １４９)……………………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考

　　———基于袍服颜色的考察 张　伟(６ １５６)………………

□名家治学谈

飞鸟之影: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 罗志田(６ ３６)………

□学林春秋

“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

　　———丁山先生生平与学术 朱　斌(５ １４９)………………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 邹诗鹏(１ １５７)……………

论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渊源、发展与影响

　　 施雪华(２ １５５)……………………………………………

濡染与改造:

　　现代民主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的民本观念

　　　 张师伟(３ ５)……………………………………………

我们如何共同行动?

　　———“同意理论”的当代境遇 张乾友(４ １４６)……………

自由之目的:

　　对萧公权自由主义观的一种思考 钟　诚(４ １５６)………

法家分光镜下的中国现代思潮 喻　中(５ １３９)………………

□动态与综述

“秋瑾、徐自华、吴芝瑛、吕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学高层论坛”综述

　　 范丽敏　郭浩帆(５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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